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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杭州共识——— 世界休闲共识研讨会的初步发现和原则

中国杭州

2006年4月19—22日

项目主席： 埃德加·杰克逊

邀请专家： 琳达·凯德威尔盖瑞·锲克雪莉·杜普意凯伦·福克斯瓦列丽亚·弗莱辛格杰弗瑞·戈比

卡拉·亨德森岩崎弘田埃德加·杰克逊苔丝·凯罗杰·曼内尔克瑞斯·罗杰克苏珊·萧A. J. 威尔丹尼尔·威廉姆斯

论文评审小组： 科里·达利约翰·罗伊 威廉·麦克森

第一部分导言

一、概论

目的

本文的目的是总结首届休闲和生活质量国际共识研讨会上关于休闲对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影响的探讨。首届休闲和生活质量国际共识研讨会于2006年4月19日至22日在中国杭州举行。

背景

休闲与生活质量世界休闲共识研讨会的根本前提是： 不管是在发达社会还是在发展中社会，休闲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休闲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如何提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整体提高生活质量，特别是能带来健康和其他益处，尚存在众多观点、解释和看法。因此，本次研讨会有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包括： 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证据表明休闲能在微观（个人）和宏观（集体）层面上产生这些理想的社会效果？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大把握能够宣称休闲对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和积极的影响？

休闲学者、从业人员和政策决策人士都明白有些普遍被接受的观点、实践和政策的证据在质量与数量上差异很大，从非常可靠到非常脆弱。因此，用来支持当前休闲政策和实践的证据可能苍白无力或者根本不存在。缺乏确凿的证据会降低支持目前政策和实践所依托观点的信心。

本次共识研讨会旨在召集世界一流的专家来总结一批休闲关键议题的调研的证据，然后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小组对之进行仔细讨论。就本次研讨会而言，“共识”被定义为基于所能获得的最佳知识的集体观点，即在对相关文献的理解、面对面讨论和辩论基础上专家们取得的一致观点。

目标

休闲与生活质量共识研讨会源于世界休闲组织于2003年的构思，并于2004年开始。在随后的两年，我们确定关键问题、选择一流学者来讨论这些关键问题和起草本书所含的论文。总之，该过程是为了实现世界休闲组织最早提出的研讨会的以下目标：

1. 考查一些休闲问题和议题的现有证据，包括休闲促进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与机制。

2. 根据世界一流专家的分析，就休闲作为人类发展和康乐的关键组成部分的提法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得支持，达成一致意见，即“共识”。

3. 为未来研究确认关键的问题，包括本质的、理论的和方法学的问题。

4. 为在休闲峰会基础上形成的《全球休闲宣言》提供重要知识基础。

5. 为支持休闲益处的有关专著提供内容。

二、过程

首届休闲和生活质量国际共识研讨会于2006年4月19日至22日在中国杭州举行。会议主要对事先确定的15篇论文进行阐述和严格审核。这些论文均围绕休闲和生活质量这一个重要主题而写，其作者都是国际著名休闲专家。参加人员包括论文作者、主持人、国际评审小组（三人）、中国评审小组（两人）和一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

研讨会之前，论文作者根据自己论文的内容提炼了４～１２句的观点概述，总结了自己的核心发现和结论。这些概述被称为“关于休闲的原则”，因为它们是对每个主题的合理总结，是目前为止对休闲和生活质量关系的最佳总结。它们强调了休闲对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和贡献。这些原则在研讨会之后还进行了修改。

三、本文的主要内容

后文围绕“休闲的原则”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完整介绍了每篇论文的原则，并且进一步分为四小部分： ① 导言和基础论文；② 休闲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③ 休闲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④ 休闲对文化的影响。

由于这部分的材料十分详尽，所以我们同时按前文确定的四个主题的顺序编写了四个小结。这四个小结一起称为“总发现和原则”并构成本文的第二部分。小结初稿由共识研讨会的四个工作小组完成，并于2006年4月22日在杭州的世界休闲高层论坛上进行了介绍。后来，在四位发言人的指导下对初稿进行了修改。每个小结都是对详细的相关原则的简要概括，并尽量反映研究发现、结论和建议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二部分总发现和原则

导言和基础论文由“导言与基础”工作组的发言人瓦列丽亚·弗莱辛格编写，岩崎弘田、苏珊·萧、卡拉·亨德森和埃德加·杰克逊提供了建议。

一、导言和概述

导言和基础论文为我们如何看待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提供了启发。

导言和基础论文有五大主题。

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定义受到“西方”思维和研究的影响，这样的定义存在问题。

有证据表明休闲与生活质量，以及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

有证据显示休闲可以影响生活质量。

有证据表明人们基本上没有认识到休闲的重要意义。

需要教育和大众支持。

主题

1. 受“西方”思维和研究影响的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定义存在问题

在西方社会和西方休闲研究中，休闲都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讨的： 时间的衡量、活动的载体和意义。

休闲作为一种意义包含目标和感受到的自由。

这样的研究方式在西方社会内部已经被认为值得怀疑的，在全世界多样化的社会中就更不用说了。

2. 有证据表明休闲与生活质量，以及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

在全球视角和国际视角下，文化在对休闲和生活质量的理解方面起中心作用。在不同文化中休闲都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具体的文化和亚文化情境中休闲又是独特的。

休闲是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人权和正义等其他社会体系相互影响并紧密联系。

休闲研究的各个不同方面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比如宏观和微观，个人和集体。

全世界各个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权利关系影响休闲和生活质量的观念和机会。

休闲、生活质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而变化，既有历史性的变化，也有生命过程中的变化。

3. 有证据显示休闲可以影响生活质量

休闲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手段，也可视为一种目的，在人们的生活中是这样，在作为政策和规划的焦点时也是这样。

休闲时间和活动是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可以使人放松、获得快乐和自我满足。对个体和集体而言，休闲还可以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一种载体，比如，生理和心理健康、经济生存、学习和人类发展等目标。

全球众多文化和亚文化的文献中已经有休闲对生活质量有影响的记载。

然而，资料显示，对社会、社区和个人来说，休闲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或者是两者的复杂结合体。比如，休闲可能产生和造成差别，而这种差别使一些人处于劣势而给另外的人优势或特权。然而，休闲又可以成为抵制和挑战不平等的工具，因为它可以重新认识差别、确立有价值的认同和社区。

4. 有证据表明人们基本上没有认识到休闲的重要意义

休闲作为手段和目的，它广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学科、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和大众所忽略。

对经济发展和增长、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关注，以及非常高的（如果不是绝对的话）以经济标准来衡量“成功”的做法，都造成了对休闲这样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忽视。

当休闲的重要性得到认可时，它常常被“简化为”个人的经历或行为。

5. 需要教育和大众的支持

休闲在个人、社会群体、社区以及国际社会生活中，有一种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潜力，这种信念是休闲教育的基石。这也是需要大众支持提倡的基石。

教育和大众支持在各个层面上都是需要的，既是为了传播休闲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必要性，也是为了传播对休闲与生活质量问题的重新认识。

从休闲更广泛的文化涵义来对问题加以重新认识，将会提高休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可视度，也会促进休闲学者和从业人士参与社会变革和政策制定的更广泛的讨论。

不管是局部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休闲规划和政策的成功实施，都最终取决于对休闲作为文化涵义，对个人生活、对社会/全球不平等和机遇涵义的更深理解。

结论

导言和基础论文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休闲研究人员、教育家、供应商和决策人士必须对他们就休闲与生活质量提出的问题给予批评性思考。批评性思考十分必要，因为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围绕已有的知识和寻求的目标。

二、休闲对个人和社会影响由

导言和概述

每一篇论文都证明休闲产生下列影响和作用：

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和康乐；康乐老年；家庭；社区发展；总体健康和康乐。

总体上：

存在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休闲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研究已经开始发现休闲促进个人和社会健康及康乐的多重复杂过程；虽然存在众多相同之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常常难以理清，因为休闲的体验在不同文化的内部和不同文化之间形式多样；现有研究代表了广泛却又片面的观点，主要是基于西方和英语文献的观点。

休闲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有五大主题：

休闲使个体受益；休闲对社会有益；休闲的影响也可能是消极的；休闲的机会不平等；政策可以使休闲的益处最大化。

主题

1. 休闲使个体受益

无论身体、心理状况和客观状况如何，休闲对任何人都有起到促进健康和幸福、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加人类发展的可能性的作用，影响纵贯人的一生。

休闲通过以下途径使个体受益： 自主选择和自我管理，比如对自己行动的控制；自我认同的形成和加深，比如了解自己是谁；自我表达，比如舞蹈、音乐、艺术，等等；

身体、认知和情感上的健康，处理日常和长期压力的能力；精神信仰和意义。

2. 休闲对社会有益

休闲为家庭的发展、关系的建立和社区团结提供机遇。

社会在以下几方面从休闲中受益：

分享亲密关系和亲密情感的机会；合作和协作的机会；对社区的积极贡献；为社区和文化提供交流平台；为抵制模式化的观念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控制提供空间。

3. 休闲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休闲能通过下列方式产生消极影响：

休闲中可能产生冲突，并有可能产生风险和消极影响；不是所有人都感受到休闲的益处，比如乏味和压力；个人和集体的需求、不同性别、利益团体、人种、种族和阶层间存在矛盾；休闲也可能强化现有的模式化观念、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休闲可能被以剥削的方式商业化，而导致消极后果。

4. 休闲的机会不平等

人们获得休闲的机会和服务是不均等的，从中获益的机会当然也是不均等的。这会使积极影响没有很好实现而助长消极影响。

机遇的不同缘于：

个体状况，比如性别、种族、民族、是否残疾和年龄；社会经济状况，比如收入、教育；文化；物理环境。

5. 政策可以使休闲的益处最大化

研究表明需要公共政策来支持、促进休闲的参与和休闲的机会，而且这些公共政策很有价值，因为休闲的益处可以最大化，而休闲的消极方面可以降到最小。

政策是必要的，因为政策能：

促进个体和团体自助；通过休闲服务和休闲供给提供直接帮助，比如对年轻人进行休闲教育；为有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提供支持。

个体和社区应当参与计划和政策的制定，而不应该是计划和政策的对象。

结论

存在有力证据表明个人和社会受益于休闲。

继续以不同方式深入探讨会带来更多收获。

这些文章使人们认识到分歧和新的问题。

新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对研究有益。

来自非西方和非英语的研究人员的证据有益于知识的进一步构建，这点非常重要。

三、休闲对经济和环境影响

由“经济和环境”工作组发言人A.J.威尔编写，杰弗瑞·戈比、克瑞斯·罗杰克、丹尼尔·威廉姆斯提供了建议。

导言和概述

探讨了休闲对于经济和环境影响的四个主题：

休闲与经济；休闲与商品化和全球化；休闲与环境；未来的工作与休闲。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问题和议题包括：

休闲相对于经济整体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休闲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又如何受经济发展影响的？

休闲是如何卷入商品化和全球化过程，并受其影响？

自然环境在休闲中发挥什么作用？

休闲对自然环境带来什么影响？

决定未来休闲的因素有哪些？

主题

1. 休闲和经济

休闲经济意义的证据显示：

休闲商品和服务占发达国家经济总体消费支出的20%~25%。

在最富裕的49个国家里，即平均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估计休闲的消费额为每年6.7万亿美元。

休闲支出增长迅速。

休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国家层面上：

旅游在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资源。

有证据显示这种发展既有积极的经济影响又有社会、环境和经济的消极影响。

政策制定者的挑战在于把积极影响最大化和把消极影响降到最小。

在城市层面上，推动经济发展越来越涉及：

促进旅游业；吸引和/或开发体育和艺术活动，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艺术节；建造体育场馆；港口重新开发的过程中增加很大的休闲成分。

有大量证据显示休闲项目的经济益处和对个人的影响，但是休闲项目的总体影响，包括像公园之类的非商业项目的提供，对城市地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2. 商品化和全球化

商品化可以被定义为将休闲服务和活动转化为供买卖的产品，如录制好的音乐、一揽子度假计划和职业体育。

全球化乃是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包括以下公司和赛事的不断发展，如：

跨国公司（MNC），如耐克和阿迪达斯等服装/鞋类公司，全球性媒体公司，如索尼和时代华纳，国际烟草公司，如英美烟草和飞利浦，汽车公司，如通用和丰田。

全球性体育赛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世界杯、赛车一级方程式。

跨国公司：

能够将生产运作设置在许多地点，并能够随时将生产运作在国家间迁移；将国际市场视为它们的“国内”市场；不断寻找新市场；是一些休闲行业的重要营运商。

商品化和全球化的过程既有积极作用也可以有消极作用，正如关于休闲和全球化的《世界休闲组织圣保罗宣言》里所提到的那样。

3. 休闲和环境

此处“环境”的定义包括自然区块、海岸线、海洋、江河、城区和整个生态系统。

休闲和环境有六个主要原则：

环境质量，包括人工的和天然的，对休闲、娱乐和旅游的质量有巨大的根本作用，可以提高生活的质量。休闲、娱乐、旅游以及文化服务直接有益于人的全面康乐，尤其有益于健康和社会关系。

休闲、娱乐和旅游对营造亲环境（proenvironment）的态度、价值观、伦理和行为有作用。

作为经济、政治的正当理由和社会组织，休闲、娱乐和旅游是保护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以及自然景观的重要基础。

利用休闲、娱乐和旅游机会来提高生活的质量，导致了对生态系统的文化/休闲、娱乐和旅游服务的需求，也支持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并规范那些降低服务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

有些休闲、娱乐和旅游活动的参与质量更依赖于环境的质量，同样，有些活动的参与对环境的影响更加良性。

很难概括哪些活动更加依赖环境和/或对环境的影响更加良性；但是，具体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往往因社会和空间层面的差异而不同。

4. 工作和休闲的未来

在未来，对应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经济和在每周、每年和整个生命段，个人将会以不同的模式定制他们的工作和休闲。工作/休闲的模式不再一成不变和标准化，而是因不断变化的事件和环境而变化。

影响未来休闲的五大因素包括：

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密度加大；工作和工人性质的变化，比如更多的非正式工作；科技变化；气候变化和不确定性。

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找到上述每一因素对于休闲可能产生影响的证据。

最可预见的因素是人口老龄化现象。到2040年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将下降到目前的一半。虽然变化的比例会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数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 ① 劳动力短缺；② 工资成本的上涨；③ 面临着延长上班时间的压力；④ 休闲和工作的平衡问题；⑤ 工作年龄人口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增加；⑥ 对老年人的服务包括休闲服务的需求增长。

总结

休闲是发达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了多达1/4的消费支出；然而，现有关于休闲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性的信息仍十分缺乏。

休闲，特别是在诸如体育、娱乐和烟草、酒精的消费方面，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

在自然环境下享受休闲十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虽然增加的娱乐需求给自然环境带来压力，但能促进在资金和政治方面对环保的支持。

许多因素共同塑造未来的休闲，这些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密度加大；工作和工人性质的变化；科技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和不确定性。

休闲对文化影响 由“文化影响”工作组的发言人盖瑞·锲克教授编写，凯伦·福克斯提供了建议。

导言和概述

对于休闲与文化的关系可做以下假设：

休闲涉及文化的创造、保护和加强；许多形式的休闲，如游戏、艺术、音乐、故事、舞蹈、节庆和家庭活动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休闲多样性反映了产生休闲的文化多样性；休闲是一种共享经历和增加相互理解的工具。

休闲对文化的影响包括六大主题：

休闲是人类文化的普遍组成部分；休闲的含义以及表达方式因文化而异；休闲是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变化的一部分；文化和休闲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休闲价值在文化上得到认同；休闲促进文化认同的发展。

主题

1. 休闲是全人类文化的一个普遍组成部分

在全世界所有社会中，休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休闲的形式因不同文化而异。

有些休闲的形式受到文化的鼓励，有些休闲形式被文化禁止。

2. 休闲的含义以及表达方式因文化差异而不同

在英语中，休闲有下列概念： ① 空闲时间；② 某类活动；③ 经历。

在不同的语言中休闲有不同的表达：

在大多数语言中，休闲被翻译成“空闲时间”。

在许多非西方文化中，休闲以不同形式表达： 在肯尼亚的Luo语中，休闲的意思是“蚕食生命”；在夏威夷，休闲是“躺在浅海湾里，在鸟鸣声中，让海水从你身上流过”。

在文化内部休闲的含义基于变量的不同也会不同，如年龄、性别、社会阶级、职业、宗教、能力或者情景。

3. 休闲是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变化的一部分

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变化的形式包括：

世界性体育，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内和国际旅游；媒体，如因特网、出版、电影、ipod（随身听设备）以及手机；食物、时尚、艺术以及音乐。

4. 文化和休闲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孩子的游戏发展成为成人的休闲。

文化通过休闲而习得。

休闲教育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

5. 休闲价值在文化上得到认同

通过休闲，文化得到保护、经济得到发展，例子包括：

长城、故宫；杭州作为“休闲之都”的发展；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如云南省。

人们休闲场所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例子包括：

西湖风景区；杭州宋城。

6. 休闲促进文化认同的发展

部分原因是通过休闲，个人和群体才开始明白“我是谁？”和 “我们是谁？”这两个问题。

认同的形成在崇尚自立的西方社会和崇尚相互依赖的东方社会可能有差异。

这些文化背景下休闲种类的选择反映了这种差异。

总结

休闲是本国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文化认同，部分是在休闲情境中成形的。

休闲与文化上的创造、发展和保护密切相关，但是也和抵制、挑战我们共同理解和文化改变密切相关。

休闲帮助人们获得具有文化价值的生活方式，带来更好的生活满足感和更佳的心理与生理健康。


第2章 休闲原则概述

简介

在准备共识研讨会的时候，论文作者按要求写了摘要，简要概括了论文中的主要发现、结论以及建议。这些观点也就是“休闲原则”皆被收入本文，总结了此次“共识项目”所产生的知识和论据。

基础论文： 概念和问题

一、共识研讨会导言部分的休闲原则

作者：埃德加·杰克逊（阿尔伯塔大学）

1. 休闲的定义是有问题的。在西方社会，受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和新教的职业道德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休闲是工作之余及履行了其他应尽职责后的闲暇时间。

2. 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休闲的定义更成问题。我们对非西方文化中休闲如何定义、认知和评价了解甚少。

3. 北美以及某种程度上在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的休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地区休闲研究的典型方法是从以下三个角度（其中之一、之二或之三）出发的：

① 作为时间的度量（完成工作和其他义务后的自由时间）；② 作为活动的总括（人们在自由支配时间里选择做的活动）；③ 从休闲的意义出发。（人们如何定义、体验和评价休闲，休闲在他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休闲的重要性或者说休闲能否作为一个生活质量的表达方式。）

4. 在西方社会和西方休闲研究中，对休闲意义的定义也包含了目标和感知到的自由的概念。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概念的相关性还有待于确定。

5. 以上三种休闲定义的重点： ① 随时间和地理的变化而变化。② 随着休闲领域研究的发展而变化，休闲的定义也与许多相关学科影响有一定的关联（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③ 休闲的定义有一点“赶时髦”。不过，所有三大定义和研究方法仍然具有形成概念、方便操作（指学术研究）和实际应用（政策、规划和管理）的价值。

6. 休闲在人们生活中和在政策与规划中，既可被视为手段，也可被视为目的。

7. 若将休闲视为一种“目的”，从事休闲所花费的时间和活动可以是文化的深度表现，是生活中寻找放松、幸福和自我满足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作为“手段”，休闲可以成为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如身体和精神健康、经济生存、福利和发展、环境质量等目标。

8. 休闲作为目的本身的重要意义，在众多——如果不是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策里时常遭到遗忘、否定、忽视和轻视。在许多个人身上也是如此，他们往往只关注物质的追求和消费。

9. 休闲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也同样遭受忽视、低估和争议。

10. 对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的广泛关注，伴随人们较多地——如果不是完全地——以物质来衡量“成功”，导致休闲作为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均被低估。而且这也导致了休闲的商品化——也就是说，人们常把休闲定义为在自由时间里购买的物品和享受的服务。

11. 理解休闲、制定恰当的管理规划和政策取决于对休闲复杂性的认识： 对休闲作为一种现象和一个概念，以及通常在休闲研究中分散的各方面的内在联系的认识。例如，无论在个人和群体层面上，成功地理解休闲取决于理解相关的因素,诸如认知、 态度、 动机、制约和机会等。然而，以上每一项在休闲研究中也有专门的讨论。与此同时，有必要主观地划分休闲的方方面面，以便在学术上和经验上管理和操作。

12. 同样，要理解和管理休闲，必须认识休闲和政策的相互关系。这就意味着某一地区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休闲；同时，这些政策也被用来实现休闲相关的目标。相反，休闲有关的行为、管理、规划能被用作间接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诸如经济发展、健康和康乐、社会问题（如犯罪）以及环境管理。

二、休闲、生活质量与多样性——国际化和多元文化视角

作者：岩崎弘田（坦普尔大学）

1. 从全球和国际化角度来看，文化在休闲概念的形成上起了关键作用。

2. 尽管在各文化中，休闲都是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但在特定文化和亚文化中，休闲具有独特性。例如，亚洲文化、中东文化和原居民文化。

3. 鉴于文化在定义生活质量中起的关键作用，我们在理解休闲和生活质量的关系问题上，需要对文化、亚文化因素和特定情境加以了解。

4. 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以文化为基础。

5. 研究证据表明在全球不同的文化和亚文化情境下，休闲均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6. 休闲给全世界的人提供获得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机会，这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7. 从国际化和跨文化的视角来看，能使生活更有意义、提升生活质量的途径或机制包括： ① 从休闲活动中体验到积极的心态和康乐。② 从休闲活动中获得积极的认同和自尊。③ 休闲产生的社会、文化联系与和谐。④ 休闲在人的一生中对学习和人类发展的贡献。⑤ 休闲作为实现和利用人类力量和韧劲的情境。

8. 我们很有必要强调休闲对创造生活意义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包括“降低负面影响，增强积极影响”。

9. 在通过休闲活动提高生活质量、创造生活意义的途径和机制过程中，文化起了根本作用。

三、问题的重构——对休闲意义的评估

作者：苏珊·萧（滑铁卢大学）

1. 休闲是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其他生活领域相互作用，并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康乐和生活质量。

2. 休闲是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其他社会系统联系紧密、相互影响。如，政治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与人权和公平正义相联系的系统。

3. 休闲体验和结果对个人、群体和社会而言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

4. 其他学科的学者、政府决策者和广大民众大多忽视了休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它广泛的社会意义。

5. 重新组织这些问题，找到休闲中蕴含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含义，将有助于提高休闲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引起人们的注意。

6. 在这个领域内重构问题，找出休闲中蕴含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含义，有助于研究休闲的学者和专业人士更广泛地就社会变化和社会政策进行讨论。

7. 在地区或全球层面，成功执行休闲规划和政策将最终取决于加强休闲对文化和个人含义的认识。

四、社会不平等与机会

作者：瓦列丽亚·弗莱辛格（迈阿密大学）

1. 差异的形成使一些人获得优势/特权，而使其他人处于劣势或被边缘化。也就是说，在休闲活动中，和在其他社会情境和实践中一样（如，工作、教育和家庭），有一个“我们”的概念，同时有一个“他者”的概念。这样的分类造成了在休闲活动或其他生活背景中的社会不平等和/或机遇。

2. 所有文化中都存在差别（优势/劣势）。虽然差异因文化、年龄、性别、残疾、种族、人种、性倾向和社会阶级而不同，然而，这类差别的含义往往由单方面构建，几乎不考虑任何群体内部存在的多样性。此外，至于这些差别如何形成（如，年轻或年长的含义）还存在文化和历史的差异。

3. 在任何文化中，群体间休闲差别研究的重点常常从那些较为特权阶层的角度出发。就是说，差别是通过将“他者”的休闲和那些拥有物质、文化和社会资本来确定标准的人的休闲相比较而产生的——即，什么是“正常”的、可接受的、理想的休闲。结果，“他者”常常被视为偏差或被遗弃——因此在某些方面有问题和有缺陷。

4. 不过，休闲不一定是（或仅仅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背景或实践。无论从跨文化的角度还是在全球范围内，休闲都是一种潜在的背景，抵制和挑战普遍被视为“自然差别”的那些东西、改造社会关系、在社会内部分配权力和特权。休闲是一种文化事件，能够确认有价值的认同和社区。此外，休闲也可以是一种抗拒性实践，会给“差别观念”制造麻烦，然后加以重组。

5. 从这个意义上说，休闲对社会或全球不平等和机遇而言，既提供了一个背景，同时又是一种实践。

五、教育、研究和提倡

卡拉·亨德森（北卡罗来纳大学）

1. 休闲教育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同生活无关。休闲教育从儿童玩耍、积极的青年发展直到健康老龄化涵盖整个生命。

2. 休闲教育的基础在于相信休闲是个人、社会团体、社区和全球社会中一种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力量的信念。

3. 休闲与教育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休闲教育既可以通过正式、明确的项目出现，也可以通过提供娱乐、休闲、体育和旅游等大量机会以非正规、下意识的形式出现。

4. 休闲教育作为环境或者作为主题不但给个人提供娱乐技能和决策过程，而且还强调休闲给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带来的益处。

5. 我们应该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待休闲教育和研究问题，因为物质和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都会影响人们的休闲，包括个人的、人际间的、体制、社区、政策因素。迄今为止，休闲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关注人内部的因素。

6. 提倡休闲教育是为了呼吁采取行动，从而确认休闲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结果，并广而告之。

六、休闲的社会影响——健康、康乐与休闲

罗杰·曼内尔（滑铁卢大学）

1. 休闲被视为工作和其他义务之外的自主行为。它提供机会，使人们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参加具体活动带来益处，从而对人们的身体、心理、精神健康和康乐产生积极影响。

2. 休闲并非自动会对健康和康乐有益。休闲选择和活动可能会有中性或负面效应，还可能产生一些取代有益于健康和康乐的行为。

3. 运动型休闲对身体健康益处在科学文献中已经有了很好的记载。其他形式的休闲对心理健康和康乐的益处正在被认识。这些益处的论据有的非常确凿，有的纯属猜测，程度不一。

4. 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通过安排空余时间和用建设性的行为替代无所事事，参与休闲有助于个人健康和康乐。

5. 研究显示，趣味性和愉悦性休闲体验不仅提高当前的生活质量，而且日积月累，能促进长期的心理健康。

6. 休闲促进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有证据显示，在某些情况下休闲也可能有助于个人心理成长。

7. 正在出现良好的情况，表明休闲能提高应对能力，促进个人成长，以应付日常生活烦恼和负面生活事件，包括残疾和疾病在内。

8. 研究发现，参与休闲会对生活的其他领域（诸如工作、家庭和人际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健康和康乐。但是，有些类型的休闲也会对这些领域的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

9. 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研究人员在研究健康、康乐和休闲。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开始寻找证据。跨文化分析开始强调休闲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意义以及其对健康和康乐的影响。

七、通过休闲促进青少年发展： 全球视角

琳达·凯德威尔（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 休闲能够为青少年成长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环境，但同时，休闲也能成为危险行为发生的场景；二者不一定相互排斥。

2. 因此，需要进行正规和非正规的休闲教育，以促进积极成长，预防危险行为。

3. 从全球范围来看，青少年的休闲存在着活动与运动项目上的偏见。对一些年轻人而言（但并非所有的年轻人），运动是一项主要的活动。艺术、人文、基于自然的活动和沉思活动同样非常重要，应引起重视。

4. 与此同时，已经有了一些证据，表明某些有组织的活动比某些没有组织的活动会产生更佳的成长结果。这一说法虽然得到了一些实际经验的支持，但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认识“有组织”和“没有组织”活动的不同价值，并进一步认识这样的分类究竟是否合适。

5. 文化、环境、性别、民族可能对青少年成长和休闲的意义和过程施加不同的影响。

6. 家长和成年人能够通过休闲活动对青少年的积极成长产生促进或是阻挠的作用。

7. 进一步说，政府和社区必须给青少年提供休闲基础设施、休闲机会、休闲项目和服务，从而让青少年能全面利用有利于个人成长的休闲环境。

8. 青少年应该在塑造他们自己的环境方面起积极作用。因此，在发展休闲基础设施、休闲机会、休闲项目和服务方面，青少年应该有发言权。

八、休闲与康乐晚年

雪莉·杜普意（滑铁卢大学）

1.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趋势。虽然老龄化进程在世界较发达的地区出现更加迅速，但是所有的国家都经历65岁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迅猛增加。这一趋势估计将持续到本世纪下半叶。

2. 还没有关于老龄化的综合图像。由于生活环境中个人、社会、文化、历史和体制等因素，晚年的经历和含义大相径庭。但是，相当多的老龄化研究，尤其是老龄化与休闲的研究，继续将老年视为一个性质完全相同的群体，未能认识到在老年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生活模式和环境都存在着重要差异。

3. 晚年的含义和经历可以对老年人的休闲含义和体验产生重要影响。

4. 休闲为个人提供机会，远离并抵制有关老年形象的成见，但也可能提供机会，让这些成见延续。

5. 无论处于何种能力和条件下，只要能够在一个积极和友好的环境中获得充分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让老人能继续参与生活，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康乐老年。

6. 虽然休闲和愉快地度过晚年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休闲确实能提供有意义的机会，使一个人能在老年继续参与生活，保持自我、实现自我、有归属感。休闲是愉快度过晚年生活必不可少的。

7. 越来越多的调查结果证明休闲与身体、认知、情感和心理康乐有积极和重要的关联。休闲可能在老年人社会和精神康乐方面发挥重要，然而，这些领域迄今为止受到极少关注。研究也显示，休闲可能成为应对与晚年经历的生活事件、变化和变迁带来的心理压力的资源。

8. 尽管休闲对于康乐老年有重要意义，老年人参与有意义的休闲和继续参与生活机会不平等，如，低收入老年人、少数民族老年人、功能降低和患有严重疾病的老年人以及长期生活在有他人照料的环境中的老年人。

9. 政府决策者和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休闲对于康乐老龄化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对被边缘化了的老年人（如长期处于被照料状态的老年人）尤其重要。

10. 为了处理好老年与休闲作用的关系问题，需要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加强与老年人的合作，包括那些身体虚弱、身体每况愈下的老人。

九、家庭、社区和休闲

苔丝·凯（拉夫堡大学）

1. “家庭”是给个人在社会中定位的一种组织结构，它涉及文化、差异和（不）平等。宏观层面上的这些影响通过家庭转移到微观层面上的休闲机会和经历。

2. 家庭生活中不断改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家庭情况中不断增加的多样性，都会影响休闲可获得的实际及社会心理资源。

3. 休闲是家庭生活重要的部分，是个人休闲理想、经历和能力发展的主要背景。

4. 休闲也许是家庭成员最乐意参加的共同经历。积极的家庭休闲经历对增进家庭和睦有着重要作用，对个人、社区和社会都有利。

5. 家庭成员中得以部分或全部可能会有消极的休闲活动经历，这反映了不同成员之间休闲偏好、个人和群体需求之间存在冲突。这些紧张局面包括那些亲人间由于性别差异引起的冲突。

6. 休闲活动可以为社区的交流提供机会和场所。这些休闲活动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动，如组织体育活动，或者偶尔利用娱乐场地，经常举行的或偶尔组织的活动，如有规律地参加休闲俱乐部，或者参加当地年度音乐会或聚会。

7. 社区的休闲机会可能挑战隔阂和不平等，也可能加深这些隔阂和不平等。如此，休闲机会对社区内部关系会起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十、休闲对于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休闲与经济

A. J. 威尔（悉尼科技大学）

1. 休闲是发达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消费支出的1/4，在公共资源中也占据很大比例。

2. 评价休闲的经济学意义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度量的问题。由于众多休闲项目均归入其他项目之下，如休闲服饰、具有休闲和娱乐特色的住房，因此大部分官方资料都低估经济中的休闲成分。但旅游业除外，一些国家已建立了旅游业的“卫星”国家账户。

3. 富裕的发达国家继续将大量资源用于发展休闲。与此同时，却发生了休闲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发达国家的大量社会和文化资本都是在过去100~15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积累的。这包括城市公园、运动场和社区运动设施的建设、自然区域、海岸线和水道的保护以及文化机构的发展。这些开发所需的资源通常都是通过政府行为和私人慈善事业获得的。

4. 公共部门和非赢利部门的作用问题，不管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未来休闲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涉及技术和经济层面的问题。大多数休闲的经济研究都致力于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非市场方式提供休闲服务所花费的成本和带来的益处。研究均表明，益处大大超出成本。这些发现表明，大部分休闲需要由市场来提供，受市场正常供需力量制约，但是资源有效配置仍需要公共和非赢利部门在提供休闲服务中扮演角色。

十一、工作与休闲的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定制化和随机化

杰弗瑞·戈比（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 在一天、一周、一年及一生中，工作和休闲时段的个性化或定制化潜力与日俱增。

2. 工作时间的确定可以提高很多国家中个人和家庭富有意义的休闲潜力。这些个人和家庭在种族、生活安排、经济前景和价值观方面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3. 快速增长的人口和城市化皆日益要求日常生活安排的定制化。

4. 空余时间分布在更长的时间段里，它为利用休闲活动提供了各种机会，有利于促进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十二、商品化、全球化与休闲——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改变有害的休闲形式

克瑞斯·罗杰克（布鲁内尔大学）

1. 休闲是表现国家认同的基础，在全球化的时代，更是承认差异和多样化的基础。

2. 各种休闲方式受到广泛欢迎，因此产生了商机。商业和休闲方式的包装及市场营销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3. 在全球市场下来定位休闲方式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因为社会、文化和自然角度的是非观念更是广为人知。休闲的定位以积极的市民为基础。跨国公司和政府都应更多地考虑到这点。

4.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休闲方式上采用的不同营销策略反映了在全球市场中休闲服务提供者有着不同的重点。

5. 休闲方式日益取代了工作的位置，成为生活的中心兴趣。

6. 休闲活动的多样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跨国休闲产业既利用了这种多样化，也促进了多样化的发展。

十三、休闲、环境和生活质量

丹尼尔·威廉姆斯（美国林业局）

1. 环境质量（包括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对休闲、娱乐和旅游业的质量乃至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休闲、娱乐、旅游和文化服务直接影响着人的整体康乐，特别是身体健康和社会关系。

2. 休闲、娱乐、旅游有助于培养人们亲善环境的态度、价值取向、伦理和行为。

3. 作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正当理由和社会动力，休闲、娱乐、旅游是保护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和风景的重要基础。

4. 利用休闲、娱乐和旅游的机会实现提高生活质量，不仅需要生态系统中文化和休闲娱乐旅游服务部门，而且还需要支持和提供生态服务，对那些降低质量的服务加以管理。

5. 一些休闲娱乐旅游形式的品质更多地依赖于环境质量，同样地，有些休闲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更好。

6. 很难笼统地说哪些活动更依赖环境，哪些活动对环境影响更好。但是在不同社会和空间，其特定的影响力（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也往往是不同的。

十四、文化对休闲的影响——休闲与文化认同

盖瑞·锲克（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 休闲是人类文化的普遍组成部分。尽管休闲活动是普遍的，但是在不同的文化里，休闲活动的形式和意义也不尽相同。

2. 文化与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休闲都是被习得和分享的。成人的休闲活动脱胎于儿童游戏。儿童游戏也吸取了休闲环境中习得的文化的其他方面。

3. 作为一个有用的建制，作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独立变量，文化的定义不能包括要解释的成分，也就是说，若是定义中包括了具体的行为，那么这个文化的定义就不能解释各种类型的行为。

4. 大多数人认为文化认同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有所重复，有时候甚至自相矛盾。许多人将其归因于国家、地区、政治、种族、阶级、宗教、年龄、家庭、职业、性别和性取向、休闲和其他生活方式特点。这些特点是个人所认同、接受的，也可以是其他人加在他们身上的。群体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身份。文化认同在不同背景下的表现也常常有所不同。

5. 文化的表现形式，包括艺术、舞蹈、音乐、烹饪、服装、语言、运动和休闲，不仅是个人和群体文化认同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个人和群体文化认同的颂扬。

6. 文化创造、文化成果和文化保护都包含了休闲。休闲的多样性反映了相应文化的多样性。休闲为人们提供了分享感受、增进互相了解的平台，平时也允许人们有反对的声音，允许有所变化。

7. 休闲一直推动着全球化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变化。国内外的旅游业和技术发展、世界体育、传媒、消费主义、音乐、食品、时尚、艺术和其他表现形式促进了全球化的产生。文化认同感会随着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变化而变化。

8. 特定的团体，如种族或少数族裔的团体，或是小的亚文化群，如那些建立在性取向、性别、阶级、居住地、职业、年龄或不同能力基础上的群体，并不一定会分享文化。他们是否会这么做是一个以经验或观察为依据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想当然的问题。

9. 国家与文化的界限并不相同。国家的疆界是政治实体，而不是文化实体。即便有的话，很少国家的公民会被视为分享相对同质性的文化。

10. 文化认同通常与一些休闲喜好和设施使用相一致，北美休闲学者通常从少数族裔或种族的角度切入研究文化认同性。然而，名义上不同的少数族裔或种族群体，其休闲活动的喜好和参与常常并不存在差异。

十五、休闲与原居民

凯伦·福克斯（阿尔伯塔大学）

1. 除了欧洲中心模型之外，把休闲的含义应用到原居民的生活中去时显得模糊不清。有必要探索代表原居民认知论、存在论、语言、艺术以及社会结构的休闲意义。

2. 对原居民来说，休闲是个欧洲中心的概念，由于它的历史原因和对其他休闲传统的缺乏关注，因此休闲对原居民既意味着潜力又意味着伤害。

3. 原居民群体之内和之间在传统、文化实践、全球化、现代化和休闲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使用“原居民视角”这个词本身就加深了对原居民的简单化和歧视。

4. 有原居民参加的研究或由原居民所作的研究表明，有益的休闲采用的是全面、整体的视角，关注文化上的相关和合适，关注主权和自我决定。任何与原居民相关的学术或休闲建构都需要考虑或关注原居民的认知论、存在论、政治现实、方法论、联系与合作策略、语言保存及批评。

5. 基于欧洲为中心的方法的休闲研究表明，休闲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原居民提供健康、社会以及经济益处。然而，从更大的政治与权力关系来考虑，原居民可以得到的休闲的明确利益却不一定那么明晰。甚至一个层面上的休闲利益（如为健康而锻炼）可能会对另一个方面造成伤害（如参加非本土活动可能被认为是“出卖”）。


第3章 抛砖引玉

一、导言

背景

休闲与生活质量世界休闲共识研讨会的根本前提是： 无论在发展中国家或是发达国家里，休闲都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休闲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如何提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整体提高生活质量，特别是能带来健康和其他益处，尚存在众多观点、解释和看法。因此，本次研讨会有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包括： 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证据表明休闲能在微观（个人）和宏观（群体）层面上产生这些理想的社会效果？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大把握能够宣称休闲对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和积极的影响？

休闲学者、从业人员和决策者都明白，一些普遍为人们接受的观点、实践和政策，其证据在质量与数量两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些证据有的非常可靠，有科学的支持，有的则非常脆弱。用来支持当前休闲政策和实践的证据可能苍白无力，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人们会降低对目前政策和实践所依托的观点的信心。

本次共识研讨会旨在召集世界一流的专家，总结一批以调研为基础、关于休闲关键议题的证据，然后由一个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小组对之进行仔细讨论。就本次研讨会而言，“共识”的定义指的是： 以所能获得的最佳知识为基础的集体观点，即专家们在彻底理解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面对面的讨论和辩论达成的一致观点。

概述

本引文旨在作为共识研讨会所要研究的简单概述和整体向导，重点强调各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全球、 国际、国家和次国家级的层面更广泛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背景的联系。本引文其余部分目的在于概述本次共识研讨会的各种目标，并阐明与会者所应用的主要假设。在介绍这些大背景之后，论文其余部分涉及下列议题： ① 研讨会的准备过程；② 休闲的本质、休闲的组成部分以及其与生活质量其他关键方面的内在联系和③ 制订邀请论文的框架。

目标

休闲与生活质量共识研讨会源于世界休闲组织2003年提出的构思，并于2004年开始筹备。在随后的两年中，我们确定了需要研讨的关键问题、选择了一批一流学者，讨论这些关键问题并起草本书所含的论文。总起来说，该过程是为了实现世界休闲组织最早提出的研讨会的以下目标：

1. 考查某些休闲问题和议题的现有证据，包括休闲促进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与机制。

2. 就下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共识： 根据世界一流专家的分析，休闲作为人类发展和康乐的关键组成部分的许多提法能够获得支持的程度。

3. 为未来研究确认关键的问题和课题，包括本质的、理论的和方法学的问题。

4. 为在休闲峰会基础上形成的《全球休闲宣言》提供重要知识基础。

5. 为支持休闲益处的有关专著提供内容。

根本假设

在此阶段，值得谈一谈国际顾问委员会（见下文）和研讨会（项目主任和邀请论文的作者们）的其他最初的参加者是如何找到办法来应对这个项目、项目各个部分和所有部分以及项目带来影响的挑战。首先，国际顾问委员会（IAC）的成员应邀对项目发表建议。随后，从这些建议中总结了几条“可操作性假设”来归纳最根本的指导理念，并于2004年10月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举行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小型代表会议上加以确认。

以下为该项目“操作性”假设：

共识项目要求归纳休闲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中所发挥作用的科学证据和该证据的可靠度。然而，这并非只是面向学术界的一次纯学术性活动，（虽然我们相信它会间接地发挥重要的学术功能，成为未来学术研究的基础）；相反，它的主要读者将会是来自众多国家的高级部长、企业执行总裁及其他关键休闲产业和组织的资深人士等。

对议题的处理应该反映出当前最新的知识、尚未能完全肯定的知识和尚存的差距。

论文和概论/总结必须指出知识的差距，以便为未来十年或更远的国际研究制订时间表。

共识研讨会的与会者都敏锐地认识到采取一种国际和跨文化方法的重要意义，应该用这种国际和跨文化方法来考察休闲领域里所选的广泛而复杂的议题，以及每一篇论文中所涉及的议题。

不过，我们也意识到，大部分以实据为基础的休闲研究乃是源自北美和其他“西方”文化和国家。

因此，对议题的处理应该强调最新知识在各种文化中的潜在应用，或指明该知识为何在其产生地以外的文化环境中无法适用的道理。

共识项目具有下列价值： ① 知识传播；② 确认地方乃至国家层面的休闲相关政策和实践；③ 鼓励政府制订和支持休闲相关的政策。

二、共识过程

项目的历程

共识研讨会的筹备过程和随后的各步骤历经几个阶段：

首先（第一阶段），世界休闲组织的两名代表、受推荐的研究项目主任和参加世界休闲研究另一平行项目的研究人员于2004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会面。该会议的目的在于回顾世界休闲组织在多个文件中阐述的共识研讨会的目的和目标，并规划一个行动纲领来启动该项目。该小组的成员也推荐了参加国际顾问委员会（IAC）的初步人选。

接下去的主要步骤包括推选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和征询他们的建议。根本上说，涉及三项任务： ① 推荐全球领域内的休闲议题；② 一旦议题确定，聘请顶级学者来撰写邀请论文；③ 帮助澄清和解释研讨会的各项目标。以上各个任务历经几轮电子邮件讨论，有些类似一个德尔斐法专家小组。采取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即，将所有的通讯内容都刊登在一个网站上，以便最大限度地鼓励小组内的互动交流。

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讨论产生了一百多个具体议题，同时也提名众多潜在的论文作者。运用这些信息，研究项目主任汇编了一个较短的议题分类清单，归于二十多个大主题之下。然后将清单递交给国际顾问委员会征求意见，并要求他们指出应该补足的空缺。第二大阶段结束时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小组于2004年10月在美国开会，回顾到当时为止的进展，并为接下去的工作制订规划。会议主要确认了第二阶段所精选的15个左右的议题，并挑选作者撰写这些议题的论文（议题提炼过程更详细情况，请参见文章后部）。

第三阶段，使用邀请函与作者建立联系。在他们接受邀请后，向他们传达论文写作的基本方针。要求每一位作者考虑：

各分议题当前已知和未知的方面；文献中存在哪些理论和方法学上的局限和不足；为了制订一个将来的研究计划，哪些关键理论和或者研究问题尚未（根本没有，或没有完全）解决；有哪些现有证据，有多大把握能确保未来的决策和实践（项目开发，项目干预）能基于已经了解的证据。

第四阶段就时间和活动而言都意义重大。该阶段包括论文第一稿的写作，最终提交给研究项目主任。然后把收到的论文刊登在私人并有登录密码保护的网站上以便作者和评估小组成员能够方便阅读。还把每篇论文详细的大纲在作者之间交流，并进一步把每一论文关键论点归纳成“休闲原则”。同时，在这一阶段，与潜在的评审小组成员建立联系。2006年2月中旬最终决定确定了三人组成的评审小组。

第五阶段，三人评审委员小组对每一篇论文作初步评价。

第六阶段包括共识研讨会本身。共识研讨会于2006年4月下旬在中国杭州召开。会议期间，每一作者提供各自的论文综述，随后由评审小组一成员对其做出评价。接下去是开放式讨论，重点是根据更广泛主题范围和各论文之间的联系对论文提出修改指导意见。此外，在每一组论文（基础问题、社会影响、 经济-环境影响和文化影响）陈述结束后，中方两名评委应邀发表评论。

紧随共识研讨会之后，研究项目主任（杰克逊）和代表作者的三个发言人（凯德威尔、锲克和威尔）于2006年4月22日在杭州召开的休闲和发展高级论坛上汇报了初步成果。

最后，在休闲大会前期，论文作者修改论文和休闲原则，并将这些编辑成一本专著，准备一份“执行总结”，重点介绍共识研讨会的主要成果。在此阶段，评审委员会成员则准备最后报告。

邀请论文

如上所述，14篇优秀论文，外加本引文，每一篇都邀请世界顶级专家执笔。在选择议题和挑选作者的过程中，我们时刻不忘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影响这三大主题，但也并不过于死板，排除在达成共识的初期出现其他重要议题的可能。比如，先前并没有明确要求，撰写一篇有关休闲对于自然环境影响的论文，但大家都认为应该将这一重要议题包括在内。

休闲： 组成部分和相互关系

本节讨论休闲的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正是邀请论文的背景。其目的为：

1. 概括休闲研究的一些关键概念和研究途径；

2. 证明休闲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其实质、 重要性和含义因个人而异，在文化内部和跨文化中意义也不同。

3. 就休闲本身作为目的，以及作为实现个人和集体其他目标的手段，进行讨论。

所有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总目标： 展示本项目参加者如何应对休闲作为一个现象和作为一概念的宽广性和复杂性。我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制订一个战略性和概念性框架，运用一系列模式引导邀请论文的选题，并为作者营造一个广阔的背景，以处理那些既具体又被人为分割的议题和问题。本节的主要内容能精炼成12个基本“休闲原则”，详见本文结尾部分。

休闲研究方法

休闲一词的定义就存在问题。在西方社会里，由于受犹太-基督教传统和新教关于工作伦理观念的影响，休闲通常被视为完成工作和其他义务后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休闲被认为不如工作重要；它是物质生产率的奖励（Sylvester, 1999）。从跨文化角度来看休闲的定义更成问题。我们对非西方文化中如何定义、理解和评价休闲了解甚少。

在北美，某种程度上在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休闲研究的典型方法是休闲学者从以下三个角度的一点或多点出发：

作为时间的度量（完成工作和其他义务后的自由时间）；作为活动的容器（人们在自由支配时间里选择做的活动）；从休闲的意义出发（人们如何定义、体验和评价休闲、休闲在他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休闲重要性，或者说，休闲能否作为生活质量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西方社会和西方休闲研究中，对休闲意义的定义也包含了目标和感知到的自由的概念。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概念的相关性还有待于确定。

我们应该注意到，休闲的概念是不固定的。前面所提到了三个方法，休闲研究中相对侧重哪一个，这两者的关系也是不固定的。因此，上面三个方法中强调哪一个，历史上有变化，地理位置的不同也会带来差别（如需进一步探讨请参见Coalter, 1999）。随着休闲研究的深入，与休闲有关的主要概念也部分受到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如，经济学、 社会学、 心理学）。此外，主流的研究方式也有点“赶时髦”。不过，这三种定义和研究方法在概念的提出、实际操作和应用（政策、规划和管理）三方面都有其价值。因此，受邀作者们在一些适当的地方直接或间接地使用这些方法来理解休闲。

对休闲认知的差异

休闲在本质上和概念上都是一个难以把握的现象。作为人类生活的一方面，休闲的重要性和中心位置在各种文化之间、在个人之间都存在重大差异。对于一些人来说，休闲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它是许多人所向往的、“真正的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其根源可追溯到希腊哲学（Cooper, 1989）。相反，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休闲代表懒惰、闲散和时间的浪费。对其他一些人来说，休闲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诸如闲暇、娱乐、周末、度假等，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一种每日、每周或每年给自己身体，精神和情感电池充电的方式，能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也有些人觉得休闲跟自己没关系。他们是典型的工作狂，他们获取工资的那份工作是他们最主要的驱动力，也是他们认同和自尊的源泉。此外，在一个北美人或其他“西方”旁观者看来也许不可思议： 有些语言没有“休闲”这个词。这些在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观念的分歧表现了各种文化内部以及不同文化之间休闲概念和含义的多样化。

休闲作为目的和手段

要评估休闲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有效的做法是将休闲既当作目的，也当作手段。就休闲作为“目的”而言，从事休闲所花费的时间和活动可以是文化的深度表现，生活中寻找放松、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许多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的政策里，休闲作为目的的重要意义时常遭到忽视、排斥、否定和轻视。在许多个人身上也是如此，他们往往只关注工作、物质追求和消费。

作为“手段”，休闲可以成为个人和集体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如身体、精神健康、经济繁荣、环境质量等目标。的确，正是休闲的这些效果，无论是刻意还是无心的，成为本次研讨会的邀请论文的研究焦点。然而，休闲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也同样遭受忽视、低估和争议。人们普遍关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加之往往（如果不是完全地）以物质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造成了对休闲作为目的和手段的价值的低估。

三、为邀请论文制订一个框架

应对休闲的复杂性

在“现实”世界里认识、推动和管理休闲的最终成败与否取决于对于休闲两方面——作为一种现象和作为一个概念的认识： 首先，休闲本身的复杂性，其“内部”构成及联系；其次，休闲与生活质量其他范畴和公共政策的相互关系。

理解休闲、制定恰当的管理实践、规划和政策，这些部分都依赖于对休闲作为一种现象和一个概念，以及对通常在休闲研究中分散的各方面（如，时间的使用、 参与、动机、制约、益处等）的内在联系的认识和管理。研究社会、经济、文化范畴和休闲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三大范畴的相互交叠，因而要求做出较为主观的决定，规定每一范畴应该包括内容，同时意味着这部分内容要从其他范畴中排除。与此同时，有必要划分休闲的方方面面，以便让它们在学术上和经验上可管理和在实践中可操作。

同样，要了解和管理休闲，必须认识休闲和其他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环境问题和政策的相互关系。某一地区的政策（如健康、教育、对外援助等）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休闲，因此，它们可以被用来实现休闲相关的目标。反过来，休闲有关的行为、管理、规划和政策可以被用作间接工具来实现政策领域的目标，诸如经济发展、健康和康乐、社会问题（如犯罪），以及环境管理。

议题和模式

为了总结前面讨论的问题，并指导这些包罗万象的论文的写作过程，我绘制了一个“心智（思路）图”。这个手工绘制的“心智（思路）图”既复杂又庞大，不能很好地在此复制。但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把其中一部分扫描下来。绘制这个思路图颇费了一番心思，包括记下各个过渡步骤，产生前后紧密相连的一系列模式。

第一步是产生一个简单模式，将休闲放置在中央。该图认为，“休闲”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具有三个组成部分，它们独特而又互相关联，互相重叠： 休闲活动（诸如看书、社交、看表演甚至什么都不做），游憩和旅游。休闲的三个方面——时间、活动和体验或意义——在这一模式中也得到明确承认。正如上文所注意到的，学术研究（至少在“西方”休闲研究中）是从这三方面进行衡量的；休闲也通过这三方面在人们的生活中得以表达。尽管学术争论中有相反的看法，但每个方面都是思考休闲的方式，具有同等重要性。

我们需要了解（尤其是跨文化情况下）人们如何度过他们的时间，他们在“闲暇”时间做些什么，他们如何理解作为体验的休闲，又如何对其进行评价。

接下来的一个模型中，再次将休闲放置在中央，但这里添加了三个方面——社会、文化和经济范畴。共识研讨会所探讨正是这三方面的影响和关系。从中央环到外环的双向箭头提醒我们，休闲和这些范畴存在相互关联的、动态的关系；而外环的那些箭头则提醒我们，这些范畴也紧密互连。因而，想要给任何一个范畴规定特定的议题和主题都是困难的；这也意味着在研究一个相当明确划分的议题时，任何作者（和读者）必须时刻牢记这些前后紧密的关系和意义。

同样，经济范畴聚焦于增长，相随的前提是： “经济发展带来可持续和理想的分配增长”。最后，认同是文化范畴的核心，反映出“文化发展能肯定和丰富文化认同”这一前提。

在仔细阐述这些关键概念和将它们与研讨会的目标相联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由国际学术委员会成员所推荐的详细议题清单。清单有几页之多，其中一些议题有重复，因为不止一个国际学术委员会成员提出了这些问题，虽然他们并不总是使用同样的字眼。利用这个清单，我们保留了选择、认同和增长的总框架，构筑了心智（思路）图，将它作为一个启发思维的工具，以识别观点群和核心议题，并了解它们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构筑心智（思路）图中，以下三个点非常重要。它们帮助确认邀请论文的议题、制订指导纲领、指导如何研究有关议题和需要解决的一般性问题。

1. 尽管图中包含的议题范围很广，有时候又非常具体，但还是出现了一批独特但又相互关联的议题。这些议题可以进一步细分或有不同组合，但是它们也完全可以分成与社会、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互相联系的板块。

2. 虽然几个核心实质性议题已经明确，但是另外出现了5组议题，性质似乎不同于其他议题。这些议题被置放在心智（思路）图的主要中心之外，用粗线与其他分离，但使用大箭头相连。它们“穿插”于其他议题之上，或重叠于其他议题之上。这些议题包括： ① 建立休闲和生活质量的概念；② 重新组织问题的必要性；③ 社会不平等；④ 教育和倡导；⑤ 休闲政策和实践问题。

3. 前面的整个过程有助于确定邀请论文的议题，同时也可以作为各个议题之间和议题内部的接合部位。无论从理论和应用角度来看，这些议题都最具挑战性。

结论

共识研讨会的价值

要理解休闲的广度和复杂性——无论是在国家层面，或在国际、跨文化、多文化层面上——必定是一项令人畏惧的使命。然而，这正是共识研讨会和随后的邀请论文所努力实现的使命。本研究项目目标宏伟，其范围、概念、本质问题和对全世界不同文化和国家政策和实践的影响都十分复杂。

“世界休闲组织休闲与生活质量共识研讨会”旨在归纳和评估这样的科学知识，它们对于评估、确认和推动休闲在促进生活质量中的作用和记录休闲在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发挥的作用都十分重要。

本次研讨会的成果将会是知识传播和有关知识在各种文化中应用的重要基础。它将为现有的地方和国家休闲相关的方针政策和实践提供依据，并支持、鼓励各国、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这些方针政策和实践。

回顾和展望

本文试图创立一个基础和搭建一个背景，帮助读者阅读14篇邀请论文。在介绍共识研讨会的起源、目标和指导原则的同时，本文也简要地考虑了休闲的性质、它的组成和内在联系、休闲与生活质量其他方面的关系，并提出了研究这些议题的框架。

或许，在阅读本文和整个邀请论文集的内容时，读者应该牢牢不忘的是，虽然每篇文章都经历了起草、听取批评、修改的过程，论文集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被视为一个过渡性文件。在2006年世界休闲大会之后，一个编辑委员会将探讨是否有可能出版一个源于本次共识研讨会的更为永久和综合性的出版物。

四、原则总结

1. 休闲定义存在问题。在西方社会里，由于受犹太－基督教传统和新教工作伦理道德的影响，休闲通常被视为下班后和其他活干完之后的剩余时间。

2. 从跨文化角度来看，休闲的定义更可能存在问题。我们对非西方文化中休闲如何定义、认知和评价了解甚少。

3. 北美以及某种程度上在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的休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地区休闲研究的典型方法是从以下三个角度的一点或多点出发：

作为时间的度量（完成工作和其他义务后的自由时间）；作为活动的容器（人们在自由支配时间里选择做的活动）；从休闲的意义出发。（人们如何定义、体验和评价休闲、休闲在他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休闲重要性或者说休闲能否作为一个表达方式体现生活的质量。）

4. 在西方社会和西方休闲研究中，对休闲意义的定义也包含了目标和感知到的自由的概念。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概念的相关性还有待确定。

5. 以上三种休闲定义的重点： ① 随时间和地理的变化而变化的。② 随着休闲领域研究的发展，休闲的定义也与许多相关学科影响有一定的关联（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③ 休闲的定义有一点“赶时髦”。不过，所有三大定义和研究方法仍然具有提出概念、适合操作和实际应用（政策、规划和管理）的价值。

6. 休闲在人们生活中和在政策与规划中，既可视为手段，也可视为目的。

7. 若将休闲视为一种“目的”，从事休闲所花费的时间和活动可以是文化的深度表现，是生活中寻找放松，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作为“手段”，休闲可以成为在个人和集体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如身体和精神健康、经济生存、福利和发展、环境质量等目标。

8. 休闲作为目的本身的重要意义，在众多——如果不是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策里时常遭到遗忘、否定、忽视和轻视。在许多个人身上也是如此，它们往往只追求物质和消费。

9. 休闲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也同样遭受忽视、低估和争议。

10. 人们普遍关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加上较多地——如果不是完全地——以物质来衡量人的“成功”，造成对于休闲作为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的低估。

11. 理解休闲、制定恰当的管理实践、规划和政策部分取决于对休闲复杂性的认识： 休闲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个概念；休闲研究中分散的方方面面存在着内在联系。例如，无论在个人和群体层面上，成功地理解休闲取决于理解相关的因素,诸如认知、 态度、 动机、制约和机会等。然而，休闲研究已经对这些内容一一加以明确关注。与此同时，有必要主观地划分休闲的方方面面，以便在学术上和经验上便于管理和操作。

12. 同样，要理解和管理休闲，必须认识休闲和其他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及环境问题和政策的相互关系。这就意味着某一地区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休闲；同时，这些政策也可以用来实现与休闲相关的目标。相反，与休闲有关的行为、管理、规划和政策都能作为间接工具实现政策目标，诸如经济发展、健康和康乐、社会问题（如犯罪）以及环境管理。


第4章 休闲、生活质量与多样化

导言

从全球和国际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千差万别。在所有的差别中，文化也许是决定我们多样化世界的最根本和最决定性因素 （Kitaoka, 2005; Salzman & halloran, 2004）。因此，在国际环境下理解休闲和生活质量（QOL）必须要清楚和仔细关注文化因素和背景。文化常常被宽泛地定义为一个社会中的生活方式（Gordon, 1964; Wearing, 1998）； 同时参见本书中锲克的文化定义，包括作为“共识”的文化思想，即特定文化成员的一致性。Gotay （2004） 强调提高对文化因素在生活各方面的重要性的认识（p.55）。 同样，强调文化在生活质量概念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Suh和Oishi （2004） 提示 “对积极生活的普遍追求毋庸置疑地发生在一个人特定的文化环境里”（p.219，“强调”为本文作者添加）。 在另一方面，休闲被看作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或文化的属性（Chick & Dong, 2005; Shaw & Karlis, 2002）。Shaw在本书的文章中认为全球范围内休闲形式的多样性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文化现象。

作为“基础论文”之一，本文依据广泛和重要的文献，从国际和多文化背景角度出发，尤其强调非主流（即非西方）视角，就我们当前对休闲和生活质量的理解，以及二者的相互关联作一个概述。鉴于文化在休闲和生活质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关注各种文化背景。为描述我们社会的多样性，本文从所有文化语境中，特意选取三个文化独特环境中的实例。首先，由于本书旨在成为在中国举办的2006首届休闲博览会的“永久遗产”，我特别留心中国，以及整个亚洲，两者是主办国和主办地区。此外，获得东方对休闲和生活质量的视角对于纠正休闲和生活质量研究文献的“力量不平衡”（即西方远远超越东方）尤为关键。

文献评论的另一部分是针对中东背景下的休闲和生活质量。尽管中东地区和亚洲地区距离临近，中东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似乎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较为独特（Martin & Mason, 2003）。而且，在中东，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上的原因他们的生活质量因而受到影响（ShalhoubKevorkian, 2003）。因此，对中东语境给予明确的关注有助于加强我们从国际和多文化视角对休闲与生活质量的认识。

另外一个值得尊重和关注的是原住民。其中一个原因是原住民问题乃是全球范围内有意义和重要的问题。由于有相当数量的原住民居住在世界各地，他们面临各种迫切的健康和社会问题（如： 殖民历史中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Iwasaki, Bartlett, & ONeil, 2004, 2005; Rock, 2003）。另一原因是在世界范围内，原住民社会和非原住民社会似乎存在明显的分离/分隔。有些学者提出土著人口生活在第四世界（ONeil, 1986），以区别通常指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第三世界。因此，作为包括世界休闲博览会的国际聚会的主要成果，本著作中重点关注和提出原居民问题非常重要和必要。

在另一方面，我承认我不应该忽视世界其他同样重要的文化群体的视角和背景。因而，除了上述三个人群外，我将试图以全球和国际语境介绍一些其他文化群体，尤其以非西方语境。 本章的最后部分旨在整合本人从文献研究中获取的知识，以便从国际和多文化视角得出一个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切实可行结论。在知识整合的基础之上，我将找到和提出概念，阐述通过何种主要途径和机制，使休闲能在跨文化背景下促进生活质量。

二、什么是生活质量

在给这些议题做文献评论之前，让我讨论一个关键问题，即 “什么是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是一复杂且模糊的术语，因而非常难以定义（Cummins, 1998; Veenhoven, 2000）。正如Lloyd和 Little （2005）所强调的，生活质量是“饱含着价值，但价值因个人和文化而异”（p.150）。生活质量的观念似乎主要牵涉人们是否享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和什么构成美好生活（Diener & Suh, 2000; Kovac, 2004）。经证明，生活质量包含客观（即，生活条件）和主观（即，生活经历）两方面（Osborne, 1992）。当代定义将生活质量的概念定位于社会和文化构建的多维结构，包含了一些相关的因子，如，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Schalock等, 2002）。例如， 世界卫生组织（WhO） （1997）给生活质量的定义是“个人对他们生活位置的感知。而这里指的位置是以文化和价值系统环境，相对于它们目标、期望、标准和关心事务的。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受复杂因素所影响，诸如个人健康、心理状态、自立程度、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与周边环境的明显特征的关系等” （p.1）。

这一对生活质量的定义在多文化背景下被证明有用。例如，为了构建一个能跨文化应用的生活质量的评估，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评估（WhOQOL）的出台是通过大量的试点试验和来自全世界（澳大利亚、克罗地亚、法国、印度、以色列、日本、荷兰、巴拿马、俄罗斯、西班牙、泰国、英国、美国和津巴布韦）15个中心里的焦点群体，使用4500个研究对象（包括健康人群、患有疾病和残疾的个人和健康专业人员）。这一大面积的测试确认生活质量的6个领域和29个方面（WhOQOL小组, 1998），包括：

领域1： 身体上（如，疼痛不适、精力和疲劳）；

领域2： 精神上（积极感觉、自尊、消极感觉）；

领域3： 自立程度（如，行走的自如状况、日常生活活动、工作能力）；

领域4： 社会关系（如，个人关系、社会支持）；

领域5： 环境（如，人身安全和保障、居家环境、工作满意度、经济资源、健康和社会保障、 娱乐/休闲活动的参与和机会）；

领域6： 精神生活/宗教/个人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确切的因子分析，发现“娱乐/休闲活动的参与和机会”对生活质量有很大的贡献，表示休闲活动是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WhOQOL小组, 1998）。然而，也必须承认“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对有意义生活的关键因素的看法也不同” （Shin & Rutkowski, 2003, p.511），特别是文化对生活质量的观念影响强烈（Yi, 1997）。

鉴于生活质量在本次共识研讨项目的中心意义，本著作中许多其他章节都探讨生活质量概念的形成。例如，弗莱辛格的文章介绍Allardt （1993）的观点，生活质量是拥有、爱和存在的汇总。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弗莱辛格将生活质量理解成为“物质/社会/文化资源的结合，与其他人和群体的支持性关系，以及本人和他人对个人存在的认知”。 杜普意的文章介绍Renwick 和Browns （1996）对于生活质量的观点，其重点在于实现人生中重要的可能性，包括： 存在、属于和成为。“存在”涉及是怎样的人，“属于”涉及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成为”牵涉到生活过得有意义，实现生活目标与愿望。在本章节中，生活质量的概念（其中一些与上述相似）与休闲的关系将会在各种文化和亚文化语境中，尤其从非主流（非西方）视角得以探讨。鉴于生活质量的文化基础和复杂性，以及与关键因素——休闲密切相关，以下将从全球和国际视角对这些课题进行广泛文献研究。

三、亚洲的休闲与生活质量

本文的第一部分探讨在亚洲的休闲与生活质量，例子选自中国、印度和日本。就中国而言，明确区分了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因为中国无论是在地理还是在文化上都是一个差异众多的大国（Wang, 2005）。

从哲学和精神信仰视角，Wang 和Stringer （2000）将道教描述成中国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生活包括休闲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亲近自然、整体健康、传统艺术和武术，以及诸如绘画、诗歌、文化庆祝活动和旅游（如去道观拜访）（Wang & Stringer）。 与此相关，Yu 和 Berryman （1996）进一步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休闲具有下列特征： 许多中国人表现出对平静和沉思性活动（如看书、写诗、听音乐）的爱好而不喜欢较为剧烈的体育运动。而且，许多中国人喜欢在户外平静地度过时间，欣赏大自然，体验真正的休息和放松，领悟自己内心和客观世界的和谐（Yu & Berryman，1996）。事实上，实现安宁的心境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休闲的关键，与对生命意义的领悟息息相关（Gong, 1998; Yang, 1998）。 从历史上看，创作和欣赏文化艺术，诸如音乐、诗歌、 绘画、雕塑、舞蹈和戏剧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组成部分（Wang & Stringer, 2000）。而且，Wang 和Stringer还注意到不少中国的节庆（如，春节，称为“过年”，时间最长、最重要的节日）为中国人提供了最为普遍的休闲机会。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的“畅”概念相似（Csikszentmihalyi, 1990）。“境界”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休闲的最高追求，可以通过与大自然的和谐或通过诸如创造性艺术、武术、静坐、音乐或诗歌体验到 （Gong, 1998; Yang, 1998）。这些体验可以带来无尽的幸福和欢乐 （Wang & Stringer, 2000）。

太极是中国武术之一，发源于700 多年以前，被许多中国人当作一种低成本、安全和快乐的健身和保健运动 （Schaller, 1996）。除了身体、心理和治疗方面的收效，太极也提供一个沉思和精神健康的机会（Sandlund & Norlander, 2000）, 同时也提供一个社交的机会，因为常常以群体形式练习太极（Wolf 等，1997）。通过对香港老年人的焦点群体访谈，Yau 和 packer （2002）发现，参加太极给生活提供意义、一种结构、节奏和形式感。对许多参加者来说，太极晨练为当日的生活定了基调。 而且，太极作为一种运动，其舒缓、柔软的动作被视为非常适合那些希望保持活跃和健康的老年人（Yau & packer）。此外，参加者注意到太极提供一个沉思的机会，使他们实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更好应付逆境和心理压力。许多参加者认为太极具有“沉思效应”，会改善它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包括增强的认知能力、增强的自信心，相信他们能够积极控制生活、情绪和健康。另外，许多参加者非常重视群体锻炼的气氛，因为它提供获得社会帮助的空间（Yau & packer）。然而就生活质量一词而言，这些香港的老年中国人似乎对它不熟悉（Yau & acker）。可是，一旦同他们解释，他们便认识到通过练习太极所获得的健康、社会和生活方式的益处是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相关的。同时，这些益处能延伸到他的家庭、工作和日常交往（Yau & packer）。

Nagla （2005）将她的研究背景放在印度，她提出食品消费除了是全球性一个主要的公共健康议题以外，还是“全世界休闲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吃饭时间通常是社交场合，人们不仅满足他们的胃口，而且还聊天和享受一起度过的时光” 。Nagla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农村里用餐代表一种“集体休闲仪式”。在这些村庄里，祖孙几代，有时整个村子都会聚集起来庆祝诸如宗教节日、婚礼和生日。食品往往在这种场合是不可缺少的 （Nagla）。Nagla（2005）在印度哈拉亚纳（harayana）邦一个乡村和城区对150户人家进行采访， 研究了印度人食品消费的方式和态度与休闲和健康的关系。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于健康的重视： 良好的健康被视为保持高质量生活（包括家庭、工作和休闲）的条件。受访者也认识到他们的饮食和其他生活习惯（包括休闲）密切影响他们的健康。Sivan, Robertson和 Walkers （2004）在香港的大规模调查则强调食品和饮料消费作为休闲的语境。他们的调查显示“外出吃饭和去茶馆等社交活动”——通常和家人、亲戚和朋友——是最重要的休闲活动，一直受人青睐，保持很高参与率 （p.139）。Jennings （2001） 在《远东经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休闲生活”的文章。文章提到“每一个中国城市都有茶馆和广场。在这里闲坐是一种神圣的亚文化。此场景使人从单调的生活中释放出来。喝茶主宰休闲场面，当地人相信喝茶能滋养健康”（p.76）。

根据日本全国的调查分析，harada （2004）着重指出日本人正朝着更“面向休闲的生活方式”转变 （p.153）。1983年生活方式公众普查（首相办公室，1983）第一次记录到日本人基本认为“休闲”与生活其他方面（如工作）相比，是生活最重要的方面。事实上，“认为‘休闲’是最重要方面的受访者比例到20世纪90年代还在增加”（harada, 2004, p.153）。调查同时也提示“在80年代，人们的偏好从对物质的关心转向更注意人文价值和更好的生活质量”（p.160）。虽然到80年代早期，泡沫经济导致经济停滞，对日本人的休闲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受到诸如度假胜地开发、缩短工时等政府政策的推动，公众对休闲和娱乐的兴趣持续高涨（harada）。

从印度的视角，Sharma （2002）提出“根据吠檀多哲学的理解，休闲应该是一种与拥有或作为相反的状态”，被视作“人类追求幸福的实现” （p.18）。Sharma同时也注意到通过休闲“获得的快乐和满足可以清除心灵的不纯” （p.18）。例如，Sharma （2002） 在谈到瑜伽作为“一种安静的精神提高训练” 时（p.19）解释说，瑜伽通过身体（行动）、 心灵（思想）和精神（感知）的结合，使人体验“真正自我”。Damodaran 等（2002）在印度孟买的研究找到了参加瑜伽和生活质量的积极联系。Kumar （2004）描述印度人生的三大目标都与生活质量相连，即，享乐性（以快乐为导向）、集体性（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与他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超然性（精神上的生活质量和康乐）。此外，Sharma提出宗教礼仪和活动能提供“高度的休闲”，并被视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将个人同更大的社会结合”，让人们保持身体和心灵的健康（p.22）。

Leung 等（2004）对台湾老年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构成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把生活质量归为6个层次15个领域： 身体健康（身体康乐、疾病的影响、医疗照顾），精神健康（情绪状态、生活态度和反思、生活的哲理、自我效能），社会功能（与他人的接触、运动和休闲活动、社会活动和服务），生活环境（环境、制度因素），经济地位，宗教和死亡。Leung 等人发现，对于台湾的老年中国人，个人—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评估生活质量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家庭纽带也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信仰对他们眼中的生活质量概念具有强烈的影响。Tao 等（1998）对中国内地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的研究中也强调家庭纽带的重要性。Leung等（2004）重点指出“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康乐往往被放在首位。这一现象与中国文化完全一致”（p.187）。

值得强调的是，诸如跳舞、卡拉OK、太极拳、绘画和志愿行为的休闲活动在Leung等人的研究中被确定为促进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Leung等人将志愿行为也归为休闲活动，他们注意到“具有帮助他人的能力可以增强自我能力的感受，而助人为乐的过程本身也会给老年人一种成就和自我满足感” （p.186）。此外，这些老年中国人通过参加休闲活动表现了他们的活力（Leung等, 2004），而活力一直被视为生活质量的关键部分（Ren等, 1998）。Kao 等人 （2005） 着重指出老年生活中活力的重要性。他们对台湾老兵养老院的超过65岁男性居民的研究报告在两年的随访期里，689名研究对象中105人去世。“经常/每天”锻炼的人群组的死亡率大大低于“从不/极少”锻炼的人群组。

Marafa 和Yung （2004）在香港的研究说明休闲（尤其是户外娱乐）能够有助于人们抵抗“在诸如非典全球大流行这样的健康恐慌所带来的焦急反应的出现” （p.45）。他们发现随着人们试图承受非典流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大家的健康和环境意识普遍增强，许多个人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户外运动。Marafa 和Yung强调在大多数社会里，包括香港，“休闲和娱乐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主要部分”，“欣赏大自然和参加户外娱乐运动成为促进生活质量的代名词”（p.41）。 Yuen （1996）考察了另一亚洲城市新加坡，报告称城市公园提供共同文化价值和意义的社会交往和休闲活动。Yuens 特别注意到公园可以为公共生活提供 “背景”，公园场合能有助于亲朋好友相聚，参加各类文化节庆。而这些活动能够提高生活质量。

四、中东的休闲与生活质量

本论文的下一章集中探讨中东的休闲与生活质量，包括埃及、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国。本章将描述该地区独特的文化特色、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休闲、康乐与生活质量。

首先，Martin 和 Mason （2003）基于文献以及休闲统计，探讨了三个中东国家（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的休闲概念的相关性。他们认为“在有着伊斯兰教传统的中东国家里，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 （p.37）。对这些国家的许多人来说，“休闲的机会受到日常生活时间和金钱压力的制约” （Martin & Mason, 2003, p.42）。例如，娱乐和消遣外加住酒店和旅游的费用不到伊朗消费者消费总额的2%，在土耳其也只略高于5%，相比英国的高于17%（p.44；也参见威尔在本书中休闲和经济一文）。 Martin 和Mason注意到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能解释人们持续偏好传统的低消费休闲活动，主要是与亲朋好友相聚（如用餐）和宗教节庆和宗教活动。虽然这一休闲趋势仍然占主流，一个较为富裕的都市中产阶级正在这三个国家里形成。西方式休闲也逐渐兴起 （Martin & Mason）。不过，“独特的伊斯兰心态和其潜在的对休闲行为的影响（p.45）显然极为重要，而传统文化障碍的无处不在（如对女性参加运动的限制）以及适当设施和资源的缺乏也不可忽视（Martin & Mason, 2003）。

其次，Kousha 和Mohseni在1997年的研究显示，城区伊朗妇女（n=335）的生活满意度与她们对休闲体验的满意度直接相关。 然而，他们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影响伊朗妇女满意度的因素复杂；她们受到塑造妇女社会角色的各种复杂人际、传统和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影响（p.345）”。例如，无论是买衣服还是日用品，购物作为一种休闲形式，涉及同家人或朋友共度时光，共同“与店主和售货员讨价还价，这是一种购物时经常出现的文化活动” （p.347）。更重要的是，购物也说明妇女的经济独立和消费实力（Kousha & Mohseni）。而过去十年的经济萧条和八年战争给许多伊朗人民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包括他们的休闲生活。Kousha 和Mohseni发现，“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似乎成为人们一个重要——即使不是最重要——的消遣方式”（p.345）。另外，正如上述购物例子说明的那样，“能够花时间去休闲，无论何种形式和形态，标志着妇女希望以她们喜爱的方式度过时间和她们克服休闲文化障碍的努力”（p.345）。除了其他生活标志，如性别、阶级、种族、年龄、能力/缺乏能力以及性倾向以外，文化的确能影响伊朗妇女对休闲的理解 （Kousha & Mohseni, 1997），而且“休闲体验本身则对伊朗妇女生活来说至关重要” （p.344）。

最近，Sheykhi （2004）观察到，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近几十年来伊朗的文化也因新体制和全球化发展而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这一现象引发伊朗人们新的期望，包括把休闲和旅游作为重要的需求。然而，Sheykhi提醒说，由于缺乏基础设施，情况很复杂，并颇有争议性。不过，他强调的一个关键信息是“在伊朗，休闲被视为对生活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休闲被看作是促进人类作用和职责的不可缺少的因素”（p.62），而承认独特的文化特色对于提高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是关键。例如，Sheykhi描述了伊朗的宗教和文化旅游。他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中东、南亚、 中亚，甚至东亚的穆斯林游客拜访伊朗的伊斯兰圣地。Sheykhi提议这一宗教和文化的旅游形式能够给许多人群提供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而且，Sheykhi还引述其他实例： 在青少年身上，休闲在促进创造、探索和教育发挥着作用，另外，某些已经完成生儿育女和家务的年纪较大的妇女重新参加一些古老的传统休闲项目（如，绘画等） （Shoarinezhad, 1994）。Sheykhi总结说，“由于其直接的社会、文化、教育和经济益处，休闲和旅游被视为伊朗民族的关键活动。证实这点能进一步推动个人和社会健康、民族团结和融合” （p.66）。

在以色列，Ritsner等人（2005）运用生活质量快乐和满意度问卷，调查了339名精神分裂症或情绪障碍的病人，他们中有犹太以色列人，也有阿拉伯以色列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对生活质量快乐和满意度问卷做的因子分析，Ritsner 等人发现，休闲是生活质量的四大关键因素之一，其他三个关键因素是社会关系、身体健康和主观感觉。而且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休闲时间的活动与自我效率意识、自尊和社会支持呈紧密正相关，与消沉和情绪压抑呈负相关。

最后，ShalhoubKevorkian（2003）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巴勒斯坦烈士母亲的声音。这些巴勒斯坦妇女经受了失去儿子的极度痛苦和伤害。她们参加一个给自己增添力量的团体（称为 “声音疗法”）。那儿给她们提供安全的环境，倾吐自己的心情，释放自己的声音。特别重要的是，ShalhoubKevorkian发现，在遭受相同经历的巴勒斯坦妇女中间建立联系是治疗和康复的关键部分。这些妇女将这种团体当作家庭看待，因为她们应对失去亲人的主要方法是像一家人那样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下面这句话能说明他们的心情：“当我把这看成家时，痛苦就减轻了。”在一种家庭气氛中，这些妇女同其他烈士母亲一同参加唱歌、聚会、分享食物、祈祷、诗歌和写作等活动。ShalhoubKevorkian描述道，“尽管这些母亲遭受巨大苦难，还持续遭到政治和社会机构的限制，她们没有崩溃” （p.404）。她们没有成为消极的受难者，而是积极地成为“安全网的创造者”，并在同其他妇女相处时，表现出力量（p.404）。结果，这个力量获得小组成为“一个避难所”，充满关爱、支持、保护和希望 （ShalhoubKevorkian, 2003, p.404）。

ShalhoubKevorkian所做的描述与Wearing（1998）的 “休闲空间”观点相似。Wearing在讨论这个观点时，引用了澳大利亚土著妇女和波斯尼亚妇女难民所从事的写作、诗歌、艺术、舞蹈、歌唱、讲故事和幽默等例子。这些活动为寻找生命的意义，帮助个人成长和获得力量提供了条件。Wearing（1998）的“休闲空间”的想法将在下一章节原住民语境下的休闲与生活质量作进一步探讨。

五、原住民的休闲与生活质量

根据Salzman 和 halloran （2004） 的观点，尽管世界各地的原居民在历史上遭受殖民体系的压迫，他们正在通过寻找自己传统的文化世界观来重新获得文化复苏和意义。Salzman和halloran借助夏威夷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生活的案例论述这一论点。首先，Salzman 和halloran 注意到夏威夷复兴时期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特征是传统仪式的复苏，包括“草裙舞、语言和文化研究、音乐和传统的治疗形式”以及艺术、工艺和文学。这些都被夏威夷原住民用来构建文化和精神意义（p.238）。正如Kanahele （1982）写道，这能帮助他们在自己的文化中强化认同，拥有更强的自豪感。夏威夷人在夏威夷文化传统和现代的演化进程中继续兴旺。

阿拉斯加的各原住民都在复苏自己的文化。他们努力复兴“分享、尊敬老人、合作、尊重别人、避免冲突、尊崇大自然、精神信仰和幽默等核心价值 ”（Salzman & halloran, 2004, p.238239）。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文化复苏，是通过使用传统治疗仪式来解决问题（如，与健康相关的问题）并促进康复。这种方法看来卓有成效，也适合他们的文化（Atkinson & Ober, 1995; Tsey & Every, 2000）。在上述案例中，原住民文化认同和复苏（其目的在于促进和谐和创造意义）对原住民的健康、幸福和生活质量都必不可少 （Canales, 2004; Salzman & halloran, 2004）。

作为在原住民环境下寻求意义的例子，Lopez 等人 （2002） 强调精神信仰的作用，并提出 “美国原住民的精神信仰涉及相信世上万物皆有联系，值得崇拜”（p.705）。引导原住民生活的，往往是在相互关联的思想、行为、大自然之间寻找和谐和平衡（Lopez et al., 2002）。因而，过有意义的生活意味着 “在个人、社会和自然环境下，保持和促进家庭、家族、部落和社区的平衡” （Garrett & Myers, 1996, p.99）。

Balsam 等人 （2004）研究了美国印地安和阿拉斯加成年原居民（AIAN），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异性恋者和两种精神信仰者，并提供证据表明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实践（如，每日祷告或冥思、帕瓦仪式、纪念盛宴和典礼）能够作为缓冲，抵御他们所经历的压力。 另外，Thompson和Gifford （2000） 提出在原住民语境下，“通过和家庭、社区、土地和过去的实际和象征性的联系，家庭社会系统（家庭里积极角色，如，准备和分享‘家庭食物’）和社区社会系统（社区的积极角色，如维持同大家族和环境的联系）能够保护个人，降低个人的脆弱性” （p.1464）。

在《休闲与女权理论》一书中，Wearing （1998） 通过讲述澳大利亚原住民妇女的生活体验来探讨她提出的 “休闲空间”的观念。她认为：

她们通过读书、写作、诗歌、艺术、音乐和同其他妇女对话等活动为自己创造空间。这些空间对她们来说不只是为了扩展自我和与他人交往，更是一种生存方式……把“个人空间”作为休闲概念既包括了对殖民地妇女来说非常重要的个体、自主和人与人之间的价值，也包括了和社区的关系。它甚至包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p.167）。

Wearing （1998）提出，虽然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并不使用休闲这个字眼。但是，“作为对她们有意义的物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人和社区的空间，休闲已经融入她们的日常生活” （p.167）。她引用好几位原住民作家关于缝衣、手工、讲故事、诗歌、绘画以及使用幽默和大笑等活动的评论。这些活动为个人或集体提供空间，确认自我价值、自立、自豪和自己的力量；释放压力和紧张情绪；获得社区精神。此外，Wearing指出，开始于个人空间的活动如诗歌、艺术、原住民音乐和原居民舞蹈，拓展成为“政治工具，让原住民妇女的呼声在公共领域里响起，让她们的需求受到重视，让公众行动起来” （p.174）。

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McDonald和 McAvoy （1997） 指出原住民的休闲既同原住民所普遍持有和珍视的世界观密不可分，也深刻反映出这些观点。根据McDonald和McAvoy看法，这些世界观包含下列部分： ① 笃信生命的神圣性，强调个人、社区和自然的灵性；② 所有创造物之间的互相关联和互相依存关系，他们也都珍视和谐与平衡；③ 增强所在地意识，即自己和大地/环境的联系；④ 通过文化仪式和传统展现生命轮回模式。McDonald 和 McAvoy （1997） 接着承认这些世界观“完全也能在休闲中找到” （p.161）。例如已经发现，原住民的舞蹈、音乐、体育、艺术、宗教和信仰活动与上述世界观有相同的内涵（McDonald & McAvoy）。福克斯在本书中也谈到 “原住民世界观的活动与部落、家庭和生态关系、精神信仰和实践、自治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

此外，在原住民中，所在地的中心作用和意义不应被忽视。这一点与依靠自然景观的娱乐和旅游业有关联。在案例研究中，他们使用档案文献和采访，调查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原住民对公园地块的感情，McAvoy, McDonald, 和 Carlson （2003） 发现原住民“对他们的所在地有着深刻的感情，也相信这些所在地的象征和精神意义……相信所在地对他们生活方式、环境和所感知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具体地说，生命和大地的灵性以及原住民的集体倾向被提升到生命的各个方面——包括休闲——必不可少而且无所不在的地位。同样，福克斯等人 （1998） 认为，“休闲是原住民文化不可分割一部分，不能和原住民息息相关的精神、文化、社会和物理联系分离开来”（p.152）。

全国原住民游憩圆桌会议于2000年2月在加拿大的马斯科沃琪（Maskwachees）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了解原住民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采用全面整体方法，探索如何用游憩和休闲来保护原住民游文化、促进平衡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Karlis, 2004）。正如《马斯科沃琪宣言》明确指出，圆桌会议代表认识到休闲和娱乐对原住民的健康、康乐、文化生存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对解决加拿大和世界各地原住民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如，贫困、健康的担忧）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休闲与生活质量

前面的文献说明在亚洲、中东和原居民三个文化语境下，休闲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要素或者一个促进因素。鉴于休闲的全球和国际性质，本章将探讨在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下（尤其在非西方/非主流语境之下）的休闲与生活质量。笔者不仅将采用不同国家的案例来进一步论述休闲的性质和生活质量，而且还将注意独特的个人特点和认同，包括那些残疾、患有慢性疾病、老年和具有独特的性倾向的个人生活体验。

首先，Bramante （2004）撰文指出，巴西人将获得有意义的休闲体验视为“人生重要的方面” （p.225）。同样，在评述休闲在巴西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时，Cabeza （2000）描写他的“人道主义的休闲概念强调休闲的利他性和社会共存性，能发挥促进团结的作用” （p.231）。Stebbins 和 Graham最近 （2004）的著作强调了在各国，包括英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和美国的“国际志愿者情况”。书中的大量例子充分说明，志愿行为是一种休闲，作为一种严肃、随意或以项目为基础的休闲形式，志愿行为能带来各种利益，包括促进个人和社区的生活质量。

Amusa 等人 （2001） 在博茨瓦纳对1654名年龄15~30的人研究显示，在许多年轻博茨瓦纳人当中 “休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 （p.271）。 在这个非洲国家独特的文化语境下，Amusa 等指出，参加原住民游戏、消遣和体育运动对年轻人恢复和保持 “国家的文化价值” （p.289），对付日益增加的诸如贫困等社会问题，和改善 “人民的生活质量”都很重要（p.28）。Amusa 等人认为这些活动能够提供“快乐、消遣、参加有意义的社团活动、成功、作为人的价值等诸多机会” （p.271）。他们发现受访者对休闲概念和休闲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了解甚少，所以他们强调休闲教育——包括使用休闲作为一种促进成长的工具——对博茨瓦纳年轻人的意义。他们也发现，许多受访者似乎承认游憩和休闲“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工具”，不过这个国家仍存在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必要。

根据Stathi 和 Avgerinos （2001）的观点，健康旅游（即，为健康和康乐而进行的旅行）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日益热门的产业，原因是人们对其不断增长的兴趣和对替代性医疗疗法的持续扩大的需求。尤其在欧洲，一直由于那里的“温泉浴和温水的疗效”而闻名。德国、意大利、法国都是欧洲健康旅游的受人欢迎的目的地（Stathi & Avgerinos, 2001, p.42）。健康旅游如此受人欢迎不难理解，因为 “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健康”（Stathi & Avgerinos, 2001, p.41）。例如，Sukenik, Flusser, 和AbuShakra （1999）发现自然疗法（包括温泉疗法）能够增进健康和生活质量。

1998年10月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第五届世界休闲大会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出版了《全球化社会中的休闲》一书。书中收集了从全球和国际视角撰写的论文。这里简单概述其中一些精选论文。首先，根据对巴西坎皮纳斯（Campinas）休闲和城市空间的研究，Rolnik认为休闲从社会和文化层面上融入城市，是公众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Rolnik也强调休闲作为一个重要的反排斥工具的功能，这与欧洲联盟（EU）的社会包容方针相一致（Ravenscroft, Church & Gilchrist, 2005）。此外，作为来自巴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Werthein （2000）注意到建设性使用闲暇时间，尤其是参加有意义的休闲形式，乃是巴西重建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有意义休闲的动力来自和平和团结的文化。

Mantero （2000）认为，在阿根廷，休闲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象征性活动，它产生并整合生活的意义。Mantero 特别强调文化空间是人们最佳享受休闲的关键环境。Mantero 也认为在这些对阿根廷人有意义的文化空间里，休闲能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提供机会，获得休息、恢复平衡并促进成长和发展。 在阿根廷BocaBarracas进行的“行动-研究”项目中，Moore和Cosco （2000）通过重点研究文化和儿童玩耍机会，考查了妇女在支持“丰富贫困社区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他们的研究结果突出了小家庭、大家庭以及支持性组织机构在提供玩耍空间和文化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努力的目的在于丰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文化认同，克服边缘化的生活条件（即贫困）。不过，Rondon （2003）提醒说，“拉丁美洲改善妇女生活质量的努力应该包括考虑在拉丁美洲历史上一直起主导地位的当地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特点”（诸如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p.157）。

Kloeze （2001）探讨了旅居荷兰城市里的土耳其家庭生活中休闲的性质和作用。Kloeze 发现，即使时隔数代人之后，这些土耳其家庭仍然对他们原先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强烈的认同。调查反映他们的自由时间常常同家庭成员一起度过——可以在社区或城里（即草坪和公园）、城外、附近国家、甚至拜访在故乡土耳其的家人。此项调查证明，土耳其社会的文化传统显示，土耳其家庭的生活受男女权力失衡（这一传统观念）的强烈影响。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他们的休闲范畴里也显而易见，表现在土耳其妇女对已婚妇女有权享受自由时间这一观点反映并不强烈。例如，清真寺和咖啡馆是休闲的好去处，但这仅对男人而言，妇女不包括在内（Kloeze, 2001）。

根据对世界各国残疾人严肃休闲的研究和文献回顾（诸如业余爱好、嗜好和志愿者行为），patterson （2001）提出，这类休闲构成了“自尊、自信的基础，能在社区内带来更大的接受和包容” （p.16），这反过来又能更好地促进残疾人生活质量。此外，Nosek 等人（2004）对残疾妇女的研究表明，参加有益的休闲活动可以帮助她们提高自尊和自我满足感，并体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在Bishop的（2005）研究中，在以生活质量为基础的慢性疾病和残疾心理社会调适模型中，休闲活动是十大生活质量范畴之一。该模型代表了“好几个从生活质量、康复咨询和康复心理文献汲取的现有理论和模式的概念组合” （p.219）。

Silverstein和parker （2002）对居住在瑞典全国324个社区的老年人做了纵向研究。分别在1981年和1992年两次调查他们在向晚年老年生活过渡时期的休闲参与。调查人员发现有意义的休闲活动帮助瑞典老年人适应晚年生活，并“在身体和社会资源缺乏使老年人面临更大的隔绝和消沉的时候”提高生活质量 （p.546）。WendelVos, Schuit, Tijhuis, 和Kromhout （2004） 对从荷兰三个城镇的2129名参与者中获取的数据做了纵向分析（1995—1996和2000—2001），发现无论男女，增加休闲时间的体育活动和增进健康、改善生活质量、发挥社会功能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Graziano （2004）在他的参与行动研究中使用了文献照片和故事讲述的方法。他发现南非的男女同性恋者，尽管在生活中面临普遍的压迫和逆境，却显示出力量、希望和乐观的迹象。他尤其注意到“同家人和朋友之间温暖和友好的互动关系”和“安全、社会空间”（如黑人教堂）在挑战歧视、对抗社会不公、尊重生命和维持希望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提到，“我对现有的幸福很满足。 我会保持坚强” （p.311）。另外，Bowleg等人 （2003）的研究揭示，种族和性别上占少数的妇女表现坚韧意志的一种方式是她们对自己亲身体验的珍爱。例如，好几位参加者强调作为一名黑人女同性恋者的独特性，而其他人则珍视她们体验的自由和独立（如通过社会休闲活动），这些经历让她们能根据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顺从社会的成见。

前面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环境中已经提到了Wearing （1998）的休闲空间观点。这个观点也被证明能解释世界各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力量和坚韧。例如，Wearing （1998）描述了波斯尼亚女难民的生活，她们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编织、缝衣来获取“生存意义、自尊、支持和参与社区活动”，为自己、也为同伴创造空间（p.173）。一名女难民说，“我对自己发现了很多。我是个坚强的女人。当我看到其他难民时，我看到许多坚强的女性” （p.172）。Wearing总结如下：

她们能讲述日常经历和对抗欺压的办法。她们讲到休闲时并不是用这个词的“非工作”传统含义，而是指在被压迫环境下她们为自己创造空间和为生命创造意义的方式和途径。作为个人空间，休闲提供自我拓展的通道，这样就能够从自我走向他人和共同行动。（p.173）

不久前，Lloyd和 Little （2005） 进行了一次定性和解释性研究，以考察参加户外探险游憩项目节目的妇女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以及生活质量同休闲（尤其是户外探险游憩项目）的关系。调查的参与者为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20名妇女，其中3人无业，而这3人中2人为残疾人。这些妇女参加的节目叫“真正探险妇女（RAW）”，提供“在非竞争和有支持的环境下尝试户外活动机会”（p.147）。Lloyd和 Little发现这些妇女认为生活质量是下列因素的结合： 获得机会（涉及经济安全、支付能力和可选择性），保持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培养一种积极的自我认知，找到生活的平衡，以及体验社会归属感。她们也发现参加“真正探险妇女”项目能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特别能通过提供一个机会影响上述中的四个因素： 获得新机会、提高自我认知、找到平衡感和体验归属感。例如，体验的关键成果包括积极的自我认知。参加者提到信心增强，有一种成就感，觉得在为自己做事情，自我感觉更好。正如其中一人所言，“你更了解自我，也就能更好认识别人” （Lloyd & SLittle, 2005, p.170）。

六、整合与综合： 什么是在跨文化环境下连接休闲与生活质量的主要通道

导言

在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休闲和生活质量大量文献综述基础上，本人将在本结论性章节中，力图从国际和跨文化视角，通过强调休闲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主要通道或机制，整合/综合并诠释所收集的大量证据。从整体上说，上述文化背景中所考查的首要主题基本上都是休闲活动作为环境和空间来创造价值和意义的作用，它们反过来又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要描述这一首要主题，上述文献综述清楚表明在休闲产生意义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制中文化起到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休闲创造意义似乎尤其与个人、社会、文化、精神、利他和意义密切相关。这些意义来自和特定文化相关的休闲追求。因此，通过休闲创造意义的活动似乎能通过适当的文化途径促进生活质量。这些观察结果似乎得到前面世界各文化背景的大量文献综述的支持。我将在前面所介绍的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证据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结合更多的休闲和/或生活质量的文献资料，讨论休闲创造意义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制。

跨文化环境下通过休闲创造意义

因为“寻造意义是生活的基本动力”（Frankl, 1985, p.121），而找到生活的意义又是幸福和积极康乐必不可缺的（Baumeister & Vohs, 2002），所以了解人们如何通过休闲获得意义是休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Samdahl & Jekubovich, 1997）。人们也认识到，这种了解对休闲在提高个人和社区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Juniu & henderson, 2001）。

从休闲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和康乐

休闲创造的意义似乎主要来源于追求休闲所获得的积极情绪和康乐。正如前面各文化背景下的文献综述所显示，Folkman、Moskowitz （2000） 和hutchinson （2004） 也强调，人们能够在日常事务和活动（如，社会休闲、精神休闲）中发现积极价值，拥有积极体验，找到积极意义。例如，如前所述，Yau和packer（2002）对香港老年人的研究强调了太极拳的“沉思效果”，增进感情和心理康乐（如，认知功能、对生活的控制）。此外，Gong（1998）和Yang（1998）提出，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促进心神安宁是休闲的关键部分（如，山野远足、谒拜寺庙、喝茶和饮酒），并与对生活意义的理解息息相关。Ritsner等人（2005）对患有精神分裂和心情紊乱的犹太裔和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研究显示，休闲是促进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休闲时间参加的活动与忧郁和精神压抑存在显著负相关。就积极情绪而言，Frederickson（2002）提出，“积极情绪来源于找到积极意义”（p.130）。Tugade和Fredericksons（2004）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并提供证据说明通过在消极压抑的环境里找到积极意义，积极的情绪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控制情绪。找到积极意义同时也具有治疗功能，例如从忧郁心情和压抑中恢复、增进健康和康乐 （Davis, Nolenhoeksema, & Larson, 1998; Keltner & Bonanno, 1997）。事实上，Frederickson （2002） 的 “扩大和构建”积极情绪理论就是建筑在“积极情绪是最佳康乐的标志”这一观点上 （p.120）。曼内尔在本书的文章提出休闲在促进快乐、积极情绪和康乐的方面的作用，而威廉姆斯的文章则证明接触大自然有助于康乐。

从休闲中获得积极认同和自尊

通过找到生活中的积极意义，人们似乎能够保持积极认同和自尊。上述文献综述中的例子表明，休闲能帮助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加强自我与社会认同，而自我与社会认同又与促进自尊密切相关。例如，谈到夏威夷、阿拉斯加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时，Salzman和 halloran （2004） 描述了参与音乐、艺术、工艺、文学和传统典礼和节庆等活动如何能够加强他们的认同、激起自豪感和自尊心，并获得文化复苏和意义。Moore 和Coscos （2000） 在阿根廷的研究证明，小家庭、大家庭，以及社区组织机构在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玩耍和文化活动的空间，丰富他们的文化认同和克服边缘化的生活条件（即，贫困）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patterson （2001） 也指出严肃休闲（诸如业余爱好、嗜好、和志愿行为）能促进世界各地残疾人自敬和自尊，促进社区内更大的接受和社会融入，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一般而言，自尊是与个人如何自我评价相关的一种意识 （porter & Washington, 1993）。根据hewitt （2002） 的观点，自尊是文化的一部分，“自尊的语言将根深蒂固的文化议题变成个人术语” (p.139）。事实上，休闲对个人和群体认同的贡献是本书各章节的共同主题（如，弗莱辛格的多种和多层次认同，锲克的文化认同，曼内尔的认同形成和确认）。

社会、文化联系与和谐

通过休闲创造意义的另外一个重要机制似乎与人际间和社区环境下社会、文化联系与环境和谐有关。上述文献综述提到的一系列与文化有关的例子显示，通过休闲建立的社会和环境关系有助于创造生活意义，提高生活质量。例如，不同文化背景中（如中东，Martin & Mason, 2003）除了家庭纽带起中心作用外，Wang和Stringer（2000）描述道教对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包括休闲）有深刻的影响。人们推崇亲近大自然、整体康乐、艺术、文学、文化节庆和精神信仰旅游（即谒拜道观）。此外，Sharma（2002）指出在瑜伽中维持身体、心灵和精神的和谐是体验“真正自我”的关键，而Damodaran等人（2002）在印度孟买研究发现参加瑜伽和生活质量之间存在重要关联。通过给予失去子女的巴勒斯坦母亲声音，ShalhoubKevorkian（2003）提供证据说明，在这些经历类似痛苦的妇女中间建立联系对她们创伤愈合和康复发挥关键作用。与这些证据相符，Baumeister和Vohs（2002）认为“［生活］意义的精髓在于联系”(p.608），而Lopez等人（2002）提出“看到事务、事件和关系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对于实现生活的意义极为要紧(p.705）。Ryff和Singer（2000）强调，同他人保持高质量的联系是“跨文化和跨时代的高质量生活的核心”(p.30）。正如上述文献中提到，Nagla（2005）将第三世界农村大家族共同进餐描述为“休闲的集体仪式”(p.25）。在本著作中，苔丝·凯讨论的“家庭、社区和休闲”的章节同这一主题相关，而威廉姆斯强调休闲与环境的内在联系。再者，福克斯的章节探讨在原住民中一个“整体心灵，身体-精神-自然的互联视角”和“精神、生态、和社区流程”的重要性。

寻求有意义的生活： 意义的主要需求

在回顾几个学术领域的大量文献的基础上，Baumeister （1991） 得出结论： 意义的四大需求有助于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第一需求是目的。这一需求涉及现在与未来的联系，其关键要素是目标和满足。第二需求是价值，“能够赋予生活某种善良和正义感并能证明某些行动的正确性” （Baumeister & Vohs, 2002, p.610）。第三需求是功效感， “相信人人都能作出贡献”，相信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和控制自己 （Baumeister & Vohs, 2002, p.610）。第四及最后的一个需求是自我价值的基础。无论个人或群体，“大多数人寻找理由来相信自己是善良和有价值的人” (p.610611）。 Baumeister 和 Vohs （2002） 强调文化确实能提供多样和强有力的方式，来满足对意义的需求和帮助人们对有意义生活的追求。正如上述文献中提到的，休闲的确看来能以文化上有意义的方式提供满足所有这些需求的机会。例如，Lopez 等人 （2002） and McDonald 和McAvoy （1997） 强调原住民在寻求生活意义过程中精神信仰所扮演的中心作用，因为精神信仰引导他们确信生活的目的和价值，并发现自我价值和对生活的控制。 harada （2004） 指出，为了寻求满足对人文价值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许多日本人越来越承认休闲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方面之一。

创造生活意义的益处： 降低负面影响、强化积极影响

根据Baumeister 和Vohs （2002）的观点，有意义的生活的力量“不只在于能够减少痛苦”；创造生活意义的强大力量，在于既可以“降低负面影响，又强化积极影响”(p.616）。事实上，创造意义同幸福、满足和其他积极康乐的形式密不可分，而有意义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结果 （Baumeister & Vohs）。如上述文献所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休闲起到一种应付生活困难和产生积极后果的作用。这两种观点密切相关。例如，ShalhoubKevorkian （2003） 发现尽管历经丧子痛苦，巴勒斯坦烈士母亲“并没有崩溃”而是成为“安全网的积极创造者”。她们在陪伴其他妇女时表现出力量，通过参与歌唱、聚会、祈祷、诗歌和写作等活动，处处显现出关爱、支持、保护和希望(p.404）。Leung 等人（2004） 的对台湾老年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的分析研究，认为休闲成为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跳舞、卡拉OK、太极拳和绘画等休闲活动已经成为表达他们活力的一种方式。

人的力量和韧性： 通向创造意义和增强生活质量的途径

以上讨论以及大量文献证明，休闲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能够显示和利用人们个人、集体或文化的力量来应付生活的挑战。例如，Salzman 和halloran （2004） 以及 Wearing （1998） 指出，尽管殖民体系历史上压迫影响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他们正在通过参与土著音乐和舞蹈、艺术和工艺、 讲故事、文学、传统仪式，以及使用幽默和笑声重新获得文化和精神的复苏和意义。Lopez 等人（2002） 认为，认识“个人和文化群体的多种力量”以及“评价优质生活的多种意义”能够鼓励“实现个人和群体能力的最大化” (p.700）。 显然，有必要通过承认“独特的差异、力量和历史”认识到人类多样性和广泛应付种族、民族和文化的问题，因为文化因素强有力地影响生活意义和优质生活的线索（Lopez等, 2002, p.702）。正如Chin （1993）所提醒的那样，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文化，既独立于整个大社会，又与之密切相连。人的力量和韧性作为通向创造意义和增强生活质量的途径的中心作用符合Ryff and Singers （2003）的论点：

对于高质量、有意义和丰富经历的生活的界定，并不只是没有负面体验和负面情感；而是要看如何应付挑战，克服困难……人们常常在直面软弱、不安或痛苦时发现最深层的人生意义和联系。通过加深自我了解和有意义的行动，人们可以丰富社会纽带，提高个人效率……(p.279）。

Ryff 和Singer同时提出，“生活质量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乃是过一种”“参与性生活”，即通过利用人的力量应付生活的挑战(p.282）。正如不仅在本章中，而且在本著作中其他章节中证实的那样 （如Fox, Freysinger & Mannell）, 休闲似乎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促进剂，它起着“途径”的作用，以力量为基础，创造生活意义，提高生活质量。例如，正如前面Yau 和 packer （2002） 所描述，作为中国武术的一种形式，太极拳提供通过沉思以培养内心的平静和力量的机会，帮助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同时，Marafa 和Yungs （2004） 在香港的研究提供证据说明，休闲能起到一个重要的缓冲作用，在非典等健康恐怖的情形下抵御心理压力。Kousha and Mohseni （1997）以对伊朗妇女的研究为依据，提出休闲能向这些妇女提供一个机会“让她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时间，克服文化障碍” (p.345）。例如，他们提到购物行为，购物不仅涉及与家人和朋友共度时光，而且表现妇女经济上的自立和实力。

Grazianos （2004） 的参与性研究强调了南非男、女同性恋者的韧性，尤其是 “与家人和朋友的温暖和友好相互交往”以及“安全、社会空间” （如，黑人教堂）成为一种应付压迫和保持希望的方式 (p.311）。另外，Wearing （1998） 指出波斯尼亚女难民为自己和其他难民创造空间，还参与志愿行为、编织和缝衣等活动以获得生存、自尊和自我拓展的机会，同时在更广泛层面上对社团权利和政治行动产生影响。在本书中，韧性、力量和赋予权力似乎成为众多作者谈论的首要主题。 例如，曼内尔指明休闲对个人发展的促进作用，而福克斯描述诸如音乐、舞蹈和诗歌等原住民文化活动的治疗和赋予力量的能力。 再者，弗莱辛格声称休闲提供 “通过赋予力量抵御压迫和不平等”的机会以及“改变权力关系”的可能性。

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

休闲对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的贡献是与前面各文化背景相关的另一关键主题。例如，Amusa等人（2001） 强调休闲教育对博茨瓦纳年轻人的重要性，包括利用休闲（如原住民的游戏、娱乐和体育）作为一个发展工具，以及其在加强他们文化认同和生活质量方面的贡献。据世界休闲组织 （2000a）有关休闲教育和社区发展的立场声明，人们认为，休闲机会“有助于学习”， “休闲是从文化内部发展社区最为宝贵的组成部分”；为有意义的终生休闲（包括严肃休闲）提供机会，“实现自我、定义自我、决定自我，并为社区生活质量的提高作出贡献” (p.55）。此外，在强调“休闲的普遍需要”时，世界休闲组织 （2000b） 有关休闲教育和特殊需求人群的立场声明指出，具有特殊需求人群的休闲教育对于最大限度地开发他们的人力资源非常重要。通过休闲体验，个人能够比没有机会享受休闲生活得更满足、更快乐、也更有益。“生活质量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最根本的” (p.5758）。就终生学习而言，Spector 和 CohenGewerc （2001） 认为休闲是一次旅行，是发现自己成长的独特性和体验有意义的丰富生活的旅行，因为“在休闲中，一个人能成为真正的自己” (p.53）。

Kleiber （2001） 着重强调休闲的发展价值,他指出为促进人类最佳发展，不参与的体验和参与性体验（如，严肃休闲）同样重要。 为了整合这两个对立的框架，Kleiber论述了休闲促进学习和发展的几个关键功能： 成为有能力（“培养与休闲相关的兴趣和技能”，p.6），变得有保障 （主要通过放松性休闲实现康复和沉思），能够给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下定义 （休闲作为一个丰富自己和社会认同的机会），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如爱情和终生相伴），以及发挥超越自己的作用（尤其是以自我更新为目的的志愿者活动）。 Kleiber还强调，正是通过成为有能力、有保障、发展与他人的关系、给他人和社会作贡献，休闲具有创造生活意义的功能。 Kleiber得出结论： 休闲能有效应对无论何时出现的发展挑战，因而是终生教育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条件。 休闲应对挑战的能力对提高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本书中有数位作者支持他的观点，比如，琳达·凯德威尔讨论了休闲实现青年发展，卡拉·亨德森讨论了休闲与教育的联系，以及休闲教育在促进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

七、结论

近期休闲研究文献明确强调休闲在创造生活意义上的重要作用，而创造生活意义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例如，hutchinson （2004） 认为，也许由于能带来关联、成就、自我/关系/文化确认、希望、 控制等情感，“休闲能产生个人、家庭、社会和多文化方面的一系列意义” (p.31）。凯德威尔 （2005） 确认了能够创造意义的休闲的数个相联系的方面，包括帮助以下情况： 自我决定的行为、能力、社会关系、自我反思和自我确认、发展认同以及超越负面生活事件。Iwasaki, MacKay, Mactavish, Ristock, 和Bartletts （2006） 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温尼伯的研究说明，积极休闲能够提供机会，实现个人珍视的社会、精神、文化、利他和/或赋予权力等意义，而这些与人们的认同和生活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 例如，原住民强调利用恰当形式的文化休闲活动（如，社交聚会、原住民舞蹈）以应对心理压力（如种族主义、与健康有关的心理压力），以获得社会和文化意义。正如一位残疾妇女所说，“群体的归属感也好，仅仅参加聚会也好，它们都是我的文化，都土生土长。人们和我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让我心满意足”。Wearing （1998）根据自己对女性“休闲空间”（尤其全世界弱势和边缘化女性群体）大量的研究和文献回顾，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从丰富休闲体验中获取多种意义，而休闲空间则能提供个人、公共和政治的成长环境。 同样，henderson 和Frelke （2000） 提出“休闲空间能够被建设成为有意义的地方”，尤其是就文化背景的安全和相关性而言的(p.23）。

本章以及本书其他章节的文献综述表明，通过休闲创造的意义能够在各种文化背景下促进人们的生活质量。本章节重点介绍的能够有助于创造意义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主要途径或机制包括： ① 从休闲中体验到积极情绪和康乐，② 从休闲中获得积极认同和自尊，③ 通过休闲增强文化联系，创造社会和谐，以及④ 休闲对终生学习和人类发展的贡献。同时，本章节中强调休闲在实现和利用人的力量和韧性中的作用。 然而，如整个章节显示，必须强调人们寻求有意义的生活过程中，通过休闲创造意义的益处包括“降低负面影响”和“加强正面影响”两个方面。

尽管有这些益处，我们不应忽视休闲体验是在社会中、在文化背景下构建的，受到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影响（Sasidharan, 2002）。因而，权力不平衡和不平等的事实应该得到正确的认识并从社会、 文化和政治上解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给全世界弱势人群提供既与文化相关又有意义的休闲机会无疑是首要任务。 正如本书弗莱辛格的文章所强调的那样，不平等和机会是同一枚“休闲硬币”的两面。此外，我们不应无视某些休闲可以对个人和/或群体的生活质量带来危害，正如Rojek在本书中批评在商品化、全球化和休闲的环境下，西方烟草公司对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因此，我们应当承认除了受到家庭和社区的影响，现代休闲也受到大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另一方面，有必要广泛地探讨休闲和生活质量在跨文化背景下众多可能的联系。提倡这样做与苏珊·萧在本书中的呼吁相一致。她呼吁，应该跳出“休闲框子”去思维，将目光放远些，才能注意到休闲与生活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关联。例如，在更多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休闲和生活质量的内在联系（涉及正反两面）将能够阐明和证实休闲在处理世界各地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困、不平等、歧视和压迫、心理压力/创伤）中的作用。

我在本章中着重阐述了在欧洲-北美以外的非主流文化背景下的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但是从全球和国际视角来看，我们对这些方面的理解仍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因此，需要更系统和更集中的努力来揭示全世界非主流人群的生活实质，包括休闲对创造意义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贡献。应该尊重世界各地人们的呼声，他们的呼声可以促进授权、和以合适的文化形式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正如Shin和Rutkowski （2003） 所强调的那样，“生活质量如同美丽一样，是情人眼里出西施”(p.511）。

八、原则小结

1. 从全球和国际化角度来看，文化在休闲的概念化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

2. 尽管在各文化中，休闲都是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但在特定文化和亚文化中，休闲具有独特性。例如，亚洲文化、中东文化和原住民文化。

3. 鉴于文化在界定生活质量中起的关键作用，我们在理解休闲和生活质量的关系问题时，需要对文化、亚文化因素和特定背景加以了解。

4. 因此，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以文化为基础。

5. 研究证据表明在全球不同的文化和亚文化背景下，休闲均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6. 休闲给全世界的人提供机会，获得生命价值，创造生命意义，从而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7. 从国际化和跨文化的视角来看，能使生活更有意义、提升生活质量的途径或机制包括： ① 从休闲活动中体验到积极的心态和康乐。② 从休闲活动中获得积极的认同和自尊。③ 休闲产生的社会、文化联系与和谐。④ 休闲在人的一生中对学习和人类发展的贡献。⑤ 休闲作为背景，实现和利用人的力量和韧劲。

8. 我们很有必要强调休闲对创造意义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包括“降低负面影响，强化积极影响”。

9. 文化在促进创造意义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休闲途径或休闲机制中起着根本作用。


第5章 问题的重构——对休闲意义的评估

一、导言

尽管学术研究已经进行数十年，专著和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不断增加，但是学科以外对于休闲研究领域的认可和注意仍然相对偏少。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通常对休闲研究了解很少，休闲的新发现和新见解在大众媒体上也很少引起注意。很难找到证据说明休闲研究迄今为止对社会政策有重大影响。这是一个不幸的现象，不仅因为研究人员会看重并得到认可，而且因为休闲是整个世界文化生活的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 休闲行为、休闲价值和休闲实践对生活的所有方面和总体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本论文旨在探讨休闲研究能通过何种方式引起社会更多的注意，以使休闲的知识能够在地区、全国和国际层面上更有效地促进社会政策和实践的改善。

对休闲研究缺乏关注可能有一些解释。虽然本学科内的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休闲的重要意义，但学科外的人士往往仍将休闲视为不严肃的议题，仅仅同闲暇时间和非产出性时间有关。工作伦理在许多社会占主导地位，所以人们常常只着眼于经济的发展、增长和繁荣。这或许是导致休闲贬值的因素之一。此外，休闲与其他社会重点关心的领域，诸如，和平和正义、环境、教育、健康和保健等的联系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并不明显。另一种解释涉及休闲研究领域的内部机制。有人批评休闲研究人员往往只“与自己内部交流” （如， Samdahl & Kelly， 1999），而与其他学科研究人员的交往和合作极少。虽然这种眼光向内的现象在其他学科同样存在，但对休闲领域来说尤其不利，因为，学科规模本来就相对较小，而且，研究的问题也不容易引起公众兴趣。

休闲有时也偶尔会成为公共媒体和其他研究人员的注意焦点。这样的一个时刻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有众多预测预言“休闲时代”的到来，（如， Dumazedier， 1967； Larabee & Meyersohn， 1958），其推断的依据是快速的技术进步将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减少雇用工人。当这些预测明显不会成为现实的时候，人们便不再提起这一问题，只是把它当作争论的话题。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居然很少有人问津那些预测竟会如此不准确以及/或者为何技术进步和效率增加，工作仍继续主宰人们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争论的焦点主要不是关于对休闲本身的兴趣，而是更多对于失业、不充分就业和可能由此带来的社会动乱的关切（Jenkins & Sherman， 1979， 1981）。

另外一个时刻是最近，时值广大研究人员和健康职业人员对许多国家不断上升的肥胖症发生率，尤其是儿童肥胖症的增加感到不安。虽然一些观察家公开表示怀疑是否真正存在一个“肥胖症大流行”（如， Campos， 2004； Gard & Wright， 2005），其他人开始将目光转向运动性休闲作为预防或干预策略的潜在作用（如， Bouchard， 2000； Dietz， 2001）。这再次能够说明问题，因为人们关心的显然是健康而非休闲，也因为如果只把休闲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休闲的作用显得非常狭隘和有点肤浅。人们关注的只是运动和体重，而不是研究更广泛的问题，如体验、意义、社会环境、文化因素或社会与结构制约等。而这些却可能带来更好的和更有效的政策和实践（Gard & Wright， 2005）。

这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局面： 学术孤立，社会对休闲研究缺乏认识。解决这一问题的潜在方法是将更多力量集中到与其他学科研究人员的交流，和在公众讨论和政策辩论会上寻求更大的认可。这些策略将提供机会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休闲研究，了解休闲活动、体验、环境和结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我想指出，这种方式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足的。此外，还需要将休闲的讨论纳入和整个社会存在有关的主要议题。譬如，休闲学者会问，我们是否指望人们生活在恐惧中，在极大心理压力情况下，或不能获得就业、医疗保健，或他们子女无法上学的情况下来关心“休闲”。鉴于存在这些重大问题，以及许多人生活的困难环境，我们能否提出给休闲和休闲研究更多关注的正当理由？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论证为什么需要关注休闲。

大多数休闲研究学者会认为，理解休闲对所有生活环境下的人们都很重要。这种看法是基于研究人员对休闲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正如本书许多篇章所详细阐明的）扮演的广泛和重要角色的了解。在休闲领域之外缺乏认可，可能是由于休闲研究人员无法将休闲与生活中其他主要问题联系起来，充分解释休闲研究的重要意义。重新组织问题可能让人们看到休闲对于个人、社区和社会的康乐更广泛的影响，看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组织问题意味着眼光更少向内，而是更多向外。在休闲研究领域内部，休闲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迄今为止的相当一部分研究只着眼于休闲的机制，包括休闲意义、行为、制约和结果等。这类研究往往给人的印象是休闲是社会生活的某一单独和独特的领域。 然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休闲是生活其他方面的组成部分，而并非与它们分离（请见卡拉·亨德森的论文）。因而，将眼光向外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休闲和生活中其他问题的众多联系之上。换句话说，跳出“休闲框框”以外的思维有助于揭示休闲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与生活其他方面的相关性。

本论文的观点是，将休闲研究眼光转向外部能够探讨休闲与主导我们生活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众多关系。例如，我们可以研究休闲是否是、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能够帮助解释这些体制运作的相关因素？我们也能够探求休闲如何影响政治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如何与这两个系统互动，又受到这两个系统的影响？休闲与基本人权和正义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研究休闲的正反两面，包括研究隶属于休闲和闲暇时间范畴的广泛活动和意义。根据这一思路重新组织问题将会获得新的见解和认识，巩固、扩大现有的知识和目前的研究。

本文以下三部分将利用新思路探讨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愿本文能够引导出关于休闲的新对话、新问题和休闲与生活其他方面的相关性，以及休闲在未来讨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中的潜在作用。

二、政治经济体系

由于全球化进程，政治经济体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公司等机构（Steger， 2004）。因此，国际体系不仅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某一产品，譬如休闲产品和服务，除了带来国内和当地影响之外，也会产生国际影响。

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证据支持这一论点，即休闲和休闲相关产品正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这点可以从公共和私人在休闲产品和服务上的消费，以及持续增长的旅游业中反映出来。相当一部分这方面的信息在威尔 “休闲与经济”一文有详细论述，该论文提供了许多国家近几年来收集的经济数据。（如，见 Cushman， Veal， & Zuzanek， 2005）。虽然这代表了较新的研究重点，休闲消费和休闲及旅游业的增长的影响仍未被充分研究。不过，休闲的经济意义引出了一些不仅针对休闲本身的重要问题，而且还事关休闲对政治经济体系影响的重要问题。

从休闲和旅游业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以及这些收益的分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休闲及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主要是富裕、发达国家吗？而它们的生产者则不成比例地来自欠发达国家？与当地生产者的利润相比，跨国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国际贸易？换言之，休闲和旅游业增长对于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后果是什么？

威尔和罗杰克在他们各自的论文中，都对全球经济体系、休闲相关产品和服务一揽子计划和营销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的冲击表示关切。罗杰克提出，全球营销，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营销反映出生产商的利益，因而给发展中经济会带来消极而非（或许也有）积极的结果。的确，研究发展和欠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家一直都认为，全球市场和国际贸易往往会加剧穷国的依赖性、其经济更容易受经济衰退影响，而不是更稳定 （如 Wilber， 1984）。然而，在休闲领域内只有少数研究人员考虑到这些问题。

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休闲和旅游业给当地以社区为基础的企业家和社区发展造成的冲击。例如，对乡村旅游业的研究（如， Mair， Reid， & George， 2005） 说明，担忧旅游发展负面效应的社区能够通过参与过程获得一种社区控制感，并帮助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相当的研究，才能理解全球休闲和旅游市场是怎样通过许多不同而复杂的方式导致经济增长、民主化以及/或者更大的经济不平等的。

另外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体系影响的问题与全球化的文化后果相关。正如评审小组的报告指出，关于全球化存在不同的理论和概念。更民主的观点强调国际的相关性（如 Archer， 1991），以及所带来的我们星球的“缩小”（MacGillivray， 2006）。这些观点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跨文化连接和全球结构等重要问题，包括国际体育赛事和组织、国际旅行和旅游，和其他国际化休闲形式。与此同时，对全球化持更批评态度的观点提到了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消极影响的问题。这也是应当考虑的重要方面。

Beck （2000）等人采用批评模式讨论了全球化对消费主义和商品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问题。例如，休闲消费增加究竟意味着社会对休闲的兴趣和重视在增长，还是社会越来越重视休闲产品而非休闲体验的消费倾向？此外，国际社会不同成员之间机遇和威胁的平衡是什么？积极和消极结果分配的平衡又是什么？休闲研究人员需要对这些问题更加关注。

对全球化经济的另外一个批评是全球化经济导致同一化和美国化（Beck， 2000）。这与Ritzers的“麦当劳化”（2004）和新“消费大教堂”（2005）的概念相关，既让消费者着迷，也让消费者失望。同样，应该考虑休闲和不断变化的休闲意义有关的问题。例如，尽管休闲商品的范围似乎不断扩展，但许多这类产品（如，电影、录像片、电视节目等）并没有提供不同或新鲜的体验，而仅仅是“更多的雷同”。同一化和美国化被视为对文化独特性的威胁，对原住民而言或许更是如此（见福克斯的文章）。这些问题与文化认同、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等争论密切相关（参见Chick的文章）。当然，商品化也会导致抵抗，比如对自愿实行俭朴的做法表示支持（Elgin， 1993； honoré， 2004） 或推崇保持原有文化（Reid & Welke， 1998）。既然休闲能被视为抵抗的重要阵地（Shaw， 2001），这也是休闲的另一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面，值得研究其潜在重要影响。

休闲对环境的影响已经得到很多关注。如威廉姆斯在他文章中详细论述的那样，环境质量对休闲和整体生活质量做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休闲消费和与休闲有关的旅行对环境也有严格的要求。因而，休闲和休闲有关的活动既可被视为维持环境的保护力量，也可被视为导致环境恶化的原因。

休闲领域内的讨论毫无疑问有其重要意义。 然而，有关环境政治的讨论更为广泛 （Carter， 2003），休闲研究人员能够在这一广泛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同这里提出的其他问题一样，休闲能被视为一个重要因素，正面或负面地影响着，同时也受影响于政治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因而，虽然研究主要或完全集中在休闲上当然具有价值，但关于休闲的作用和重要意义的讨论需要在更广泛的平台展开，以便探讨休闲和政治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的关系，包括把企业和专业人士相比较，比较两者的作用和责任。

三、社会和文化体系

与政治经济体系紧密相连的是社会和文化体系，以及影响各国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社会政策。例如，工薪系统明显是政治经济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付薪工作问题不仅影响经济健康，而且还影响日常活动的结构、工作与休闲的平衡，以及整体生活质量。

在社会学领域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工作和家庭冲突的文献。这一研究显示在过去十年中角色超负荷现象明显增加（Duxbury & higgins， 2003），工作和家庭冲突这一问题尤其困扰那些需照顾子女和其他依赖者的雇员（如， Cinnamon & Rich， 2002； Duxbury & higgins， 2003； Elloy & Mackie， 2002）。大多数文献并没有考虑到休闲问题。但是缺乏休闲、缺乏个人时间或属于个人的时间，对处于时间压力下的父母或其他处于时间压力下的雇员明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Daly， 1996； Menzies， 2005； Shaw， Andrey， & Johnson， 2003）。研究不断显示，工作母亲时间压力最大（如， Duxbury & higgins， 2003； Zukewich， 1998）。一些评论员将工作母亲的日常生活描绘成好像在跑步机或“老鼠笼”里，机器的轮子从不停止转动 （Burke， 引自Arendell 2001）。这又一次说明，这些母亲的生活同休闲非常相关，因为休闲代表着从老鼠笼里脱离，哪怕是短暂的脱离。研究家庭和休闲的文献已经讨论过性别问题，以及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家庭，给个人定位常常存在差别和不平等 （参见苔丝·凯的文章）。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 有关工作、变化着的工作结构、工作压力和工作和家庭冲突等问题的“主流”讨论中并没有纳入休闲的研究文献。考虑到时间压力对于心理压力的影响程度 （Lehto， 1998），以及休闲作为一种释放压力的潜在益处，这种状况尤其令人遗憾。

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近年来付薪工作时间的增加 （如， Guest， 2001； heisz & LaRochelleCté， 2003； Swan & Cooper， 2005）。这也许是压力加剧、工作和生活平衡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Menzies， 2005； Williams， 2003）。研究表明这一趋势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在可获得先进技术并拥有技术基础设施的国家，如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也同样存在。的确，美国被誉为发达世界的“长工时冠军”，在这方面已经超过日本 （hayden， 1999）。此外，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人在正式或非正式经济中，常常要长时间工作以便能够支付生活必需品。

人们提出不少观点来解释这种工时的增加。包括消费主义的兴起，即需要延长工作时间来满足消费，驱使“工作和消费的循环”不断持续 （Schor， 1991）， 以及/或者“生活必需品”观念的改变。其他一些观点强调因市场竞争加剧、科技、缩编和裁员而导致剩下的员工的工作量增大 （Galinsky等， 2004）。例如，最近在英国由Swan 和Cooper （2005）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上述现象似乎同所谓“长工时文化”相关联： 工作时间常常要比正式合同规定的长，而且长时间工作得到鼓励和奖励。而某些幸运的雇员，尤其是年长的雇员，也许能够通过各种弹性工时制来重新商谈他们的付薪工作时间和工作职责（Galameau， Maynard， & Lee， 2005）。但并非所有员工都可以享有这种选择，也并非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享有这种选择的机会，因而这种选择可能不会带来工作和生活平衡问题的改善（如， ScottDixon， 2004； Vittgerso等， 2003）。的确，非标准的工作时间表只会加重而不是减少工作和家庭冲突 （presser， 2003）。因此，定制式的工作时间 （参见Godbey的文章）也许不能减缓工作压力和增加的工作量。

近来工作场所文化的变化可能表示休闲和非工作时间的总体贬值。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有必要更好地理解不断变化的工作和休闲的标准和信念，以及它们与压力、生活平衡和生活质量的关系。同这些问题相关的是劳动政策问题，不仅包括工作时间和加班，也包括母亲/父亲产假、 家庭假、子女照顾和度假时间的政策。其中一些政策直接影响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否可获得照顾家庭的时间、对各种不同家庭的支持，而另外一些政策关系到是否可获得休闲、休闲时间、儿童、青少年和老年可否获得娱乐机会，以及除了工作和其他义务以外的时间的重要性（Galinsky等， 2004）。

由于与压力有联系的疾病，如高血压、心血管病、慢性疲劳、失眠和慢性忧郁症的增加（Cole， Ibrahim， Shannon， Scott， & Eyles， 2002； Duxbury & higgins， 2003； Menzies， 2005） ，因此健康问题也与本部分讨论的内容相关。其他健康问题包括食品和洁净水的可获得性、由于艾滋病造成的致命流行病的危险、流感的新种类和“超级细菌”，还有与肥胖和糖尿病相关的疾病。许多这类健康问题极大地影响那些已经由于贫困、战争和其他形式的压迫下而处于劣势的人群。

显然，解决这些影响深远的健康问题除了需要改变保健和医疗之外，还需要改善经济和环境。不过，近几年来，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证据说明通过某些途径，休闲能够帮助减轻或防治其中一些健康问题（正如曼内尔和杜普意两人各自文章中记录的那样），而且，这类文献应该被纳入到更广泛的健康文献中去。与此同时，某些休闲实践也有负面效果，因此，也应更多地考虑到休闲实践也会对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例如，过度进食、吸烟、酗酒和滥用药物以及其他危险的休闲形式）。与休闲相关的危险行为已经被认识，特别是那些同年轻人和青少年有关的危险行为（参见凯德威尔的文章）。然而，由于某种休闲形式导致的负面健康结果对其他人群也可能是个问题。

我们再次认为，休闲研究人员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态度有重要的见解，他们能帮助推动有关社会政策的讨论，包括与劳工、家庭、健康和保健等政策。这些见解不仅与时间利用、休闲的益处和制约相关，而且还与那些不同生活领域的不同融合方式有关。这个全面的视角提供了研究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社区康乐和生活质量的新思路。

四、人权和正义

到目前为止讨论的问题都与人权和正义的基本原则相关。例如，贫困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时间和工作的不平等分配以及社会服务、教育和保健机会的不平等都是人权问题。

休闲宪章（http： //www.worldleisure.org/ pdfs/charter.pdf）和圣保罗宣言“全球化社会中的休闲” （http：//www.worldleisure.org/pdfs/ saupaulo.pdf）呼吁所有人都有获得和参与休闲的权力。根据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休闲的价值、意义和益处的资料，休闲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人权问题。 与此同时，本文认为休闲机会与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密切相关，并对它们具有重大影响。因而，不仅仅是休闲权的问题；就休闲而言，休闲还在更广泛意义上起重要作用，虽然休闲权本身也是人权的重要部分。

休闲能帮助实现总体的公平，并减少与收入、教育、性别、种族、残疾、性行为、年龄等因素相关的弱势现象。即，休闲能帮助挑战导致形成差别的过程 （见Freysingers文章）。的确，如果休闲能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帮助促进人权，休闲的作用和重要性可能会获得更广泛的认识。休闲不仅与这些问题相关联，而且，正如弗莱辛格所指出的，休闲是一个抵抗不公正和赋予力量的潜在环境，能被用来促进社会变革、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和特权的分配。

还需说明，正如前面已经提到，休闲除了产生许多积极效果之外，休闲也存在潜在的阴暗面（Rojek， 1999）。虽然某些负面的休闲形式（如，滥用药物、上瘾或高风险活动）的结果主要涉及个体参与者（和他或她家庭、直接认识的朋友），其他形式休闲的后果不仅可能导致剥削和伤害，而且还可能强化社会和思想意识层面上的不平等。例如，有不少类型的负面休闲实践形式，其中一个非常普遍的形式便是依靠和/或强化“性”剥削。有一些剥削形式更为明显的，如卖淫、儿童淫秽和性旅游（如，参见 Jeffreys， 1999； Shaw， 1999）， 还有一些形式不太明显和不太为人认识，如暴力、低级下流电子游戏，描写妇女和儿童的性剥削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如， Delamere & Shaw， 2006）。

休闲实践可能会带来的其他危害包括强化种族主义、重新产生对种族、人种和其他少数群体成员的负面看法（Freysinger & harris， 2006）。如果休闲导致分裂和不平等的话，即使表面上似乎没有危害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休闲机会也能消极影响社区关系 （参见Kay的文章）。文化剥削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对文化产品制造成见和进行营销。与此同时，强势文化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会威胁少数群体的文化认同。例如，福克斯在她文章中，强调在原住民生活中应用以欧洲为中心的休闲概念可能对其他休闲传统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是与更大的政治和权力关系连在一起的。

这些对于休闲“阴暗面”的关注刚刚开始在休闲研究文献中出现，并获得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许多与负面休闲实践有关的人权和正义问题，却并非能通过法律措施简单和恰当地解决。某些地方制定了法律来对付儿童淫秽、卖淫和性旅游等问题，但成果各异。此外还存在众多可能重新产生不平等和歧视性态度的日常休闲活动，用法律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这包括某些运动项目和运动服装的性别化，憎恶同性恋的玩笑和喜剧表演，以及更微妙的歧视和排外形式。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更有效途径可能是通过加强对这类活动的潜在负面影响的认识，而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这能帮助提醒人们对这一事实的注意，即， 休闲对社会健康和康乐既会有积极影响，也会有消极影响。此外，休闲研究人员可以加入到新的公众讨论、参与培养新意识和开发教育计划。

结论

本文认为休闲和休闲的文化影响要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深远和复杂。研究表明休闲能带来许多益处，包括提高不同生活阶段和不同社会和物质环境下的康乐和生活质量。然而休闲的重要意义超越个人益处，因为休闲和生活的其他组成部分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 即，休闲实践能够影响，同时也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影响，并影响人权和正义。

不过，休闲在公众眼中、甚至也许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眼中，常常是生活的 “天真”或不严肃的一个方面 （Green， hebron， &Woodward， 1990），而与公众争论的关键问题毫不相干。结果，时至今日，休闲研究和讨论给政治决策或社会政策制定带来的影响甚微。重新组织或换一种形式提出有关休闲的问题的建议旨在纠正这一现象，并加强对休闲作为一个重要文化现象的认同。此外，重新组织问题意味着加强对休闲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的理论认识，由此阐明休闲对于社会和全球社会公平和不公平，以及个人伤害和益处都会起作用。再者，关注休闲与其他生活领域和社会体系的复杂内在联系，不但将能让人们了解各种新颖和不断变化的休闲理念，还能认识世界各地多样化的众多休闲实践的文化关联性 （参见埃德加·杰克逊的文章）。

这样重新组织问题将有助于影响不断增长的休闲研究。重新组织问题意味着研究人员将不是重点关注休闲自身，而是花更多精力讨论休闲在更广泛环境里发挥的作用，包括休闲与政策制定和文化变化的关系。正如本书中不少论文已经谈论到，虽然上述问题的一部分信息已存在，但知识基础仍相对较小，尤其在国际和跨文化认识和宏观及微观的考虑方面。重新组织问题并非意味着放弃迄今为止已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而是将其扩展和以新的方式应用。

就政策制定、提倡、和行动主义而言，重新组织有关休闲问题意味着严肃看待休闲，考虑休闲以不同形式影响并反过来受影响于各类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例如， 经济增长、工作、家庭、环境、健康和其他休闲时间和休闲机会的政策制定将会是考虑的重点议题。与此同时，休闲在个人、家庭、社区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有望能获得更大的认可，包括认识到休闲积极和消极作用。

在休闲领域里重新组织，将意味着把眼光扩大到有广泛基础的休闲在文化和跨文化方面的意义。与世界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域的研究学者合作无疑将是本研究的一项重要部分。此类合作研究需要对不同世界观非常敏感（正如其他作者已指出的那样），包括休闲的不同理念、研究的不同视角和程序。此外，与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也会有相当价值，会有助于交换想法、理念、理论认识和方法学。正如评审小组提议的那样，跨学科团队合作会使社会更加注意休闲，并给休闲学者以更强大的声音。

不过，这里所提出的重新组织问题过程的关键是，要有提出新的、不同的问题，并强调休闲和其他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复杂关系的意愿。成功实施卓有成效的、进步的和公平的规划和政策计划——把休闲考虑在内的计划——可能取决于提高对休闲影响的认识。这种影响不仅限于个人、社区健康和康乐，而且还影响到社会和全球关注的问题。

五、原则归纳

1. 休闲是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其他生活领域相互作用、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康乐和生活质量。

2. 休闲是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其他社会系统联系紧密、相互影响，如政治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与人权和公平正义相关联的系统。

3. 休闲体验和结果对个人、群体和社会而言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

4. 其他学科的学者、政府决策者和广大民众大多忽视了休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它广泛的社会意义。

5. 重新组织这些问题，找到休闲中蕴含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含义，从而有助于将休闲研究作为一项学术研究领域，引起社会更多的注意。

6. 在这个领域内重新组织问题，找出休闲中蕴含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含义，会有助于研究休闲的学者和专业人士更广泛地就社会变化和社会政策进行讨论。

7. 在地区或全球层面，成功执行休闲规划和政策将最终取决于加强休闲对文化和个人含义的认识。


第6章 社会不平等与机会

一、导言

在思考共识项目“休闲与生活质量”这一议题时，人们会问，到底什么是生活质量？虽然这一问题在共识项目其他论文中也有研究，Eric Allardt （1993） 在讨论休闲作为社会不平等和机会的实践和环境时，就生活质量问题提出了一个有用的观点。他指出，生活质量是拥有、爱和存在的总和。本文将阐述这一“公式”与休闲和社会不平等及机会相关的含义。至此，可以说，我把Allardt的定义理解为生活质量是物质/社会/文化资源的结合、与他人（个人和群体）支持性的关系以及本人和他人实现自我并认可个人的存在。这一生活质量观点构成本文研讨的关键问题的框架。

正如不少共识项目邀请撰写的论文中表明，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研究广泛地关注休闲、娱乐、玩耍和旅游提供的机会，包括它们为个人成长、社区福利和经济发展蕴含的机会和潜力。另外，这一研究还强调哪些人可以获得和哪些人无法获得此类机会。休闲机会和社会不平等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例如，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休闲比作美德或人类全部潜力的培养，以及文化的发展 （Sylvester， 1999）。然而，这类休闲只适用于自由男子，是以妇女和奴隶制为代价的。在古代中国，孔子谈到乐，该字面的意思是快乐或音乐。孔子相信，社会中每一阶层内部的社会关系都可以通过礼仪得到加强，而这种礼仪都离不开某种特别的音乐。

休闲作为机会和社会不平等，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能在（较近）历史上西方社会有组织的休闲活动或休闲作为职业实践中反映出来。例如，美国的“游乐场运动”和木工工艺联盟，英国的男、女童子军。它们的明确宗旨除了保障所在社区的安全和康乐外，也包含促进儿童的健康和康乐 （Cross， 1990）。这类组织的另外一个目的便是培训儿童，尤其是贫困和移民儿童（在美国，特别指欧洲白人移民儿童）参加工作和社区生活（Cross， 1990）。即，在许多西方国家的早期有组织的玩耍和休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路——至少一些新来乍到的人和/或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需要学会如何适应现有的社会秩序——有组织的玩耍和休闲被看作实现此目标的途径。人们感到，这些项目的对象——社会以及个人——会因为由此带来的健康、健美、学识和社交能力的增强而获益（Murphy， 1974）。因此，有组织的玩耍和休闲被视为一种途径，降低社会不平等，获得公民资格。Coalter（1998）认为， 英国19世纪的公共休闲也是类似情况。当时，由于城市化或者法律压迫，更多“合理”的休闲代替了“旧形式”的休闲活动。这些休闲活动不是由于大众的需求而产生的 ，而是另外一些人认为给城市工人阶级提供休闲能给社会带来益处。也就是说，是一些统治精英提供这些休闲活动。他们的兴趣和价值观直接影响政策和休闲服务的提供（p.26）。有组织休闲的这种目标在今天世界各地仍在延续。例如，在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通过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筹资组织的“社会旅游”乃是一种福利，被视为公民权利的一部分（Smith & hughes， 1999）。

因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各地，休闲能给个人和社区提供机会的观点，至少是一部分公共集资的或国家出资的休闲的动机。然而，人们也认识到在某一特定社会中，这类机会未必人人都可得到。换句话说，用于各种形式的休闲资源（如，时间、资金、能力、健康、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分配并非公平，造成机会不平等。此外，如果将休闲放置在历史、社会、经济环境中以及权力关系中来考查，会发现休闲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产生或重新产生社会不平等。再者，这些问题都涉及政治，带有国际性，因此有必要把社会不平等和机会的定义加以扩展，使之包括全球不平等和机会在内。

在本文中，作者的总体目标是提出一些框架和思路以探讨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作为社会（和全球）不平等和机会的场所。这些框架是建筑在近期休闲和旅游领域内外研究之上的。另外，本人旨在探索和记录社会不平等和机会之间的休闲的紧张关系；即，本人认为社会机会和不平等是同一“休闲硬币”的两面。由此，本人将首先集中探讨差别这一观点，并主张差别的构成是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也是这类研究结果的基础。在这一讨论中将介绍最近和目前各种评价差别（特别是结构的、后结构的、后殖民理论的）的观点和方式。然后，作者将引用最近的一些有关休闲与性别、种族、少数民族、阶级和贫困、性倾向、年龄和残疾的研究来说明当前对于休闲和社会不平等的思考。萧（2001）认为，“抵制”强调休闲，包括个人权利的积极政治影响，和基于公平、认可和尊重处于劣势的人群的社会变化（p.198）。她还认为抵制的益处和休闲益处的不同在于休闲活动和场景能为社会劣势人群提供政治行动和社会变化的场所。

在探讨休闲、差别和不平等之后，作者“翻转硬币”，讨论硬币的另一面，讨论休闲作为个人和社区的机会，并提供有关依据。讨论的重点是休闲作为培养韧性和力量的环境、作为可能挑战和抵御不平等的实践、作为空间和地点使个人和集体体验权力的加强。本文的结尾将讨论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和社会不平等和机会的研究中未知（即，尚缺乏的）部分——包括对这一领域未来研究方向的提议。最后，我必须在本文一开始便承认，本文所参考的研究材料仅限于英语出版物。

二、休闲、社会不平等、差别，和 “他者”的构成

什么构成社会不平等？在西方思维中，Allison （2000）的有关休闲和社会公正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回答。Coalter（1998）关于休闲研究是如何定义不平等，和如何可以实现平等，或把平等制度化的观点。Allison利用Young （1990）的研究，主张公正不仅指商品（即食品、衣物、居所、安全等）分配的公平，虽然这对于用于休闲的时间、健康和必要资金是重要的。公正也涉及 “社会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实现某些价值的必要条件”。这些价值包括学习、玩耍、同他人交往、参与建立和管理机构、从他人那里获得这种参与的承认 （Young， 1990， Allison， 2000， p.2）。因此，社会不公是指“压迫性体制的制约和阻挡自我决定和成长的障碍，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对这些价值的追求”并包括“已融入人们日常交往的较为公开和体制化的不公正特性” （pp.2—3）。不公正表现在多种形式，如剥削（某一群体控制和主宰权力较弱群体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边缘化和无权化（群体被排除在有效参与社会生活之外的程度），文化帝国主义（将有差别的人加以归类，称其为“他者”，漠视其存在），和暴力（包括肉体和精神虐待及以暴力威胁，制造恐惧）。Allison对不公正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让我们看到休闲中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根源。

Murdock （1994） 在后现代社会下有关休闲的共同利益的讨论，与Allison的社会公正的观点相关。Murdock将公民权力定义为“完全参与当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并帮助塑造其未来形式的权力” （p.246）。他断言“休闲为这类参与提供众多的关键空间”。就此意义而言，休闲不平等出现在 “社会参与受到经济排斥的阻止和分裂”的时候（p.246）。Aitchison （1999），Deem（1996），Skeggs（1999），pritchard et al.（2000）， Scaton& Watson （1998） 和Stephenson & hughes （2005）。他们认为休闲给复杂性、脱离公民的“经济排斥”的政治（由Murdock提出的）提供种族、性别和性空间。Murdock同时也指出，我们内心深处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一方面强调拥有个人权力，另一方面又提倡实现共同利益（p.247， 强调符号本作者添加）。为了实现（权力）平等，“每个公民必须得到保障，使其可以平等地、不受妨碍地获得让他们能有效并创造性地生活的资源和权利”（p.247）。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的资源既有物质性也有文化性。然而，Murdock强调，“一个完全成熟的公民权利、义务概念必须坚持主张，重要的不仅是个人有权获得资源，行使个人权力，而且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承诺为创新和拓展做出努力，以促进人们一致承认的共同利益。（强调符号本作者增加）。Murdock认为这点尤其重要，因为“排外机制正在产生‘他者’笼统形象”……那些人不仅“与‘我们’有差别”，而且还“仇视‘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p.247）。Coalter（1998）对把休闲作为社会公民的一种方式作了评论。他引用Marshall（1981) 和 Roche(1992）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只是没有公民权利的一种福利”（p.26 ）。他还质疑“公共利益”的观念，因为这一观念经常把讨论转到需求的讨论上去，引向规范性思考（和休闲职业人员家长式的作风），也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参与变成了一种义务，特别是参加那些支持公共利益的活动。因此，“参与的公民”享有道德优势。（p.32）

差别至少在两个方面形成休闲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首先，当个人或群体在他们休闲资源或休闲机会上存在差别时候，不平等便会显现；即，当某些人比其他人少——和当这种匮乏不是它们本身过错的时候。当然，当一种“匮乏”是否是某个个人的过错仍存在争议，并形成一些意识形态和话语（如，西方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观点）使不平等 “正常化”。因而，在个人和社会层面，关于“穷人中”哪些人是“活该穷”，哪些人是“不该穷”的讨论是个关键问题。如上所述，由于休闲、娱乐、玩耍和旅游会给个人和社区的康乐带来的潜在机会，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谁有或谁没有这些机会以及为什么有或没有。 然而，休闲的不公平也可以强调条件的公正或结果的公正，这两个公正概念迄今为止在休闲、娱乐、玩耍和旅游研究中很少引起注意（Coalter， 1998）。如下面将进一步探讨的那样，为什么（不公平的原因）和谁（哪些人被排除在外），将成为今日休闲研究评论和挑战的重点。

差别对研究休闲社会不平等问题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原因是，确定差别这一做法本身会重新产生不平等。在休闲研究里，认同的类别，如性别、种族或种姓、性认同、年龄、残疾、阶级和年龄与休闲的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根据Kivel （2000）的观点，这样的研究是有问题的。当然，记录这类差别对理解休闲和休闲的供给/机会有重要意义。但是，用此方法调查休闲也会导致加强或重新产生这些社会类别，会强化它们是广泛的“真实”存在。 （Kivel， 2000； 也可参见 hylton， 2005； Watson& Scraton， 2001）。此外，这些认同已经被如此“习以为常”，或被看作基本常识以至我们很少研究作为男人或女人，或一个残疾人的真正意义。正是由于对这些认同的肯定，我们使他们的“真实性”得以延续。我们在研究中忽视 “作为个体，就本质而言，我们的认同和体验并非我们自己的” （Kivel， 2000， p.80），“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和他人，跟别人如何描述我们、我们又怎样想象自己是不可能分开的”（Giroux， 1997， p.14，In kivel, 2000,p80）。同样，Floyd （1998），在谈论休闲研究中种族和人种所面临的挑战时，解释少数民族认同乃是“内部和外部归因”的结果（p.14，强调符号为作者增加）；即，其构成是个人选择和采纳的认同与那些由正式（如法律、政治）和非正式（如偏见、个人之间的歧视）标准化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 无论从哪一视角出发，自我的构成是这类讨论的中心。Kivels （2000） 所关心的是在重点注意休闲、玩耍、游憩和旅游的个人体验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个人自我的构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问“自我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和个人体验的差别是如何“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化的压迫下构建的。”再者，我们必须首先就要问，差别为何如此关键 （Kivel， 2000， p.81）。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或应该）放弃从这些类别的思考，而是我们应该对它们的使用持谨慎态度，以防止将社会构建的认同或差别“自然化”。

hemingway （1999） 对批判理论做了评价，并讨论了该理论对休闲研究所作的贡献。同时，他也讨论了认同的流动性和历史性。他声称“历史和文化的偶发事件使每个人的认同模糊不清，因为每个人的认同是基于他或她的历史情况的” （p.493）。此外，假定在社会调查中，个人能被置放于一个单一的社会世界，忽视 “人类同时生活在多重社会世界中，必须根据他们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进行调节” （p.493）。也就是说，“我们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社会的产物。任何对我们将会变成什么的思考必定受到我们自己个人历史的制约、受到该历史时期人的概念的制约，以及我们可获得的主要资源的制约”（p.494）。同时，利用Nagel （1994）的研究成果，Floyd （1998）认为： “虽然认同制约种族的边界，‘文化提供了种族的内涵和意义’（h agel， 1994， p.162）。文化的构成类似于种族的构成。就是说，文化是个体和对照群体在大社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具有同样的流动性，不仅是一个共享的历史，而且是通过选择、协商、接受和抛弃给人种意义的文化标志不断构建” （Floyd， 1998， p.15）。这就是说，“他者”是后天产生的，不是先天给予的。

在休闲和旅游研究领域里，代表他人或 “我们”和“他者”的构建，以及此过程产生的不平等，已经被不少学者研讨过（如， Aitchison， 2000； hollinshead， 1998； hylton， 2005； Long & hylton， 2002； Wearing & Wearing， 2001）。这便是我以下要探讨的议题。

三、代表我们和他者

根据Aitchison的观点，划分他者是为了构建二元论。划分他者的过程涉及“通过与其他地方的比较确定你的归属，或者通过与其他人比较确定你的认同” （Rose， 1995， p.116, in Aitchison， 2000， p.135）。即，认识我们不是谁/什么，了解我们是谁/什么。如Long 和hylton （2002）认为，“认同可以被视为在差别里发挥作用。该过程的部分是给他人分类，同时典型地否认给自我分类” （p.88）。

Aitchison描述了划分“他者”过程的三个部分。虽然，她的探讨是以性别和后结构女权主义理论为背景，该过程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人们。首先，如果要有一个“他者”，必须有一个“相同人”或“我们”或某些可视为“另外”的事务 （pp.135136）。其次 “相同人”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是权力的关系， “相同人”总是具有更大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权力允许定义和划分“他者”，而且，只有“相同人”或 “我们”才被允许给别人分类，其划分才被认为是合法的（Long & hylton， 2002）。第三，那些被定义为“他者”的有性别（该性别为女性）、种族或种姓（在北美、英国和北欧，该种族为黑人或“有色人种”）、阶级、年龄等。这种分类认为差别预先存在和肯定存在， 而没有认识到差别来自分类本身（Floyd， 1998）。

划分“他者”过程的结果是， “他者”被构建成不单单与 “相同人”有区别，而是意味着次等、异常、 匮乏、甚至危险和禁止。然而，与此同时，“他者”常常被奇异化，构建成某种奇妙、有趣、令人向往的事物（Bhabha， 1990； hooks， 1990； Lott， 1993）。最后，“他者”被视为具有单一/同一性（如，所有妇女、有色人种，老年人—包括所有者）。 根据Aitchison （2000）的观点，这是因为如果“他者”的差异得到承认，那些划分“他者” 和把“他者”置于从属地位的人的支配地位就会受到挑战和被打乱。承认“他者”的差异也会挑战二元论思维，并揭露 “定义这些认同的起源和原因的政治权利。这些认同类别实际上是多重复杂的体制、实践、话语的后果”（Butler， 1990， pp. ⅷ—ⅸ In Aitchison， 2000， p.140）。

四、休闲作为一个机会

如同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和思想对结构主义的假设形成挑战，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权力是否有单一性？ 即，是否存在一个妇女或老年人或打工族的共同世界、一种共同的被剥削和压迫的环境、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Aitchison， 2000； Shaw， 2001）虽然根据社会分层（如，阶级、种族或种姓、性倾向、性别、年龄），结构主义构建了一个明显的富人和穷人世界，但是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力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权力有众多来源，并向人人开放。也就是说，权力并非被一个群体或类别“持有”用来制约另一群体或类别（Foucault， 1984， In Shaw， 2001， p.190）。同样，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有关阶层、种族和性别的旧结构被视为越来越无关紧要，已经不再是普遍的概念了，因为它们不断被后现代主义分割（Scraton，1994）。物质和文化的消费，而不是生产和再生产，是地位的依据。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平等可能被“组织得很好”、“有时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消费和“拥有道德准则”不会导致“分裂性和永久性的”不平等（Crook et al.， 1992， p.133 in Scraton， 1994，p.251）。

的确，虽然不否定划分“他者”的事实和权力，Long 和hylton （2002） 提出一个“更现实的政治观点，将认同视为由被认同者和认同给予者利用和操纵 （p.89，强调符号作者加）。即，个人和群体的认同乃是一个动态和争议的过程。hall （1996）在谈到英国的黑人认同时提到 （Long & hylton， 2002， p.89）：

群体、运动、建制等等试图给我们定位，以便管制我们；试图在象征性的边界内建构我们，以便给我们定位、给我们资源，或夺走我们的资源。为了在这类象征性边界内生存，我们试图控制或回应，说，“哎，我有点喜欢这样，假如钱不少的话”，或者“我拒绝像这样，拒绝‘像你称呼的这样’，‘而是我要那样称呼’” （p.130）。

就是说，认同——无论它们是基于种族、人族、种姓、性别、性倾向、年龄、社会阶级、或残疾——都是多重的和“多层的”（Floyd， 1998； henderson， hodges， & Kivel， 2002）。或者用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术语，自我“是一个政治结构，存在许多主观性……主观性是一个通过反复的表述行为……一种‘成为’的过程，主观性不是一个理智的整体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矛盾的场所。正因为此，一种新的认同政治变成了可能，它包含性别、种族、阶级和性特征，而无需前后因果关系或政治行动”（Wearing &Wearing， 2001， p.145 谈论Butler的著作， 1990）。就是说，认同/主观性是流动的，其意义和重要性取决于现实情况。这一有关认同的多重性和流动性以及权力的可获得性的观点，是后结构主义者在平等性问题上批判结构主义的核心所在——同时也为研究休闲和旅游作为机会打开了大门。

有人会问，为何一定要非此即彼（henderson， 2000； hylton， 2005； Scraton， 1994； Shaw， 2001）?换言之，有没有可能承认权力为动态、不稳定？承认人是拥有和自我决定的个体？任何群体或类别内具有多样性、话语和反话语？同时又承认结构的不平等，承认物质、社会环境的共享现实和主导意识？对于差别的研究提示我们必须承认。例如，halpern （2005）在调查穆斯林妇女生活时，发现全世界各国、各社区和各家庭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然而她也发现法律和当地习俗非常重要。在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妇女的政治和法律权力超过了她们在家庭里的权力。根据halpern （2005）的调查，“传统穆斯林文化为其对妇女的约束辩护，称女性权力过多会削弱家庭”。虽然穆斯林妇女的生活具有多样性，家庭在限制非穆斯林妇女生活的同时也限制穆斯林妇女的生活。这是结构主义者力求揭露的女性的共同世界。 与此同时，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如， Collins， 1990； hooks， 1990； Spivak， 1993）对这类结构主义观点持批评态度，称它们将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历普遍化，而不言或忽视其他女性的呼声 （Aitchison， 2001； Wearing和Wearing， 2001）。hylton（2005）认为用批判种族理论来研究休闲和体育恰恰是因为它紧紧围绕“种族”和种族主义，它也“意识到它们与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相互联系”（p.84 ）。hylton认为，这也就是说“通过采用批判种族理论来研究‘种族’、结构分层和过程，批判种族理论作者热切渴望避免后现代视角带来的矛盾。同时他们强调没有使用所有批判种族理论学者经典、教条或方法论”（p.87 ）。要进一步了解批判种族理论请参见LadsonBillings （1998）。Wearing 和Wearing （2001）在旅游中提出自我这一后结构主义女权概念时，注意到： 当“他者”女性的呼声被听取的时候，“比如说家庭，在许多女性眼中，并不具有压迫性，反而是一种支持和力量的来源。付薪工作也与照顾家庭不冲突，而是照顾义务的一部分” （p.149）。此外，被白人、西方思维视为中心的自我/他者二元论，在遇到“传统”文化时便无法解释。他们引用Collins著作中的一个案例，“指出在非裔美国人社区里，自我的定义并不是与其他人相对立的，而是，‘个人之间的连接，给黑人妇女提供更深、更有意义的定义’（1990， p.106）” （Wearing & Wearing， 2001， p.149）。因此， Wearing &和Wearing提出就非裔美国妇女而言，自我的扩大——Wearing & Wearing称其为实现休闲和旅游的可能性——不可能在社团里与他人隔离的情况下实现。Wearing & Wearing因此主张拆除自我凌驾“他者”之上的、在旅游研究中非常典型的等级二元论，并重新构建旅游体验概念，让（游客）自我与他人（东道主）产生互动。他们认为，如此确定概念可以使“在扩展社区和文化的社会和象征性空间同时，个人心灵空间得到扩展。然而，要实现这一点，他者的呼声在某种形势下必须得到听取……” （p.156）

这一观点同时也假定“我们/自我”为游客，而“他者”为东道主。的确，正如Wearing & Wearing （2001）注意到的，在许多方面，观看“他者” 一直是主导文化的休闲活动的一部分（p.156）。如果“他者”成为游客而“我们”成为东道主，又会怎么样？就是说，当观看“主导者”成了“他者”的有组织的休闲活动？对英国黑人加勒比社团 （Stephenson & hughes， 1995， 2005），以及男、女同性恋游客的旅游体验的研究（pritchard， Morgan， Sedgley， Khan， & Jenkins， 2000） 显示在这类情形下， 旅游不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的逃出，也不是逃入能够让人学习和成长的社会空间（Wearing & Wearing， 1996），也不是两者混杂（hollinshead， 1998），也没有扩展心灵和社会空间（Wearing & Wearing， 2001）。而是，在这种情形下，旅游常常变成一个加强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促进压迫和不平等的重新产生的空间。

同样，研究休闲对于苏丹难民（Russell & Stage， 1996）和孟加拉妇女（Khan， 1997）的意义；性旅游作为休闲（Jeffreys， 1999， 2003； Wonders & Machalowski， 2001）；非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对非裔美国人休闲空间的认知（philipp， 1999）； 英国体育的白人化（Long & hylton， 2002； 也参见Collins & Kay， 2003）；利用色情作为休闲（Shaw， 1999）； 假日对英国经济和社会弱势家庭的含义（Smith & hughes， 1999）；北爱尔兰的夏日假期 （Murphy， 2003；也参见， Baimer & Shirlow， 2003，讨论种族分裂的贝尔法斯特的休闲）；南亚裔加拿大少年的休闲 （Tirone， 1999—2000； Tirone & pedlar， 2000）；穆斯林美国人（Livengood， 2004），美国的跨种族夫妇 （hibbler & Shinew， 2002）， 澳大利亚的移民妇女（Taylor， 2001），美国的韩国、墨西哥和波兰青年移民 （ Stodolska & Li， 2003等，所有这些研究都记录了休闲机会和结果的社会不平等；在那些被划分为“他者”的休闲和对生活的有限理解中，也不断重新产生社会不平等。换言之，如Scraton （1994）所说，“作为黑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残疾人、不仅关系到生活方式，也牵涉物质的现实。广泛共享的类别具有深远政治和社会影响，不能被拆分为个人认同和体验” （p.257）。对种族、人种、性别、性倾向和休闲的研究揭示权力的复杂性和认同的多重交叉性。例如，对各种移民群体休闲体验的调查显示，种族和人种对某些人来说是流动的，而流动（即， 文化同化或杂交）（hollinshead， 1998） 是他们所期望的和/ 或允许的；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些“自我”的标识毫无变通的余地（即维持种族界限）（Gramann & Allison， 1999），是他们所追求的，是由种族歧视或不受欢迎的经历造成和/或产生的。此外，性别、种族、年龄、性倾向、阶级和人种的交叉，都会对移民的休闲体验产生影响 （Junui， 2000； hibbins， 2002；Stodolska， 2002；Stodolska & Alexandris， 2004；Stodolska & Yi， 2003）。如Shaw （2001）观察到，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弱点之一是无视制度化或结构化的权力关系（也参见， Scraton， 1994）。然而，它的优势之一在于该视角承认在任何群体内（妇女、男子、 老年、穷人）的多样性或差别（也参见， Jarvie & Reid， 1997）。

的确，有些研究记录了休闲和旅游是机会，因为它们提供了抵抗和改变不平等的可能性——因而能赋予力量。在休闲中，改变和赋予力量的可能性存在于个人、社团和社会层面。根据福柯的观点，个人和社会的抵抗、力量赋予和改变有可能是因为权力并非一成不变和铁板一块。就是说，个人权力可以“以不稳定的方式，通过‘毛细血管行动’产生”，而且，权力不是“某一特权群体或个人的静止保护地” （Shaw， 2001， p.190）。Shaw进一步提出，“既有个人的抵抗也有群体的抵抗。 另外，虽然结果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它并不是抵抗行动的决定特色；就是说，就预想的结果而言，结果可以是“‘成功’或不成功’ ，或互相矛盾的，或是不同类别结果的混合体” （p.196）。此外，抵抗可以是有意识的（一个自觉的决定），也可以是无意识的。Shaw称，“抵抗的观念明显包括个人和/或群体为了赋予力量而采取的深思熟虑的行为（无论这类行为被视为产生‘成功’结果与否）。然而，其他情况也可被认作抵抗，只要它们给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起了赋予力量的作用，或挑战关于性别或其他权力关系的支配观念和论调，即使是无意的” （p.197）。

一些学者探讨了休闲和旅游研究中权力观点的重要性（Aitchison， 2000； Cheong & Miller， 2000； henderson， hodges， &Kivel， 2002； hylton， 2005； Shaw， 2001； Shogun， 2002； Wearing， 1998； Wearing & Wearing， 2001），同时也利用这一观念来制订他们休闲和旅游研究的框架（Freysinger & Flannery， 1995； henderson & Bialeschki， 1991； Shinew， Floyd， &parry， 2004； Shinew， Glover， & parry， 2004； Wearing， 1990， 1995）。

例如，Shinew、 Floyd和 parry （2004）考查了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休闲制约和休闲爱好，发现两个“种族”群体各有其鲜明的休闲爱好，但是非裔美国人却没有白人那么多的制约。这一最近发现同前期研究结果不一致。虽然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Shinew等使用了休闲的某一具体定义（包括城市公园的使用和一个自选的“理想的休闲活动”），他们也认为“非裔美国人已经变得更习惯于克服休闲制约，因而已经形成了抵抗策略以赋予生活和休闲以力量” （p.194）。就是说，与Shaw （2001）的休闲作为抵抗的探讨一致，“如果休闲体验代表选择和自我决定的情况，它们也提供机会让个人行使权力，而这一权力可以被用作一种对制约的抵抗形式” （Shinew et.al.2004， p.197）。他们还提出，在他们的研究中，非裔美国人报告的不同休闲爱好也可能是一种个人的抵抗形式——对“追随”白人的、主流活动的一种拒绝或缺乏兴趣。

Skeggs （1999）对于休闲空间、性特征、认同和合法性的研究，为权力和抵抗的复杂性提供了认识。项目的背景为（英国）曼切斯特的“男同性恋村”。让人感兴趣的是，该村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劳工阶级非同性恋妇女的不同含义。Skeggs 发现构建这一 “男同性恋空间”给予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所要求的正常化、隐身、安全和自由。然而，劳工阶级非同性恋妇女也在这一空间里找到安全和自由，尤其能免受非同性恋男性的侵犯、监视和潜在的暴力。此外Skeggs 坚持她们找到受尊敬的感觉，因为该空间使她们很难保持性别认同，而避免性别是她们寻求受人尊敬所必需的。不过，对于女同性恋者而言，劳工阶层非同性恋妇女闯入男同性恋主宰的空间充满了麻烦，因为她们的出现更强化了同性恋妇女的被排斥感。再者，非同性恋妇女的“执著地对外表的关心”（一种高度女性化特征），引出了一个中心问题： 许多女同性恋者对此持批评态度，并将她们与男同性恋者相提并论。因此，Skeggs （1997）提出，虽然造就“男同性恋安全空间”的休闲场所（购物、俱乐部、酒吧、餐馆）起初可能提供一个空隙，最终构建这类空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向那些创造安全感的人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p.228）。

上述两个研究说明，通过赋予个人和群体以力量，休闲的确能为抵抗压迫和不平等提供机会，由此提供改变权力关系的可能。然而，也如这两个研究表明，由于它们的复杂性和多重交叉性，权力关系的改变谈何容易。

五、总结

这些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讨论以及迄今为止的研究给我们对“休闲、社会不平等和机会”的研究和思考带来了什么呢？现归纳如下：

休闲中的不平等有许多产生方式。当某一文化中物质分配和机会出现分层时，当支持这种分层的文化意识形态（如，精英阶层）出现时，便产生了不平等。

然而，由于剥削、边缘化、没有权力、文化帝国主义、或暴力（或暴力威胁）（Allison， 2000）、或者由于条件或结果不平等，人们仍然可能经历不平等，尽管他们有机会获得某一文化的物质资源。

这类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的不平等值得关注，因为它们给个人成长、社区福利和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潜力。对此本文前面有简单论述，其他作者的文章中有详细论述。

此外，如 Murdock （2000）提出的，休闲是公民权利义务生存的关键，因为休闲提供了空间和体验，使个人权利和共同利益可能得以实现、改变和整合。然而，休闲也可以是产生和重新产生“他者”的环境。

差别或划分“他者”（Aitchison， 2000； Long & hylton， 2002； hylton， 2005； Wearing & Wearing， 2001） 是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不平等的核心。差别可能作为休闲中不平等的证据。划分“他者”，或构建差别的过程，也是拥有（或不拥有）划分、边缘化或剥夺权力的过程。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是产生和重新产生“他者”的环境，也是集中和确认“同类人”或“我们”的优越性和正常性的环境。

记录并揭露存在于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中的差别/不平等固然重要，我们也必须以批评的态度理解社会/个人认同，因为差别就是建筑在它们之上的。这样才能防止将差别“自然化”（Floyd， 1998； Kivel， 1999； hemingway， 1999）。

另外，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差别是流动和多重的。结构主义在寻求元理论（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年龄主义）时忽视了这一点。而且，“相同人”或 “我们”划分的权力，和“他者”的含义不是单一的。权力是我们都拥有的，而认同/主观性是可以变通 （Aitchison， 2000； Shaw； 2001； Wearing， 1995）。这样，抵抗、赋予力量、和改变社会关系/不平等便有了可能。

与此同时，后殖民主义者对后结构主义者过分强调差别、“他者”或异质性非常谨慎，因为这样“存在风险，把条件掩盖起来，而正是这些条件给予某些形式的差别以价值和超越他人的权力”（Maynard， 2002， In hylton, p.112， 2005， p.87）。后结构主义者也往往忽视以下事实： 对某些人来说，行使权力、改变他们的认同、或讲述他们的故事要比其他人容易。要进一步了解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之间的不同，以及它们和休闲、旅游研究的联系，请参见 Aitchison（2000），Scraton（1994），Shaw（2001），Wearing（1998），and Wearing （2001）。因而，差别的观念必须“战略性使用”，以便使团结“他者”（无论是黑人妇女、老年、 或残疾人）、构建不平等的条件不被稀释（Collins， 2000, In hylton， 2005）。

鉴于这些认识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的不平等和机会的框架，对未来有哪些建议呢？

六、未来的建议

正如在本文开头说明的那样，根据Allardt （1993）的观点，生活质量乃是拥有、爱和存在的总和。本文提出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考虑为何有些人拥有休闲而其他人却没有休闲，还指出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提供机会，抵抗、挑战和改变谁拥有以及谁不拥有休闲。就是说，它们具有改变权力关系的可能性。根据本文的文献回顾，提出下列建议：

在我们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需要超越用二元论看待差别，无论是涉及性别、阶级或种姓、性倾向、能力（残疾）、或年龄，必须用关联思维，即将性别、种族、年龄视为关联的而不是相对抗的。

本文虽然强调任何特定的社会或文化里，不平等都是个人或群体中个人的体验，但是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和国家之间都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不平等、抵抗和改变。例如，在东欧，尤其是波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消费和参与西方休闲是获得和表现社会地位的途径，同时也提供现代化的证据。然而与此同时，波兰传统休闲形式（或波兰式）被作为一种抵抗“西方化”的方式，重新被赋予一种特别的国家和政治认同（Jung， 1994）。另外一个案例由harada （1994）提供。他讨论了日本休闲政策的变化。根据harada 的观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台政府政策支持缩短工时，开发假日和休闲圣地和其他休闲市场。此类政策的实施不仅是对关注个人和家庭健康和康乐的响应，而且还回应来自西方的将“出口驱动型转变成内需拉动型经济”的压力，强调一种更休闲的生活方式……（harada， 1994， p.277）。就是说，任何国家内休闲的不平等也是由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造成的。请参见“欧洲的生活质量： 欧洲生活质量第一次调查2003”（Alber，Delhey， Keck， Nauengurg 和同事），以了解欧盟国家生活质量因素（教育、健康、雇佣、住房、工作与生活平衡，主观康乐感、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等等）的比较研究。（15个欧盟国家在2004年5月以前的报告，10个欧盟国家，还有3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在2004年5月以后的报告）。结果显示，欧盟国家内部和申请加入国之间许多因素存在差异，这些因素与休闲和旅游直接相关。结果也显示欧盟报告的结果对各国生活质量带来影响。尤其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应该对此议题给予更多关注。

在休闲研究中，制约似乎替代了社会不平等的观念。虽然关于制约的话语与后结构主义关于权力的观念（作为毛细血管行动和协商）是一致的（Aitchison， 2000； Shaw， 2001； Shogun， 2002）——也符合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经历关于对休闲制约和克服休闲制约的研究和思考请参见Ed Jackson （1991）编辑的《休闲科学》特刊，以及Jackson （1997）， Jackson & henderson （1995）， Jackson & Rucks （1993）， Jackson & Rucks （1995）， Jackson & Scott （1999）， Jackson & Witt （1994）， Kay & Jackson （1991）， Samdahl & Jekubovich （1997）， Shaw （1994）， and Shogun （2002）。——本人认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制约话语可能会起到使差别中性化和非政治化的作用。差别虽然由社会构建，而且因人而异，但是它们给那些由差别带来特权或失去特权的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后果却是真真切切的。同样，hartsock （1990） 和Evans （1995） （In Aitchison， 2001）都质问为什么当原先沉寂的声音开始为他们自己辩护时，后结构主义和“主体”解构主义要出来挑战结构主义的观点（p.139）?

再者，后殖民女权主义者批评后结构主义强调划分“他者”，认为“他者”理论是后结构主义吸引人眼球的幌子（1990， pp.151152）， 她们称“我等他们停止谈论‘他者’，停止描述谈论差别多么重要。重要的不只是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而是如何谈论以及为何谈论……这类关于‘他者’的谈论常常消除和抹去了别人的声音： ‘当我能谈论你，比你谈论自己谈得更好的时候，没有必要听到你的声音。只要告诉我你的痛苦，我想知道你的遭遇。然后，我会用新的方式回讲给你。用这样一种方式回讲给你，这就变成了我的，我自己的东西。重写你的遭遇，我也在重写自己。我仍然是作者，是权威。我仍然是殖民者，发号施令的人，你现在是我讲话的焦点” （In Aitchinson 2001， p.137） 。

挑战在于揭露剥削和/或者压迫——所有妇女、所有残疾人和所有少数民族的共同遭遇；在于找到当时当地适合每一妇女、每一残疾人或少数民族的斗争方式（考虑其国籍、社会阶级、性倾向）；在于把斗争集中在那种令人最无法忍受的压迫形式上（Irigaray， 1992， p.377, In Scraton， 1994， p.257）。

根据Bhopal （2001）的观点，虽然“差别”是权力关系的场所和多样性的场所……它首先是多样性的场所（p.282）。同样，Brah （1996， pp.125126在 Watson 和Scraton著作， 2001， p.272） 认为 “某些差别的构成，比如种族主义，假设不同群体间的差别是与生俱来的，是固定和不可改变的。其他的差别可能表现为相对性、临时性和可变性。换言之，差别并非总是等级和压迫的标志。因而，差别是否作为不公平、剥削和压迫还是作为平等主义、多样化和政治机构的民主完全要视情况而定。”与此同时，不少学者注意到在休闲研究中，对于种族及人种的探讨和思考都相当有限（Floyd， 1998； Freysinger 和 harris， 2006； hylton， 2005； Scraton， 1994；Stodolska， 2005a， 2005b）。因此，我们必须制订出研究途径和方法，能够识别和允许差别和权力的复杂性出现。

最近一份报道“世界妇女2005： 从统计数字看进步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2006），是一份出自中国主办并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报告，记录了世界各国性别统计信息的巨大的差异（这类信息更经常缺乏）。虽然这类统计数字常常不直接涉及休闲、游憩、玩耍或旅游，它们的确涉及其他领域的不平等，如教育、就业、健康医疗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影响休闲条件、机会和结果（或者缺乏这些条件和机会），这就是“副作用歧视”（又称间接性歧视，译者增加）（Floyd， 1998， p.12）。世界休闲组织应该支持该报告的呼吁： 加强国家统计体系；在世界各国的产生各方面的统计数据时，重点关注性别。

最后，显然，本文介绍了思考休闲、不平等和机会的特殊方式（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当然，还会有其他关于这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变化的研究和思考方式。需要对话来挑战和探求本文介绍的观点，以便关注和听到关于休闲、不平等和机会各种各样的实际经历。Jarvie 和 Reid （1997）观点是，没有万能的方法来解释全世界的压迫情况。有人说，“Edward Said的说法值得倾听，当他问，‘为什么伊斯兰教和后现代主义或人种和后现代主义要么相互排斥，要么互不相关呢？’（Said， 1994）。为什么这些支持者要用后现代认识论或条件来更新自己？如果主题在历史上和实质上和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不相关，为什么，比如，伊斯兰原教主义分子在他们内部结构能为这样的理论找到空间？为什么任何反种族主义者或黑人权力运动对外来理论感兴趣，而冒着危害他们内部团结的风险呢？”（Jarvie & Reid， 1997， p.219）。我们在共识项目里也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七、原则归纳

1. 差异的形成使一些人获得优势/特权，而使其他人处于劣势或被边缘化。也就是说，在休闲活动中，和在其他社会情境和实践中一样（如，工作、教育和家庭），有一个“我们”的概念，同时有一个“他者”的概念。这些分类造成了在休闲活动或其他生活情景中的社会不平等、和/或机遇。

2. 所有文化中都存在差别（优势/劣势）。虽然差异因文化、年龄、性别、残疾、种族、人种、性倾向和社会阶级而不同，然而，这类差别的含义往往由单方面构建，几乎不考虑任何群体内部存在的多样性。此外，至于这些差别如何形成（如，年轻或年长的含义）还存在文化和历史的差异。

3. 在任何文化中，群体间休闲差别研究的重点常常从那些较为特权阶层的角度出发。就是说，差别是通过将“他者”的休闲和那些拥有物质、文化和社会资本来构建标准的人的休闲相比较而产生的——即，什么是“正常”的、可接受的、理想的休闲。结果，“他者”常常被视为偏差或被遗弃——因此在某些方面有问题和有缺陷的。

4. 不过，休闲不一定是或仅仅是社会重构的一个情境和/或实践。无论跨文化还是全球范围内，休闲也是抵制和挑战那些普遍被视为自然差别的潜在情境，和促进社会关系改变、在社会内部分配权力和特权的潜在情境。休闲是一种能够确认有价值的认同和社区的文化实践。此外，休闲也可以是一种阻挠和重新构建差别观念的抵抗性实践。

5．从这个意义上说，休闲对社会或全球不平等和机遇而言，既提供了一个情境，同时又是一种实践。


第7章 教育、研究和倡导

教育、研究和倡导休闲三者，在基本层面上相互关联。将它们作为本共识报告的讨论基础是十分合适的，因为教育、研究与诸如健康、工作、经济、环境和老龄化等问题密不可分。它们本身的微妙及联系与提倡休闲和政策有着关联。本报告中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明确地讨论到研究和理论，所有论文又间接地涉及教育和倡导的要素。因此，本论文有三重目的： ① 通过描述休闲、娱乐、旅游和玩耍等领域中的休闲教育和职业教育，正式讨论休闲和教育；② 确认历史上的和目前正在出现的有关休闲研究和理论的视角和观念；③ 对提倡休闲的观念进行整合，以改善个人和社区的生活质量。

一、休闲与教育

在探讨休闲和教育的重要性时，大多数美国人采纳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哲学思想。杜威（1939） 称， “或许在教育史上，最根深蒂固的对立面在于教育为有用的劳动做准备还是教育为休闲的生活做准备这两者之间”。笔者认为，教育应该把生活的每个方面以终身学习的形式汇总起来，从而导致有意义的工作和有意义的休闲。休闲不应该和生活“分开”，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休闲和教育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应该为社会的公正和个人在社区中的生活作出贡献。

休闲和教育之间的联系可以用一些广泛的方式加以定义。将教育与休闲相连的观点包括“教育为休闲”，“从教育到休闲”，“通过休闲进行教育”，“教育作为休闲”，“休闲期间进行的教育”和“关于休闲的教育”。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有不同程度的类似，因为它们都集中探讨教育与休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它们也代表不同的视角，突出了对于休闲行为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在本章中，笔者将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休闲与教育的历史，随后，介绍为从事休闲、娱乐和旅游服务业做准备的专业教育。然后，我将阐述休闲作为主题和作为环境（美国休闲和娱乐协会，2003）来探讨休闲对于个人和社区生活质量的贡献。

休闲与教育简史

休闲的历史也是非正规教育的历史。广义言之，教育就是给予指示向人类传送知识、发展技能，和培养性格。同样，从理想主义角度，休闲的结果应该是学习、表达自我，和体验欢乐。我一直主张，教育和休闲（即，娱乐）在其最佳形态下应该是完全一致的（henderson， 1981）。休闲的历史常常以讨论希腊哲学家开始，在工业化时代到来时出现明确的经验分界。然而，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居住以来，休闲和教育的历史始终存在于各个文化中。再者，休闲不一定需要通过语言才能学会，而是一直包含在文化中。

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无疑尽情享受了休闲。上帝给他们的“诅咒”是用苦力代替休闲。Veal 和 Lynch （2001）描绘了历史上和当代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休闲，其快乐、满足和嬉戏在过去、现在都和他们的日常活动交织在一起。土著人更常见的休闲常常包括游戏、聊天、嬉戏、讲故事和艺术。代表东方文化的《道德经》也谈及了休闲的观念：

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赢；或搓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密切尔翻译，1992年，第29节）

所有宗教在其教诲中均强调休闲和娱乐因素（Kaza， 1996）。例如，犹太教强调“安息日”的概念，让身体休息。基督教徒强调人们采取正确行为的观念。伊斯兰教突出纪念的重要以及工作和嬉戏体验在道德法律范围内的重要性。古印度教教授轮回转世的价值以及一切行动的因果规律。佛教集中关注人们所作一切事务（如，休闲与工作）之间的相互依存（阴与阳）。“即使休闲这个词并不为世上人人所知，休闲存在于所有时间、地点和社会中。” （世界休闲国际卓越中心， 2005）

西方人通常把希腊哲学家最早就休闲进行的书面讨论视为贵族对于人类活动的理想。Arnold （1989）注意到亚里士多德是阐述休闲、教育和工作的关系的第一人； 亚氏并提出质疑， 究竟教育的目的是发展文化还是为了使人们适应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看来，休闲并不代表休息和娱乐，而是为了利用人的最高智力。Arnold 进一步提出，将休闲视为教育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的一种观点，它涵盖了自由教育的含义。

从历史和当代的角度来看，休闲与教育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广泛且多方面。此外，休闲与教育的价值通常集中于它们所能提供的“益处”和休闲能提高个人和社区生活质量两方面。然而，休闲一直是并将继续是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积极和消极的东西都能显现的地带。娱乐和休闲是在文化氛围内学习的体验。但是，撇开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讨论教育与休闲不谈，教育为休闲、教育对休闲、教育通过休闲、教育作为休闲、在休闲期间进行教育以及有关休闲的教育等观念，都具有现实的意义（至少在西方世界）。为此，我将从专业教育和休闲教育两大类别对上述探讨进行探讨。

专业教育

专业教育通过有计划、组织的方式向个人和团体提供技能和机会，帮助他们获得休闲、娱乐、旅游和玩耍的体验。美国游戏场协会成立于1906年，其成员——志愿者和志趣相同的市民——对于儿童游戏场所的安全的重要性具有共识。在美国，第一所培训个人如何教授和引导娱乐的正规大学课程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这些专业教程起初发展缓慢，直到60年代才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迅猛发展，遍地开花。例如，西班牙自从1960 年后就有娱乐培训项目。Corijn （1987）叙述了在法国由Dumazdier所开发的一个叫做“活泼热情”的课程。Dumazdier的项目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培训领导人物怎样向参加者传授休闲教育知识。

专业教育机会通常在中学教育结束后设置，为技术和/或大学教育的一部分。这一正规教育的目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培训管理人员，对各式各样的社区内提供娱乐的地区、设施和项目实施管理， 其重点可以是公园，户外场所，旅游景点，健康设施或社区项目。它们可以是政府的、非营利性的、或者是私人/商业的实体。在过去50多年里，这些设施和项目的范围和整个领域的专业化程度得到稳步的提升。

虽然我将这类早期项目称为“专业教育”， 休闲、娱乐和旅游三者的管理作为一种专业，一直处于不断进展的状态。Sessoms （1990）就一个服务领域成为专业提出了必须符合的六个标准： 与社会所关切的某一问题有关联（即专业人士相信，娱乐和休闲的机会对个人和社区生活质量具有价值）；组织专业社团与协会（如世界休闲组织、休闲研究协会、加拿大公园和娱乐协会）；职业道德准则；专业知识（即研究，本文后面会讨论）；专业教育和培训；鉴定、认证和发放许可证书的专业标准。

根据以上标准，世界各地的专业化程度不尽相同。Dustin 和 Goodale （1999）注意到，美国接受公园、娱乐和休闲研究的专业教育（即培训）的学生数量要多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专业标准诸如鉴定（如代理机构的实践和大学课程）和认证（如持有执照的公园和娱乐专业人员）是美国的主要途径。但是，在全世界，开发专业休闲教育项目的努力势头正在加快。在原先娱乐行业没有广泛专业培训的国家里，为个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一个例子是在荷兰Wageningen大学的“世界休闲组织卓越中心（WICE）”。该项目的重点在休闲和环境，尤其关注旅游业。目前的硕士课程由世界休闲组织设置，十多年来已培训了数百名学生，教师则来自世界各国。课程的设计注意先进性、国际性、跨学科、批判与创新性精神等，注意对休闲产品的重要性和意义从消费和生产的角度进行分析。目前WICE正与西班牙的Valencia大学合作，增设一个学制四年的“休闲和环境”国际性学士水平教育项目（世界休闲国际中心2005）。这一试点专业教育项目将针对拉美学生，地点在乌拉圭。其他类似的项目正在开发之中，包括以非洲学生为对象的南非项目，以中国学生为对象的南京和杭州项目，以及以印度学生为对象的印度Jaipur项目。

专业教育把重点放在休闲产品的“生产者”应该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什么贡献。休闲、娱乐、体育和旅游的专业教育仍然是一个较为年轻的课题。直到最近，为娱乐设置专门的规划和管理专业，基本上还是一个西方的观念。即使在今天，通过鉴定和认证实现教育的标准化仍然基本上是一个美国概念。不过，对个人进行培训，使他们成为从业人员和专业人士，正在中国等国家里迅速发展。

从业于休闲、娱乐和旅游这一广泛领域的人士将继续面对如下问题： 如何设定休闲产业的参数和如何判定是否应该从全球的角度来确定一个专业的标准。此外， 既然休闲、娱乐和旅游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性，那么不同领域中的人将会对休闲教育作出贡献。考虑到休闲与社会其他领域（如工作、宗教、健康）的关系，将“休闲” 专业化可能恰当，也可能不恰当。全球化的专业培训提供了统一这一领域的机会，但未来可能取决于多种现实、途径存在的后现代环境。文化将决定休闲、娱乐和旅游体验产生的含义，就像文化决定休闲体验的含义一样。

休闲教育

为休闲、娱乐和旅游服务培训进行的专业教育通常被称为休闲教育，其重点在提高个人生活质量。世界休闲组织（2005）将休闲教育定义为主要学校课程：

在教育的框架下，休闲教育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明智地利用休闲时间，单独或一起开发和培养受教育者的身体、情绪、精神、心理和社会素质，从而帮助个人、家庭、社区及整个社会实现应有的生活质量和良好的身体健康。上述素质同国家的教育目标和文化遗产均相关。

世界休闲组织，在已故hillel Ruskin的领导之下，也就下列议题表明该组织的立场： 休闲教育和社区发展、具有特殊需要的人口、处于危险的青年、严肃休闲、随意户外运动、公平比赛、防止暴力以及健身和活动。所有声明都突出了一个共同点： 充分利用休闲选择，赋予个人和社区以力量。

美国休闲与娱乐协会（2003）将休闲教育视为潜在的教育科目（如有关休闲的教育、教育为休闲、从教育到休闲）或教育环境（如通过休闲进行教育、在休闲期间进行教育、教育作为休闲）。后一种方式是指非正式或非正规的场合，诸如青年培训项目、夏令营、政府参与，并可能包括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围绕休闲教育的哲学思想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为休闲”，虽然对于休闲教育的涵盖范围和在不同文化中的定义尚无统一看法。

有关休闲教育的新思维也已出现，例如，Lioueex （2000）在讲述中国台湾地区休闲教育的需求时提出，经济的高度发达并不一定影响一个国家的休闲生活质量。因此，休闲教育不仅必要，而且是急需的。他又认为，休闲教育面临下列使命： 界定休闲、鼓励研究、加强专业培训、为公民开发多样化的休闲节目、关注休闲的公平和公正、实现（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休闲目标。另外一个能表现对于休闲教育日益增长的兴趣的例子是世界休闲博览会。该博览会显示，中国致力于休闲业的发展，将其视为中国在全球地位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休闲博览会，2005）。

休闲教育作为一个主题

休闲教育作为一个主题的历史相对较短，即使这一概念当年也曾引起古典希腊学者讨论（Caldwell， 2005）。了解休闲的定义是讨论休闲教育的前提（Mundy & Odum， 1979）。Mundy 和 Odum第一篇休闲教育的论文为教育界人士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帮助他们对学校里认识“休闲时代”。Mundy （1998）二十年后对论文进行修订，继续主张休闲教育应当作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

1987年，Fragniere应邀编辑了欧洲教育杂志的一期特刊“教育为休闲”（即不是“教育和休闲”，“教育作为休闲”或“休闲期间的教育”），强调休闲在人们生活中应该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Fragniere通过三个方面阐明“教育为休闲”的论点： ① 休闲对人类状况的根本影响，② 课程内容，③ “教育为休闲”对于体制结构和政策的影响。他注意到，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教育是根据劳务市场的需求来预测的。随着人们预测“休闲社会”的到来，对于劳务的重视可能会比过去降低。Corijn （1987），同样提倡将休闲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补充。该特刊还发表了与“教育为休闲”相对立的一些看法。比如，Ruskin （1987） 特别强调学校作为休闲教育的传递机制。Corijn的结论是，“教育为休闲”不可能在学校里实现，因为“‘教育为休闲’在眼下可能只是一种让人着迷的学术挑战；作为社会实践却被边缘化”（p.273）。Theeboom 和 Bollaert （1987） 认为，与学校相关的课外活动 （社会文化活动，诸如体育、音乐、话剧等） 很可能成为休闲教育的形式。他们把这一情况称之为“适应功利性需要的”途径的一部分（即不直接寻求整合，而是寻求环境上的整合）。

多年以来，休闲教育的观念作为一个主题一直没有成为“社会实践”中的主流，虽然休闲教育仍然是讨论的议题（如美国休闲与娱乐协会，2003；Mundy， 1998； 世界休闲组织，2005），并应用于一些特殊的人群。与休闲相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常常是建议进行“休闲教育”。这个词听上去有点老调重弹，因为建议太笼统。

使休闲教育的内容复杂化的是： 过去20多年里美国一直把重点放在残疾人的休闲教育。这一重点本没有错，但它往往把残疾人所需要的结构化的休闲教育项目与适应身体健全的个人项目相提并论。heyne 和 Schleien（1966）提出，残疾人休闲教育的价值在于提高他们利用休闲时间的意识，休闲活动技能、社会技能、自尊、运动能力、自立、主动性、决策能力和体质。上述目标在身体健全的人那里同样重要。各类其他休闲教育课程已经为残疾人开发出来，诸如“学校—社团连接 ”（Bullock， Morris， Mahon， & Jones， 1992） 和“通过娱乐和整合完成生活的转换”（TRAIL） （Datillo， 1999）。Datillo 和 Williams （1999） 提出，针对残疾人的综合性休闲教育方案应当包含休闲教育课程、休闲辅导、家庭和朋友支持以及后续服务。

一些更加新颖的休闲教育模式强调将休闲整合到为某些特定（即特殊）人群的更广阔的社会目标中去。以全国娱乐与公园协会的LEAp（休闲教育推进计划）为例（Mundy， 1998），该计划将教育课程里的休闲教育和课外活动相融合。Caldwell （2004）的《就时间而言： 利用好闲暇时间》一书起初是一个针对滥用毒品的项目，但现在则主要集中研讨如何帮助年轻人培养终生休闲爱好，内容可以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方面。最近发表的学校休闲教育总结（美国休闲与娱乐协会，2003）提议将休闲教育扩展到残疾人和正规学校以外，但却没有就这种休闲教育方案在未来如何实施提出指导意见。似乎所有休闲教育课程的重点都带有哲学含义，强调教育应该促进闲暇时间的积极利用，也强调增进健康休闲的选择机会。在 Mundy （1998）的分析里，几乎所有休闲教育项目都提倡积极促进和帮助人们在休闲、娱乐和玩耍方面作出正确的选择。

因此，帮助儿童、青年、成人做正确的休闲选择对于维护社会文明和上述人群的休闲享受都至关重要。从最积极的意义上所进行的休闲教育具有纠正社会问题的潜力（如，如果个人意识到并有机会参加有趣的休闲选择，他们可能不会酗酒如此严重）。当然，休闲教育强调某些形式的休闲较另外一些更可取，由此，便突出了提倡休闲的意义。尽管休闲教育的重要性和潜力显而易见，但是它至今没有成为任何国家中正规教育的一部分。正如前面注意到那样，休闲教育被用来干预特殊人群，但还没有被用来作为一种形式来“防止”普通人口对休闲的错误选择。 或许，休闲教育的新形式，比如通过科技手段，在未来会有更大潜力。不过，在目前，正规休闲教育，作为一主题，其实施还未能够以全面的方式出现，很少实用的模式存在。几乎没有研究记录说明休闲教育给个人、家庭或社区生活带来何种差别。

休闲教育作为环境

既然休闲教育作为正规教育和研究的主题尚属有限，人们对其他方式的教育进行了探索。在休闲期间进行的教育、通过休闲进行教育以及作为休闲的教育，这三者只是反映出休闲与教育之间的非正规联系。Mundy （1998） 会把这种做法称为自由放任，但其他专业人士可以主张，参加退修会Recess一词，指的往往是利用周末或假期的两三天时间集中在某营地进行聚会，听名人演讲或学习某一专题。美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教会和其他组织都经常举行这类活动。、课余（如，社会文化和体育项目），社区娱乐节目和夏令营等，这些休闲活动本身都包含了教育的性质（美国休闲与娱乐协会，2003）。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体育运动、参观旅游景点或参与成人教育项目，在许多方面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娱乐和休闲乃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体验（Godbey， 1989），某些形式的休闲涉及技能而另外一些则不然。人们一般偏爱他们感觉胜任的休闲活动。因而学习具体的技能不可与体验的欣赏和享受相分开。受教育水准较高的人士常常具有较多的休闲技能，因为教育过程本身使他们能接触更多选择余地并使他们通过社交投身各种活动。因此，不同文化之间休闲机会的多寡和含义相差极大。教育通过休闲提高生活在社会上可以采用许多不同的形式，如在家庭里或社区。这一教育形式可以适用于生命的各个阶段，重点则放在青年成长到老年健康。许多个人对环境教育感兴趣，因为环境教育与“休闲期间的教育”、“通过休闲进行教育”以及“教育作为休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休闲教育的环境也与 “积极学习”和“体验教育”——两者都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有关联。既然休闲教育的主题尚未获得广泛的支持，那么休闲作为教育环境可以成为未来关注的重点。

不管休闲教育是否能正规或非正规体现出来，休闲乃是社会、政治、教育和文化关系的明显的交汇点。Godbey （1989） 描述了休闲环境的其他例子：

无论是学校和公共建筑的设计、公路系统的建设、武装力量的福利、罪犯的改造，还是为各种特殊人群建造的公共设施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政府的每一个功能都包括在内，休闲行为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p.624）。

休闲教育作为个人和社区的生活质量的环境显然具有多重形式。就休闲教育的价值而言，大多数西方的视角都集中在个人身上。休闲教育可能给社区也带来影响，但是迄今对该领域没有任何研究。将休闲教育的讨论限制在主要针对个人的主题上，这样做会失去众多存在于日常生活和社区中的非正规和偶然的教育机会。要认识休闲教育既是一个主题又是一种环境，许多问题仍有待探讨。

通过教育来突出休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需要普通市民、专业人士、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借用一下Coalter （1999）的比较，认识“休闲中的社会”（即突出环境） 和“社会中的休闲”（即突出休闲是生活的一部分，具有独特的作用），对于提倡休闲和休闲教育，两者都需要。有必要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提倡休闲。

二、休闲研究和理论

有一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良好的研究是常识的注脚”。 我相信这一观点完全正确，但是我也相信，拥有一种完整的知识是促进休闲行为、提倡休闲专业的合理性及其价值的基础。在下面的章节中，我简单地介绍理论研究将有助于对于休闲诸多含义的认识。

无论明说与否，理论是研究的基础。为了推动一种完整的知识（这是使某一服务领域成为一种专业所必须达到的标准之一）的进步，研究或某种形式的系统性钻研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理论研究一直是建造一种完整的知识的基础，这样的知识能够组织并使人们对于休闲这一概念的认识和表达系统化（在可能范围内）。此外，提倡和政策的制定不应只基于常识，而应当基于已有的最佳理论和经验知识，而后者典型地出自正规的研究和评估。这种研究为制定有关休闲、娱乐和旅游服务供应的“最佳实践”以及推动休闲奠定了基础。

历史角度

以经验为依据所进行的研究只是20世纪的现象。作为正式的学识领域，1960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系统的研究（Driver， 1999）。美国娱乐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是1962年完成的户外资源审查委员会（ORRRC）的报告。该报告提请人们关注户外娱乐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从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根据Driver的观点，ORRRC报告与de Grazia（1962）所撰写的《时间、工作和休闲》一书标志着娱乐和休闲的研究过程的开端。1970年，国际社会学学会将休闲作为其研究网络之一。在美国，《休闲研究》杂志于1969 年创刊，《休闲科学》始发于1979年。《旅游业研究年鉴》始创于1973年。加拿大的刊物，包括《应用娱乐研究》杂志（现改名为《休闲》）和《休闲与社会》分别于1976年和1978 年创刊。在英国，《休闲研究》于1981年问世。还有许多有关休闲、娱乐、旅游和玩耍的刊物，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娱乐研究年鉴》，其问世则更晚。

Driver （1999） 归纳了美国休闲研究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同其他国家的有许多类似之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十年主要集中于投入。例如，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大量各式各样的理论，如，Csikzentmihalyi （1975） 的“畅”理论和IsoAhola（1980） 在1980年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继续发展的社会心理学。２０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于娱乐与休闲的产出及其益处取得了认识，从而导致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法（如解释性质量研究法）。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跟“益处”的研究有关，但把注意力集中在营销研究和生活质量等问题上。到20 世纪末21世纪初，休闲、娱乐、旅游和玩耍的后现代环境使得研究的范围更多、更经常地同它们的“结果”和“含义”相联系在一起。

在不到五十年里，休闲领域从Brightbill （1960）， Nash （1969） 和 parker （1971） 等西方研究学者所表达的一种基于直觉、在了解情况之后作出判断，和社会哲学（hollander， 1976）的知识状态发展为基于描述和记录行为（如IsoAhola， 1980； Neulinger， 1974）的社会经验主义，后来又进一步转变成试图解释行为的根基结构（如Gibson， Willming， 和 holdnak （2002）； Jackson 和 henderson， 1995） 的社会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休闲研究与大多数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一个包括在社会分析法中的崭新焦点。它带来了建构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周围的科学（如 Kelly， 1997； Rojek， 1995），为更深刻地认识休闲及其环境和社会的构成敞开了大门。

当代观点

北美学者和欧洲学者之间在休闲研究的方式上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按照Merton （1949） 的描述，一方面是怀有思想观念但尚未被世俗事实所污染的理论家， 另一方面则是手持问卷和铅笔寻求乍看似乎毫无意义的统计资料的社会研究人员。两者的差异显而易见。英国休闲研究和北美休闲科学（Coalter， 1999） 有时被描绘成思想观念与统计数字之间的区别。在21世纪，提出研究方法的区别源于数据与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异或偶尔发现与非偶尔发现之间的差异是有辩证意义的（henderson， presley， & Bialeschki， 2004）。然而Kaplan （1964） 认为，研究不可能是纯粹经验性的，理论也并非纯粹出自构思。如果休闲研究要提供发展所需的知识体，理论和研究必须相结合。

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士不只需要知其然，更需要知其所以然。没有理论，娱乐和休闲活动的种种结果看上去就会十分空洞，缺乏重点和方向（Ellis， 1993）。 Rojek （1997） 解释道，“休闲理论给材料带来结构，没有它就杂乱无章” （p.383）。理论无法避免，因为最执著的经验主义者也必须对数据的真实性和事实的性质作判断，即使是悄然和非本能地这样做（henderson et al.， 2004）。休闲科学、休闲研究和实践领域明显缺乏理论，研究人员已经把这一情况记录在案。今天，这一自我反省过程应该也确实在继续 （DAmours， 1997； Rojek， 1997）。

在分析美国主要休闲和娱乐研究刊物时，henderson 等 （2004） 得出结论说，理论正在为研究提供基础，社会分析和社会经验两者都在得到利用。然而他们也注意到，该领域的多样化并没有在大部分研究报告中反映出来。Jackson （2004） 也得出结论说，北美的研究人员和研究刊物出版人员只涵盖不大的个人群体。这些发现的含义是，应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理论队伍中来。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研究方法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连接各种方法和使用混合型方法的趋势值得注意。基于实据的理论方法也为认识休闲研究的环境提供了途径，不管其主题是什么。

henderson 等人（2004） 的结论是美国的休闲研究似乎逐渐朝着将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法相结合的方向前进。休闲理论内容复杂，不太可能在将来简化。研究人员正在寻找新的方式解释相关数据，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休闲对于提高个人和社区生活质量的帮助。休闲跟环境密不可分的观念以及理论过去对人们认识休闲行为帮助极为有限的观点正在为一些“老”问题提供新答案（Roberts， 1997）。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绝对完整和全面，这一认识正在为更广泛地探索研究和教育的结构模块打开大门。根据Kelly （1997）的观点，通过提出所有知识都是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而且在社会环境下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的观念，后结构主义的主题可能会改革社会科学。休闲研究人员既要评估规律也要认识变化。他进一步注意到“概括性的提法和词汇掩盖了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p.402）。因此，解释性框架构建于有限的立场，具有相对性，与社会关系密切，并一直处于理论发展的过程中。Kelly结论是“因而，理论不是永恒的定律，而是对解释不断进行反省的过程。”（p.404）

主要议题

本文对于理论和研究的概括涉及为本报告专门邀请撰写的诸多论文所提出的问题。首先，研究是为了开拓思路而不是为了完成一种认识。在使用理论时，未来的休闲研究人员必须利用过去所做的工作，为未来服务。理论并不是直线朝前发展，它既有切线又有反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研究可以是一种自我批评性实践尝试，力图认识诸如休闲那样复杂而非线性的社会现实。休闲不能够同生活其他方面分开，这意味着或许不存在或不应该存在“休闲理论”或“休闲教育。”。然而，休闲乃是人类行为的一个特殊方面，需要从多个层面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另外一个有关的问题是 “实证”研究。大多数娱乐从业人员相信休闲对人们有益，但是对于如何最好利用休闲和娱乐的结果却了解甚少。对于管理实践作过研究，但实践和结果之间的联系需要进一步阐明。娱乐和休闲的重点越来越转向学科间和跨学科研究，后者的目的在于探明休闲各个层面与其他领域可能存在的联系，以便为肥胖病、社会动乱和环境恶化等复杂的社会问题找到实证性结论。

后现代主义和实证研究的差别给未来休闲研究的方向带来了困惑。如果与娱乐、休闲、旅游相关的研究和理论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那么记载休闲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的实证研究该如何进行呢？答案显然存在于这两种模式之间。承认和利用各种类型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研究的可能范围有时让人感到难以应付。

另外一个与研究有关的问题是休闲的无所不在。休闲的参数和界限基本上没有确定。休闲可能难以量化，因为它不符合一些典型的管理和自然科学模式。然而，研究人员如果力图按照传统标准，使用与休闲相关的实据，休闲的研究可能行不通。模式在不断变化，一大批新的方式在出现、进化，但是本报告描述的相当一部分实据是量化的。质的层面对于休闲至关重要，但是，像本文这样的报告似乎不会把解释性研究用作参考。认识休闲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应用其他领域借来的模式，而在于创建新模式。

还有一个问题关系到休闲研究和理论中的分析水平。要认识休闲的意义，微观和宏观水平上的分析两者都必不可少。研究者个人有时要比研究团体和社区来得容易些，但是，要把休闲作为一个生活质量问题加以认识，聚焦点必须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体验。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采用生态的全方位方式，更多探索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以及政策等因素。

为了考察未来的休闲、教育和研究，承认知识的争议性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论的各种问题需要不断地强调承认影响休闲结构与文化因素的复杂性 （Aitchison， 2005）。休闲可能会有负面作用，导致不公平现象的重新产生。倡导休闲的价值意味着休闲从业人员必须认识到这些问题。通过研究来认识正负两方面的结果至关重要。然而，想要探讨有争议的问题而不影响倡导休闲的潜力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倡导

正如我的同事们在共识研讨会上强调的那样，谈论倡导休闲是一个“棘手”和“缠手”的问题。但是，认识到问题复杂和争议性并不意味着学者们能够放弃他们在休闲、娱乐、体育和旅游领域中提倡的责任。倡导意味着用语言和文字表示对某事的支持。本共识中所指的“某事”就是休闲。共识报告的目的是把实证性休闲研究汇集起来，以制定“休闲宣言”。该宣言将把休闲视为提高生活质量的因素，提倡其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价值。倡导意味着休闲值得推广。

然而，现有的一份倡导休闲的文件表明，在倡导休闲过程中需要考虑一些问题。“国际休闲共同纲领”（世界休闲组织，2005）撰写于近10年前。它呼吁人们行动起来，支持休闲。该纲领的前言明确指出，“所有文化和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休息和休闲的权利。”纲领列有政府应当发挥作用的八项条文：

1. 所有人都有获得休闲活动的基本人权……所有政府有义务承认和保护公民的这一权利。

2. 各国政府应该确保公民能获得最高质量的各类休闲和娱乐机会。

3. 各国政府应当确保公民获得所需的技能和知识，以实现休闲体验的最佳化。

4. 个人能利用休闲机会实现自我充实，开发个人关系，促进社会融合，发展社区和文化认同，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提高生活质量。

5. 各国政府应当维持国家的物质、社会和文化环境质量，以确保满意的休闲体验长期存在下去。

6. 各国政府应当确保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帮助个人获得技能，发现并开发其特长，扩展其休闲和娱乐机会范围。

7. 公民必须有条件获得有关休闲性质和机会的各种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增强知识，影响地方和全国性决策。

8. 教育机构必须全力传授有关休闲性质和重要性的知识，帮助人们把这种知识融合到个人生活方式之中。

作为一个提倡性文件，该章程有其优点。它强调休闲作为政府应该支持的积极层面。然而，它基本上只反映工业化西方国家的休闲观，没有考虑到潜在的文化多样性以及休闲的负面影响。文件也没有回答与休闲有关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此外，其中几乎所有论述都没有研究文献的依据。

“共同纲领”固然有价值，但它也就倡导的含义提出了一些问题。休闲从业人员倡导休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倡导休闲时，对于休闲有什么认定？到底倡导谁的方案？应该在什么时候倡导？我们倡导的对象应该是谁？谁给予休闲专业人员倡导的权利？我们为谁倡导？我们怎样和“其他人”一起倡导休闲？休闲专业人员如何倡导变革？谁来决定变革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我们如何利用研究和教育来促进倡导？政治在倡导中的作用如何？上述问题指出了休闲教育和研究人士应有的社会责任。

为使休闲的倡导具有建设性，每次在倡导时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我希望本共识报告能够推动休闲、娱乐、体育和旅游专业人士更接近建立一个知识库，以帮助回答更多的问题，促使倡导早日开始。教育和研究是倡导的重要基础。无论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如，为休闲所进行的研究、专业教育和教育，教育实现休闲，作为休闲的教育， 通过休闲进行教育，休闲期间的教育或有关休闲的教育——每个人都面临着挑战，包括公民、专业人士、教育家、商人、其他相关人员以及决策者。 他们都相信，休闲、娱乐、旅游、体育和玩耍能够提升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质量。

四、原则归纳

1. 休闲教育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并不游离于生活之外。休闲教育从儿童玩耍开始，到青年时期的积极发展，直到健康地度过老年。它涵盖整个生命。

2. 休闲教育的基础在于相信休闲是个人、社会团体、社区和全球社会中一种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力量。

3. 休闲与教育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休闲教育既有正规和明确的形式，通过有意识的项目加以实施；也有非正规的形式，通过一系列提供娱乐、休闲、体育和旅游机会的实体在不知不觉之中加以实现。

4. 休闲教育不仅作为环境或者作为主题向个人提供娱乐技能和决策过程，而且还强调休闲给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带来的益处。

5. 应该从社会生态角度看待休闲教育，这意味着物质和社会环境会从多方面影响人们的休闲活动，包括个人、人际、机构、社区和政策因素。迄今为止，休闲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个人因素上。

6. 倡导扎根于行动。我们呼吁，大家都来认识和传递休闲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果。


第8章 休闲的社会影响——健康、康乐与休闲

一、导言

联合国每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按照人民生活质量而不是严格地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数据对国家进行排名。人类发展指数测量了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 健康生活的时间长度、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成年人识字率和生活水平。虽然每个方面都可以视为与有意义的休闲相关，这些指数并没有包括任何一个国家的休闲机会指标。然而，人们已经广泛地承认休闲对于生活质量的潜在重要性。比如，联合国已经参与全球青年行动项目，该项目立足于“休闲时间的活动对青年心理、认知和生理发展上的重要性已得到全社会的共识”这一观点，而其首要的政策目标即为推动休闲机会。该项目建议采取行动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建立公共图书馆、文化中心和其他设施，给予人们参与戏剧、美术、音乐和其他文化表达形式的机会。该项目同样鼓励人们参与旅游、国际文化活动和体育运动。

这类休闲机会、行为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不断发展的理论考查和研究的主题。个人的健康和康乐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Rapley，2003），而休闲行为又能促进健康和康乐（IsoAhola & Mannell，2004）。然而，现代工作的变化带来了时间紧迫感、压力的增加以及久坐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生活中占据支配作用的科学技术导致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对健康医疗系统需求的增长。人们在空余时间常常过度饮酒、滥用药物或从事其他危及健康的行为（Caldwell & Smith， 1992； Carruthers & Busser， 1995）。结果，人们越来越从人口健康的角度来考察休闲对健康的潜在作用。这种观念认为，健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行为所控制和决定的。休闲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人们最可控制的生活范畴，进而成为健康的重要资源。比如，鉴于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们平均每天花4小时看电视，而每周只需3次30分钟快步就能维持适当的身体健康水平（美国卫生局长报告，1996）。那么把缺乏时间作为参与运动类休闲的头号制约，其实只是对可控制的休闲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IsoAhola & Mannell， 2004）。

如上所述，休闲选择对健康的影响正逐渐引起许多西方国家研究者的兴趣，并且这种关注也正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区（（Mannell， Klieber & Staempfli， 2006）。本文将对现有的科学依据加以概述，说明休闲对于个人健康和康乐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直接、间接地通过休闲对工作、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作用造成的。

二、休闲与身体健康

休闲——不是工作——越来越多地提供身体活动和运动的主要机会。相当数量的生物医学研究表明，运动带来心血管的改变，减少心脏（疾）病发生率并延长寿命（Lam Taihing等，Lee & paffenbarger， 2000； Walker 等，2000）。生活方式从整天坐着改变到适当运动，运动使人的死亡率降低了将近50%（Blair & Connelly，1996）。

非运动型休闲对于身体健康影响（指与压力、疾病和所谓的生活方式的疾病有关）的研究刚刚起步。（Iwasaki，Zuzanek & Mannell， 2001）。然而，在老年人的休闲运动中，观看体育比赛、打牌、园艺和烹饪等几乎不增加任何活动，却也发现降低了死亡率，就像健身运动一样（Glass等，1999）。这种延长寿命的益处可以通过“心理社会途径”产生，原因在于社会接触可能通过增强免疫反应，降低心理压力的负面影响。很多休闲活动也增强了社会支持和社会合作，加强生活目的感，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与身体健康方面的重要结果联系在一起（Iwasaki等，2005）。Roberts等（1989）发现参与“贫乏休闲”什么是“贫乏休闲”？读者可以从关于“丰富休闲”的说明中得到了解。——译者注的人不太健康，具有“丰富休闲”生活方式（即，多样和频繁参与）的人则最为健康。

休闲、心理健康和康乐

也有证据表明，积极的运动型休闲活动对心理健康和康乐具有正面的影响。在一项纵向研究中，Elavsky等（2005） 发现，参加为期4年的体育活动会增强人对身体状况的重视，并给身体带来积极影响，而这种积极的影响又直接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关于非运动型休闲活动对心理健康和康乐影响的研究也正在出现。

在研究休闲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时，经常检查的是主观上的康乐，比如幸福和对于生活的满足感（Mannell & Kleiber，1997），或检查精神病理方面的症状或心理压抑，例如沮丧、忧虑、强迫症、敌意和精神病等（Mannell， Salmoni， & Martin，2002）。同样，人们如何正面看待自己的性格（Leckey & Mannell， 2000）、身份（haggard & Williams， 1991）、自我观念和自我尊重（Dattilo等，1994）也被视为休闲对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

精神上康乐被越来越多地公认为心理健康的重要产物（hawks等，1995）——它本身受到休闲行为和经历体验的影响（heintzman，2000）。人们发现，精神康乐是一种应对问题的重要资源，能减轻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pargament，1997）。正因为此，研究者对精神康乐的构成因素产生了兴趣。休闲和精神健康的关系正受到越来越多社会科学界人士的关注。譬如，heintzman 和 Mannell（2002）发现了支持一个模型的依据，说明某些休闲行为和体验（如，文化活动和户外活动）能产生精神作用，维持和增加精神康乐。他们也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休闲行为和体验（如，大众传媒和社会）能够干扰精神康乐的体验。就积极影响而言，人们发现休闲可能作为一种应对策略，减少时间压力对于精神康乐的负面影响。

除了检查休闲参与和体验与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不同方面的关系之外，学者们也研究了休闲对于经历负面生活事件的人们健康的影响，包括休闲帮助退休成人在失去工作时和抚养孩子方面调整自己的角色，以及和老年化相关的身体变化（Mannell & Dupuis，2006）。研究还涉及休闲对于其他一些人群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如失业（Winefield等，1993）、身体和心理残疾（harlan & hawkins等，1992）、饮食紊乱（Kaufman等，1988）和应付压力（Iwasaki等，2005）。

虽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休闲、健康与康乐的综合性理论还很少提出。尽管如此，已经有了大量有关各种关系的证据。本文其余段落将对此一一进行回顾。

让空闲的双手和头脑忙碌起来： 转移注意力与建设性选择

让空闲的双手忙碌起来，这一观念可能是休闲和康乐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解释。人们认为，忙碌的时候，人既快乐又健康。闲着什么事情也不做，在一些人看来是心理和行为上的一种危险，因为它会导致无聊或参与破坏性的活动。人们认为，造成青年犯罪的原因，是青年人拥有太多的闲暇时间，却没有可供选择的、社会认同的休闲活动；这导致了因无聊而参与有害活动，例如滥用药物（IsoAhola & Crowley，1991）。美国的一项调查（Caldwell & Smith，1995）发现，闲着无聊的青年人更可能参与有害健康的活动（如抽烟、酗酒、故意呕吐、企图自杀）。觉得自己闲着无聊的大学生心理和身体健康都比平常人要差（Weissinger，1995）。

人们把那些能让人们保持忙碌的休闲活动和项目视为富有建设性，可以作为上述行为的替代（Witt & Crompton，2000）。最近，相对于无组织的休闲活动，由成人引导的有组织的休闲活动显示了对青少年的益处（Caldwell等2004； Larson等， 2005； Mahoney等， 2005）。简单地保持人们忙碌而不鼓励其改变休闲技巧、态度和兴趣，则不能为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作出贡献。

休闲也是一种让头脑忙碌的途径，能转移人们因丧偶等事件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通过保持头脑的忙碌，人们可以暂时摆脱或逃避这些事件的心理压力。这个“暂停”可能使他们进行心理“重组”。而当他们“回归”现实时，它们将可以更好地处理自己面临的问题。这一观念与休闲是一种减压方式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得到广泛的支持（Iwasaki & Mannell，2000）。Caltabiano（1995）发现，当人们有心理压力的时候，频繁参与被动性的文化和业余爱好活动会减少疾病症状。Sharp 和 Mannell（1996）也发现，丧夫的女子如果积极参与休闲活动，她们日常生活中较少悲伤，较多快乐。她们的休闲活动使自己保持忙碌，暂时忘却悲痛。已婚妇女则更多地利用休闲时间尽情享受，自我发展。Iwasaki、Mactavish等（2005） 发现，在各种不同的群体中，休闲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方式，减少压力和悲伤。休闲确实创造了一种恢复活力、获得新生的环境。

愉快、放松和乐趣： 即期和长期的健康和康乐益处

参与休闲在短期健康和康乐方面创造的成果包括体验愉快、放松和乐趣。关于愉快—放松—乐趣的理论显示，人们在休闲中寻求愉快的经历；这些比较短暂的经历不仅提高了现在的生活质量，而且日积月累，它们将改善和促进长期的心理健康。Larsen等（1987）提出，要保持康乐，人们需要很多个愉快的小片段，而不是少数几个愉快巅峰。Lyubomirsky等（2005）总结说，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积极的影响是康乐的一个标志。它跟长期康乐有关，是许多理想的资源和成功的原因。

因此，休闲活动可以通过促进正面的情绪来影响健康和康乐（hull， 1990； Iwasaki & Mannell， 2000）。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的许多休闲事实上是以寻找愉快和乐趣为特点的。Lewinsohn 和 Graf （1973）认为，许多愉快的活动经历与人的情绪正相关。一天下来，人们经历的愉快和幽默的事情越多，感觉就越快乐，忧虑就越少（Mannell & McMahon， 1982）。对于休闲的追求如果变得有意义，人们常常会把它固定下来，以提供机会，获得乐趣和愉快，并成为正在经历中的体验的组成部分（Fine，1989）。

个人成长

对自我决定和能力的需要被视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动力（Deci & Ryan， 2002）。休闲，因为其允许更多选择的自由，所以能提供更多机会参加活动，培养自我决定和能力。这些休闲机会必须不只是一种体验，带来愉悦和转移注意力，这样才能通过个人发展促进心理康乐。有关投入（haworth，2004）、严肃休闲（Stebbins，2001）和流畅的理论（Csikszentmihaly，1997）都显示，为了取得个人发展，必须参加这样的活动： 它们要求持之以恒，要求在特殊技能和知识的开发中作出个人努力，也要求热爱或认同某一种休闲活动。凡生活中身心更加健康、生活更加满足的老人，都更多地参加自由选择、对知识和技能挑战性强、需要努力投入的活动（Kelly & Ross，1989）。Shary 和IsoAhola （1989） 在疗养院的调查中发现，通过参加休闲活动不仅能增加病人的选择和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从而增强对自己能力的感觉，并且还能提高他们的自尊心。Dattilo等（1994）发现，自尊心较强的非裔美国妇女都报告说，自己积极参加娱乐活动。Mannell（1993）发现，对生活相当满意的年长者在休闲活动里更频繁地体验到“畅”。Silverstein 和 parker（2002）发现在瑞典，参与休闲活动10年以上的年长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这包括了个人成长。

认同形成和确认

人们创造自己的形象，作为对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反应的一种反应。当这些形象保持前后连贯时，一种认同便形成了。虽然这个认同可以改变——事实上必须改变，以适应成长和发展的需要——但它的稳定性，无论多么短暂，来源于人们得到的关于自己信息的一致性。投入行动、表达自己、承担社会角色，三者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休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提供这些机会的能力（Kleiber，1999）。正是在休闲的环境里，认同的替换最初常常通过个人兴趣的表达加以考虑。在休闲中，人们不仅“感觉到可以自由”地做一回自己，而且还可以尝试新的可能性（Kleiber，1999）。这样，他们对自己的个性形象也更富自信（Leckey & Mannell，2000）。

Shamir（1992）认为休闲认同之所以对人们的自我意识有显著作用，有三方面的原因： 这些认同表达和确认了个人的天赋和能力；它们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认可；它们肯定了有关的价值和兴趣。在对大学生（其中一些学生参加严肃的休闲活动，如，艺术、志愿者活动、业余考古）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Shamir发现，最有可能达到上述标准的休闲活动要求参加者对社会承担义务；为活动作出高度努力并显示高度技巧；投入必要的时间。这些结果表明，技巧的发展对认同形成是重要的。IsoAhola等（1989）研究了风险性娱乐和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发现由参与带来的自尊心的提高与这些活动中自己感觉到能力的增加成正比。换句话说，只是去做某件事，让自己感到舒服，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某种技能的表达。苏格兰的一个调查也发现，参与一个女生青少年爵士乐队有利于认同的形成（Grieves，1989）。

参加休闲能使认同得到确认这一观念也同样重要。它基于另一种观点，即认为人们选择参加某种休闲运动，部分是因为他们把这种休闲活动和认同形象联系在一起。人们受到激励，参加休闲运动，目的在于确定自己已有或希望有的形象（Kleiber，1999）。参加某些休闲活动可以提供形象确认的途径（haggard & Williams，1991）。不同的休闲活动往往象征着清晰和可测量的认同形象。换言之，同一文化或社会群体的人们对于这些活动的参加者的特点有着共同的信念。通过参加象征这种认同形象的休闲活动，人们可以确认自己已经属于或者渴望成为这类人（Jansz，2005）。研究者发现，人们对于某些特定休闲活动的其他参加者持有相同和前后一致的看法。 他们也非常珍视与他们认为最有意义的休闲活动相关联的那些认同形象（haggard & Williams，1992）。

人们经常因为象征性价值而购买某些休闲产品和服务，用以表示对某个社会群体的认同或表达自己（Dimanche & Samdahl，1994）。通过认同，人们可能开始具有积极的自我观念，自我感觉良好。参加这样的活动对他们可能是一种挑战，久而久之却能培养新技能，丰富心理资源。这样，他们的新认同也更加“名副其实”。Coatsworth等（2005）调查了在休闲运动中的认同形成体验，包括个人表达力、畅、有目的的行为。这项跨国界的调查样本包括了美国、智利和意大利。结果表明，大多数青少年表示在休闲活动中有高度的认同体验。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休闲认同形象都是积极的。Martin（2004）发现，美国某些杂志广告中户外休闲认同形象有种族歧视现象。黑人模特被限制在城市和郊区环境的杂志广告页中，而户外则完全由白人模特所支配。这可能会影响黑人和白人如何看待原野娱乐和原野空间以及他们在里面的权利。

休闲作为对付压力的一种资源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休闲会间接地影响健康，因为它能促进人的应付能力，对日常烦恼和生活压力作出反应（Coleman & IsoAhola， 1993； Iwasaki & Mannell， 2000； Kleiber et al.， 2002）。前面有关休闲用途的讨论——它可以让人们暂时忘却消极事件，在紧张中获得喘息的机会。这是一种缓解性应对方式，也是休闲用以对付压力的方式。Iwasaki和Mannell（2000）研制了一种分等的模型，解释人们所信赖的休闲帮助对付压力的方法（如，休闲自治—自我决定、授权；休闲友谊—情感支持、自尊支持、有形帮助、信息支持）和人们实际用于日常生活的休闲行为策略（寻求友谊、缓解性应付、增进感情）。这些研究者调查了这些信念及应对策略的作用和实际运作的状况（见Iwasaki，Mannel等，2005）。Kleiber等（2002）也提出，休闲能促进自我恢复和经历创伤以后的发展，从而帮助人们对付生活中的消极事件。在过去10年中，对于休闲作为应对资源及其对于紧张和健康影响的研究有了明显增加（Iwasaki & Schneider，2003）。

现今的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压力来源和形式，会危及健康。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越来越多的时间压力和有压力的事情所淹没。人们吃力地应付日常烦恼带来的压力（如经济担忧）、紧张的角色关系（如养儿育女和工作之间相互竞争的要求）、慢性生活难题（如长期残疾）、生活变迁（如退休）、生活危机（如离婚）（Zuzanek，1998）。然而，虽然压力与身体健康（如，疲劳、心脏病）和精神健康（沮丧、饮食紊乱）的许多问题相关联，即使在长期压力也不是每个人都生病。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能抗拒或者应对压力（Zeidner & Endler，1996）。

Coleman 和 IsoAhola（1993）提出了休闲缓冲模型。该模型认为，休闲能作为一种应对资源，加强人们的信念，相信自我决定，也相信自己能够获得他人提供的社会支援。这两种信念都已经证明是应付压力的重要资源。由于休闲的本质为高度社会化，所以参加休闲能促进友情、友谊的发展，从而增强自己获得社会援助的信念。同样，休闲往往是生活中人们最能控制的领域，通过选择和控制也增强了自我决定的信念。早期的研究（Brown，1991）发现，人们体验巨大压力时受益于参加休闲活动，尽管当时造成这些影响的原因不明。现在则有许多研究考察参加休闲以减少压力的机制。Coleman（1993）发现，在那些经历高度生活压力的人之中，那些在休闲时感知更多自由和自控的人士能感到有更多的自决能力；他们的病情也明显减轻得多。那些参加休闲活动、增进友谊网络的人，在遭遇压力时，较少出现沮丧和身体疾病症状（IsoAhola & park， 1996）。 Iwasaki 和 Mannell （1999—2000）发现，当休闲给人们带来自治和增进友谊的感觉时，大学生便能应对日常的压力，从而对健康和康乐产生正面的影响。

休闲——应对策略，相对于休闲——应对信念来说，更多地取决于情景和意图。前者作为应对的帮助取决于个人所遇到的特定压力因素。利用休闲活动和体验获得暂时的逃避，建立友谊和改善情绪，这似乎是普遍采用的休闲——应对策略。在两项研究中——一项涉及大学生（Iwasaki和Mannel，1999—2000），另一项涉及紧急事件服务人员（Iwasaki和Mannel等，2005）——研究人员发现休闲是有效的应付资源，被用于情绪改善和暂时逃避。在前一项研究中，休闲用于社会援助，它帮助学生应对成绩不佳引起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对自尊心构成威胁。Iwasaki（2001）还证明，休闲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应付资源，超越其他非休闲应对策略的影响。

然而，在现代生活中，休闲并不是处理压力的万能药。要注意的是，休闲应对策略并不总能奏效，也并不适用于所有各种形式的压力。Iwasaki和Mannel（1999—2000）评估了大学生在两个星期的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学业压力的程度。学生也提到他们如何利用休闲来对付压力。经历了高程度学业压力的学生更可能利用休闲，使自己不去想到压力，改善情绪和寻求友谊。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策略具有增进心理康乐的理想效果。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休闲应对策略带来的暂时逃避和情绪改善的确能抵消学业压力的影响，促进康乐，但更多地运用休闲带来的友谊实际上导致了康乐水平的下降。学生在试图应对学业压力（特别是即将布置的功课的压力）时，虽然通过休闲获得了友谊，但却可能转移注意力，无法在期限之前完成作业，这样反而增加了压力体验。利用休闲应对压力是一种动态过程，受到一段时间里人们应对资源、特定环境和压力因素三者之间互相制约和变化的影响。

健康、康乐以及休闲对于生活其他领域的影响

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休闲中做的事情有助于他们享受和应付生活其他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需求，因此间接有助于个人健康和康乐。有证据表明，休闲可以促进对于“生活其他方面”的满足。拥有更高水平健康和康乐的人拥有更多的个人资源，用以应对甚至享受他们在日常生活其他领域中所遭遇的挑战——无论是在工作、家庭，还是其他人际关系中。

研究者通常认为休闲行为是一个因变量，它是生活中最少受制约的领域，因此也最易受工作、学校、家庭需要的影响。比如，家长的角色，特别是“工作妈妈”的角色，因为工作和孩子幼小的缘故，大大地减少了妇女的休闲时间（Zuzanek & Smale，1992）。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需要考虑参加休闲可能会这样那样地影响工作经历、家庭和社会关系，从而影响健康。

休闲和生活满足

一般认为，参加的休闲活动越多，在休闲中得到的满足越多，在生活总体中得到的满足也越高。一般说来，人们已经发现了休闲参与频率、满足和对生活满足之间细微但重要的关系（Mannel，1990）。对于休闲参与和生活满足关系最好的支持来自对于成功的老化和生活满足的研究。事实上，休闲活动水平是比身体健康和收入更好的生活是否满足的预测指标（Mannell & Dupuis，2006）。一些研究发现，和参加被动性活动相比，从社会和心理上参加的活动，诸如个人爱好、体育运动和户外娱乐，和生活满足有更强的相关度。尽管这样，这些关系看来似乎随着性别、年龄、生活阶段、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Brown & Frankel， 1993； Cutler & Gonder Steward， 1994）。

休闲，工作和康乐

工作满意和休闲

工作生涯的质量是健康和康乐的一个重要因素（Kudielka等，2005），尽管工人的休闲有时被认为提高工作满意度，但是研究人员主要研究的是工作如何影响人们休闲活动偏好和满足（Mannell & Reid， 1999），而非休闲对工作的影响。从健康和康乐的角度，当工作环境的规则和期望影响了重要需要的满足时，人们会把休闲视为提供机会，让自己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和确认自己 （Shamir， 1988）。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结果尚属非结论性（Mannell & Reid，1999）。

为了努力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减少旷工和员工流失，社会和组织心理学家们投入了相当大的注意力来了解诸如工作条件、薪水、晋升、工作场所资源充足等因素对工作满意度和工作质量的影响（Kudielka等，2005）。但是，对工作满意度的了解也可以受益于对工人在工作之外的活动的调查，因为这些活动可能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Mannell & Reid，1999）。工作单位经常提供娱乐活动，以促进雇员忠诚、伙伴关系、身体和智力开发和工作效率。由于认识到职工健康和康乐对公司成功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起［在工作单位］发起身心健康运动，开展以休闲和健康为目的的活动，帮助雇员在工作中实现心理和身体健康。

一些证据表明，休闲的一个作用是提高工作满意度。Lounsbury等（1982）发现，工人对现有的休闲时间越满足，就越不可能去寻找其他工作。Melamed 和Meir （1995） 在对以色列工人的研究中发现，如果一个机会能同时满足工作和休闲的重要需求，它就会带来工作满意。实际上，当参加者无法在工作上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参加休闲活动似乎补偿了这些人未得到满足的需要，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在一项研究报告中，Kirchmeyer（1993）指出，管理人员察觉到，他们在休闲时所做的事情能帮助和提高他们工作体验的质量。

作为休闲的一种形式，人们认为假期是一种能产生积极结果的时间，如躲避、放松、个人改进和更多的机会去从事令人满意的活动，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也给工作带去波及性效应。Klausner（1968）在对钢铁工人的研究中发现，在假期之后，25%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16%的人表示工作“更有兴趣”了。Lounsbury和hoopes（1986）发现，休假后回到工作中，工人对工作的满意度会提高。这也说明工人对于自己的假期经历多么满意。但是，假期的影响是复杂的。虽然假期能减少与工作有关的一些压力（如过度疲劳），并减少旷工，增加生活满意，但是如果假期之后返回到高负荷的工作岗位上，也可能使职业压力恶化（Etzion，2003；Klausner，2002）。或者可以说，这样的假期只有一些暂时的积极影响（Westman & Etzion，2001）。

退休、失业和休闲

在大多数文化里，人们都会经历一些共同的人生变迁（如离家、第一个小孩出生、退休等）。休闲的参与通常由于这些生活变迁而发生变化。种类适当的休闲活动能帮助人们保持自己的康乐，应付变迁，或在变迁中成长（Kleiber，1999）。例如，退休和失业能引起相似的问题，包括收入降低、社会隔离和心理损失。但是非退休性失业带来的创伤更大，因为没有“退休”工资、没有计划应付改变，却有与之相关的社会偏见。

研究表示，利用休闲继续参加与退休前大致相同水平活动的人，以积极态度面对休闲的人，能更好调整心态，生活得更加满意（Long，1987）。然而， 也有人认为某些活动的参与比另一些要好——这与休闲的个人成长理论是一致的。Stebbins （2001） 提出，认真投入严肃的休闲活动对于退休者的生活质量可能很重要，因为这些活动能够提供类似工作的活动，增加和其他参与者的联系，拓展社交圈，培养责任感，并创造机会使自己感到别人对自己的需要。Chiriboga和pierce （1993）在退休老年人的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参加不同休闲活动的水平和退休时或刚退休后一个人的积极自我概念没有关系。然而五年以后，自我感觉更良好的退休者会更多地参加户外活动和社会活动；参加单独、被动的活动则不多。

至于非主动失业的不良结果，并不是所有失业者都报告说自己的心理健康出现恶化（Spigner & havitz， 1992—1993）。Warr 和 Jackson （1984）发现，虽然在他们调查中有20%的失业人员说自己健康衰退，但仍有8%的人健康实际上有所改善。研究者发现，虽然通常随着失业，对休闲的参与和从休闲获得的满意都会减少（pesavento Raymond & Kelly， 1991），但是有机会参加建设性和刺激性休闲活动能帮助应付失业问题（Winefield等，1993）。失业人员的休闲特点如果可以用“什么也没做”和“看电视”来描述，那么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自尊心会降低。那些参与更具挑战性休闲活动的人（不管是社交型还是孤独型的）则都有较高的自尊心。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这样的联系会显得更加突出。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那些受雇佣但对自己工作不满意的人。在失业大学毕业生中，有组织、有目的地使用休闲与自尊正相关，与抑郁症状负相关（Feather，1990）。其他研究同样显示，虽然积极参与休闲活动不能完全防止身体和心理健康的衰退，但是应付失业最好的人都参加有目的的休闲活动，以保持自信，并经常接触核心家庭以外的人（haworth & Ducker， 1991； Obare & Nichols，2001）。

休闲、家庭、人际关系和康乐

休闲是主要人际关系——它们能促进人的康乐——得以发展和表达的主要社会空间。家庭是许多重要人际关系的聚焦点。学术研究比较一致地展示了分享休闲体验对家庭关系质量所起的积极影响（Othner & Mancini，1991）。家庭的稳定意味着分居和离婚可能性的减少。hill（1988）对“美国1975—1981年纵向时间使用状况（专家组研究报告）”加以利用，结果发现，已婚夫妇分享休闲时间越多，对婚姻越满意，婚姻也越稳定。其他几项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假说，即家庭休闲可以增加沟通，减少冲突，使家务分工和角色更公平，提高婚姻满意度（Othner & Mancini，1991）。但是，家庭休闲也可能会导致家庭成员间冲突增多（Shaw，1992）。夫妻在一起做事越频繁，交流的机会就越多。作为这种交流的一部分，争执自然会产生。但口头争执有时是一种标志，说明有人正在使用策略，以减少家庭紧张和分歧（Othner & Mancini，1991）。

证据提示，仅仅简单增加与婚姻伙伴共度空余或休闲时间以提高婚姻满意度，还是不够的。需要某些积极和富有挑战性的休闲活动才能使社交活动更加令人兴奋和愉快，给婚姻关系添趣（Larson 等， 1986）。holman 和Jacquart（1988）发现，如果休闲活动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沟通，那就几乎不能对家庭带来益处，实际上反而会损害关系，降低家庭和婚姻满意度。Reissman等人的报告证据说明，当休闲具有挑战性并有益于双方个人发展的时候，夫妇之间的共同休闲活动会增加婚姻满意度。Crawford等人（2002）做的一项纵向研究与这些结果相一致。他们发现，夫妻一起参与只有丈夫喜欢的休闲活动越多，妻子对婚姻的满意度也就越低。在许多文化中，妻子都表示对家庭休闲的喜欢超过对个人休闲的喜欢。但研究显示，存在着许多家庭和社会制约，影响了妇女对有意义和使其满意的个人休闲的追求（Samual，1996）。

休闲、健康和康乐： 跨文化分析

对于了解休闲、健康和康乐，尤其是非运动形式休闲的贡献，主要来自于北美，小部分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和西欧。休闲对健康和康乐的影响这一观念的普及必须谨慎。非西方国家不仅缺乏休闲和健康的研究，而且心理学领域内存在着一个公开争论，即不同领域中人的行为和经验，其一般性行为科学原则、理论和结果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

北美心理学主流内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在半个多世纪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所谓西欧社会心理学的美国“殖民化”。随着学者们对研究个人行为和康乐的社会影响开始感兴趣，其影响也波及其他国家（van Strien，1997）。作为一种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全球化反映在这一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非美国研究者把论文发表在美国杂志上（QuionesVidal等，2004）。但是，近年以来，不同地区的人开始发展自己本土社会心理学，反映本地的价值观和传统。这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简单地将社会心理学或行为科学观点和研究结果从美国、欧洲转移到亚洲去的做法受到了质疑（Yang等，2003）。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提倡本土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文化偏见，把以心理学为导向的研究更好地运用到国际社会和多文化社会中去。

关于休闲的研究，特别是它与健康和康乐的关系，目前还很少证据表明正在出现替代性的、非西方的本土研究方法。但是，其他国家的学者正开始表现出对休闲和健康心理研究的某种兴趣，而以前这种传统在那里并未建立。比如，穆雷和中岛（1999）和Santos等（2003）， 分别在日本和葡萄牙采用了经过修改、由北美研究者提出的休闲动机和以休闲应对压力的规范测量方法。同样，Mannell 和 Kleiber（1997）撰写的关于休闲社会心理学的著作——该书对休闲、健康和康乐进行了广泛讨论——最近也已译成汉语和日语。

在跨文化社会心理学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直到最近仍处于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外围（Iwasaki，2000），对于休闲的研究当然也是如此。然而跨文化社会心理分析的研究贡献正在获得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承认，这种情况也正在进入休闲研究的领域（Mannel，2005）。Walker等（2005）提供了一个案例，说明有关“内在动机”的理论——它对于心理健康和康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作为一种基本心理过程，在不同文化中发挥作用，影响体验和行为的结果（包括休闲和康乐），却又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各不相同。

二、原则总结

尽管研究文献存在着局限和差别，下列休闲、健康和康乐的原则似乎已经牢固确立。

1. 休闲被视为工作和其他义务之外的自由决定行为。它通过有意义的选择和具体活动所提供的益处积极影响身体、心理和精神健康，影响康乐。

2. 休闲并非自动会对健康和康乐有益。休闲的选择和活动可能会有中性或负面效应，取代有益于健康和康乐的行为。

3. 运动型休闲对身体健康的益处在科学文献中已经有相当记载。休闲对心理健康以及其他形式的康乐的益处正在被认识。认识程度有的已经确立，有的则尚属猜想，有的在两者之间。

4. 已经存在的一些证据表明，通过安排空余时间，用建设性的行为替代无所事事，参加休闲有助于个人健康和康乐。

5. 研究显示，趣味性和愉悦性休闲体验不仅提高当前时间的质量，而且日积月累，会促进长期的心理康乐。

6. 休闲促进认同形成和确认。已有的证据显示，在某些情况下休闲也能帮助个人心理成长。

7. 正在出现良好的证据，表明休闲能提高应对能力，促进个人成长，以应付包括残疾和疾病在内的日常生活烦恼和负面生活事件。

8. 研究人员发现，参加休闲会促进健康和康乐，因为它能积极影响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工作、家庭和人际关系。

9. 对健康、康乐和休闲的研究报告均由西方研究人员提供，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研究人员则正开始寻找证据。正在出现的跨文化分析聚焦于不同文化中休闲的不同意义及其对健康和康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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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休闲促进青少年发展： 全球视角

琳达·凯德威尔除了感谢世界休闲大会共识评审小组成员之外，以下人员还对本文初稿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评论意见，我对他们非常感激。他们分别是： Reed W. Larson, Lee Kwan Meng, William Niepoth, Beatriz pereira, 和peter A. Witt.（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休闲对于青少年的重要意义

许多社会把介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阶段称为青少年期，该时期是一个激烈自我反省和变化的时期。在这一转型阶段繁多的成长任务造成了生理、认知、社会领域几乎不断变化（Steinberg， 1996）。在这一“走向成年”的阶段，世界各地的青年经历一个了解自己、给自己定义和重新定义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考虑他们的微观（如，家庭、其他成人、 同龄人）和宏观（如，社区和更大的文化环境）两方面的环境。他们同时也帮助决定和影响他们的微观和宏观环境；也就是说，他们对不同层面的环境冲击做出反应，也同时影响它们（如， Bronfenbrenner， 1995）。

在成人之前的青少年阶段，一般是从人生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并根据不同文化，延续到二十五六岁或者更远。本文将重点讨论这一阶段，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估计全球大约有十亿生活在第二个十年的青少年（Larson & Wilson， 2004）。虽然，“未来属于孩子们”这句话被过度使用，它暗示着只有克服巨大的挑战，未来成年人才能具有充分准备和能力贡献于他们的社会。由于他们正在发育的身体、大脑和情感以及他们走向成熟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家庭环境，年轻人面临着众多挑战，诸如人身安全、健康、适当的营养，就业准备、学业、建设性和有意义地利用非工作和非上学时间等，这些是世界上大多数，假如不是全部，青少年关心的事情。

当代青少年比任何年龄群体都影响着，也受影响于全球化进程（Arnett， 2002）。他们成为向“全球青少年”兜售“全球品牌”的市场研究人士的目标 （联合国计划发展署，1998，p.6 ）。除了成为全球品牌的目标以外，全球化特别通过大众传媒让青少年接触新体验和新思维。这种接触和对认同的追寻给青少年带来独特的挑战和机遇。结果是在许多国家里，青少年同前几代截然不同，不仅由于全球化，也是由于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变化 （如，Lagrée， 2002b； piko & Vazsonyi， 2004； Sweeting & West， 2003； Zvonovskii & Lutseva， 2004）。因此，在迅速变化的国家里，青少年遭受两种不同的力量作用——传统世界观与全球（新）世界观的竞争和对立，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青少年的认同迷失 （Arnett）。

有些青少年可能不同于前几代的一个方面是他们使用时间，尤其是他们参加休闲和对休闲的态度不同（piko & Vazsonyi， 2004）。了解青少年在休闲时做什么、他们的经历是什么、他们对于休闲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因为调查表明，对于青少年来说，休闲既是积极发育和成长的重要环境，也是产生滥用毒品、危险的性行为、犯罪和偏离常规等危险行为的一个重要环境。

休闲促进青少年成长、参与公民义务和康乐的潜在能力必须融入众多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背景才能起作用。科技、全球化和工业化以及社会文化史、政治、教育、就业和经济充裕、性别，以及一个人是否生活在乡村、郊区或者都市环境等因素都必须被考虑进去。我在本文将试图考虑上述问题的相关方面。以下的评述和讨论并不涵盖所有可能的研究和观点，虽然本人将依靠现有的文献资料，尽力从各个视角阐述。当然，西方思想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占主导地位。这也是本文在适当的时机将要探讨的话题。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请允许我简单讨论一下全球化和西方化问题。全球化不应该被理解为必定是西方化，虽然本文所参考的文献的确着重探讨了西方化对全世界各地年轻人的影响。在另一方面，Larson 和 Wilson （2004）说明，① 某些文化的一些青少年在抵抗西方化，并保持传统的文化价值（如，虽然印度年轻人会穿着西方服饰，那只是“一种假象”，p.3），② 西方青年也受其他文化影响（如，当前对拉丁音乐的兴趣；Arnett， 2002； Larson & Wilson）。 第二点是，西方被典型地视为一种单一的概念，正如东方也被用来表达一个单一的概念。但是，一个东方或者一个西方的视角是不存在的。只有东方或者西方内部或者它们之间的文化的多重视角。例如，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差距巨大。而西班牙文化同澳大利亚文化也千差万别。而且，就在印度、中国和西班牙国内，又有不同的亚文化存在。在做研究和撰写本文时，要避免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二、青少年的定义

青少年作为一个年龄组在文化之间，甚至在不同文化之间也差距很大（Brown 和 Larson， 2002； Larson & Wilson， 2004），该术语本身就包含文化概念。Larson 和 Wilson认为 “青少年”一词更精确地反映年轻人从童年到成年的各不相同的体验和含义。既要认识到“人类发展不断重复的生理、认知和心理必然”，也要认识到“由21世纪新全球化世界所带来的共同挑战”， Larson 和 Wilson建议任何从事青年工作和研究青年的人“抛弃他们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普遍统一的青少年观念” （pp.23）。比如，虽然青少年一词在大多数社会中使用，在某些社会中，青少年一词没有甚或一直没有任何关系（如，在一些东亚和阿拉伯社会）或者被包容在其他术语之下（如，在印度和日本“青年”）。一般来说，Brown 和 Larson （2002） 认为这些在他们生命第二个十年的年轻人的共同特点是“童年和成年之间的过渡和准备的一个间隙” （p.6）， 反映所有社会的共有阶段： 年轻人开始学习成为完完全全的成人的旅程。

Arnett （2002）引入了“成长中的成年人”一词，并提示在全世界范围内朝成年角色转型的时间反映出青少年期的延长（他将此称为“正在出现的成年人”）。比如，在马来西亚，青年这个词被用在１５～４０岁的人身上。Arnett 同时指出对于前工业化时期或者发展中国家里的年轻人来说，正在出现的成年期可能只和上层社会有关。

另外有一个反对将青少年概念普遍化的呼声，它来自Nsamenang （2002）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青少年的研究。他指出，青少年心理学是一个 “以欧洲为中心的知识” （p.61）。他要求受欧美和西方教育的科学家从其他视角看待青少年概念，包括从以非洲为中心的视角。后者的形成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三重遗产的结合——东方化（如，伊斯兰教、阿拉伯和世俗影响），西方化 （如，基督教、普及读写能力、世俗化和殖民化）与土著非洲宗教和世俗势力。因而，当代非洲是一个混合型文化，既非传统也非现代——是三重遗产和全球化的产物。Nsamenang对这一环境下认识青少年的描述非常深刻，为思考世界其他地方青少年的变化和状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式。譬如，他描述到理解一般性概念和具体概念的对立。 在此案例中，“非洲特色”是一个许多人共有的特性，它来自五光十色的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却又具体地体现在许多独特的事物中。这些事物能够追溯到塑造非洲语言、法律、教育等的德国、英国、法国殖民历史。对“青少年”一词的意义和定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Arnett(2002), Brown, Larson & Saraswathi (2002) 和Larson & Wilson (2004) 等的著作。其中，Brown等人的书是由青少年研究协会和行为发展研究国际协会赞助的，是为了应对青少年未来可能的生活场景而作的研究。一群国际学者担任该项工作的委员，他们代表了全球该领域八个地区的最高水平。在书的前言部分，Larson & Wilson 简要地回顾了书中各编者对“青少年”一词的不同观点。

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Lagrée， 2002b）给青少年或青年的定义添加了新的元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Lagrée召集了一组国际专家从公共政策视角探讨“青年问题”。Lagrée提议，无论哪一个民族，对青年的研究都会变成对“一代人”的研究，这一代人受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变化的影响。譬如，Liu （2002） 认为1987年废除军事管制是中国台湾社会的“一代人的标志”，标志将整个地区的关注焦点从社会秩序转移到促进康乐。同样，Guoyang （2002） 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和1978年对外开放以后长大的当代中国青年与前几代人相比在思想意识、情感和行为上都差距很大。在俄罗斯，一代人的标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90年代变得更加明显，随着国家放松对于文化的控制（包括高雅和大众形式的文化和消遣： Zvonovskii & Lutseva， 2004）。最后一个案例，是在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后国家里，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于90年代开始扎根 （piko & Vazsonyi， 2004）。

Lagrée （2002b）和他的青年国际专家小组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种局面，当代“全世界年轻人被视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实体，尽管他们的环境、境况及类似问题都存在区别，千差万别” （Saada， 2002， p. ii）。至于休闲，piko 和 Vazsonyi （2004） 使用“休闲活动平等化”一词，并指出后社会主义时代匈牙利青年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产物，同他们西方的同伴“非常相似”（p.728）。同样，Zvonovskii 和Lutseva （2004） 将俄罗斯出现的现象称为文化的“大众化”，即欣赏口味和所有休闲活动都趋向一致（p.78）。

要思考是否存在或已经出现休闲的平等化和大众化，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全世界青年的一大共同点，即他们成长的社会有以下特点： ① 由于社会政治事件，这些社会可能与过去完全不同，② 变得更加不可预测，③ 过去的传统和习俗仍然存在，但常常被视为陈旧和过时（Arnett， 2002； Lagrée， 2002a）。 Lagrée称：

他们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这样的模糊，即，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朝着后现代主义迈进的步伐与对传统价值和价值认同的监护非常类似。这种监护通过价值观、生活方式、认同规范和规则实现，而这些东西都是从美国帝国和同样强大的欧洲进口来的。朝着后现代主义迈进的步伐不仅从个人主义、自由选择、民主、平等和公正获得养分，而且也从休闲时间获得养分。这个步伐可以看作一种认同自杀，因为他们宣布对西方发达社会价值观忠诚。

他接着质问这一代青年是否能够“不仅创造出更适合眼下的制约和规则的模式，而且能使该模式具有‘新’的价值，既让新时期的公民日益向往，又能促进人类自由和民主”（p.34），与此同时又不失去自我，也不对西方帝国主义模式屈从。

我们的讨论又回到Nsamenang （2002）提出的问题： 既然使用西方和/或欧洲中心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其他地方的现实并不妥，那么人们该如何解决？他的混合型的概念似乎与Lagrée （2002b）等人的观点相符。譬如，Lagrée （2002a） 引用Liu的观察说明中国台湾地区的青年“在迎合西方潮流和品位的阴影之下，培养个人”的风格 （p.34）。关于Nsamenang观点的讨论也在某些方面与这一事实有关： 目前研究文献中存在相互竞争的观点，即关于全球化是否已经造就由这样的青年组成的“一代青少年”？他们的共同点多于差距，或者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存在如此多差距，以至青少年的情况必须通过非常慎重和同质性的取样才能获得？

总之，在研究文献里针对青少年以及休闲的独特性和广泛性的看法，存在两大类观点。一些研究人员（如， hendry等， 2002； Larson & Wilson， 2004； Nsamenang， 2002） 指出，本地、地区和文化的混合影响，需要研究人员必须开始分离出文化之间和文化内部的不同的、非常具体的过程，才能认识各社会的青少年。虽然其他人会总体上赞同这个观点，但他们相信将青少年作为一个全球性现象处理有一定优势（如， Arnett， 2002； Lagrèe， 2002a）。至于文献中对这个问题是否达成共识，目前还没有出现多少实证研究，已有的研究也未能反映出已经达成共识。

三、青少年与休闲

认识、促进并提供机会，积极使用休闲时间的重要性可能会被休闲的语言所掩盖 （Irby & Tolman， 2002）。例如，玩耍、休闲和非正规学习等词可能会被某些人视为微不足道和不重要。此外，休闲一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然而，全世界所有青年在一天里都拥有可以被认为自由支配和空暇的时间（Irby & Tolman， 2002）。世界上青年如何度过这些时光对于他们的成长、社会化和未来生活关系重大（Verma & Larson， 2002）。在调查跨文化休闲时间的“联合国青年投资论坛”的一份报告中，Irby 和Tolman 发表了如下的重要看法：

在无数场合下，这些时间和活动（体育和娱乐项目和文化节目）以及支持它们的基础设施，被视为一种很有希望的方式来实现人们普遍认识到的目的，如防止犯罪、正规教育和hIV/AIDS艾滋病的预防。减少无所事事的时间被采纳为预防犯罪的策略……然而，实施这些侵犯“自由支配”空间的策略的人往往没有认清这些空间的性质以及它们对人们的作用。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大规模计划的制订者随意没收青少年的时间、重新规定活动、替代和利用社区项目。这类行为说明他们对年轻人不上学和不工作时的情况缺乏本质认识，假如不是缺乏尊重的话。

他们得出结论说，休闲（指时间、活动和基础设施）为教育、学习、人类成长、全面参与公民生活和社会，包括全球相互依存提供关键环境。他们也指出，要注意休闲与“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急迫威胁——艾滋病、犯罪、冲突和滥用毒品之间的关系”（p.2）。

20世纪末，人们幡然省悟到休闲有潜力对全球各地青少年的生活产生强烈影响。这种省悟，虽然在各国程度不同，也尚处于初期，还是导致了一部分文章的发表。作者有休闲研究人士，但有意义的是，越来越多的是来自休闲领域“外”的研究人员。这一当代省悟阶段伴随同样重要的全球范围的认识，即，青年需要社会的支持和机会才能成熟，成为健康而又有建设性的成人。这一“运动”在一些国家被称作“积极的青年发展”。

承认认识青年空闲和自由支配时间的重要性表现在众多从国际角度直接或间接研究休闲的专著和文章里（如， Brown， Larson， & Saraswathi， 2002； Irby & Tolman， 2002； Lagrée， 2002b； Verma & Larson， 2003）。上述文献既进行研究，也探讨政策。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来自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对于青年在未来所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公民事务的关键角色有越来越多的关注（如， Lagrée， 2002b）， 这一点与历史上对于青少年的看法成鲜明对照。在许多社会里，青少年被视为一个需要对付的问题（如，“青年问题”） 而不是应当培养和使之兴旺的社会资产。在北美和有些欧洲国家的积极青年发展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力图重新定位青年，将其视为“潜力”而非“问题”（如 pittman， Diversi， &Ferber， 2002）。将青年视为问题的现象不仅发生在西方文化中。在《青年研究》杂志里——那是一本旨在促进对亚洲青年理解的刊物，好几篇文章探讨了人们普遍所持的态度，即，亚洲青年有问题，因为他们与前几代人不同。他们被视为有更多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对公共利益不够关心、并持有更自由的价值观 （如， Lee， 2001）。不过，提倡更深刻了解青年问题的人指出，当前一代年轻人也有许多固有的积极特点。同样，Tseng和Kuo （2001）认为社会存在对青少年的歧视，社会需要开发更好的教育和社会工作实践，以促进当前和未来的青年的积极发展。

其次，作为“青年运动”的一部分，休闲在许多文化中被视为一种人权。譬如，在1996年，联合国制定了一个促进青年“自足生活”和“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青年政策（Saraswathi & Larson， 2002， p.351）。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包括“提供休闲的机会”。同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一条（1989）声明：

1. 缔约国承认儿童享有休息和休闲，参与适龄玩耍和娱乐活动，和自由参与文化生活和艺术的权利。

2. 缔约国将尊重和推动儿童充分参与文化和艺术生活的权利，并鼓励和为文化、艺术、娱乐和休闲活动提供适当和平等的机会。

第三， 在全球范围内，似乎休闲正在被视为潜在人力开发和风险并存的环境。因此，研究人士、从业人士、决策人士已经认识到提供政策和项目来为青年创造机会参与积极休闲的价值。

四、休闲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回避了问题的实质： 什么是休闲？许多用来描述休闲的词语， 包括娱乐、闲暇、玩耍和休闲本身，具有潜在的不同含义。虽然这些词语常常互换使用，在本文里，我的使用会包含本文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会使用闲暇来表示可以用来以积极、健康的、代表最纯粹的“休闲” 方式利用的时间， 或者能够以可能会给自身和/或他人带来健康或危险的方式使用的时间。休闲一词将意味参与是享受性的、有趣味的、对个人含特殊意义的、表达自我的、自我认可的，和主要出于内在动机的。我将使用“游憩”和“玩耍”来说明参与一项活动。但是，使用这些词语的挑战在于，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术语能传达 “休闲”最广泛的意思。而且，对于一个来自较贫困或发展中国家的人，休闲一词可能几乎毫无意义。 比如，一个孟加拉国的青年或者一个多哥的乡下人甚至或许从来没有听到过休闲一词。

要认识全球青年的休闲几乎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和“无法避免的复杂任务” （Verma & Larson， 2002， p.1）。因为，青少年不断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变化。因此，那些在各国内和各国间影响休闲和青少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需要使用多重视角在全球范围内来解读休闲和青少年。虽然，青年体验的非强迫性的闲暇时间存在着跨文化和跨国界的相似，Brown 和Larson （2002） 将理解世界青年的体验和机会视作反映全世界青年许多不同体验和机会的万花筒。他们的视角挑战了Lagrée （2002a） 等人的提倡的观点，即，科技、全球化和工业化正在抹去或大幅度减少文化和国家的差距，一个以平等化和大众化为特征的全球青年文化正崭露头角。

Larson 和Verma （1999）认为，时间的使用不仅是某些“打发时间”的活动或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而是一种成长的环境。尽管存在这种观点，大多数文献和研究还是关于“时间的使用”的活动 （如， Cushman， Veal & Zuzanek， 2005； Larson & Verma， 1999； Verma & Larson， 2003），并根据时间使用的日记或参与活动的报告，描述青年在他们闲暇时间的所作所为。然而，休闲环境的重要意义要比简单考查一下时间使用和活动的参与更深层次，包含探讨与参与相关的情感和质性体验，以及它们与成长结果的关联。虽然全球范围集中关注这些较深层次问题的研究为数不多，但毕竟有了一些。紧接下去的一节将更多关注时间使用如何促进个人和公民的成长，而不是青年如何度过他们的时间（如，百分之几的时间花费在运动和看电视上）。

五、休闲与青少年成长： 前提、考虑因素和环境

本节探讨关于休闲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的四个问题。首先，研究休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缺少反映活动参与的分类学。第二，闲暇时间（尤其在休闲时）的环境与所有其他环境（诸如学校、工作和家庭）相比有其独特性。由于该环境所固有的特性，因而能提供重要而独特的机会，促进人类发展和公民参与。第三，闲暇环境并不总是积极的，也可能导致时间的浪费和不健康、危险，或者有害于发展的活动和经历。这也是一个预防风险的环境。第四，休闲时间与诸如上学、工作和家庭生活等时间使用的其他方面存在联系。

休闲和活动分类学

要认识青年如何使用和体验他们的闲暇时间以及相关的成长结果，某种形式的分类是必要的。虽然，看起来似乎问题简单明了，但分类活动实际相当复杂，因此成为研究青少年休闲研究的最大挑战之一。活动的分类在各文化内和跨文化不同，但大多数试图在组织分类计划时，使用下列元素中的一项或多项： 频率、强度、活动种类、活动性质、季节性、活动地点和对个人的意义。

活动分类很重要，因为分类可以让研究人员就有关活动和时间使用的结果提出正确的研究问题并做出有意义的结论。比如，文献中的一个研究问题是“参与对社会有益的活动是否会有助于学业长进？”或者，“某些活动（如，非结构性的）会导致负面结果和危险行为（如，损坏公物）吗？”因为在文化内和跨文化间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做比较极为困难，构建重大的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下的讨论仅仅反映了不多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中休闲的各种分类抽样。虽然没有关于该议题的文献，人们会认为作者们运用的分类学反映了他们的学科和文化视角，以及他们对于休闲含义的认识。这也反映出该研究的具体目的，因而被用来最大限度地发掘可能存在的发现。例如，Vazsonyi， pickering， Belliston， hessing和 Junger （2002） 比较了美国、荷兰、匈牙利和瑞士青年的日常活动和偏差行为。他们活动分类的方式是将相关的活动组成复合集群，从而测量认为能帮助解释偏离常规行为时间使用情况。

活动分类的一个案例来自调查苏格兰青年在12年时间段的不同性别的休闲习惯和危险行为的纵向研究。Sweeting 和West （2003）把休闲活动分成以街头为基地（如，没有固定去处），商业性场所（如，电影院，迪斯科和俱乐部），常规/安静型（如，听音乐，逛商店）和运动和游戏（如，看比赛、电脑游戏、参与运动）。有些类似的是，piko和Vazsonyi （2004） 在研究匈牙利青年时，将休闲活动划分成面向同龄人和商业型，美容——世故型、常规型、和面向刺激/技术型。他们也调查了根据活动地点分类的——社区、家庭、同龄人和独自一人——的四个休闲活动组。Vazsonyi等人 （2002） 将活动分成（使用主成分解释因子分析）三类： 同龄人、社区/运动、独自活动。在一项大型跨文化青少年时间使用研究里，Larson 和 Verma （1999）调查了工作和休闲的时间使用。休闲又进一步被分为他们认为能包含大多数青少年时间使用的两大类别： 使用媒体（如看电视、看书、听音乐）和活跃休闲（如玩耍、聊天和体育运动）。

hendry 等人 （hendry， 等1997； hendry， 等， 2002） 进一步推进了分类的思维来调查活动形式是否随着青少年成熟而变动。他们假设在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开始参与的是有组织的休闲（如体育和由大人引导的活动），以后是随意的休闲（如结交朋友），接着转为主要参与商业性的休闲（如看电影和泡酒吧）。虽然hendry等人 （1997） 找到实据支持这一“休闲重点模式”，从而提示活动形式规律的转变，但以后的研究（hendry等 ，2002） 发现，不同性别和社会阶层在参与商业性休闲是存在着差别。这一话题，在本文后面我还要提到。

另外一组调查研究的重点是成人在组织活动时的角色。这些研究将有组织、正规或刻意安排的活动和无组织、非正规和随意的休闲活动进行对比。商业性休闲有时被分为另一个大类。其他研究将活跃休闲和被动休闲作比较。在讨论参与休闲活动带来的结果时，我还会回到有组织休闲活动和无组织休闲活动的议题上来。

总之，文献中存在活动分类的众多方式。有些研究人员根据活动的共同或内在特色（如成人监督的作用或者运动量）。另外有些研究人员根据具体内容（如游戏/ 工艺/嗜好： Vazsonyi 等 ）（2002）。有时，这些分类按照概念进行 （如，Larson & Verma， 1999） 或使用分析策略，如主成分解释因子分析或者集群分析 （如，Vazsonyi等）。虽然，这些分类方法与具体研究目的相关，未来的研究最好能制订一个分类方式的菜单，以便研究人员能够更高效地进行跨文化对比。这一研究也将有助于推动与活动参与关联的体验和成长结果的探讨。

休闲作为成长环境

青年在不同的环境里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时间。Larson & Verma （1999） 注意到“每一个活动环境……都与正面和负面的社会化体验的独特矩阵相关联，一群儿童在某一活动所花费的时间能提供一个粗略的指标，显示他们对于这些体验的接触度、参与度和吸收度” （p.702）。研究表明与其他环境相比较，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休闲体验的“独特矩阵”乃是儿童健康成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环境。下面让我阐述这些原因。

自主和动机

休闲作为成长的重要环境的一个缘由是因为休闲提供最大的机会，使人们对自己的行动有内在兴趣和动力。在闲暇时，青少年可能会选择个人爱好的和自己喜欢的伙伴（如同龄人、家人、重要的大人）一起从事喜爱的活动，从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意义和满足；也就是说，休闲与自主和个人爱好有关。自主的感觉，伴随休闲中的其他常有的感觉，如能干、技能发展和与他人社交为内在动机提供了基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内在动机是与个人健康发展、发挥最佳能力功能相连的（Deci & Ryan， 1985； Ryan & Deci， 2000）。与这一理念的相关的一大理论视角是自我决定理论（SDT； Deci & Ryan， 1985； Ryan &Deci， 2000），后者一直来是关于青少年成长和青少年与休闲的实证研究的基础。

自我指导和自由选择的活动的机会似乎在所有文化中都重要。但是，某些跨文化研究认为，当研究东方和其他更注重集体意识和相互依存的社会时，自主和自立的体验可能不是一种适用的考虑（如， Triandis， 1995； Vansteenkiste， Zhou， Lens， &Soenens， 2005； Walker， Deng， & Dieser， 2005）。其他跨文化研究则提出，提出自主和自立的概念“把水给弄混了”；事实上，自主和自立与更注重集体意识的社会也高度关联 （Markus &Kitayama， 2003； Vansteenkiste， 等）。这一问题值得调查，因为许多研究西方文化中的休闲的文献都假设，自我调节、自主以及以个人为基础的自由观乃是休闲的关键构成因素。大量研究青少年成长的文献也同样认为，对个人来说，有意义的自主性行为对于人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

有些文献指出分离主控性模式和连接主控性模式（disjoint and conjoint models） 的差别可以帮助减少上述两种观点的对立。分离主控性模式表现为当一个人独立行动并部分受个人成就和愿望驱使，不受社会要求的约束（Vansteenkiste， 等，2005）。连接主控性模式反映在社会期望的范围内的自主行为、自我体验与他人相关的能力，但仍然体验意愿的选择（Vansteenkiste， 等）。因此，自主“反映了在内心、个人内部层次上对行动的自我允准” （Vansteenkiste， 等p.479）， 并不意味着独立。

这一讨论尤其与青少年成长有关，因为随着青年的成熟，他们开始逐渐离开父母，实现情感和行为的自主，虽然从文化角度来看，这种分离的程度差距甚大。然而，一般而言，随着青年的成熟，他们对父母亲的行为和经济的依赖逐渐减少，开始更多独立行动。青年的休闲环境典型地较其他生活环境更为自由，因而，有条件进行更多的尝试和由自己指导、由内在的动机推动的活动。

认识自主对于青年和休闲的重要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相当数量的研究显示，从跨文化角度看，如果青少年参与活动是因为他们感觉“受控制”或者“做事出于服从”，那么结果会是负面的（Ryan， 等， 1999； Vansteenkiste， 等人， 2005）。 比如，在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抽样中，在青年由于外来因素推动而参与活动时，他们的良好感觉会是低水平的 （Ryan，等； Vansteenkiste等， 2005； Caldwell， Darling， payne， Dowdy， 1999）。此外，在控制的环境下，青年可能经历厌倦或焦虑，会参与危险行为，如滥用毒品 （如， Caldwell & Darling， 1999），以及/或者经历不适应和中途辍学（Vansteenkiste，等）。这项研究对于青少年休闲服务的供应商和父母亲都有意义。

动机对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也可以找到其他理由。在一项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进行的研究中，Caldwell 和 Li （仍在进行中） 指出七个文化群体（哥伦比亚、德国、爱尔兰、尼日利亚、南非和美国——来自城乡都有）中的休闲动机差距相当大。尼日利亚和南非的青年报告有更高水平的外部动机，随后是美国城镇青年和德国；爱尔兰和美国乡村青年报告有最高水平的内在动机。要认识青年为什么具有不同水平的动机需要更深的研究。尤其是如果这些差距与不同的成长和危险结果相关的话。例如，一项有关休闲变量如何预测滥用毒品的调查比较了来自美国乡村，前东德和种族隔离后的种族混合南非的青年的抽样。Caldwell， Weichold和Smith （2006） 报告说，虽然所有青年的动力来自同龄人的怂恿，不同类型的休闲动机与三种情况都相关。有目的的动机 （出于某一目的做某事） 在南非抽样中与滥用毒品成负相关，而内在动机（参与行动完全出于乐趣）和有目的的动机在美国青年当中与预示滥用毒品呈负相关。在德国抽样中，受外界影响型动机（特点是为取悦他人或避免负罪感而做某事）与预示滥用毒品呈正相关。

认同

另外一项与休闲参与典型相关的成长使命便是 “认同的工作”， 在西方文献中被视为青少年重要的成长使命。简单地说，认同的工作涉及找到 “我是谁”。最近的Coatsworth， Sharp， palen， Darling， Cumsille 和 Marta （2005）的跨民族研究就是基于Waterman认同模式（如， Waterman， 1993）。Waterman 指出，认同是尝试不同的活动的结果， 目的在于找到最具有自我表达、 自我定义和象征 “这就是我”的那些东西。 Coatsworth 等人比较了智利圣地亚哥、意大利米兰和美国迈阿密的青年自我定义活动。体育运动和社交是所有青年报告中最常见的自我定义活动，虽然意大利青年较少把社交活动作为自我定义活动，而智利青年更少地把体育运动作为自我定义活动。

提高技能和能力

在休闲活动中，提高技能和能力对于青少年当前的健康成长和未来的生活成功都有重要意义。西方研究文献中包含许多文章，讨论休闲对于提高技能和培养自己有能力的感觉帮助，但是我在此要提供一个在多哥小村庄的案例。那里没自来水也没有电（Adubra， Caldwell， Adubra， perkins & Smith， 2002）。这一案例研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实据，说明人们开始认识到休闲的重要性，而且恰好证明非正规休闲作为学习和成长环境的重要性。

当时研究人员把一些村领导作为焦点群体，对他们进行访谈。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女孩子不允许有休闲，特别是不能参加一种叫ampe的游戏。以下的节选取自该焦点群体的回答：

在进一步讨论之后， 有人说到： ……ampe游戏也需要动脑子。你得考虑你的伙伴，考虑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把她情绪调动起来。其他东西，像孩子用毛竹做的玩具卡车，跟这一伙的价值是一样的。它们是孩子们“工程思维”（译注： 即像工程师一样思考问题）的前奏。但是我们不看重这些。我们只把这些话看成玩笑。从学校放假开始，村长已经在说： 不行，村子里不能有这些东西。我问那些妇女，在今天，在新文明时代，是否还需要把这些能帮助孩子们开发创造性技能的东西管制起来。在我看来，这一点很重要，值得村里以后讨论。你知道，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孩子们制作的玩具蛮有风格，证明这些孩子会动脑筋，可以朝机械方面发展。但是你却就这样把这种天赋扼杀了。假期本应该是最好的自由活动时间，你却让孩子去地里干活，累得晚上回来就只有睡觉了。

紧接着后面的回答是：

不错。我兄弟的话一点没错。有时，一个小孩子做的东西真会让你想象不到。我那小不点一次做了一辆玩具车。我揍了他，就去地里干活了。等我回来，大吃一惊，我看见一个白人拖着那东西，在玩那个玩具。白人问他……他怎么有本事发明那辆车。所以，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对这些童年里用土办法表现技能的消极态度。

我们研究对象群体的男女最初把玩耍和娱乐活动看作是无聊的和不严肃的事情，尤其对女孩子来说，因为她们不上学时应该从事家务，这一点被认为对村子的发展很重要。但是，正如上述问题提示的那样，当玩耍被看作培养生活技能的环境时，村子里的一些长者觉得或许应该提供更多的机会来鼓励这种发展。他们似乎认识到，玩耍和休闲能够帮助培养在校学习和家务无法开发的创造力、主动性和好奇心。

对比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活动

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活动各有其价值和问题，这一点可以用证据来加以证实。譬如，有相当令人信服的实据表明，有组织的、正规的和精心安排的活动，如个人嗜好和体育运动，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和积极调整的贡献要比无组织的活动和环境大 （如， Eccles & Barber， 1999； Mahoney & Stattin， 2000； Mchale， Crouter， & Tucker， 2001）。又比如，在一项研究中，Darling， Caldwell， & Smith （2005）发现，参与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使学生接近学校有关的价值观，如良好的学业成绩和远大的学业理想。有组织（精心安排的）活动（有时被称为高产出活动；卡耐基青少年成长理事会，1992） 能带来促进成长的好处。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一般都：

有目标和/或有创造性，适合表现；需要纪律和专注；提供挑战，需要面向；涉及同他人的合作和互动；培养技能，增强能力；需要恒心、专注和连续性长期参与。

在另一方面，没有组织、非正规和被动的活动常常要么“没有结果”（就是说，参与没有促进成长，如，Mahoney， Stattin & Magnusson， 2001），要么和危险行为相挂钩（如， Mahoney等； Vazsonyi，等， 2002）。没有组织的活动一般没有给青年带来那种有组织活动固有的机会（如， Mahoney等）。譬如，马来西亚都市青年面临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游荡（Lee， K. M.， 2003）。Lee报告说在1994年的一项由一个大学联盟为青年和体育部所做的调查涉及6110个青年。调查发现平均每周的游荡时间达16.3小时之久，总计达每年超过一个月。游荡时间的长度随着青年的年龄的变大而增加，平均达每周14.4～18.8小时。最高为每周26.3小时，同自尊心差、自我感觉不佳密切相关。游荡青年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对社团的需求表现淡漠，缺乏工作和使命感，时间概念薄弱。他们中多数来自低收入的社会经济群体，家庭月收入低于700马币（3.80马币=1.00美元）。游荡青年更感兴趣的是娱乐。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技能，对如何规划生活和提高技能也不感兴趣。Lee提出，这些青年在寻找自己。

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看法。有些人主张，没有组织的时间对于健康成长和自我表现非常重要（如， Kleiber， 1999）。美国心理学家David Elkins （2003）长期关心所谓孩子“负担太重”。他引用Diane Ehrensaft的话说“美国中产阶级的儿童时间安排太紧，他们几乎没有‘没事’的时间。他们没有时间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创造性。创造性是凭想象做出东西来，需要时间才能实现” （2003， p.2网络版）。Elkins的结论是时间安排太紧的儿童更有可能心理压力沉重，不大可能参与诸如自然的、富有创造性的玩耍等重要的童年活动。

Elkins （2003）的观点同文献中概要提出促进青年的多重智力，包括创造性和社会情感智力的必要性相吻合。这一观点在亚洲也有赞同的。例如，在讨论到香港青年的需求和能力和时候，Yu （2004）支持创建创造性社团和艺术教育来帮助增强他们在全球化市场的生产和竞争能力的生活机会。同样，Tan （2002）提倡利用青年的创造潜力来应付新经济和全球化给香港的影响，尤其是当前青年中失业率偏高。Wong （1999）提倡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加强那些缺乏教育和工作经验的青年的创造性和竞争性。最后，在分析中国内地21世纪的青年时，huang （2000）发表类似的看法。huang 教授指出要支持当代中国青年需考虑的六个方面： 终生教育、开发创造性、因特网时代、生存竞争、生活方式和人格的塑造。

这些作者中没有人直接将休闲的作用作为社会情感和创造性培养的重要环境来研究，但是不难看出，休闲环境较青年生活中的所有其他环境更能够建立这些多重智力。前面介绍的多哥案例研究为其中道理提供了佐证。

总之，本章节探讨了为何休闲是人力开发和健康发展的重要环境的一些理由。尽管缺乏统一的分类学来为时间的使用进行分类，人们强烈地一致认为在所有文化中，休闲（按照其在文化中的定义而言）一般对青少年成长有重要意义。最有说服力的实据来自考察能力和技能培养的研究。跟休闲有关的自我决定和动机在青少年健康发展中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更好了解。尽管如此，对于这种因素在成长和危险行为中的重要性，人们似乎越来越形成一致的看法。不过，需要更多的跨文化和文化内研究才能更好认识动机对于休闲的重要性。有关休闲和青少年认同的发展的重要性一致意见不多。虽然Coatsworth 等人（2005）从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青少年认同发展的重要问题，但是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从跨文化角度来看，认同是什么，休闲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议题都还有待于仔细研究。最后，虽然人们就有组织的活动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达成了一致认识，还需要更加关注有组织的活动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结果。接下来的章节继续这一议题的讨论，但重点将转移到对休闲参与体验性质的重要性的认识。

休闲活动的认知和结果

参与休闲会给青年各种各样的体验。例如，一个青年可能会对休闲活动产生积极的反应（如兴趣、享受、放松和心理压力缓解）；研究人士称这类积极的心态为最佳的体验（如，Csikszentmihalyi， 1990； Delle Fave& Bassi， 2000）。与休闲相关的体验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感觉乏味、焦虑、心理压力）。从休闲参与获得的体验是多种因素的结果——活动的众多内在特点或安排（如成功的机会、行为规则、挑战程度），个人能力（如技能水平、他人看到的能力），以及活动的社会层面（如提供照管的成年人在场、成年人不在场、朋友在场）等。

我已经提到有些活动要比其他活动更能够产生积极成长结果。此外，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个人参与活动的动机也可以同青年的经历有联系。个人越感到受控制，就越不大可能体验兴趣和享受。相反，高度的内在动力与更积极的体验相连。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决定青少年参与休闲的体验。虽然有许多重要的体验要考虑，在此讨论的是两个既相关又相对的休闲参与的反应： 乏味和兴趣，因为它们从跨文化角度来看与积极或危险的行为有关。

青少年在休闲中产生乏味感觉和休闲乏味的后果已经成为跨国家研究的专题（如， Caldwell， 等， 1999； Mller， 1991； patterson， pegg， Dobsonpatterson， 2000； Wegner， Flisher， Muller， & Lombard， 2006； Wegner & Magner， 2002）。兴趣与乏味相对，对认知成长很重要 （Fredrickson， 2000），但是作为专题研究尚不多。兴趣也与体质改善，如心率减慢（hunter & Csikszentmihalyi， 2003），快乐、干练和压力释放（Izard， 1991）和个人成长、创造性，以及智力开发（Fredrickson）有关。个人如有内在动力就会有兴趣（Fredrickson）。

乏味（boredom）的原因复杂而且涉及活动的特性（如，活动老一套，几乎没有变化，也没有机会培养技能）和参与的缘由（如我不得不参加，或没有别的事可做；Caldwell等， 1999）。乏味也似乎同社会经济地位（后者则与参与机会相连）、种族和居住地（如乡村、城郊和都市环境）有关；所有以上因素相互牵连。下面的两个案例取自南非和澳大利亚，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评论。

我们在南非的研究告诉我们，许多南非青年主要的时间使用是被动休闲。因此，许多青年将乏味与休闲挂钩就不足为奇了。南非研究人员提供实据说明，青少年参与休闲活动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不得不参加，或者由于没别的事可干（Mller， 1991； Wegner & Magner， 2002）。 在 Mller的调查中，1/4～1/3的青年诉说过度乏味和坐立不安。毫不奇怪，这些发现同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Wegner等人进行了两次调查，进一步考察生活在种族隔离之后南非的开普敦低收入地区黑人和有色人中休闲乏味的情况。Wegner 和 Magner （2002）得出结论，年轻人整日在街头游荡，因为他们没事可干。他们分析原因主要有种族和收入两方面。例如，在对3，052名南非青少年调查中，黑人和印度裔男孩消耗在游荡的时间（分别为12% 和9% ）要比白人男孩 （5%； Kaufman， Clark， Manzini & May， 2002） 长。 Wegner等人 （2006）也报道种族与乏味相关。在校黑人和有色青少年较白人报告较高程度的乏味。此外，女孩和年龄较小的青少年（８年级对比11年级）更多感到乏味。Wegner等人将这种乏味总体归罪于种族隔离之后南非仍然存在的贫困状况。

虽然，Wegner等 （2006）没有发现乏味和滥用毒品之间的关联（可能由于被调查人数少，来自39所中学的学生，总数为621人 ），但有证据表明乏味感在一些青年中同滥用毒品有关。在一项就滥用毒品的性质研究中，Ziervogel， Ahmed， Flisher和Robertson （1998）发现男性报告使用酒精，因为酒精能解除无事可做带来的乏味。年轻人报告饮酒是一种快乐的消磨时间方式。

在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也探讨了青年的休闲乏味问题。虽然许多澳大利亚青年参与休闲活动程度相当踊跃，但部分青年也诉说高度休闲乏味。patterson， pegg， Dobsonpatterson （2000） 猜测休闲乏味与性别和居住区（乡村相对城镇）有关。他们力图发现为什么在澳大利亚青年中存在如此严重忧郁（由此而导致自杀）和酗酒，尤其在新南威尔士乡村地区的。patterson等人得出结论说乡村女性较乡村男性青年和城镇男女体验更高程度的乏味。差距的一个原因是澳大利亚乡村可供女孩的参与活动要较男孩少。现有的设施主要供体育运动使用，而女孩一般不特别感兴趣。

总之，就乏味是否与忧郁、滥用毒品、和/或损坏公物等负面结果有关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实据。性别、阶级、种族以及休闲乏味的作用是否是即时性（即，对于眼前情况的反应）还是一种性格（即，一种持续的感觉）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对于青少年休闲乏味的原因的调查似乎相当一致： 乏味是一个人在环境中感到自己过分被人控制时的反应。

六、两种具体活动所说明的成长

下面我回顾的文献与两种有组织的具体活动相关，一是体育休闲和运动，一是公民参与。两者都能提供具体的案例说明某些活动如何促进成长结果。由于篇幅有限，不允许我们讨论青年所有重要和普通的活动（如音乐、媒体和科技）。不过，从下面一章所阐述的两项普通和重要的青年活动中，读者可以一览这些活动如何对青年的发展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运动休闲和体育

运动休闲和体育是全世界青年较为重要和普及的活动。但讨论体育具有挑战性，因为人们从多个层面上探讨体育，流行病学家提倡体育活动以对付肥胖病，社会学家和理论家把种族、性别、精英理念和商品化当作体育的一部分来探讨。在一些人眼里，体育是一种社会包容的公分母（译注： 意指人们共同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如全民体育； Goslin， 2002； Lee， K. M.， 2003）； 对于另外一些人，体育则是剥削的背景 （Burnett， 2002）。体育消费有积极的，也有被动的。鉴于体育专题的深度和广度，考虑到篇幅有限，我只打算重点提出几点。

在一些文化里，体育被系统地用来使青年参与社会，树立道德价值观念。譬如，1964年马来西亚政府建立文化、青年和体育部（目前称青年和体育部），以帮助维持该国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教育青年忍让和尊重的传统（Lee， K. M.， 2003）。“全民体育”计划不仅提倡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而且根据“国家青年发展方针（1997）”建立起“一支整体的、和谐的马来西亚青年力量，他们怀有强烈的精神和道德价值，有责任感，既独立，又爱国，由此激励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实现2020远景规划”。

在南非，体育不只是身体活动或娱乐和一个批评性反思的话题。南非的体育被视为在全球性世界中民族认同的一条途径（Naughright， 1997）。同时，体育也是促进教育、健康和卓越的渠道， 虽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个国家需要重建体育文化，以消灭歧视和不平等（Bauhaus & Oosthuizen， 2002）。

体育（以及休闲和旅游业）在伊朗也正在受到某些注意（Sheykhi， 2003）。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Sheykhi报告说，伊朗已经建立了“国家青年组织”，集中关注青年的休闲和体育需求。体育被视为一种手段，用于进行社交、提高国民素质、发展安全和健康的体魄，在伊朗国界内促进和平和友谊。随后，Sheykhi报告说，“害羞的男女可以通过体育进行跨文化交流” （p.203）。

全世界对肥胖症和心脏病的担忧说明，除了精英和/或竞争性“体育文化”之外的，了解年轻人的体育活动形式很重要。例如，在富裕、工业化社会中，青年更多参与较为被动、长时间坐着的休闲活动，这就带来了健康方面的危险（Dovey， Reeder， Chalmers， 1998； Gordon & Caltabiano， 1996）。例如，一项对新西兰青年的调查，显示在15～18岁的青年中参与运动量大的休闲活动的人下降了63%，从参与的时间和参与的项目来看都是如此。Gordon 和 Caltabiano发现在澳大利亚北昆士兰青年参与运动量大的休闲活动也有类似的下降。hendry等人（2002）报道，在挪威、苏格兰、瑞典，12～17岁之间青少年参与体育和有组织的活动也出现同样情况。不过，一项对西班牙青年的调查，发现10～15 岁之间的青少年参与运动量大的休闲活动的比较稳定（Lasheras， Aznar， Merino & López， 2001）。

参加运动量大的休闲活动人不仅在年龄上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方面也存在着差距。Lasheras 等人 （2001） 报告，每星期数次积极参与休闲的西班牙儿童不到30%，而且男孩要比女孩更活跃；来自高收入家庭的青年要比低收入的家庭更活跃。在一次对南非大学生的调查中，peltzer （2002）报告95.2%的白人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与此相比，同龄黑人学生只有29.2%参与。最后，作为最后一个案例，在一项葡萄牙对7年级到12年级学生的调查中，参加剧烈体育活动的男孩比女孩多，而且除了那些参加剧烈体育运动的女孩之外，在体育运动的选择上，没有组织的要多于有组织的（Mota & Esculcas， 2002）。同其他调查不同的是，他们发现参加正规的、有组织活动的人数比率没有发生变化。不过他们的确发现，随着年龄的下降，参加没有组织的活动的人数会减少。他们提出一种新的推动持久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 使活动更富有娱乐性的而不是竞争性。

公民参与

我们应该认识到，青年不仅从社团索取，他们也在许多方面在为社团作贡献（如， Ghimire， 2002； Irby & Tolman， 2002； Lagrée， 2002a）。从巴西、埃及和尼泊尔边缘化地区的乡村青年 （Ghimire， 2002） 到柬埔寨“社团发展志愿者”，到Mathare青年体育协会（Irby & Tolman， 2002），青年们利用空余时间参加公民行动，从而在自己的社区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力量。

Irby等人记录了世界各地青年的公民活动和参与的多种形式（如， Irby， Ferber， pittman， Tolman & Yohalem， 2001； Irby， 2001）。在斯洛维尼亚，休闲时间被视为青年积极参加公民活动的重要背景（Machacek， 2002）。同样，中国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在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应运而生（Lu， 2001）。该协会已经制订了由青年执行的一批帮助扶贫、建设社区基础设施和保护环境的长期计划。在中国台湾，当局自从1982年以来就大力支持志愿者行动，虽然有报道在实施志愿者政策和教育方面仍遇到困难。

另外一个案例出自对智利圣地亚哥的青年的调查。调查探讨了休闲机会、社区联系和公民活动参与的情况（Martinez etal， 2001）。在圣地亚哥地区的不少青年利用休闲时间帮助别人，参与公民其他活动。约36%的人参与或帮助慈善机构1～5次，28%的人引导或帮助儿童团体1～5次，36%帮助他们的朋友或同学3次或更多，36%志愿参加学校活动1～5次，33%帮助组织一个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组织1～5次。

前面对于体育、运动和公民参与的讨论与该专题现有的研究文献相比仍然相当不充分。欢迎有兴趣的读者考虑这些和其他来源，以便更好地了解青年如何已经和能够对他们的社区和社会作出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国际青年基金会发表的大量关于青年和公民参与的文献（IYF； http：//www.iyfnet.org/）。然而，尚欠缺的是参与公民活动相关结果的系统研究。跟体育和运动相关的结果的研究已经相当可观。

七、休闲与学校、家庭作业、家务和经济活动的关系

休闲活动不会在真空中发生。参与休闲时间的活动需要时间，青年们手头的时间有限，需要做的其他事情却很多，如家庭作业、家务琐事和家庭义务等。要获得机会参与休闲活动必须和这些事情竞争。而这些事务似乎由于收入和文化不同而各异。例如，许多东亚国家的青年面对一个高度机制化和竞争性的考试体系，似乎给参与休闲活动形成干扰。印度中产阶级的青年将他们三分之一的日常时间花费在与学校有关的活动上（Verma， Sharma， & Larson， 2002）。同样，韩国城镇中产阶级青少年报告一半时间花在学校相关的活动上（Lee， M.， 2003）。在印度和韩国，据报道，休闲活动基本上属于被动型。花费在学校相关活动上的时间和消极情绪和行为内向直接有关。另一方面，参与较多休闲的青年报告自己的积极情绪，但同时也诉说有更多学业上的担忧，学习成绩较差（Lee； Verma etal， 2002）。在日本青年中，情况类似，学校无论在重要性、时间方面都享有优先权，造成负面后果和心理压力 （Nishino & Larson， 2003）。

然而，就亚洲文化而言，休闲或闲暇时间相对学校时间的估量方式可能不能反映事实的真相（Stevenson & Zusho， 2002； Wu， Baker， Fang， 2005）。Wu 等人思考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亚洲发达国家的青少年在时间的使用上会有差距。他们指出中国台湾地区的青少年在学校里花费的时间要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青年多得多，但这并不一定确切地反映在这段时间里实际发生的情况之间的差别。他们指出，中国台湾当局的政策规定40%的在校时间必须用于“休闲教育”，其中包括科技、健康、艺术、体育和家务技能。每天在校时间虽然比较长，却包含了放学后的活动项目，包括一般性休闲活动和发展友谊（Stevenson & Zusho； Wu等）。

Wu 等人 （2005）也提出，语言的使用也可能混淆了参与形式和时间使用的准确评价。Wu 等人指出，用汉语拼音系统翻译英语“leisure”一词，中文里的“休闲”含有“休息”和“闲散”两个方面，而后者的意思是不积极参与。他们进一步提出由于儒家思想影响，休闲虽然重要，但必须定位于学业和勤奋的框架内。要真正了解儒家思想和亚洲发达社会背景下的青少年休闲，必须认识这种关系。

韩国是另外一个学校和休闲的关系值得注意的国家。由于政府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转向由消费主义促成的新自由主义，韩国的教育体系历经重大改革（Choi， 2005）。Choi指出，韩国学生为能进入名牌大学进行激烈竞争、在沉重学业压力下苦不堪言的情景已经不复再见；取而代之的是，业余工作和休闲已经成为韩国青年的标志性形象。新一代青年的一个特点是对权威、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某些反叛。对所有韩国青年，学业的成功已不再是憧憬未来的驱动力，虽然拿文凭仍然为文化所要求（Choi）。与本文中其他论述相似，Choi的调查显示在他采访的一群来自某非国立学校的年轻人中存在着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不可测的感觉。Choi指出，在新近改革的学校体系中不成功的青年代表目前教育体制的失败，并导致阶级差距的加深。

我本人在多哥和南非的调查中也遇见相似的情况。在多哥，女孩被大力鼓励去学校提高学业，实际上不允许玩游戏（如，ampe， 一种依靠脚部技能的土著游戏），因为大人认为游戏会浪费学习时间（Adubra 等， 2002）。虽然，这种规矩可能正在放松，但事情由于女孩要做家务变得复杂化了。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男孩和女孩都缺少休闲时间，但是女孩受到更多文化规范和机会的约束。同样，在许多拉美国家，尤其在乡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人们让女孩过早离开学校，在家料理家务。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那里太贫穷（Stromquist， 2001）。因此，几乎没有希望会有空闲时间进行休闲，因为“家务太忙，不允许她们有上学所必需的空余时间……”（Stromquist， p.47）。

最后一个案例来自南非，它说明各种各样必须做的事在争夺青少年的空余时间。那是一个较大规模、随机的控制实验（Caldwell等， 2004） ，对象为来自开普敦附近的贫困城镇中学女生，目的在于了解她们的休闲制约因素。主要的制约因素是做家务的责任，包括照料年幼的兄弟姐妹。

八、休闲作为预防危险和减少伤害的环境

我已经提供实据，表明休闲既能够成为积极成长和康乐的环境，也能够成为危险的环境。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休闲越来越被视为预防危险和减少伤害的重要途径。例如，Criado （2002） 详细记录了对西班牙青年的一系列全国调查，反映出20世纪70年代前期佛朗哥政权的倒台带来的政治结构的改变如何标志着一种青年文化的崛起。这种文化不仅具有不同形式的休闲，而且与滥用药物紧密相连。作为西班牙文化的一个新问题，当时，滥用药物被认为是一个“青年问题”。此外，该问题由于失业和青少年犯罪而变得复杂化。休闲被视为既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答案。譬如，第四次全国调查报告（1977）的导言声称“毫无疑问，提供良好的国家服务来刺激创造性和娱乐性的休闲是预防青少年冲突的最佳措施之一” （Criado， p.50）。

在中国台湾地区，休闲也被看作是预防危险的一种环境。但是，在那里，和休闲相关的是过分强调学习成绩而引起的心理压力（Liu， 2002）。 Liu 指出，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表现出情绪低落，有可能发生越轨行为。Liu建议，台湾学术界应该提倡开展休闲活动，以降低与学业压力相关的心理压力和焦虑，预防行为不当。

回到先前关于被动和无组织的休闲的讨论，有些研究人员将被动的活动和危险行为相联系。Lee （K. M.， 2003） 提出，游荡同行为偏差和不健康活动有联系，诸如阅读和观看色情材料、发生婚前性关系（从而增加了hIV/AIDS艾滋病风险），赌博、偷窃和滥用毒品。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则将一些匈牙利青年与同龄人一起参与商业性活动跟行为出现偏差相联系（piko & Vazsonyi， 2004）。

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Gordon 和 Caltabiano （1996）在澳大利亚北昆士兰乡村和城镇青年做了一次抽样调查，对跟休闲有关的因素和偏差行为做了比较。所有青年最常见的休闲活动均属被动性，城镇青年的休闲满意度较低。自尊心低和追求高刺激预示城乡青年都可能滥用毒品，而自尊心低和追求高刺激的乡村青年则更可能犯罪。

被动、非参与性休闲和危险行为的关系可能在各文化中都一样，差异不多。Vazsonyi等人 （2002）的结论是，根据他们对美国、荷兰、匈牙利和瑞士青年平时活动和偏差行为的调查，青年度过时间“的方式极为相似” （p.415）。虽然偏差行为的程度略有差别，但在每一抽样中，偏差总是与和同龄人一起有关；一人独处、和家人在一起或在社区中度过时光则与偏差没有关系。本文讨论的南非的研究案例也告诉我们，非正规的日常活动同偏差有关，是因为经历了淡漠和乏味的缘故。

西方文化在过去20年中提出预防危险和减少伤害的概念，把它作为应对有问题的行为的首选方式。其指导思想是预防要比治理（如， 上毒瘾和自杀企图）更为可取。有证据表明，在某些非西方文化里，这种方式被认为可行。譬如，针对马来西亚青年游荡问题的全国调查结果，政府制订了“青年伙伴”计划，提供替代性活动，将青少年导向健康和富有建设性的娱乐活动（Lee， K. M.， 2003）。我们在南非的工作也是基于这样的观点。

但是，为了使预防危险和减少伤害的努力产生效果，至少两个重要因素必须到位： 休闲教育和参与休闲的机会。我在总结部分将讨论这两个专题。

九、差异和相似： 重新组织问题

许多年轻人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长大。即使在前工业化社会——诸如多哥的小乡村里，发电机也能让人们观看现代电影，电台则让人了解世界。青少年受到全球化的不同影响，他们接触全球化机制（如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机会不同。休闲的参与和时间的使用的含义可能随文化的不同而不尽相同。尽管存在上述差异，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所有年轻人有需要也有权利以文化上适应的方式体验休闲、促进成长和健康成长，同时避免危险行为和对健康不利的结果。总体来看，存在令人信服的实据来表明： 如果能以积极的方式利用，休闲能成为人类成长的有力环境。

超越文化

尽管全世界各社会之间巨大的文化差距，青少年休闲问题可能最好还是从性别、种族、人种、教育和经济社会地位（歧义很难消除），而不是从国家或文化角度来研讨。有些作者提出，存在着一个全球性的青年文化和市场。其他人集中精力认识与成长和休闲相关的特殊因素。我并不认为这两种观点互不相容，而是主张这些观点取决于讨论的层面和焦点。但是，要真正认识和开发青年的休闲节目，必须考虑到： 虽然成长的使命和理论观点、社会力量在各社会中可能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因素却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因此应该仔细进行研究从而理解这些差距，并制定出针对它们的新政策（如， Brown & Larson， 2002）。

例如，hendry 等人（2002） 调查了他们的“休闲焦点模式”——指活动形态的转换——在各文化中是否没有变化。他们介绍说，商业性休闲的参与存在着性别和社会阶级两方面的差距。hendry等人得出结论说，虽然他们的模式主要似乎适合英国城镇青年人口，但从跨文化角度来看待，活动形态并不十分清晰。他们认为其中一个解释可能是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变化。随意性休闲似乎被商业性休闲所取代；在街头游荡转变成去咖啡馆、比萨饼家和快餐点。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想成为“‘全球化西方’社会一部分的愿望甚至波及‘内陆乡村’” （p.12）。hendry等人则发现了性别、文化和乡村的现实带来的差异，所以需要更多的调查来研究商业化对于乡村青年休闲活动的影响。他们特别指出，乡村女青年的休闲机会要么不存在，要么不相关或不适合。最后，他们对自己原先“青少年存在一个单一和普遍化（理论上的）模式”的立场做了批评，并归纳说，休闲焦点模式虽然以前可能有用，但是全球化已经带来了一个局面，只有通过“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分解调查中的各种发现，才能找到真正重要的事实”（p.13）。

性别

另外一个案例告诉我们，除了受都市环境的现代化的影响之外，性别对于印度青少年休闲活动的影响似乎十分严重 （Verma & Sharma， 2002）。然而，尽管有现代化的影响，传统的家庭理想、文化传统和宗教节日仍然相当重要。此外，65%的印度青少年生活在乡村，因此以社区为基础的休闲活动最为普通，并围绕农业的节奏和周期进行 （Verma &Sharma）。最后一个案例是Roberts 和Fagan （1999） 对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青年参与休闲活动模式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传统的性别和阶级分界仍然存在，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等级制度已经形成，反映出一种更加面向消费者的文化。

休闲和社会分化

尽管参与休闲活动可以带来种种有益的结果，但是休闲机会，因而也是成长机会，却常常受到社会文化、社会政治和/或经济问题的制约。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经济分化同时出现。这种分化把一些人排除在休闲的可能性以外，同时也导致了一部分青少年的危险行为和偏差。例如Sheykhi （2003）指出，失业的迅速增加会导致大面积社会动荡，使不少伊朗青年滥用毒品。先前我曾提到西班牙 （Criado， 2002）和马来西亚（Lee， K. M.， 2003）的类似情况。在这两个案例中，研究人士都建议提供休闲服务和机会，以制止有问题的行为，并向青年提供有意义的参与内容。我在南非的调查也遇到类似问题。由于长期对黑人、有色人和印度裔南非人实行歧视，造成基础设施匮乏，非白人青年几乎没有机会通过休闲获得成长。与此同时，他们却有大段的空闲时间可能会从事危险行为。

在智利，社会分化也影响休闲参与的机会。Martinez等人 （2001）采访了圣地亚哥的青年，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所有的青年还有崇高的愿望和兴趣，许多人遭遇来自社会阶级结构的体制性障碍。在中上层或上层阶级社区，家人或家庭对青年的社会和休闲活动负有责任。但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中，青年需要依赖其他青年和公共机构提供类似服务。可是这类服务常常欠缺，青年抱怨他们感觉自己被抛在一边。

以上是一些简单的案例。它们说明对全世界许多地方的青年来说，精心安排、有组织的休闲活动乃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一般只有那些拥有特权的人才能享受。鉴于休闲是成长和预防的重要环境，因此需要给予更大关注，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休闲机会和政策。

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问题

以下我将讨论与休闲和青少年成长有关的三个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问题。首先，政策制定和服务的提供必须系统地进行，并有青年的参与。第二，服务和机会的提供虽然非常必要，但其本身还不够；需要某种形式的休闲教育。最后，同前面两点有关，需要一种预防而不是反应式的处理问题的方式。那些在青年的时间使用方面还没有经历过重大问题的社会更是如此。

已经有不少文章从全球角度研究如何向青年提供支持、机会、项目和服务问题（如， Irby & Tolman， 2002； pittman等， 2002）， 特别在“西方”文化中（如加拿大政策研究网络， n.d.； pittman等； White， Murray &Robins， 1996）。但是研究如何开发有效的政策来推动休闲参与，从而推动青年发展和预防危险行为的文章却不多。White 等人建议进行一系列的回顾，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开端。具体地说，他们建议回顾的内容包括“空间”（即找出存在哪些公共空间）、“人”（即找到那些关心公共空间的人）、“使用情况”（即找出现有的和替代的空间使用）和“权力”（即找出公共空间是如何建立在包容或排除的基础上的，其原因又是什么）。

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将青年作为项目和政策的共同制定人，其重要性必须强调再强调。“青年的声音和选择”对于项目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例如，即使马来西亚政府用心良苦，通过青年和体育部建立休闲项目，但是青年却不满意，项目参与率也较低 （Lee， K. M.， 2003）。Lee报告说，项目的设立是基于成人和决策者的主观意识，没有充分征求青年的意见，甚至没有调查他们的需要、愿望是什么，参与的制约又是什么。决策时，除了征求他们意见和他们的积极参与之外（就是说，不是挂名的参与者），还必须有广泛和多样的青年代表性。

第二点，仅仅提供机会是不够的。大多数青年不知道如何参与有意义的休闲活动，即使这些机会存在的情况下也如此。青年需要成人的支持和引导来学习技能、克服制约和培养恒心。因为许多青年在生活中缺乏成人照顾，有必要在校内和课后环境里提供系统性休闲教育。但是，休闲教育应该不只是教授青年技能，而应针对本文前面所论述的重要的成长问题（如动机、认同、寻找共同志向和学会避免乏味等）。

服务的提供、政策开发和休闲教育能够结合在一起，为青年发展、预防危险和减少伤害等重要目标作出贡献。青年被视为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有时候有些青年确实成为问题和缺乏方向。然而，这种行为的原因更有可能出自经济和文化问题（如，缺少机会、歧视和经济弱势），而不是青年自身固有的问题（如，需要临床诊断）。“健康南非”是目前正在南非中学生中开展的一个休闲和健康教育综合项目（Caldwell等，2004）。目前正在对其有效性进行广泛的纵向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促进积极休闲、减少危险性行为和毒品的滥用。有必要提出更多、更广泛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并对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的实施进行严格的评估。

十、归纳和指导原则

总起来说，本文从全球视角提出了一些有关休闲和青少年的问题。可参考的文献很多，虽然拉美、非洲和中亚文化的文献仍不容易找到。此外，由于篇幅有限，不少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残疾、宗教和性倾向。还需要就具体休闲活动、预防犯罪和休闲教育进行更深层面的研讨。由于篇幅有限，也同时省略了玩耍在儿童成长早期的重要意义。但愿所提供的资料能够成为一个跳板，帮助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令人着迷和错综复杂的休闲和青年发展的领域。

作为休闲和青少年研究的质量的综合评定，以及休闲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性的统一认识，似乎还有许多研究文献应该在本文提及。它们从总体上提供了严格的实据，证明休闲对于青少年的重要性。然而，从不同专题来看，也存在不统一的地方，研究成果也不均匀。我在本文中努力注意到这些情况。根据当前研究状况，我从整篇评论中归纳出以下原则。

1. 休闲和青少年这两个词和文化密切相关。根据不同文化和亚文化的使用环境，这两个词具有不同含义。

2. 休闲能够成为青少年成长的一个有利的环境，但同时，休闲也能成为危险行为的环境；二者不一定相互排斥。尤其是通过其促进自主行为、兴趣、社会联系和技能及能力培养的作用，休闲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认同感和积极情绪，使他们和学校、教会和社区等社会机构建立起联系。休闲也能够成为产生压力、焦虑和乏味的环境，其结果常常导致毒品的滥用、危险的性行为，以及偏差和犯罪。

3. 因此，需要进行正规和非正规的休闲教育，促进积极成长和预防危险行为。

4. 已经有了一些证据，表明某些有组织的活动比某些没有组织的活动能产生更佳的成长结果。这一说法虽然有一些经验支持，但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认识“有组织”和“没有组织”的活动的价值，并认识把它们作为分类标准是否合适。

5. 文化、环境、性别、人种可能对青少年成长和问题的含义和过程施加不同的影响。

6. 政策和社区必须向青年提供基于休闲的支持、机会、项目和服务，以便让他们充分享受休闲的发展环境。

7. 青年应该成为塑造环境的积极参与者。因此，他们应该在开发基于休闲的支持性活动、机会、项目和服务中拥有发言权。


第10章 休闲与康乐晚年

世界人口老龄化正在空前加剧。据预测，全世界65岁及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7.7％迅速上升到2050年的16.1％，增长速度超过2倍（2005年联合国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署 人口分部）。尽管人口老龄化在世界较发达地区步伐更快，但各大洲都将经历不同程度的人口老龄化。欧洲将经历最剧烈的老龄化，估计从2000年到2050年增长129％，其次是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诸国，它们的增长率是12.8％，亚洲增长11.6％，大洋洲9.6％，北美增长8.7％，非洲增长3.4％，最大部分的增幅是80岁及80岁以上的老人，占2000年全球人口的1.2％，将会在2030年翻倍达到2.4％，到2050年更将增至4.3％。

人口老龄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不断降低的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明显增长，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46.6岁

增长到21世纪早期的65.4岁（2005年联合国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署 人口分部），从2030年到2035年，全世界人口预期寿命将持续增长到72.2岁，至21世纪中叶达到75.1岁。虽然全世界范围人口预期寿命不一样，但所有各大洲的人口预期寿命却都在延长。越是发达的地区，预期寿命长度的延长越快，从2005—2010年间的76.2岁，将上升到2045—2050年的82.1岁。在一些欠发达国家，生命周期也在延长。从2005—2010年间的64.6岁，到2045—2050年间的74岁。在世界最不发达地区，即使艾滋病盛行，但预期寿命也依然在延长，从现在的52.5岁，将上升到2045—2050年的66.5岁。

鉴于老龄人口的急速增长，毋庸置疑地，全世界许多地区决策者们将会把他们的注意力聚焦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上。在联合国关于老年人综合项目和国际老人医学协会制订的优先政策联合研究中，重点关注了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经济条件下，对老龄化过程中意义和体验上的变量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并确定健康老龄化和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以确保所有老年人能安度晚年。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如体育锻炼、运动、娱乐、休闲或一些产出性的活动等已被研究人员和年长者确认为是他们老年生活中的积极体验、“成功老龄化”、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部分。 正如Kelly（1996）指出，与任何其他生活和体验相比，休闲可能对生活质量更加重要。

本文主要探讨老年人的休闲活动与康乐晚年。它总结了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休闲在晚年生活中的地位，也指出了对其在认识上还有差距。虽然休闲和康乐晚年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现有证据清楚表明了休闲能够为继续参与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机会——表现自我，发展自我和培养归属感的机会——对康乐晚年必不可少。

一、把对休闲和康乐晚年的研究放到具体背景中

关于老龄化还没有一幅综合性的图像。事实上，老年人和老龄化的过程有相当的异质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Taylor 和 Ford（1981）强调了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存在着“看似无止境的”的不同。今日老年人的生活比以往更加多种多样，将来必将比现在更多样化。老年人在年龄（现在世界许多地区对老年人年龄的界定存在40年的差异）、性别、种族、文化价值、传统、社会经济地位、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性倾向、语言、宗教信仰和健康等方面均有不同。他们居住的地理位置、旅行过的地方、住房条件以及和一起居住的人不同，他们的情况也随之不同。他们所获得的、应付老年期经历的变化所必需的个人、社会和制度资源不同，他们的情况也随之不同。过去的老人和现在的不同，将来的和现在的也不同。

我们所理解的老龄化和晚年生活都和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社会地位、政治、文化、历史有关。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影响着人们对晚年生活意义的理解，它决定着怎样才能有康乐的晚年。事实上，为数不多但却日益壮大的现象学、种族方法学、传记学对老年研究资料表明，老年人所需要的晚年生活有多种含义（例如,Beyene 等,2002;Jolenki 等,2000;Nilsson 等,1998）。研究表明随着经历的改变，老年人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在新环境下我们对哪些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变化，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有了新的理解（heikkinen, 2004）。晚年生活含义和经历也对老年人的休闲含义和经历有着重要影响（Gibson 等, 2002）。的确，老龄化过程的形式多种多样，休闲在这些不同的老龄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却又不同的角色（如, Nilsson等, 1998; Thompson, 1993）。鉴于生活经历和老龄化方式的多样性，需要一种多样的老龄化和康乐晚年的形象和模式。

尽管老年人的特征和经历各不相同，但是大部分关于老龄化的总体研究、老龄化与休闲的具体研究，还是倾向于把老年人看作是一个特性相同的群体。其结果便是使老龄化过程“正常化”。无论是参与或非参与理论（如参见Bühler, 1933; Cumming & henry, 1961; Erikson, 1984; Erikson 等, 1986; havighurst & Albrecht, 1953, Jung, 1931; and Rowe & Kahn, 1998）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采用生物学模式。这一模式把老龄化当作一个“问题”，一段体力衰退、能力丧失、疾病缠身和残疾、隔离、依赖和丧失社会角色等的时间。本质上说，老年阶段被看作是生命中不理想的阶段（Wearing, 1995）。这些理论规定了成功的老龄化必须的最佳标准，并且假设所有的结果是一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类工作不是简单地描述个人是如何变老的，而是主要更多地关注个人应该如何变老” （Chapman, 2005, p.10）。但这些理论没有考虑个人或文化差异——包括价值观、晚年生活的意义和丧失，康乐晚年的定义以及人生晚年的目标和追求的差异。他们将重点放在个人的康乐晚年，却很少考虑影响个人达到晚年生活理想目标的那些外部、环境的因素。

最近一些模型着眼于老年人的适应能力和种种可能性。这些模型意识到老年生活的不同含义和经历，认为很有可能存在不同的康乐晚年形式 （如参见, Baltes & Carstensen, 1996; Baltes, Wahl & Reichert, 1991; Kahana & Kahana, 1996; Schulz, 1996; Sherman, 1993）。康乐晚年的模型不但强调了晚年生活的“失”，更强调了晚年生活的“得”、资本和能力，这些正面的因素更能准确反映他们“现实”的生活。和“成功老龄化”的观念不同的是，“康乐晚年”这个概念不是静止的。它没有一成不变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开放的、在晚年生活中创造生命意义的动态过程。比如，Johnson （1995）强调“康乐老年的最重要标志不是持续的健康和康乐，而是个人对老年过程中境况的社会心理理解” （p.126）。因此，康乐晚年涉及独特个体特性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物理环境之间的互动。

康乐晚年和当前生活质量的概念非常相似。例如，加拿大健康促进中心把生活质量定义为：“人们享受他们自己生活中重要可能性的程度” （Rootman 等, 1992, p.23）。“可能性”是指个人与之所处环境间的不断互动而带来的偶然发生或刻意选择的机会和制约（Renwick & Brown, 1996）。根据这个观点，“可能性”存在于生命的以下三个领域中：

1、存在，主要指人最基本的一些因素（即个人的物质、心理和精神层面）；

2、归属，指个人和他们所处的物质及社会环境的适应（即在当前环境中感觉很放松，有一种归属感，并能平等地分享社区资源）；

3、成为，指的是个体所参加的实现目标和生活理想的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即实践性活动，休闲活动和促进成长的活动）（Renwick & Brown, 1996, p.82）。

晚年生活的生活质量是变化的，并且因生活环境和经历的变化，以及对这些生活环境的评估不同而不同。

研究表明，“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为他们各自生活能力和条件提供积极有益的环境，所有人都能康乐度过晚年” （Johnson, 1995, p.127）。康乐晚年的概念以及更加动态的生活质量的概念也许可用来帮助解释为什么尽管经历了失落和挑战，大部分老年人都能感到满意和满足。当然Baltes和 Baltes （1990）, Roff和Atherton（1989）研究表明，那些根据更客观的标准，诸如住在养老院、体质虚弱、慢性疾病的老年人似乎没有康乐晚年，实际上正在通过补偿或改变生活环境而实现康乐晚年（Johnson, 1995）。尽管目前很少有研究考查老年人度过康乐晚年的不同方式，但这种概念在未来的研究中很有前景。“康乐晚年这一概念的优势在于： 它涵盖了个人怎样通过不同方式，在生命转变过程和晚年不断发生情况的时期，对资源和参与程度的变化进行诠释” （Chapman, 2005, p.10）。

二、老年形象和休闲

描写个人和社会层面老龄化的主要文献对变老的含义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解，即“积极文本”和“消极文本”。消极文本在西方文化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占主导地位，强调了变老的必然性和晚年生活中情况将变得更糟、依赖性增强和心理失落的不可避免的本质 （Dionigi, 2006; Mchugh, 2003; Wearing, 1995）。这一文本有两个重要结果，Macintyre（1977）称之为人道主义公式和组织公式。前者侧重于怎样尽量给老年人提供最好关怀的“问题”。这个观点关注提供更多的“关心”老年人的服务，而不是与他们携手并支持他们实现他们的潜力（Walker 等, 1996）。后者侧重怎样减少由于不断增加的老龄人口——即所谓的“人口定时炸弹”带来的社会开支“问题”（Reed & Clarke, 1999）。

最近出现了一些积极文本，它们主要描述这样的晚年形象： 一段健康、活跃、忙碌、自由、自立和智慧的时期。永不衰老和抗衰老运动否认老龄化（Gillick, 2006; Mchugh, 2003），但积极文本并不否认老龄化。树立积极的老年形象，有助于老年期自我负责、促进积极的生活方式和对年轻的渴求。“现在一个主要观点是老年人应该采取预防措施来维持尽可能长时间的身体活跃、健康和生活的独立性” （Dionigi, 2006, p.182）。老年的积极文本也导致休闲和退休的商品化，以及广告泛滥： 引诱老年人 “购买各种永葆青春的生活方式”。最张扬的实例是主要在北美崛起的退休后积极生活社区。这些以年龄区分的社区为那些选择、并有经济条件搬迁进来的人提供健康、长寿、休闲的生活方式 （Mchugh, 2003）。

两种论述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都带有对老年人的歧视，都没有能捕捉到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实质。例如，Mchugh（2003）认为 “所谓的积极观点隐含着对人生变老和老龄化这一事实的否定和压抑，让人充满快乐的错觉，一方面讨好年轻人，一方面羡慕成功的成年人。这一观点没有给第三年龄段或之后（译者注： 也就是老年阶段）赋予意义（p.180）。不管怎样，积极和消极文本都把年老视为不受欢迎的、应当被推迟和避免的。

这些晚年生活的描写普遍深入地影响了许多人的晚年生活经历（Fineman, 1994; hurd, 1999; Wearing, 1995）。它们提出对老年人需求、行为和能力的期望，对怎样对待老年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强调老年人“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想要”做什么。Wearing （1995）强调当这些文本被老年人本身内化之后，主流的老龄化形象可能对老年人造成伤害和限制。比如，Minichiello和他同事做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澳大利亚的老年人患有“观望”综合症，这便是老年人的积极、消极文本的后果。“观望”综合症包括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他人］观察和监视老人，看他们是否出现衰老迹象。尤其观察老年人，看他们是否仍然尝试积极参与生活、保持健康、参加有意义的活动，维持身体形象和记忆力。根据搜集到的老年人健康和应对能力的信息，然后依照这些基准，保持或降低期望值……对老年人的这种观察被用来判定他们是否正在变老还是已经变老，然后采取相应的形式对待它们。（Minichiello 等, 2000, p.268）。

对老年人“观望”的结果一般有两个： 一是把有些人标记为“仍在尝试”，另一些标记为“不再尝试”。一个很强烈的假设就是与“不再尝试”的老人相比，那些“仍在尝试”的老人会在很多方面受到更积极肯定的描述和对待。与此相对，“不再尝试”的老人就会因此被同龄人和其他人排斥。此外，那些“不再尝试”的老人生活形态的改变（即，退出活动或减少参与）会被这些老人自己和周围的人接受，并被视为一个正常衰老过程的一部分。但是，一些可能影响到这些变化的外部因素却被忽视了。许多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进行的研究调查表明，老年人通过多种方式来证明自己“仍在尝试”，并通过“试图创造与成见截然不同的老龄化新形象”来改变老龄化消极文本（Minichiello等, 2000, p.274）。抵制和挑战老龄化消极形象的方法之一就是策略地选择生活方式和活动。

虽然有关休闲和其对晚年生活作用的研究刚开始不久，但是理论和实证上都有证据表明休闲对抵抗晚年生活陈旧形象的潜在作用，尤其是能抵制老龄化消极形象文本。迄今为止大多数实证研究都集中于体育锻炼、运动、参与社区的活动和产出性活动上（比如志愿活动）。一些初步证据显示老年人利用休闲来使自己远离和挑战老年期生活消极文本。休闲为老龄化提供新的含义，并成为构建老龄化新文本的途径 （Dionigi, 2002a, 2002b; hargreaves, 1994; hurd, 1999; Minichiello 等, 2000; Thompson, 1993; Whitaker, 2005）。 Wearing （1995）认为，休闲作为一种抵制老龄化的策略非常重要，因为休闲强调老年人能力的继续，而不是强调他们再不能做什么，因而证明了每一老年人都具有的潜力。休闲可以给身体、精神和社会活动的继续参与提供平台，因而能赋予老年人力量。或者休闲可能单单提供一个空间，让老年人“成为”他们自己。

但是，休闲在改变老龄化主流文本中的作用更为复杂。休闲既可能帮助老年人抵制有关衰老的成见，也可能延续老龄化的积极和消极文本。Dionigi （2006） 从和老年人参加名人运动赛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强调指出，“有关衰老、身体和体育活动有着两种矛盾的论述，对这种论述的抵制和顺从可以同时发生” （p.192）。在利用休闲使他们远离消极的晚年生活形象的同时，他们也使用和加强积极老龄化文本。一方面，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使自己保持健康和独立被视为成功老龄化的关键；另一方面，老年又被视作一种应该避免的东西。很明显，各类休闲对抵制以及／或者延续老龄化的主流论述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复杂，需进一步分析。

三、休闲和健康

大多数关于老年休闲生活研究的是探讨休闲对促进康乐的作用。许多这方面的研究运用定量和定性模式，采用成功老龄化的参与和非参与理论。研究显示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可以产生积极的结果，有助于老年生活中增强体质、提高认知、情感和心理及社会康乐。

休闲和身体健康

在所有休闲活动中，体育锻炼（包括运动和健身）的影响得到最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力证明了积极的生活方式对老年人的身体康乐有很大的影响（见Mannell论文）。对不同人群的纵向调查显示： 参加剧烈的体育锻炼（即耐力训练，有氧运动），无论是单独的还是群体的，都与死亡率的降低相关（例如： Fiatarone等，1990；Lee等，1995；Lennartsson & Sliverstein等，2001），与晚年生理机能与独立性的保持相关（例如： Fiatarone等，1990；Unger等，1997），以及与老年有关的一些症状相关——包括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2号糖尿病和骨质疏松（例如： Bijnen等，1998；Ellekjaer等,2000；Lee等，1999，Manson等，1992；Schneider & Davidson2003）。事实上，身体活跃的老年人，相较于那些不活跃的老年人，似乎显示生理变化的不同形态和速度。体育锻炼对糖尿病、关节炎、骨质疏松和高血压的治疗有效。就身体健康和长寿而言，晚年体育锻炼的程度比早期的更为重要。

研究人员开始探索体力强度小的锻炼方式对身体康乐的作用，比如散步、志愿活动、上课、社交活动等。一批前瞻性研究采用全国代表性抽样，证实轻松类型活动方式也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延长寿命。比如，轻松或中速步行、社交活动和富有成效的活动同较剧烈的健身锻炼一样对身体健康有同样的益处（例如： Glass等，1999；hakim等，1998；L aCroix等，1996；Seeman等，1995）。即使其他活动受到限制，志愿活动仍和一些身体健康指数密切相关，包括自我健康打分 （Marrowhowell等，2003；Vanwilligen等，2000），降低死亡率（Musick等，1999；Oman等，1999；Shmotkin等，2003），减少机能依赖水平（Marrowhowell等，2003；Oman等，1999）。而且，在世界工业化程度更高的社会里，老人通过志愿活动获得的对社会贡献感对其健康大有裨益（Su & Ferraro，1997）。

该项研究似乎提示不同方式的锻炼分别以不同形式影响着身体健康；但身体和非身体运动的结合可能对老年时期的身体功能产生更好的作用（horgas等，1998；Unger等，1997）。但是，取得身体健康要求达到的活动量，或其他因素在活动参与和身体康乐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仍不清楚。例如，就志愿者组织的数量、志愿活动的时间、组织的类型或社会联系的水平而言，志愿活动的结果不一致，也对活动与健康的关系产生影响。

对于休闲活动促进身体康乐的确切机理或过程的认识，则更显不足。活跃的身体与心理层面都对晚年生活的身体健康起了关键调节作用。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活动与脂蛋白水平的有利变化、钾含量增加、 纤维蛋白原的减少、葡萄糖新陈代谢的改进相关（LaCroix等，1996；Yamanouchi等，1992）。体育活动也可以通过增强体力、提供生活目的性和成就感（Stathi等，2002）、增强自我效率意识和自控能力（McAuley & Rudolph,1995;Menec & Chipperfield,1997）, 加强社会融合和社会接触感（Stathi等，2002）来改进身体健康。除了这些关系以外，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更全面理解晚年时期不同的活动方式如何影响身体健康的各个方面。

休闲与认知康乐

来自世界各国不断增加的证据充分显示： 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直至进入老年都保持参与式生活方式与晚年的认知康乐有密切联系。研究特别强调身体、认知和社会活动方面的参与对认知健康和功能的影响。在无痴呆的老人抽样中，更频繁参加激发性活动者能提高认知功能（例如： pignatti等，2002；Schooler & Mulatn，2001；Seeman等，2001；Wilson等，1999，2003a）、减缓认知能力衰退（例如： hultsch等，1999；Wilson等，2002，2003b）、降低老年痴呆发病率（例如： Balfour等，2001；Laurin等，2001；Scarmeas等，2001；Verghese等，2003；Wang等，2002；Wilson等，2002）。使用功能图像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那些积极参与激发性活动或环境的老年人对痴呆病理更有抵抗力，因而为“认知功能保留”的假设提供了支持（见Scarmeas & Stern,2003）。参与活动与认知康乐的关系已经得到实验研究的支持，表明活动参与水平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晚年认知功能（Colcombo & Kramer,2003;Willis & Schaie,1986）。纵向研究显示，激发性生活方式和认知功能的关系很可能是互惠和双向的，即，认知功能很可能促进活动的参与，同时活动参与能提高智力功能（pushkaz Gold等，1995；Schooler & Mulatu,2001）。

一些活动的参与和某些认知康乐结果的关系更为密切。例如，相对大运动量的体育锻炼，参与社会、智力和富有成效的休闲活动可能对降低老年性痴呆和其他痴呆（例如： 血管性痴呆，混合性痴呆）的风险更有益。关于体育活动和痴呆症之间的关系，迄今进行了少量以人口为基础的纵向研究。它们的结果并不一致，尽管最近的研究颇有希望（例如： Dik等，2003；ho等，2001；Laurin等，2001；Yaffe等，2001）。即使体育运动对保持整体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它对于保护老年人防止意识受损和痴呆的作用仍不清楚。

在其他认知过程中，体育活动似乎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对老年人维持和提高认知功能的作用更为显著。就老年人而言，智力和体育锻炼会伴随着他们的认知功能的衰退而下降。在晚年生活中，较剧烈的运动和较轻微的活动（比如走路）与较高的认知功能和认知功能的退化的减少有着密切关系。Colcombc和Kramer （2003）认为，那些特别容易受到年龄影响的认知过程，例如大脑的执行控制过程（即计划、时间安排、工作记忆、干预控制、任务协调）可能尤其容易受到体育锻炼的影响。在包含有氧体操、力量和灵活性锻炼相结合的健身项目中，每次时间至少花30分钟似乎最为有益。其他挑战老年人身体、智力和社会技能的代际和志愿活动，例如体验队（Experience Corps）（Friodx等,2004）, 看起来非常有希望改善他们晚年的认知能力。另外，不同活动对不同认知康乐指标的影响在男女之间也许会显示不同的结果，因而，在这个领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再者，参与活动和认知变化间的关系会在受教育差异大的老年群体里更加体现出来（Christensen 等, 1997, pushkar Gold 等,1995）。

活动促进认知康乐积极结果的具体机理尚不能确定。体育活动和锻炼可能依靠改善大脑的血液流动（hall 等人2001）、 供氧能力和大脑营养供给提高老年人认知功能（Dustman 等人, 1984, Spirduso, 1980）。鉴于一些研究中发现与女性的密切联系，研究人员也正在探索年老女性的体育活动与荷尔蒙代谢之间的相互作用。Schooler （1989） 的环境复杂性假设可以帮助解释其他类型的活动在改善认知康乐中所起的作用。该假设提出： 丰富的、激发认知的环境能促进、支持认知性和社会活跃性的生活方式，从而能在大脑里产生更多的树突和突触连接。

三、休闲和心理健康

评价休闲和心理康乐之间联系的一个主要挑战是： 心理康乐和相关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测量标准。反映一个人的心理或主观康乐的各种概念常常交替使用。“康乐”、“幸福”（Bradburn,1969）、“生活满意度”（Wood, Wylie & Sheafor,1969）、“精神面貌” （Lawton,1972）、“精神健康”、“情感健康”、“情绪”和“感情”已经被用做心理康乐的同义词。虽然这些概念之间有联系，它们却非完全一致（见 Dupuis & Smale,1995; Mannell & Dupuis, 2006）。首先，这些概念侧重的时间不同。快乐反映出对当前事态的评估，而生活满意度是对过去的评估，精神面貌则侧重于将来。第二，不同的概念反映了康乐状态是否是持久、稳定还是短暂或多变。幸福通常被认为比较短暂并且在环境中易变，但生活满意度和精神面貌被视为一种长久的状态。第三，不同的概念反映了认知或情感状态。比如，生活满意度更多包含认知成分，人们被要求对他们人生做一个全面的综合评定，这可能包括愿望和成就的比较。另一方面，幸福更多地含有情感或感情成分。第四，这些概念在测量反映主观康乐的积极或消极生活经验的程度不同。例如，Bradburn （1969） 指出幸福综合了正面情感和负面情感。最后，这些概念的差异还反映在是否全面或整体评估了康乐，还是评估了生活的某些具体方面，比如工作、家庭、休闲。研究人员主要用满意度测量生活的具体方面和单一领域，比如工作和休闲满意度 （Mannell & Dupuis, 2006）。

尽管心理康乐的概念化定义存在差异，但人们普遍认为“它归属于测量生活质量问题的大范围”（Kozma, Stones & McNeil,1991,p1）。心理康乐反映了积极的心理功能，人们幸福、体验积极情感的程度和没有体验到沮丧、焦虑的程度（MannellDupuis，2006）。与此相一致的是，Diener 等（1999）将主观的康乐定义为“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人们的情感反应（愉快—不愉快情感），主要领域满意度和总体生活满意度”（p.277）。

一些发达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休闲活动模式和一些心理康乐的测量之间存在联系。参加休闲活动的老年人感到更幸福和更满足，自我报告中有更积极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对他们的生活也会更加满意；同时悲痛、焦虑、沮丧、消极情感在降低。和参与活动时间的长短相比，休闲参与的频率或休闲活动的参与范围（即，休闲项目和休闲多样性）跟心理康乐测量指标的关系显得更加密切（herzog 等,1998,Lawton 等,1999,Mannell & Dupuis,2006,Menec & Chipperfield,1997）。由于参与的动机不同、活动的满意程度不同和活动所带给他们意义的差异，不同的活动可能对老年人会产生不同的收益。

这一领域很多研究都关注体育锻炼和心理康乐的关系，尤其是与抑郁和情绪不良之间的关系（见 Arent 等，2000, McAuley & Rudolph,1995,Netz 等,2005）。实验研究（例如, Li 等,2001,penninx等,2002）、横向研究（例如hassmen等,2000, herzog等1998, Ross & hayes,1998）和纵向研究（例如,Camacho 等,1991,Fukukawa 等,2004, Lampinen等,2000）都显示，非剧烈体育活动（如散步）和较剧烈的体育锻炼（如有氧健身，耐力训练），与改善情绪和减少忧郁症状都有密切相关。事实上，据Netz （2005）的元分析报告，与对照组相比，测试组在测前和测后经历几乎相差3倍的变化，因而说明体育活动对心理康乐有因果影响。这一关系在临床忧郁和非临床、社区人口中都可以找到，虽然不同类型的体育锻炼对不同群体重要性不同。有氧训练对减缓临床紊乱老人的忧郁起最重要的作用，而有氧和耐力训练可能与没有临床紊乱的老人的心理康乐相关。然而，改善心情状况和忧郁症状所需要的体育锻炼的强度，和干涉或训练时间的长度尚不清楚（Netz 等,2005）。剧烈并且有规则的体育锻炼对老年人中的年轻组比老年人中的高龄组更重要（RuuskanenRuoppila，1995），但是要认清心理康乐与体育活动之间的关系，仍需要更多调查研究。对年龄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与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大量研究。研究也显示一些体育锻炼，包括户外运动、体育活动、游戏、愉悦、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例如, Berger & hecht, 1990; Clark 等, 1999; Li 等, 2001 Mannell & Dupuis, 2006; Mcauley,1991 Menec, 2003; Stathi 等,2002）。该项研究的大部分是横向性的，因此，任何因果关系的结论仍是推测性的。

另一重要研究领域是那些更富有成效的活动，例如志愿行为在增进心理康乐方面的重要性。虽然早期研究发现志愿和生活满足感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或存在相反的关系（Ward，1979；Mellinger & holt,1983; Newman 等,1983），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志愿和生活满足感之间有相当积极的联系 （例如,Aquino 等, 1996, hulbert & Chase, 1991; Yuen, 2002）。实际上，数量不大但却在不断增加的研究表明志愿活动和一些心理康乐的测量有着密切联系，一些年纪大的志愿者陈述拥有更强的自我效率意识、更高的幸福和生活满意感、更高水平的满足、较小的心理压力；他们的忧郁症状也较少 （例如,Jivorvec & hyduk,1998; Marrowhowell 等,2003; Menec, 2003; Van Willigan, 2000; Wheeler 等,1998; Wu 等, 2005）。大量专家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年纪大的人参加志愿活动要比他们年轻的同行更能体验生活的满意感 （Van Willigen,2000），志愿活动也许对经受功能局限的年老的人更有益于心理康乐 （Marrowhowell 等,2003）。

还有小部分研究探讨了社会活动与各种心理指标的联系。几乎没有研究结果发现年老人的心理康乐和他们与家庭接触的频繁度之间有重要关系，即使发现存在,也相当小 （见 Dupuis & Smale,1995）。与家人共度时光，尤其与配偶，也许更多地与整体生活满足感有关（Mannell & Dupuis, 2006），对更强调家庭交流和责任的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更为重要（MartinCombs & BayneSmith, 2000; Torres, 2002）。与此相对照，大多数研究表明，朋友和其他社会活动与年老人的心理康乐有很大的关联（例如,Lee & IshiiKuntz,1987; Mulins & Mushel,1992）。横向研究也发现社会活动和生活满足感存在积极的关联（hilleras 等, 2001; hong & Duff, 1994; Jang 等,2004），那些拥有较大的社交网络和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士有更高的生活满足感。社交网络和社会活动对长期患病或残疾的年老人的生活满足甚至关系更重大（Jang 等,2004）。重要的是，社会交流的质量对生活满足感比社会接触的次数和频率更重要（Steinkamp & Kelly, 1987）。尽管如此，由Menec（2003）进行的一项为期6年的纵向研究发现，社交活动例如参与年老人的社会团体，可能幸福感比生活满足感更重要。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和心理健康的多方面之间的关系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做出确切的结论。

关注晚年生活中较为单独和消极活动与精神康乐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因而，我们对该领域的认识相对有限。Kelly & Ross （1989）指出虽然基于家庭的活动与年轻成人的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它们却是74岁以上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在老年时期，单独及低消耗的活动（如，手工艺、嗜好、看书，听音乐）或许对幸福、平衡积极和消极情感和精神健康比对生活满意度更加重要（Dupuis & Smale, 1995; Everard 等, 2000; Menec, 2003）。

随着年龄的变化，生活背景和环境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解释各类休闲活动和代表精神康乐的各部分之间的多样性关系。“随着个体经历生活各领域中，如健康、功能、社会关系等的衰退，不同活动的重要性和益处也可能变化” （Menec, 2003, pp.S79—S80）; 就是说，随着老年人在晚年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某些活动会有新的含义。这种观点得到了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与精神健康关联的各种类型的活动，尤其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活动，可能随年龄而变化 （Mannell & Dupuis, 2006）。不过，这些变化与康乐各方面如何联系仍需要更多的研究。

虽然研究已经揭示晚年生活休闲活动的不同模式，在不同活动领域中有些老年人退出，有些维持，还有些增加参与（Glass 等, 1995; Janke, Davey, & Kleiber, 2006; Silverstein & parker, 2002; Strain 等人, 2002），我们对于这些变化的活动模式在维持和加强精神康乐的作用的认识仍十分有限。然而，初步的调查显示，休闲可能在应对与晚年生活发生的一些事件、变化和变迁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调查发现，那些新近丧偶的男女中，休闲活动参与越多，心理压力就越少（patterson, 1996）。参与休闲活动，尤其是运动型活动，对于照料多病或残疾亲戚的老年人来说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应对资源，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减少由于照料带来心理康乐的压力。 （Mannell 等, 2002; Smale & Dupuis, 2003）。参加休闲活动可以带来从照料义务中解脱的机会，帮助照料伙伴恢复精力，使他们感觉更能控制局势，维持一种超越照料角色的身份，以及加强社会支持网络（Bedini & Guinan, 1996; Brattain Rogers. 1997; Coleman & IsoAhola, 1993; Dupuis & Smale, 2000; Iwasaki & Mannell, 2000; Keller & Tu, 1994; Sneegas, 1988）。

事实上，在其他压力形式下对休闲作用的调查 （如 Iwasaki, 2001, 也参见 Mannell 论文）发现，在需要照料病人时，使用休闲应对策略似乎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超越其他一般的应对策略和信念，从而增进精神康乐（Smale & Dupuis, 2003）。在照料病人时，参与缓解压力的休闲活动对精神康乐似乎具有积极影响，而将休闲作为一种逃逸机制则可能会给精神康乐带来负面效果（Smale & Dupuis, 2003）。不过，照料者如何看待自己必须做的事（即照料病人），对于他们如何看待休闲会产生很大影响。（Dupuis & Smale, 2000）。

其他调查显示，继续参与社会、体育和富有成效的活动似乎能减少导致精神压力的生活事件（如健康衰退或丧偶）对晚年生活康乐的影响（如 GarciáMartín 等, 2004; hurd, 1999; Simonsick, 1995; Unger 等, 1997; Wheeler & Frank, 1988）。 例如，Calderon （2001）发现，凡花费更多时间在诸如志愿行为等无报酬的富有成效活动的人，与参与这类活动较少的人们相比更少消沉情绪，特别是身体健康较差的人更是如此。此外，Benjamini & Lomranz （2004），在对以色列老年人的横向调查中发现，凡没有因健康或身体变化而被迫放弃有价值活动的人，和那些放弃这类活动但能找到满意的替代活动的人，他们的忧郁情绪都比较低。这一发现已经由纵向研究所证实。Duke 等 （2002）对疾病造成活动的长期影响（指丧失活动能力又未能找到替代）做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有些老人发现慢性疾病后减少活动但没有找到替代活动，有些老人则在发病后找到有价值的替代活动或没有减少活动，一年以后前者自述的积极情感比后者低。同样，Silverstein 和parker （2002）在一项对瑞典老年人长达10年的纵向调查中，发现休闲活动参与的变化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回顾性评估影响明显。积极参与活动种类较多的老年人与那些参与活动类别较少的老年人相比更可能自述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在那些历经重大生活事件，如丧偶、身体机能衰退、或与家人联络较少的老年人身上，这一结果尤其突显。作者们的结论是：“保持心态平衡或扩大个人活动范围有着重要的作用，能延缓由身体机能衰减、丧偶、家庭关系疏远造成的负面心理效果” （p.544）。总体来看，这些调查显示即使面对晚年的挑战和失落，能够维持有意义的活动或用其他满意的替代活动的老年人要比那些不得不放弃活动又没能找到满意的、有价值的替代活动的老年人更能良好地应付生活中的变化。今后的研究应该考查老年人如何适应晚年面对的各种变化，以及各种休闲活动在帮助他们适应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迄今为止，在参与休闲活动和精神康乐之间关系的机制方面，已经进行的研究仍十分缺乏。但晚年可能存在一系列保持精神康乐的重要因素。体育活动和精神健康之间联系的心理解释提出，体育活动可能增加大脑氨基突触的传递（Ransford, 1982）或减少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活动（van der pompe 等, 1991）。体育运动也许通过抑制生物心理压力反映（如，可的松浓度）在心理压力疾病中发挥作用（Rudolph & McAuley, 1995）。休闲活动， 尤其是体育运动和更富有成效的活动，可能通过保持各种能力来加强自我效率意识，提高技能和控制感，从而达到保持或改善康乐的目的 （GarciáMartín 等, 2004; Menec & Chipperfield, 1997; Midlarsky, 1991; Netz 等, 2005; Newman 等, 1985; Thoits & hewitt, 2001）。有些休闲教育项目能促进改善自我决定和技能，从而增加生活满意度和减少枯燥乏味的休闲 （Searle 等, 1995）。

诸如志愿行为等休闲活动也能为老年人提供机会，获得和实践新技能（Sherrard, 1998）、建立社会联系和加强融入社会的机会（Defrarche & Bourdeaudhui, 2000; Morrowhowell 等, 2003; Musick & Wilson, 2003），保持自己仍然有用、有目的和生活有秩序的感觉（Menec, 2003; Morrowhowell 等, 2003; Wu 等, 2005）,并能继续给社会作贡献（Cnaan & Cwikel, 1992; herzog & house, 1991; Morrowhowell 等, 2003; Stathi 等, 2002）。 Everard （1999）特别指出，仅仅参与更多的活动可能对增进康乐并不有益；参与背后的动机对于增进康乐可能是最重要的。要进一步探讨其他可能在发挥作用的机制，请参见Mannell的论文。

休闲与社会康乐

康乐一直被定义为主要是一种个人现象，尽管事实上生活既有私人也有公共层面。正如Keyes （1998）强调那样：“虽然现有的模式强调康乐的私人特色，个人仍然根植于社会结构和社区之中，并面临无数社会使命和挑战” （p.122）。社会康乐有多种定义，但是，大多数研究都强调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的规模和性质（Larson, 1996）。最近，Keyes（1998）提出社会康乐的定义，包括“在社会中评价个人的状况和功能”，并且包含了社会康乐的五个层面。

社会融入——感觉自己与他人有共同点、自己归属于群体和社会；

社会接受——信任他人，相信他人能够表现仁爱和勤劳，对人性持乐观态度，与他人良好相处；

社会贡献——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观，相信自己是社会的关键成员，并对世界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社会实现——认识到社会在不断进化，对社会的环境和未来抱有希望，认识社会的潜力；

社会一致——有关心世界、认识世界的愿望。给社会康乐下定义的困难之一是构成社会康乐的因素很可能会因文化而异。它们甚至在一生中发生变化。然而，Keyes的框架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可以引导休闲和社会康乐的未来研究。

有关休闲在增强晚年社会康乐方面作用的研究甚少。研究往往着眼辨别那些较为社会性的活动，然后再去考查参与这些活动对于身体和精神康乐的贡献。不过，有少量的概念和实证研究强调了休闲可能有帮助提高晚年社会康乐的潜力。例如，Adams （1993）提出休闲活动为晚年结识和结交朋友提供场合；休闲活动乃是行为、认知以及维持和发展友谊的重要环境。休闲可以让我们通过行动，如，共享信息、资源，表示友爱，表达我们对他人的感受。休闲提供反思和评价自我和他人的空间，休闲提供对他人情感（如移情，淡漠和忠诚等）的背景。这些休闲的潜在益处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Keyes的社会康乐的五个层面。

piercy 和Cheek （2004）的研究与此框架相一致，他们强调了妇女如何在参加缝被子活动的群体中建立牢固的友谊，而且利用缝被子的过程同他们的孙辈建立亲密的纽带，因而促进整个社区的康乐。其他研究人员也强调了休闲与相关活动能够促进社团的社会交往、培养一种社团的归属感、减少社会隔离和孤独、提供老年人给社团作贡献的机会（如, Dionigi, 2002; Duncan, Travis & McAuley, 1995; McAuley 等, 2000; McCormick, 1994; Morrowhowell 等, 2003等, 1998）。宗教和信仰组织也能够提供老年人中重要的社会互动和网络空间，但人们还不太了解这些空间和社会以及康乐的其他方面的关联。因此，虽然我们对休闲可能在增强老年的社会康乐作用的了解至今非常有限，可是朝这一方向的调查研究在未来是大有希望的。

四、晚年生活休闲中的不公平

大多晚年的休闲研究都聚焦在较为发达国家、生活在基于社区环境的白肤色、中产阶级的年长人士。因而，我们对那些较为边缘化的老年人，如来自不同种族群体和文化、那些生活贫困、那些遭遇突然或终生疾病、那些有非异性恋倾向、那些长期居住在照料环境中（如，疗养院，敬老院）和那些生活在较不发达的国家里的老年人的休闲了解甚少。鉴于不公平对于个体和社会健康和康乐具有的重大影响，对这些群体的调查尤为重要和紧迫（Wilkinson, 2005）。另外，虽然一些研究显示，通过休闲促进康乐、防止过度残疾，和维持一种自我和人格感（Albert 等, 1996; Borell 等, 1994; perrin, 1997）对于边缘化的老年人甚至更加重要，但是这些老年人，特别是女性，面临晚年参与有意义的活动的众多制约因素。如Wearing （1995）注意到，“大量休闲研究显示老年男女的休闲除了受物质、环境和身体制约之外，还受老年人是否理所当然的需要休闲的观念制约”（pp.273274）。对于那些经济和社会资源有限和经历健康和功能衰退的人们来说，老龄化是一种不同的经历。那些老年人有可能更加缺乏获得能够帮助他们幸福老龄化的环境和机会，包括有意义的休闲和对生活的继续参与。

获得有意义的休闲和继续参与生活的机会不公平的一个最突出的案例就是那些最虚弱的老年人。当社区的支持和资源不能对他们提供足够照顾的时候，他们被转移到长期照料机构。大多数长期照料机构继续以“完全慈善机构”（Goffman, 1961） 或“封闭环境” （Teaque & MacNeil, 1992） 方式运作。这种运作方式强调在设施范围内满足所有居住者的需求。该方式意味着平常作为居住在社区人们的部分社区资源、项目和服务，在个人一旦被转移至一长期照料设施就不再需要了。长期照料设施里的完全慈善化方式在目前世界各地的疗养院中普遍存在，包括加拿大（Wiersma, 2000）、美国（Barba, 2002; hamilton 等, 1999; Ice, 2002; paterniti, 2003; Thomas, 1996）、以色列（hazan, 2002）和英国（Evers, 1984）。通过在长期照料设施里维持完全慈善机构化运作，居住在设施之外的人们对居住在那些环境中的人们，那些老弱、智力衰退和濒死人可以视而不见，不会随时想到死亡和虚弱。

世界各国进行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完全性慈善机构对里面居住者的重大后果。与居住在社区的同伴相比，生活在长期照料环境里的老年人参加活动少，大量时间无所事事，同时社会交往也少（如, Baltes 等, 1990; harper, 1998; Ice, 2002; Jenkins 等, 2002; Nolan 等, 1995）。他们继续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也明显减少（Dupuis 等, 2005）。这一情况对于患痴呆症的居民尤为如此（如, Barnett, 1995; Clarke & Bowling, 1990; Kitwood & Bredin, 1992; Ward 等, 1992）。事实上，生活在社区环境里的老年人强调老年有所事事的重要，他们也表达对长期生活在受人照料的环境下缺乏此类机会的老人的关切 （Minichiello 等, 2000）。缺乏参与有意义活动的机会、缺少可参与活动种类的选择，反过来加剧了隔离、孤独、无助、乏味、从环境退出、“负面”行为、被动、消沉，以及低生活满意度等感觉。（Bitzan & Kruzich, 1990; Charron, 1992; Chung, 2004; Galati & Zucchetti, 1990; parmalee 等, 1992a, 1992b; Slama & BergmanEvans, 2000; Thomas, 1994; 1996; Voelkl, 1986）。例如，Chung （2004） 一项对生活在长期照料设施的老年香港人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居民依靠被动活动打发时间，如，观看或不参与，睡觉或打瞌睡。与智力衰退较轻的人们相比，那些患有高度痴呆的人们参与治疗性/休闲活动更少，社会交往也更少。此外，用痴呆照料图谱发现，那些能享受治疗性和休闲活动的人比那些参与更加被动活动的人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康乐。

在这类环境下是否有机会从事有意义的娱乐和休闲活动极为要紧，不仅因为前面提到的环境复杂性和认知保留假设，也是因为这些活动发挥下列关键的作用：

帮助老年人适应长期照料设施，在设施内培养归属感和社区意识（Coppola等, 1990; Sullivan 等, 2002）;

给居民提供继续使用其能力和功能的机会，因而能帮助居民更持久地维持身体、智力、社会能力和独立性（Brill 等, 1998; Buettner, 1988; Greiger & Miko, 1995; Leventhal & Schwartz, 1989）；

加强社会互动、提供维持和培养家庭纽带和友谊的重要场合（Crispi & heitner, 2002; Katsinas, 2000; Trzinski & higgins, 2001）;

减少紧张、忧虑、激怒和消沉情绪（Buettner, 1995; 1999; Buettner & Ferrario, 1997; Buettner & Fitzsimmons, 2002; Fitzsimmons）;

在长期受人照料的环境下增强自立、自主选择和控制感（DuncaMyers & huebner, 2000; Martin & Smith, 1993; Shary & IsoAhola, 1989）;

提高总体精神康乐（Boyd & McGuire, 1996）。

然而，大多数生活在这类环境的居民缺乏机会，无法参与有意义的活动，继续参与社区活动，并从中受益。结果，他们幸福老龄化的能力受到威胁。

对于老年人生活中休闲与种族的关系上缺乏研究，但是已有的证据表明，各种族的老年人接触有意义的休闲活动和设施的机会并不公平。例如，Gitelson 和同事 （2002）考查了美国相邻的社区的两组老龄人休闲资源机会的差异： 居住在以白人为主、退休老年人社区（太阳城和太阳城西）和居住在以西班牙裔为主的混合年龄社区（赛普莱斯）。作者们发现明显的休闲行为差异；那些居住在太阳城和太阳城西的人们要比那些住在赛普莱斯西班牙裔同龄人参与更广泛的休闲活动。考虑到两个社区可获得的资源差异，这实在不足为奇，居住在赛普莱斯西班牙裔获得休闲服务和设施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相邻社区的白人邻居。两个社区面临的制约类型也显现差异，赛普莱斯居民缺少交通、费用、没有参与同伴、担心罪犯和安全的情况高于居住在太阳城的老年人。他们的结论是社区的资源差异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休闲机会，反过来，这又大大影响了少数种族老年人参与活动的类型和所受到的制约。休闲和种族在老年身上，以及其他边缘化的老年人身上所起的作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认老龄阶段存在的参与有意义活动的机会并不公平现象。要进一步探讨如何认识社会不公平，以及休闲和参与其他事件的机会，请参见Freysinger的论文。

五、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

本文考查了迄今为止所了解的休闲在晚年生活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与康乐老龄化相关的作用。虽然休闲和康乐老龄的过程极其复杂，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趋势。虽然老龄化进程在世界较发达的地区出现更加迅速，但是所有的国家都经历65岁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迅猛增加。这一趋势估计将持续到本世纪下半叶。

还没有老龄化的综合图像。由于生活环境中个人社会、文化、历史和体制等因素，晚年的经历和含义大相径庭。但是，相当多的老龄化研究，尤其是老龄化与休闲关系的研究继续将老年视为同一性的群体，未能认识到在老年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生活方式与背景的差异。

晚年的含义和经历可以对老年人的休闲含义和体验产生重要影响。

休闲为个人提供机会，远离和抵制有关衰老形象的成见；但也可能提供机会，让这些成见延续。

无论处于何种能力和条件下，只要能够在一个积极和友好的环境中获得充分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让老人能继续参与生活，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康乐老年。

休闲能为继续参与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机会。休闲提供我们能成为真正自我的空间，让我们感到有价值、有归属感，让我们能继续朝理想和目标努力，让我们能继续前进——保持自我，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休闲对康乐老龄必不可少。

越来越多的调查结果证明休闲与身体、认知、情感和心理康乐有积极和重要的关联。休闲可能在老年人社会和精神康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这些领域迄今为止受到极少关注。研究也显示，休闲可以变成资源，应对晚年经历中生活事件、变化和变迁带来的心理压力。

尽管休闲对于康乐老年有重要意义，老年人参与有意义的休闲和继续参与生活机会并不平等，这包括低收入老年人、少数种族的老年人、那些功能降低和患有严重疾病的老年人，和那些生活在长期照料环境下的老年人。

为了解决康乐老龄化和休闲在该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问题，需要老年人自己设计自己的需求、自己所需的照料和最有意义结果（Reed & Clarke, 1999）。实现这一点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与老年人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包括那些身体虚弱、功能衰退的老人们，让他们参与到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来。正如Johnson （1995）所指出的：

专业人士和老年人都和康乐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要达到开诚布公的理解和沟通、认识康乐老龄化多样化的现实含义，老年人必须要参与规划的制订（philibert, 1979）。这意味着他们是照料团队的一部分。他们既是专业人士也是“老师”。反之，专业人士和老年人也必须是积极的听者和“学生”（p.129）。

这还需要认识老年人自身的知识基础，并给予这种知识和技能同等的重视，需要将对老年人从“照料”转向到“和他们一起努力”。这还需要培养一个友好的环境，让共同分享成为共识。最关键的是，这需要专业人士和决策者与老年人携手共同挑战衰老主义的理论、实践和政策，尤其是那些基于“在孤独中逐渐老龄化”的理论的实践和政策。

六、未来研究的建议

本文对休闲和康乐老龄化的文献进行综述，发现了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些差距，强调了未来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和方式：

需要理论模式和研究方式来认识和支持多元的老年化形象，反映晚年生活经历的多样性，并能够发掘老年康乐的多种途径。认识老龄和康乐老龄的复杂性需要强有力的学科间、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队伍。

对康乐老龄化的研究需要转向全面理解康乐老龄化的过程，而不是目前只关注成功老龄化的构成要素。尽管老年人获得的支持和资源有可能不断减少，但是为了实现他们晚年的目标和愿望、捕捉和实现晚年的满足感，老年人该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呢？这一研究将会有多层次结果，不但要考虑老年人所获得和失去资源相互间的关系，还要考虑老年人继续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与晚年生活中不断增加的挑战之间的关系 （Baltes & Cartensen, 1996）。

Kay的论文向人们介绍，休闲是如何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又如何为发展家庭和个人休闲实践提供了重要环境。整个生命阶段实际上都是如此。关于康乐老龄化的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是，了解从儿童到晚年各个阶段，休闲实践是如何在各种关系、家庭和其他群体中实现的。例如，家庭在促进老年亲戚生活的休闲活动方面发挥何种作用？在我们变老的过程中，性别在各种关系和家庭中如何组织和管理有意义的活动机会？随着我们变老，这一过程如何变化？这些社会休闲实践与康乐老龄化过程的关系如何？

个人如何理解晚年发生的环境变化，这对于老年的含义和经历都具有重要意义。 有鉴于此，需要对生命观和态度在康乐老龄化过程中所起作用做更多的研究。积极的世界观或者态度对康乐老龄化有多重要？如果休闲能在培养积极的世界观或态度方面发挥作用，那么是什么样的作用？

在不同文化和亚文化背景下，老龄化过程和休闲的含义和经历都显著不同（见Iwasaki论文）。需要考查社会经济因素（如，政策和个体价值观取向等文化背景的特色）如何影响老龄化和康乐老龄化的含义，以及休闲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所起的作用。本文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而且，移民是如何影响这个过程？从一个文化背景下移民到另一个文化背景，将如何支持或挑战现有的老龄化和康乐老龄化的过程和价值取向？

其他关于老龄或晚年的认知，包括老龄化的消极和积极文本，对老年人产生深刻影响。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不同群体对老龄和老年的看法。老年的含义是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建构和转变？休闲在这些实践中发挥什么作用？各种运动和非运动型的休闲活动在延续和/或抵制有关衰老的成见形象中发挥何种作用？

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考查个人内在的老年变化模式以及这些变化如何改变休闲的含义、行为和体验。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能揭示老年人康乐老龄化过程中如何调整和应用休闲。我们还需要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态度、行为和活动在何种程度上会延续或中断，以及这些不同的延续或中断给康乐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休闲在适应晚年生活发生的事件、变化和变迁（如，丧偶、朋友或家人去世、疾病、残疾、搬迁、照料）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休闲是否在适应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

大多休闲和康乐的各个方面的研究一直关注体育运动和健身的贡献。虽然这些活动对于康乐老龄化很重要，但我们需要拓展我们对晚年休闲的研究以考查其他休闲娱乐活动和体验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还要研究不活跃的老年人和那些具有较少机会参与生活的人们，以便了解在身体不活跃和缺乏参与性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他们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满足。这一老年群体的需求如何满足？

休闲和心理康乐的研究大多使用横向设计，因而判定休闲和各种心理康乐结果的因果关系存在困难。在此领域需要使用较大代表抽样和纵向/小组设计。此外，我们对于晚年休闲和社会和精神康乐的关系的认识极为有限。未来研究应该考查休闲在增强老年人社会和精神康乐发挥的独特作用。

Krawczynski 和Olszewski （2000）发现，有一种多模式干预项目在改变老年人生活目的感和减少消沉情绪方面卓有成效。该模型包括体育运动和偏重心理和康乐的研讨班。在六个月的随访中，发现心理康乐的改善得以保持。我们需要更多研究来考查康乐领域中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一系列项目的有效性。这些项目不仅富有新意，并且由多种内容组成。

我们对有意义活动和各种康乐之间关系的机制还没有获得很好的认识，需要相当的进一步探索。休闲活动通过哪些因素增强或威胁康乐老龄化过程？不同类型的活动具有什么特点，能够使它们促进晚年各个方面的康乐？

正如Shaw在她的论文中指出那样，休闲对个人、群体和社会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例如，Caldwell讨论了休闲环境既可促进也可影响健康行为。然而，休闲与老龄化的研究往往倾向于强调晚年休闲较为积极的结果。因而我们需要探索休闲在晚年的消极影响，以及这些消极经历或结果与康乐老龄化的关系。

我们还应研究和辨别使一些老年人更容易失去休闲的因素，以及休闲变化对于康乐老龄化的影响。这类研究应当特别关注和了解一些特殊老年人群体休闲机会和资源的不平等，如老年少数种族、其他生活贫困的老年人、老年男女同性恋者、生活在长期照料环境下的老年人等；并确定影响获得平等的有意义活动机会的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这些因素阻碍他们实现康乐老龄化和享受晚年高质量生活的能力。哪些资源可以帮助边缘化老年人参加更多有意义活动？需要哪些条件才能保障所有老年人都有康乐老龄化的机会？

最后，老龄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女性问题，因为她们在老年人口组成中特别庞大的比例。然而，与她们的男性同伴相比，我们对女性晚年的经历，以及休闲在女性康乐老年发挥的作用了解甚少。这一领域需要更多的研究。

政府决策者和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休闲对于康乐老龄化的重要意义。对于处于边缘化老年人尤其如此为重要。那些开始认识到休闲重要性的政府往往趋向于在它们的健康推广运动中强调体育活动和积极生活方式，并将康乐老龄化的全部责任都放到老年人自己身上。强调自我责任忽视了老年人在晚年可能面对的社会和环境制约，并假设所有老年人都拥有积极和参与性生活方式的必要资源（Dionigi, 2006; Wearing & Wearing, 1990）。这一观点同时也假设所有老年人都向往这类生活方式。当然，休闲和生活参与对于康乐老龄化过程非常关键，但是，为实现康乐老年，有些老年人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休闲活动和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认识休闲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康乐老龄化。更重要的是，政策必须保证所有老年人——尤其是那些正经历身体、认知和/或精神局限的、那些生活在长期受人照料的环境里、那些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那些生活靠低收入的老年人——在他们社区里具有平等的休闲机会、能平等使用设施，参与有意义的活动。McKnight （2005）将社区定义为“公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空间” （强调符为作者增加, p.116）。最终的目标应该是为所有的公民，包括老年人，开发最佳类型的社区。在这种社区中，运用不同的方法来适应不同的情况，使我们每个人的才能被认可，并被放大（McKnight, 2005, p.117, 强调符为作者增加）。

当然，晚年生活会有其挑战，但它并不应该是不计一切代价想方设法被延迟和避免的生命阶段。老龄化是生活不可避免的部分，我们应该理解它带来的挑战，也应珍视由于它所蕴含的潜力。休闲在晚年生活中对继续实现人们潜力和成就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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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家庭、社区与休闲

一、引言

本文研究休闲对家庭和社区生活所作的贡献。在许多方面，家庭和社区分属不同的领域，这一点在相关的研究文献中也有所反映。两者相互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又存在区别。两者各自有其特殊的传统及话题。 在研究方法和实证方面也都面临挑战。

本文的结构反映出这种区别，首先回顾休闲对家庭生活作出的贡献，然后回顾其对社区所作的贡献。然而有一个共同主题支持这两个焦点： 两者都关注休闲是如何促进社会关系的。“家庭”和“社区”提供两种相反的背景： 前者属于隐私领域，后者属于公众领域。两者内部的社会关系成为众多西方国家决策者和社会分析者关心的焦点。随着多样化和不断变化的格局日益明显，家庭破裂不断增加，传统结构遭到侵蚀。然而许多福利国家所赖以生存、投入许多道德价值的正是这种传统结构。如此，“家庭”的地位已凸显。与此同时，“社区”的情况也引起人们的关注： 强调个人和私有化这两种趋势导致集体生活消减。普特南（putnam）在其著作《一个人玩保龄球》中对这一现象作了生动的描述。人们对政策的忧心还来自于邻里之间多种不利条件和相互排斥所构成的空间格局。与此相关的尚有进一步破坏社会凝聚力的社会行为。

本文既注意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注意个人与社交网之间的广泛联系，以期找出休闲给家庭和社区可能带来的利益。

二、研究论据

本文的论述以广泛的论据作为其基础。这些论据主要来自欧洲、北美以及其他英语地区。这些地区对于休闲在家庭和社区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过研究和分析。此外，其他一些关注家庭和社区生活的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中也结合了休闲，从而为本文提供进一步的论据。这就造成本文的涉及面具有很强的选择性： 和许多社会科学一样，它主要着眼于英语国家、西化的民主国家和这些人口中大多数文化群体。同样，与社区相关的文献存在着一种特殊倾向，以英美分析政策的实证研究为主导。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样的研究结果对其他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是否适用，又有多少可转移性。

鉴于上述限定因素，有关原材料的质量问题随之而生。与之相关的还包括： 这些原材料对决策者的可利用性和可信性问题。这些情况对于休闲和家庭的研究尚不紧迫，但在一些研究中使用定性数据——这种使用完全正当——可能会限制对一部分读者的吸引力，因为他们要求更明确的衡量形式。在休闲和社区的研究中出现的更加根本的问题是： 这一研究所涉及的复杂关系孕育了关于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的一大批文献。这些问题也许会使本文所评论的实证数据库显得非常不足。这些问题会在下面的分析中出现并随时加以解答。

三、休闲与家庭

家庭环境

对休闲与家庭关系的研究主要在北美、澳洲、英国和欧洲进行。在这些地区，家庭环境的特点是家庭多样、变化多端。大量社会统计资料记录着人们越来越熟悉的现象： 结婚率下降、同居增多、家庭越来越小、建立家庭越来越晚、婚姻/同居破裂比例增加、独身率高（从未结婚）、单亲率高（离婚、分居）以及重组家庭（继父母）数量增多。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个人可能经历从一种家庭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和过去的几代人相比，今天的儿童和成人生活在更为多样化的家庭之中。另外，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导致同一年龄的人群中家庭生活安排也出现了更大的变化。总体而言，家庭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稳固，“家庭”作为社会单位也不尽相同了。

休闲研究一定程度上承认环境的变化和多样性，但尚未做到在实证研究中充分反映这一情况。多数家庭和休闲的研究把焦点放在大多数群体——“传统”家庭上，即由异性男女结婚与亲生儿女一起生活的家庭单位。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对其他家庭背景和家庭生活周期的其他阶段的忽略已经有所察觉但仍未补救。以性别的角度研究家庭，还存在一种注重女性经历的强烈倾向，导致对男性的家庭休闲关系了解不多。有些性别分析过分注重女性 （在外工作的母亲不断增加）的家庭休闲关系。这种倾向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的选择性。尽管这样做与劳动市场的结构变化相对应，但这会导致过分强调受教育较高的人群，其中受雇母亲最为普遍。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休闲研究仍然产生了有关休闲在家庭中所起作用的大量实证数据。以下分析主要集中在休闲对家庭的集体经验和不同家庭成员之间所产生的影响，并对不同的证据加以权衡。

休闲和集体家庭经验

对于休闲和“完整家庭”的研究有着漫长的传统。早期有Rapopport ＆ Rapoport（1975）的著作。 接着，Kelly（如，1983，1997）进行了颇具影响的分析。近年则有以北美学者为主（如Dunn，Kinney，hofferth 2003，Shaw，Dawson,2001）的成果。在英国，Rapoport等人开始批判地分析家庭生活周期中家庭生活的发展。他们发现，人们把休闲、“工作”和“家庭”相提并论，把它们视为家庭成员个人或集体构建生活的主要领域。Kelly（1983）认为，休闲与人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和互动的满意程度有关，因此，休闲成为家庭的重要资源，构成社会和谐和个人生活质量的关键（Scraton，holland，2006）。Orthner和Mancini（1991）早期对家庭休闲研究的回顾发现，在家庭稳定、家庭成员互动、家庭满意程度方面，共同的休闲经历对改善家庭关系质量起着积极的作用（harrington，2006）。他们与BarnettMorris所做的实证研究随后表明，休闲经历为多数家庭成员建立并发展相互关系提供了环境（Orthner, BarnettMorris, Mancini, 1994）。Shaw 和Dawson （2001） 发现，家庭休闲在本质上具有目的性，即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培养家庭认同意识。Zabriskie和McCormick（2003）发现，家庭休闲活动如果既有核心 （即以家庭为基础的日常活动）又能保持平衡 （指偶尔去外地进行活动），那么这些活动便能为提高家庭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Cassidy（2005）最近则强调，减少家庭对个人休闲活动的影响也有其重要性。他指的是开发与健康、疾病有关的成人休闲模式。Shaw和Dawson（2001）以及Such（2006）也进一步指出，家庭休闲可能与个人独有的休闲目的发生冲突。

研究人员因此报道了休闲在家庭生活构建中的很多积极作用。Baker（2005，引自Freeman＆Zabriskie，2003, Orthner&Mancini, 1990, Zabriskie&McCormick, 2003）阐述了参与家庭休闲活动跟培养家庭人员亲情、家庭生活满足感和发展各种家庭功能的关系。但是，持批评意见者对于只强调积极结果的阐述提出了质疑。Larson，Gillman和Richards（1997）指出，母亲、父亲以及孩子对于家庭和个人休闲存在着不同看法（又见Shaw&Dawson, 2001）；同时他们又指出，对女性休闲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家庭是女性休闲主要的制约环境。Scraton和holland（2006）要求人们既注意21世纪家庭行为的多样性，也注意家庭生活及休闲之间固有的矛盾。他们引用了Chapman（2004）的观点：

如果每个人都宽容、热情地参与，一个家庭共同享受的休闲活动会成为每个人愉快的源泉……同样，如果在参加自己觉得无聊的家庭休闲活动时不得不装出“快乐”的样子，那么这样的休闲便会变得十分无聊或压抑，即使那是一种我们情愿参与以取悦他人的负担（Chapman，2004： p.210; Scraton&holland, 2006）。

对休闲和“完整家庭”经历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混合性图像。我们可从中得出若干结论：

休闲是家庭生活中的要素，应该与获得报酬的工作及家务活动并列。它是一种具有自身特点和实质意义的、必不可少的经历范畴。

实证显示，休闲对家庭和睦、感情生活的质量都有积极的作用。

家庭休闲并不自动地带来愉快。尽管人们常常把休闲和“享受”、“自由”联系在一起，家庭休闲既有其自身要求，又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不是每个成员都能平等地感受到家庭休闲的积极结果。

休闲和家庭内部关系

研究休闲和家庭包括观察家庭“内部”，研究休闲在父母和孩子、成人伴侣间的家庭内部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这种研究与前面所提到的研究相互补充，有时还会有重叠。该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介绍个人在家庭环境中体验休闲的多样化方式，也阐明家庭休闲给个人带来的愉悦和“制造”休闲的义务之间产生的一些紧张情况。

休闲在父母和子女关系中的作用

一些研究集中关注休闲对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所起的作用，这些研究表明休闲是父母培养孩子们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成长的一个主要领域。Shaw和Dawson（2001）曾用“目的性休闲”这个概念来阐释父母有意识（即有目的）地把休闲活动作为有利发挥家庭功能的方式来达到他们追求的目标、带给孩子们良好效果的过程。他们认为，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休闲反映了北美社会流行的为人父母、养育子女的思想观念（Shaw&Dawson,2001）。Dunn等人（2003）对父母观念和儿童课外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发现： 在父母看来，休闲活动有利于孩子在道德、个性和社交能力等方面的发展（Dunn，2003年编著，p.1384）。

休闲研究者们的这些发现与Erikson（1964，1974，1980）的父母“生成”（generative）观点相一致，该观点描述了成人主要的任务是照顾和为下一代的生活作出贡献。从培养另一个人的成长到更广义的扶持社区的发展，生成性成人要创造、照顾、促进他人的发展（hawkins＆Dollahite，1997；harrington，2006；Snarey,1993）。休闲研究者的这些发现十分明显地告诉人们，休闲是生成的重要领域。

体育运动已经成为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种休闲形式，父母——尤其是父亲——通过体育和孩子们一起进行生成性参与。体育运动及其他空闲时间进行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有实际价值”、“有建设性”的活动，都是父母可以利用的重要工具, 抽出更多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与他们增进感情, 满足社会对父母履行培养子女的义务的要求。 Coakley （2006,即将出版）从体育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了年轻人的体育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使北美洲的父母能够符合对家长在养育子女的责任方面不断提高的期望。harrington（2006,即将出版）对体育和休闲作为养育子女的环境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他发现, 在澳大利亚, 体育在父亲和子女的关系中处于中心的地位： 它是“父亲养育子女的主要环境”,“是许多父亲感觉自在、活跃、有兴趣并能显示自己能力、与子女沟通的一个领域”（harrington，2006，未发表）。体育还是父性活动和培养家庭成员感情联系而不是简单的“自然”的亲属关系的主要领域（harrington，2006，未发表）。从广义的角度看家庭休闲，harrington发现“澳大利亚的父亲除了体育，没有其他休闲话题或社会、家庭生活领域能引起他们这么多的关心了。”

Jenkins和Lyons（2006，即将出版）要求人们特别注意休闲对于非常住父母（通常是父亲）在与子女关系中的重要性。单亲家庭在很多西方国家增长速度最快（也是这些国家中一些种族的主要家庭形式）。这两位作者突显了休闲在这一相当数量的少数人群中的显著地位。拿与孩子分开居住的父母和与孩子共同生活的父母做比较，体育在父母与子女互动过程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很多非常住父母与孩子们的定期交流都是围绕着休闲活动特意安排的。非常住父母也许觉得很有压力，要保证他们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有限时间内过得愉快。但是，如果家长在养育子女方面过分强调休闲活动，或如一些媒体在报道中这样强调，都可能引出了问题。诚如媒体负面报道中描述的“迪斯尼爸爸”那样，父亲过度溺爱孩子，只关心养育子女中给孩子创造“乐趣”的义务，忽略自己还有其他更严肃的职责。Jenkins和Lyons在讨论中指出，把休闲贬低为家长养育子女的一种活动，忽略休闲活动在家长和子女互动中的积极贡献，两者都说明了不了解休闲的作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研究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休闲的作用显示：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交流环境，许多是由休闲创造的。

很多父母利用休闲向孩子传递自己希望给他们灌输的价值观。他们的办法是引导孩子参与他们认为与这一目的相符合的活动。

对于非常住父母来说，休闲是促进和孩子交流特别重要的环境。

休闲的性别差异与子女养育

对于子女养育过程中休闲作用的研究揭示了性别的差异。尽管从为人父母之日那天开始，父母的休闲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Willming＆Gibson，2000），但男性和女性受到的影响却不同。这种影响反映了家庭休闲经历受制于不同性别和家务劳动的分工（Scraton&holland, 2006;又见Speakman＆Marchington，1999；Silva， 2000）。Larson，Gillman和Richards（1997）对家庭休闲中父母不同的主观经历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的休闲对父亲有积极影响；至于母亲，他们虽然也有积极的经历，却承受负面经历。后者指的是母亲“不得不参与的”家庭活动……主要是家务跟看孩子（Larson等人，1997）。

休闲的性别差异和子女养育： 休闲和母亲

子女养育和女性广义上的休闲经历之间的关系在20多年来的休闲研究中已有所记载（Deem，1986；Dixey＆Tallbot，1982；Green，hebron ＆Woodward，1987，1990；Wimbush＆Talbot，1988）。女性获得个人（休闲）时间能力较低，反映出她们对家庭义务环境中个人需求优先权的意识不足，这一点在孩子尚依赖照料的母亲身上尤为明显。Gilligan（1982）也把这一点归因于广为人们接受的“照料伦理”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女性以她们照料儿女的本领和活动来评价自我价值。从很多休闲研究者倾向于接受这一角度来看（henderson ＆Bialeschki，1991；henderson，Bialeschki，Shaw＆Freysinger，1989，1996）, 注重个人需求被认为是自私的；注重他人需求则受称赞。Kay（2003）认为女性在家里比她们在工作单位中失去自我的情况更加严重。她们在工作单位中作为劳动者的地位更加正式，这使她们不必接受家庭亲情带来的有侵犯性要求的影响。harrington，Dawson和Bolla认为，女性 “永远有照顾他人的义务”这种主观感觉非常普遍，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女性的休闲（1992： 217）。

作为母亲和/或伴侣能够提供“一种内容丰富的休闲环境，有利于自我发展、快乐和个人满足的获得”（Scraton＆holland，2006），有利于和伴侣、孩子们一起共享家庭休闲时间（Kay，1996，1998；Green，1998；Watson，2000），可是与此同时，与照料伦理相关的要求常常会导致女性失去休闲和失去自我的感觉（Kay，2003）。另一方面，研究表明，有个人休闲机会的女性能够获得积极的收益。Bialeschki和Michener（1994）说明参与休闲为女性提供了机会，使她们能“注重自我”。pfister（2001）对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德国母亲进行了研究，他注意到参与体育运动对培育自我的重要性：“我要做自己的事情”（2001： 82）。Freysinger和Flannery（1992）发现女性“几乎毫不例外地”把个人休闲界定为一种自我确定和对自我的自由表达，Standing（2001： 66）发现寂寞的母亲们“把休闲界定为拥有自己的时间（和活动空间）”。

对女性休闲和家庭关系的研究表明：

家庭义务是许多女性休闲的最大制约。

强烈的“照料伦理”抑制女性，使她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欲望置于家庭之上。

虽然重视家庭休闲，女性把个人休闲界定为拥有自己的时间。

休闲的性别差异和子女养育： 休闲和父亲

与休闲与母亲的关系相比，对休闲和父亲的关系的研究甚少，但还未完全忽略。研究者如Baker（2005），Coakley（2006即将出版），Daly和Dyck（2006，即将出版），harrington（2006，即将出版），Jenkins和Lyons（2006，即将出版），Kay（2006，即将出版），Such（2006，即将出版）最近的研究显示，休闲在男性养育子女的行为中尤其突出，同时也存在于祖父辈中（Scraton＆holland，2006）。harrington（2006）引用了Russell在20世纪80年代对澳大利亚父亲的研究，该研究表明澳大利亚的父亲每周平均有9个小时陪孩子玩耍或者有80％的活动是与孩子们一起的（Russell，1987： 342）。与母亲相比，父亲通常带着孩子进行“户外运动及娱乐/有趣的游戏，较少在家里玩传统游戏、读故事”（Russell, 1987： 342）. Russell得出这样的结论： 母亲更多地照料孩子，父亲则参加活跃的游戏（1987： 343；harrington，2006）。Such（2006，即将出版）发现男性和孩子们一起玩有趣的反应性活动的这种趋势，她把父亲养育子女的方式描述成“一种以休闲为基础的养育”方式。这与母亲形成对比。在母亲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也比较“像是在工作”。

休闲研究圈外的一些作者把休闲作为研究对象，以了解父亲养育子女的过程。Marsiglio，Roy和Fox（2005）从家庭研究的角度出发，使用了“父亲养育子女的境遇性”这一概念来考虑父亲养育子女的物质空间。他们提请人们注意，父亲和孩子们一起参加室内和户外的各种体育运动（Marsiglio编著，2005）。Larossa（2005）从相似的学科角度记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父亲和孩子们在后院玩“抓捕”。对许多人来说，这一活动象征着他们和子女关系的经历和记忆。他引用了Kennedy（2003）的描述：“玩‘抓捕’的感觉，那么纯洁，那么有象征意义，又那么有美国特色”，结论是该游戏“对美国的父亲养育子女有着不可或缺的社会含义”（LaRossa，2005, p154）。

男性通过体育和其他形式的休闲活动和孩子们打成一片，这反映了提倡“参与式”父亲养育子女方式在西方民众中盛行的思想观念（Coakley，2006;Kay, 2006）。人们期望男性能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一起，这给父亲自己的休闲带来影响。Such（2006）发现，男子在向为人父过渡的时期中，往往会失去休闲自主权和选择权。在Such对双职工父母的研究中，许多父亲部分或完全地不再承担以前的义务；他们认为，独立的、自己决定的休闲与他们作为父亲、伴侣的身份不相容。虽然休闲有利于父亲和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但由于人们期望父亲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一起，便可能会限制男性获得自己的休闲。

对休闲和父亲养育子女的研究显示：

休闲是父亲和孩子互动的主要环境： 占据男性和孩子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比占据母亲的时间多。

通过休闲，现今“参与式”父亲养育子女的观念强化了父亲和孩子们的联系。

父亲养育子女的义务制约了他们获得个人休闲。

休闲和家庭伙伴关系的背景： 休闲和夫妻时间

对母亲休闲经历的大量研究，以及现在不断增加的对休闲和父亲在养育子女中的作用的研究，使家庭生活和养育子女之间的关系在休闲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养育子女不是父母全部的家庭生活。本章研究的是休闲在男女伙伴关系中的作用，首先集中研究家庭环境对父母共同参与的“夫妻”休闲的影响。下一章节将研究夫妻之间的协商对男女双方获得个人的休闲机会的影响。

考察家庭环境和夫妻休闲时间关系的研究进行得很少。Thorpe和Daly（1999）发现孩子对父母的时间有着优先占有权。Daly和Dyck对北美家长的研究加强了这一认识。他们的研究充分显示，满足孩子的需求比夫妻时间更重要。这同Coakley（2006，即将出版）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在北美，家长有义务“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关心孩子的行踪和活动，这种对家长的期望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家长才算得上养育子女的好家长（Coakley，2006，未出版）。

这些制约夫妻时间的因素所带来的后果尚不清楚。回顾之前的文献，Daly和Dyck（2006）指出，尽管一些研究表明夫妻共同相处的时间对婚姻满意度有重要意义（如Crawford，houts, huston & George, 2002; RussellChapin, Chapin & Sattler, 2001）,其他研究者（如Berg, Trost, Schneider以及Allison,2001;hollan,1995;presser,2000）认为夫妻实际共同相处的时间，包括共同的休闲时间，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是有限的（见Daly＆Dyck,2006）。但Gottman和Silver（1999）发现，健全的婚姻要求有足够的相处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解决经常出现的生活矛盾，夫妻之间的问题会变成“难题，然后变成危机”（Nelson，2001；见Daly＆Dyck，2006）。

Daly和Dyck近期的研究考察了夫妻时间是如何在家庭需求的环境下变通的。他们关注北美的父亲们是怎样与伴侣一起协商夫妻时间的，包括提出和计划夫妻时间的过程，处理对自发行为和浪漫氛围的期望，安排对孩子的照料。他们发现要求夫妻时间有两个目的： 增进夫妻关系，恢复个人活力，以增强有效照料子女的能力。对于父亲来说，伴侣和家长这两种角色常常会混淆： 作为伴侣，他需要努力找到夫妻时间，但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变通做家长的义务。Daly和Dyck着重指出，家长在考虑这些义务时“始终，在各方面”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这种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提醒，很多夫妻因此在面对共度时光中出现的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挑战时，感到无助。“他们可能需要把‘孩子需要永远放在第一位’这一自觉的立场跟‘支持夫妻关系，它是满足孩子深层需求的一种方法’这一看法明确地放在一起考虑。”（Daly&Dyck）。

与家庭休闲的某些其他方面相比，尽管没有那么多考察夫妻休闲的研究，但是数据已足以显示：

做父母的义务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夫妻共享休闲的时间。

这些制约存在着重要的观念因素，反映了现今家长必须把孩子的需求放在首位的思想观念。

帮助孩子们得到“合适”的休闲机会，越来越成为家长义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休闲和家庭夫妻关系： 获得个人休闲

休闲研究说明，家庭中男女双方的休闲不仅受制于家长养育子女方面的要求，而且也受男女双方协商的影响。男女形成伙伴关系的时候，双方都把休闲看作是他们个人自我身份展现的重要领域。但他们在获得休闲经历的能力方面有所不同： 男性比女性更有能力在亲密关系中保留个人活动（Kay，2003）。微观上，男性把休闲看作异性伴侣关系中个人身份表达的重要领域，他们似乎比较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把休闲放在重要地位。Anderson（2001）对父母家庭活动假日经历进行的研究表明，很明显父亲比母亲更明确注重个人需求： 父亲认为家庭假日是“个人”假日，母亲则把家庭成员的满足放在首位。Dryden（1999）讲述了一位男子在所谓“家庭”假日中追求个人利益的故事。尽管全家在海边的房屋里住了整整一周时间，但父亲却只在最后两天才和妻子、两个孩子一起。在这位男子看来，“我是为自己去的”，因此决定“要充分利用” 自己有限的时间（Dryden，1999： 134）。他认为和家人在同一个城镇就已经足够了，等于“和他们在一起”，早上到达后，看到他们一切“安好”，他就离开他们，花两天时间满足自己观鸟的兴趣。

在这样的描述中，男性表现出比女性更强烈的、追求个人活动的权利的意识。Desaulniers和Theberge（1992）对男女双方都想减少取酬工作时间的原因进行的研究也充分反映了这种反差。女性想减少工作时间主要是因为“有其他事情要做”（471％），大多数男性则是因为“有其他兴趣爱好”（575％）。他们的发现显示出如果有更多不受约束的时间，女性会将用来履行义务，男性则投入到自己的活动之中（Desaulniers & Theberge，1992： 145146）。Such（2002）分析了14个双职工家庭的生活方式中的休闲，考察了男女双方通过互动构建休闲的情况。她的发现证实，尽管有不同程度的来自妻子的阻力，男性有更多的自由，去追求自己喜欢的活动。许多情况下，男性的休闲被认为是无协商可言的：“这是他的事，是他自己要做的”（Such,2002： 182）。

Samdahl，Jacobson和hutchinson（2001）以及Kay（2003）认为妻子在和丈夫协商休闲时所遭遇的困难反映了她们在夫妻关系中无法维持“自我”。Freysinger和Flannery（1992）的研究中，一些受访者说到，只有身子完全离开（如去外地学习旅行、参加短期活动假日）“摆脱”家庭环境，才能得到休闲（Freysinger＆Flannery，1992）。一位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感觉时表示，没有个人休闲意味着在她全部的生活中“没有一个真实的我”（1992： 313）。能得到休闲对建立或重建自我和实现自我有着重要意义：“是的，这就是我！”“在休闲的时候，你又能成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 （见Freysinger＆Flannery，1992： 313，315）

研究异性伙伴对男女各方休闲的影响表明：

女性在伙伴关系中获得个人休闲有着特殊的困难；尽管她们珍视休闲作为表达“自我”的机会，女性仍然难以表达对休闲的权利要求。

和女性相比，男性更有可能享受个人休闲，而且这种权利意识也更强烈。

家庭与休闲研究结论

前面各章节所回顾的研究确认了休闲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休闲在父母和孩子的互动中尤其重要，同时对父母的夫妻关系也有重要作用。由于对家庭各个成员生活都有所帮助，能够维系家庭成员的关系，给予他们共同的经历，培养“全家”意识，因此人们给予积极的休闲经历很高的评价。休闲所特有的“有趣”和“愉悦”的内涵不应模糊它提供重要机会，实现促进生成和亲情这些严肃的职能。

家庭环境下的休闲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家庭成员可能好不容易才获得充足的休闲时间，也可能无法培育维系家庭单元的关系。面对以孩子为中心的父母责任观念，父母们也许不会把自己的休闲需求放在首位，休闲也可能会成为性别不平等再生的领域。对休闲的制约和不满可能源于家庭生活潜在的紧张局面，并恶化这种局面。休闲非固定结构和不稳定的特质给变通亲密关系的感情形势带来不利环境。

休闲在家庭互动中的中心作用表明休闲对家庭成员感情健康非常重要。因此，“投资”家庭休闲的政策也许效果卓越。但是，决策者难以用直接有利于休闲的方法介入家庭生活。虽然直接提供孩子玩耍条件也许重要，但家庭生活最可能受益于保持工作、生活平衡的有效措施以及支持福利的各种制度。这样，家庭便能充分利用休闲。

四、休闲和社区

本章对有关休闲给“社区”带来利益的各种论据进行评估。近来关于这个话题的论著有两个相关的观点。其一是认为“休闲”是“社区”集体生活的内在部分，“社区”是享受休闲、创造休闲的重要环境。这激起了休闲学者们对“休闲”和“社区”两者如何发生交叉的议题普遍感兴趣。第二个观点更加具体： 把休闲作为工具（如通过社区层面的政策干预），用以对付地方性的社会问题。这种方法在英国尤其明显，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赞同利用休闲（尤其是体育）来缓和居民区之间的社会问题。从小范围来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也执行相似的政策。有目的的休闲被认为是解决犯罪、反社会行为、逃避教育、工作等问题适用的策略。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这种方法有利于社区的发展。

当代社区

在社区的本质、力量和发展问题上，现今的社会政策争论都环绕着社区成员有效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进行。由于人们关注社会不断增强的私有化、个人化趋势 （尤其是purnam，2000），大家都强调“联系”的重要性，（Galloway，Birkin，hamilton，petticrew＆Bell，2005），都使用社会资本、社会和谐这类字眼描述构成“社区”的人们之间社会互动的重要性。

Coalter，Allison以及Taylor（2000）引用了Forrest、Kearns（1999）使用的“社会黏合剂”这一概念来描述社区各种关系质量的重要性，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共同的归属感和共同的目的；不同群体、不同年代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团结；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将冲突最小化，使社会稳定；积极、善良的公民；紧密的朋友圈、家庭圈和熟人圈。

这些也同样适用与Thomas（1995）的观点，他认为有效的社区要求社会有内聚力和包容、认同和归属。Thomas（1995）还认为社区能够得到这些品质，如果社区：

把居民聚在一起；具有增加社会接触的设施；每天有规律的活动，增加社会互动；有丰富“活泼”的社会娱乐网络；有活跃的组织，把人们聚在一起，能够代表他们的想法和关心的问题；允许居民在家庭之外扮演公众角色，既满足自己，也服务他人。

休闲的形式、活动和经历多种多样，相互搭配，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是和谐的，从实践角度来看也适合社区。休闲给社区带来的潜在利益得到了广泛详细的阐述。由于英国和美国重新制定的社会政策都强调维系社会关系，这就刺激了人们增加对休闲的观察，了解其是否有利于社区生活、在何种程度上促进社区生活发展。但是，学术分析学者们最盛行的观点是，迄今为止，政治家、决策者和一些休闲供应商所宣称的益处都远远超出了证据所提供的范围。

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由政策所驱动，因而导致了学术文献在某种程度上的支离破碎。后面章节的结构反映了这一点，轮流考察体育、艺术以及其他文化活动给社区带来利益的论据。

体育给社区带来的利益

Coalter的著作特别关注体育运动。他从个人和社区层面上对休闲产出的理论和实际社会效应进行分析批判，称得上这方面的领军人物。（Coalter，2000，2001，2002，2004，2005）。在讨论贫困城市地区对体育运动的利用时，Coalter等人（2000）提及“体育能促进社区发展、城市更新、社会包容的设想”以及“参加体育运动能帮助增强、提高那些代表贫困城市地区特征的软弱或负面的进程、结构和关系”的内涵。回顾大量学者的作品（包括Collins，henry，houlihan＆Buller，1999；Long＆Sanderson，1998；英国体育，1999；Svoboda，1994；Wankel ＆ Sefton，1994），他们提到体育运动会带给“社区”广泛收益，包括：

和其他人见面、交流；学习具体社会技能（宽容，对他人的尊重）；适应团队/集体目标（合作、团结）；促进种族融合；增强团结和社区身份。

其他一些学者也指出，体育具有缓和具体问题的潜力，包括防止犯罪、增进健康和提高学术成就。

体育能带给社区利益，最令人确信的主张体现在Bloom，Grant和Watt（2005）对加拿大体育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利益的分析。在运用大量的研究数据的基础上，作者们报告说，多数调查对象觉得体育对他们的社区有帮助，为人们开展有结构、有目的的活动提供了会面、交流场所。“大多数”觉得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鼓励不同背景的人去积极工作、娱乐，并给不同年龄的人们带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

一般来说，Coalter对支持Collins等（1999）、Galloway等（2005）、Long、Welch、Bramham、hyton和Lloyd（2002）、Long＆Sanderson等人在提出各自主张时提供的论据质量持批判态度。尤其相关的是，当所有人对体育运动的介入带来“社会产出”的主张持保留态度时，他们尤其不相信有证据能证明体育能在社区层面上带来利益。Long和Sanderson（1996；1998）宣称，他们所访问的体育开发工作人员和体育设备经理能够指出个人如何从参与体育运动中获得利益，“但是发现，要说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社区层面上则较难”。Galloway等人（2005）回顾了体育对生活质量的作用，得出如下结论：“尽管有些体育文献想要说明参与体育运动和个人成长、社会融合、社会支持以及社区健康等之间的联系，但总体来说，既没有实证可以用来支持因果关系的存在，也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参加体育运动如何与其他社会因素一起发挥作用，例如通过社会支持、友谊和通过参与达到集体认同”（Galloway等人，2005： 74）。

在英国，人们十分重视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这带来了跟休闲有关的大量监测和评估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仍然无法解决上述问题。证据方面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它们部分地反映了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的复杂性（文章稍候有论述）。这里，更为直接的问题是没有资料能够明确无疑地证明体育能给社区带来利益。Collins等（1999）和Coalter等（2000）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回顾时，都研究了体育的利用和健康、犯罪、教育以及就业的关系。虽然他们都突出已经获得的一些成功，但同时也发现许多证据缺乏说服力，因此也都强调了解获得最佳利益过程的重要性。

一些迹象表明关于对体育的作用的争论越来越慎重： 英国人有关体育的内在特质带来利益的断言越来越少；大家更多地强调体育在更广泛的支持性项目中所作的贡献。这种观察问题的方式虽然仍旧依赖若干基本尚未证实的设想，但与简单地把好处归因于体育本身的特质相比，仍不失为一种更成熟、更敏感的分析。Tait（2000）认为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的体育的介入实际上是尝试“吸引”年轻人“自我革新”。他因此建议，根本的问题是年轻人是否能—又如何能（或被说服）—形成新的身份： 在某种层面上似乎只是“身体活跃的青年”，但“实际上……也在创造、适应‘热爱运动，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的身份”（Tait，2000： 4）。体育在何种程度上能促进这种基本变化仍需论证。

关于体育，有论据显示：

从理论上来说，体育的本质和有效社区的本质两者之间有着良好的匹配；

然而，用以证明已经取得这些理论上好处的证据——可以用来得出结论的证据——尚显得非常不足；

尤其不明确的是，这些好处（包括经常被记录在案的个人好处）怎样才能产生，又如何转入社区。

学术分析者没有表示体育不能给社区带来好处：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需要设计更有效的研究，才能得到必要的证据。

艺术和文化活动带给社区的利益

分析艺术、文化活动对社区的影响和体育极为相似。Guetzkow（2002）题为《艺术如何影响社区》的论文考察了探讨艺术作用的文献，指出这些文献中出现的多种概念、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他指出艺术是如何“被人们认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人们宣称艺术能够在社区层面上给予居民区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刺激社会资本的产生，实现重要社区目标。很多机制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如作为艺术家直接介入，观众参与，或者艺术家、艺术团体机构的参与。Guetzkow从McCarthy（2002）的论文中发现三种广义的社区收益形式： 经济形式、文化形式（如确立社区特色、身价，鼓励积极的社区准则，如多样性、宽容）以及社会形式（通过将人们聚在一起，邀请他们参与，使他们和组织联系起来，以增加社会资本）。居民区及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减少也被视为艺术给社区带来的一项收益。

Guetzkow对艺术的分析和其他分析者对体育对社区可能造成的影响所进行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与Coalter一样，Guetzkow提出了参与的性质以及获得利益的过程问题。虽然直接参与艺术活动比作为观众有更强烈的经历感，但观众分布更广，更有潜力获得共同的经历。Guetzkow同时也考虑到“专业的”和社区的艺术的不同影响。尽管专业艺术更有可能创造经济利益，但产生经济利益一般需要吸引当地以外的人，因此不太可能直接帮助社区成员形成共同经历。相反，“社区艺术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社区成员参与到一种有创意的活动中来”（Guetzkow，2002： 6）。

如同很多体育开发计划，社区艺术活动常常涉及某些弱势群体（如处于危险状况的青年、少数民族和贫民区的人），其目的在于增加社会资本、增进社区凝聚力。很显然，利用艺术和文化活动使社区“受益”，与在目标人群中利用体育是相似的。这些活动给社区带来的利益也有相似之处：

不管投入社会资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人们认为社区艺术活动能够建立社会资本，因为它们可以提高个人能力和参与的积极性（Guetzkow，2001： 6）。

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其性质似乎存在疑问。评估都集中在个人获得的好处上——与体育发展评估研究一样。这样，微观层面上的个人影响和社区集体层面之间的联系便出现了问题。这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把两者说成是因果关系的能力。

Galloway等（2005）根据相当广泛的定量数据对文化活动影响进行研究，但也强调了这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为了了解文化在社区层面上对生活质量的贡献，他们在方法评估中回顾了9项主要研究。考察的9项研究得出了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直接或间接“潜在的重要影响”，包括：

支持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刺激经济发展；优化环境；提高地方管理；改善公共安全；保留文化遗产；连接不同文化、民族、种族之间的桥梁；传播文化价值观和历史；建造群体记忆和群体身份。

实例有：

“社区艺术文化建造工程研究（ACIp）”，主要运用定性方法，提出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不仅构成社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而且在社区内部，文化以及其他类型的组织和活动之间还存在复杂的关系。

“艺术社会影响工程（SIAp）”考察了费城及其郊区文化的作用，按时间先后记录了一连串文化数据，将它们和其他生活质量标志因素进行对照，显示了在居民区层面一些因素之间的关联： ① 文化组织存在一定时间以后，贫困程度降低，人口稳定或增长；② 劣势居民区中，文化参与程度增高，青少年犯罪率、逃学率降低；③ 文化参与使人们主观认为社区生活质量“很好”；④ 文化组织存在一定时间以后，居民区“多样性”提高（包括民族多样性，家庭形式）。

SAIp研究人员认为，这足以证明社区文化制度“建立了社会结构，增强了社区能力”，并“为居民区贡献新的活力”（Stern＆Seifert，2002）。

“文化建立社区计划（CBB）”找到了“交叉参与”的证据。先前的研究认为这是文化有利于社区能力建立的一种关键方法（Stern＆Seifert，1998）。参与文化活动的人们更有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参与社区活动，最常见的方式包括宗教服务（50％的答卷人）、家庭与学校结合（33％）、娱乐活动（30）以及图书馆（28％），其中至少有10％的人参加公民组织、继续教育和特殊兴趣小组。文化参与和对社区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也有明显的联系。

“John S.＆James L.骑士基金社区指标项目”。此项研究发现，种族或民族对个人如何看待社区文化资源的可获得性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些发现与态度有关的问题（“如果你正想找个文化活动参加，那么该活动是否能反映你的民族或种族背景的重要程度？”）有紧密联系。那些认为重要的人最不可能参加社区所提供的文化活动，却更有可能对他们所在地区的文化服务供给不满。

“代表丹佛表演艺术研究联盟（pARC）的城市研究院”在美国各地10个社区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对5个社区的家庭进行电话调查（丹佛，阿拉斯加，辛辛那提，匹兹堡，西雅图）。该调查对表演艺术所做的社会、经济贡献进行评估，包括一家之主看待表演艺术对个人生活和社区的价值的态度。调查发现，丹佛的居民认为艺术对社区比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更有价值。一半以上的答卷完全认为表演艺术“在大丹佛地区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有32％的人“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观点。受过较高教育的丹佛居民、经常观看表演艺术的人以及家中子女已独立的人更有可能赞成该观点，而那些25岁以下的人可能性较小（Swain，2005；见Galloway编著，2005）。调查还发现，频繁参加现场艺术活动和在社区组织志愿服务之间有很大联系。

关于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关联，证据不一致：

从理论上来说，在艺术和文化活动的特性跟有效社区的特性之间有着良好的匹配；

但是由于论证基础具有可变性，而且过于依赖“传闻轶事”信息一般来说，以“传闻轶事（‘anecdotal’ information）”作为学术论文的依据，是西方学术论文写作中最大的忌讳之一。——译者注，定性和定量研究在概念和方法上也有缺陷，因而备受批判；

参与文化活动和这种参与对社区的有益影响这两者之间的某些“联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明（或不表明）因果关系，这一点受到特别关注；

尽管如此，一些研究确实记录了调查对象感受到文化活动对社区产生的有益影响。

从休闲对社区作用的论证所得到的结论

综观大量论证，一些实质性评论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存在着强有力的理论观点，支持休闲拥有给社区带来利益的潜力这一看法，而且实证研究也表明，休闲可能会有助于人们实现许多期望的结果。但是，文献的主旋律是这类实证使研究者无法得出强有力的结论，因为大部分证据软弱无力，不足以使人完全信服。在监测评估方案的实证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人们在争论中关注的，不是能否得到证据，而是证据是否过硬。已经提出的批评包括：

有一种趋势把休闲（或休闲的组成部分，如体育、艺术）视为具有统一影响的单个实体。与此相反，休闲自身是一种多样化的产品；不同的休闲形式对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有吸引力；休闲供给的质量各不相同，个人对休闲项目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对休闲介入的各种不同反映与这些项目的结构特点相关（尽管不能用它们来作全部的解释），包括项目的持续时间，其资金保证以及和其他机构、政策的整合程度（Coalter，2001）。文化或体育活动或节庆如何组织、管理和运行，决定了参与者经历的特性或质量，反过来这也帮助决定了这些活动产生的结果（Galloway等，2005）。

不少批评都集中在方法论方面。Guetzkow尤其对依赖定性证据的趋势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评估研究的局限性存在于很多方面，但首先是因为：

这些研究者为了支持自己提出的论点，往往完全依赖参加艺术活动的人们以及观众们的主观描述——简而言之，这些研究传闻轶事多，证据则显得不足（尽管也许有人认为大量的传闻不妨用作某种证据）。

但Galloway和他的同事们对此提出反驳：

对于文化的社会影响研究，最主要的批判是大量使用传闻轶事作为证据。鉴于主观看法在大部分生活质量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争论不在于自我宣传本身，而是自我宣传的数据是如何得来的（Galloway等人，2005： 96）。

证实因果关系这一问题受到特别关注。Jackson和herranz（2002；见Galloway，2005）阐述了试图在一个本身复杂的领域中建立简单因果关系所产生的问题。他们批判了过分强调单一因果联系的观点，认为应该探讨休闲与其他社会经济动力一起，共同促进特定结果产生的各种方式（Jackson＆herranz，2002）。Galloway等认为，尽管各项研究显示出不同休闲方式和社会融合/社区健康有“联系”，但是现有的工作尚未提供因果联系的证据。专家们认为实际过程要比这一切更加复杂。Coalter（2000，2002，2005）始终强烈批判过于简单地看待因果联系，提倡把休闲与其他可能促进变化的社会关系、涉入因素及结构联系起来，考察休闲的作用。

也许对休闲与社区的研究产生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研究不足，会给政策领域带来潜在的损害。但是，已经强调缺乏证据本身并不意味着这种有益的结果没有发生，或不可能发生（Coalter等，2000；Long等，2002）。所需要的是进行强有力的实证考察，以确定“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这种分析是针对休闲可能产生的好处进行的——究竟是否正确（Coalter等，2000）。

五、原理的总结

1． 作为一种建制，“家庭”将个人定位于社会结构之中，使其与文化、差异及（不）平等联系在一起，又通过这一方法，把宏观层面的影响传播到微观层面的休闲机会和经历中去。

2． 家庭生活中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不断变化，家庭环境的多样性不断增加，这都对休闲可能获得的实际及社会心理资源产生影响。

3． 休闲是家庭生活重要的部分，是个人休闲期望、经历和能力发展的主要环境。

4． 休闲也许是家庭成员最乐意参加的共同经历的活动领域。积极的家庭休闲经历对增进家庭和睦有重要作用，对个人、社区和社会也都有利。

5． 家庭中的一部分或全部成员可能会有消极的休闲活动经历。这反映了不同成员之间休闲偏好之间、个人和集体需求之间存在冲突。这类紧张情况包括亲情中重新出现的性别差异所带来的矛盾。

6． 通过广泛的休闲形式，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动（如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或偶尔利用娱乐场地），有规律或偶尔组织的活动（如有规律地参加休闲俱乐部，或一年参加一次当地的音乐会或聚会），休闲活动为社区交流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7． 通过挑战或加剧差异和不平等状况，社区休闲机会可能对社区内部关系起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第12章 休闲对于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休闲与经济

一、引言

最早研究休闲的学者中就有经济学家。其中，最早研究休闲的经济学家是Thorstein Veblen，其作品《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于1899年出版。20世纪下半叶，一部在休闲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是Marion Clawson和Jack Knetsch合著的《户外娱乐经济学》（Economics of Outdoor Recreation），1962年出版。自那时起，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各种形式的休闲现象的研究出版物层出不穷。

经济学主要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消费者行为和市场中向个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宏观经济学关注的则是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包括就业和失业水平、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增长。当然，由于国家和地区经济是由众多个体消费者和企业及政府的经济活动组成，宏观和微观分析领域是互相关联的。过去50年中，休闲经济学得到了不断发展，其学术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微观经济学。这也许意味着，研究关注的是主要休闲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如唱片音乐、体育设备或餐馆就餐。然而，出于以下三个原因，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第一，休闲的主要领域，包括体育、艺术和户外娱乐等，并非由消费者支付生产总成本的“标准”市场服务组成： 这些领域受到政府的广泛干预，包括对公共部门进行直接规定、给予补贴，有些情况下，甚至将上述休闲免费提供给参与者。第二，很多休闲市场都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因此很难以常规方法进行分析： 例如，与一般经济分析中针对自由市场的进程不同，体育联盟需要在一个受管制的竞争框架内才能运转。休闲经济学具有非传统特性的第三个原因是，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一定数量的时间。因此，休闲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受个人拥有的休闲时间的影响。由此，休闲经济学部分研究的是休闲时间的供求和价格与工作时间的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见Owen，1969；Gratton & Taylor，2000： 3347等）。由于上述这些因素，在进行休闲的经济学分析时，需要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进行调整，使其适合各种“非标准”市场的特点。

休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学术文献中显得难以捉摸。在社会科学中，书本，尤其是教科书，在总结和确立一个领域的知识状况中起到重要作用。休闲经济学领域的一些书籍从题目来看，似乎都力图对此进行全面总结，但最终却是徒劳。有不少书是有关休闲特定领域的经济学，如体育（例如： Dobson & Goddard，2001；Fort与Fizel，2004）、艺术（例如： Frey，2000）和户外娱乐（例如： hanley，Shaw & Wright，2003，及harmon & putney，2003），但很少有书把休闲当作一个整体来关注。①该领域最早的作品之一是Walsh的《娱乐经济决策： 比较成本与收益》（1986）（Recreation Economic Decisions： Comparing Benefits and Costs）。该书尽管题目比较笼统，但从内容来看，主要是评价公共娱乐服务，特别是户外娱乐服务。Cooke（1994）以及Gratton & Taylor（2000）的书在题目中都使用了“休闲”一词，而且也确实论述了一些宽泛的休闲问题，但重点只是关注体育。John Tribe的《娱乐、休闲与旅游经济学》（Economics of Recreation, Leisure and Tourism）（2005）是至今最为全面的著作。然而，从其题目也可看出，该书重点关注旅游，对旅游展开详细分析，并提供了众多例证。

休闲经济学领域最多的研究文献是对休闲产业中的政府活动进行分析，尤其阐述了公共开支的基本原理，并评估此类开支的成果。该研究借鉴了福利经济学，研究了户外休闲、艺术和体育中公共开支的成本和收益。这些研究均表明，公共补贴产生巨大赢利，其形式表现为公共收益，可以通过旅行成本法或Clawson 法等方法估算使用者收益和或然值，或使用“支付意愿”法估算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收益，将其中许多收益量化。该研究关注的是个人产品或服务的市场——或准市场——的微观经济学。

在强调政府作用方面，旅游业是例外。对于休闲产业，市场的一般经济分析更为合适。但即便如此，政府在提供景点和基础设施、市场营销中仍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涉及的产业（包括交通、酒店、景点等）数量庞大，要分析旅游“产品”面临众多挑战。

本文的题目是休闲与经济，因此，是指向宏观经济学。以下论述分为两大部分： ① 量化休闲的经济学意义；② 休闲与国民经济发展。

二、量化休闲的经济学意义

可以利用各种资料对休闲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进行评价。这些资料包括： 休闲方面的消费开支；公共部门在各休闲产业中的支出，如体育、户外娱乐、艺术和旅游等；以及休闲产业的就业。作为一种产业，休闲形态各异，鲜有条理，难以在国民账户中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因此，资料最好能从“卫星账户”收集，正像一些国家的旅游业所作的那样（见世界旅游组织年鉴）。旅游业卫星账户追踪全国的旅游开支，确定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然而，要每年建立并维护卫星账户，成本不菲，而且为整个休闲产业建立这样的账户尚无先例。因此，本文使用的主要资料是大部分发达国家进行的消费者开支调查。

有关休闲的资料通常都是分散收集——例如： 艺术、体育、旅游和户外娱乐资料，每种资料都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休闲经常归于其他门类之下——例如： 园艺开支可能不与其他“家庭成本”区分开来；休闲服饰开支，一般都没有与其他服饰开支区分开来。因此，很少直接收集休闲的量化数据。当我们试图以国际视野审视这一现象时，一些因素使这些困难重叠交叉在一起。这些因素包括： 语言障碍；各国管理休闲、收集休闲管理数据的体制不同；在相对贫困的国家，还有数据收集成本的问题，由此，总的来说，数据匮乏。

然而，休闲经济学家并没有优先考虑克服休闲开支数据缺乏条理的缺点。一些国家的关注重点是利用现有数据专门研究特定休闲产业或行业的经济规模——特别是艺术、体育和旅游——及其对当地、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影响。其中一些研究旨在改善产业在公众和政府眼中的形象，以达到持续追加经费资助的目的。另一些研究则出现在经济学课本上，书中提供休闲行业在经济层面的信息。经济部门的研究范例列在表1中。这些研究是在不同时期进行的，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因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也不能把这些研究中的数字合计起来，估算出整个休闲产业的经济学意义。实际上，就经济规模而言，艺术、体育和旅游总共加起来也不到整个休闲产业的一半，这在下文便可发现。罗列的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只有旅游业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对比。世界旅游组织每年都进行一次这样的对比。

关注整个休闲产业意义的研究为数极少： 其中之一是英国谢菲尔德哈雷姆大学休闲产业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该中心主要根据英国全国家庭支出调查，出版年报《休闲预测》（Leisure Forecasts）。英国的另一份报告《度过时光： 伦敦的休闲经济》（Spending Time： Londons Leisure Economy）（GLA Economics，2003）收集了一个大都市区的开支和就业数据。

国际上尚未出版有关休闲经济学意义的比较数据，但一些国家已为此汇编了消费开支和政府开支方面的数据，具体参见本文的以下两部分。至于消费开支，已收集了10个国家的数据，因为这10个国家的数据都是现成的。至于政府开支，只有2个国家的数据；而至于就业，则只有1个国家的数据。

消费开支

大部分国家都定期进行消费开支调查，以此确定消费价格指数。这样的调查结果一般都包括一类或一类以上的休闲、娱乐或文化活动，这意味着休闲消费开支占总消费开支的15％~20％。然而，更详细的分析表明，一些休闲开支项目通常归于其他项目之下，如住房（例如： 园艺或家庭娱乐开支）、交通（与休闲相关的旅行）或服饰（体育/休闲服装和鞋类）。当其中某些项目确定之后，休闲可占消费开支的25％左右。然而，要分别确定所有相关项目是不可能的，因此，大部分休闲支出都是低估的。

10个发达国家的数据。这里需注意四个技术问题：

这些数据仅从已出版的资料中汇编，并不利用资源进行详细分析，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同国家收集的信息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具有可比性。但四个北欧国家收集的一组数据例外，它们具有可比性。

所用的各类开支数据来源不同——已尽量使其类别匹配。

与休闲相关的国内旅行占所有国内旅行的30％——该比例是根据在澳大利亚进行的旅行调查得出的。

由于烟草制品在休闲和非休闲时间均可消费，这里假定75％的此类开支属于与休闲相关的开支。

原先数据包括家庭外用餐开支，这里假定其中的50％为与休闲相关的开支。

表格显示，确定的休闲开支占总消费开支的比例各不相同。日本最低，约为17％；英国和瑞典最高，约为29％。然而，考虑到数据来源各异，可能实际的比例差距并没有这么大。如果拥有更为详细的信息，比例较低的国家经分析，其比例可能增加。

估算的休闲总消费开支数据。尽管这些数据是通过不同方法，在不同时段收集的，但意味着在所列的10个国家，休闲总消费开支每年超过1.7万亿美元。如果在49个最富裕的国家（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按休闲消费开支占GDp的相同比例计算，世界上最富有国家每年的消费总开支估计可达6.7万亿美元。

(1) 北欧国家的数字包括酒精和烟草-95%；（2） 挪威的分类=娱乐和文化；（3） 国内餐馆，也有可能海外的，节假日；（4） =所有外出用餐的50%；（5） 包括“通讯”；（6） 包括此分类中不具备的娱乐数据。 资料来源：见脚注2。

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可能没这么详细、及时，很多情况下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本文无法阐述。随着实际收入增加，休闲开支的意义如何变化将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公共开支

政府开支是休闲经济规模的一部分。不同公共休闲项目一般由不同部门、各级政府管理。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会对整个休闲产业感兴趣，因此，一般不对政府总体休闲开支的数据进行集中汇编。获取此类开支的信息是研究的一大挑战。本文只给出澳大利亚和英国两个国家的数据。

澳大利亚公共部门每年的开支为64亿美元，超过休闲消费开支的10％，占所有政府开支的3％，占GDp的1.2％。其中，超过一半的开支用于艺术（包括2个公共广播频道）和遗产，1/4用于体育和娱乐。表4中是英国的数据，有关开支类别不那么详细，但提供了20世纪90年代的趋势数据。尽管英国的人口是澳大利亚的3倍，但其开支总额为41亿美元，低于澳大利亚，国家层面只包括准独立政府机构，不包括政府部门的直接支出，公共广播公司的资金来自许可费，而不是政府收入。趋势表明，在8年时间里，该数字增长了约18％，年复合率低于2％。其实，这一数据跟不上价格通胀，因此，按实际价值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开支在下降。

由此，尽管按绝对值计算，政府开支的意义显而易见，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却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未能得到试图控制公共开支的政府的支持。然而，可以认为，这种开支所支持的服务和福利设施——包括文化与环境遗产、体育、艺术、旅游推广、公共开放空间和广播——在社会、文化和环境层面具有重大意义。

休闲就业

各国的职业和行业分类体系各不相同，因此确定所有休闲行业就业情况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表5只列出了澳大利亚的数据。表中显示，各休闲行业共有72万从业人员，占澳大利亚总就业人数的07％，远低于消费开支数据的比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产项目和运输不包括在其中，而且一些休闲开支项目包含了很大一部分税收。

三、休闲与经济发展

有关发展中国家休闲与经济发展的现有研究都将旅游业当作经济发展的一种来源看待，而在发达国家，重点是将旅游业、体育和艺术/文化当作城市复兴的工具。本文首先简要回顾这些领域的研究，然后探讨经济发展、休闲供应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在发展中国家，旅游业是经济发展的来源之一

大量国际旅游往来在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但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目的地的游客比例日益增长。其实，旅游可为东道国提供出口收入，这一般被视作对经济发展有利。然而，研究却发现了这一现象的消极方面，例如：

旅游业发展会创造大量无需技能、报酬低且通常季节性强的工作，但由于缺乏培训和经验，当地人无法获得技术要求和报酬都更高的工作。当然，与现存报酬更低的工作或者根本没有工作相比，无需技能、报酬低且通常季节性强的工作还是可以胜出，但当地经济发展的范围会非常有限；投资，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权、控制和利润，一般都属于非本地的——甚至是国外的——个人或企业，这也限制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收益；将劳动力从传统职业吸引到旅游业，会损害现有农村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缺乏管理机制和/或腐败会非常严重地破坏环境。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为旅游发展或发展中国家所特有。即便存在这些问题，旅游发展一般还是收益大于成本。

发达国家的旅游、体育和艺术/文化与城市复兴

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决策者指望各服务行业，尤其是旅游、体育和艺术活动，能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经济低迷的内城英语“inner city”一词，通常指的是一个城市的“老城”，而未必是现代意义上的“市中心”。——译者注的复兴。其中一些活动通常与市民的“积极支持”相关，用以实现城市码头区的复兴（CraigSmith & Fagence，1995），其他则与主要活动相关，如博览会和奥运会（Syme等, 1989; Roche, 2000; preuss, 2004）。在美国，商业运动队或特许经营以及相关体育场已成为常见的载体（Noll & Zimbalist, 1997）。

存在相当数量的研究文献，关注这几类发展的评价过程，从而确定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发展的成本效益明显，而且这种文献数量日益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分析一致，这些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制造业走下坡路的城市，就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和工作安全感而言，休闲产业一般都比不上那些发展不景气或不再运作的产业。此外，由于体育和文化活动通常是短期的（尽管有些活动，如每年一度的艺术节，会定期举行），如果这些活动可以为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催化作用，则还需要另外一些发展，包括： 持续的、全年举行的活动项目；其他产业的发展，如创造性的/艺术企业，或者设备、服务的附属供应商；以及不相干的“流动”产业，这种产业受文化基础设施以及城市魅力形象的吸引，转移到城市中。最后，尽管十分清楚，地区经济可以在休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得到顺利发展，但是休闲服务的市场，与任何商品市场一样，都是有限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休闲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需依靠游客收入来维持，因此，供需的不平衡机会增加，从而导致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加大。

生活质量、休闲供应与经济发展

以上对几个发展问题的讨论都集中于休闲，将休闲当作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涉及投资和消费水平的提升。随着东欧原共产主义阵营的剧变，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整个世界已经达成广泛共识： 这种投资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参与。就私营部门而言，文章第一部分指出，消费者为改善生活质量而购买的休闲产品和服务均由私营部门提供。目前，经济学家已达成共识： 如果要使这个过程获得成功，政府的作用需要最小化，仅限于提供合理的法律和货币框架。但是，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也需要发挥作用。政府开支可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日本），甚至1/2以上（多数北欧国家）（Tiffen and Gittens, 2004： 88）。

主流经济学最关注的是市场过程及其高效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但是，它也规定了政府的职能。“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概括了政府的三大基本职能：

……第一，保护社会，使其免遭其他独立社会暴力和入侵的职能；本句中所说的“社会”，实际上指的是“国家”。——译者注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所有成员，使其享受公正，不受任何其他社会成员压迫和非正义待遇的职能，或者说是建立管理机构、严格实施公正的职能；第三，建立和维护一定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的职能。这样做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因为收益无法弥补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损失。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收益往往高于损失（引自Friedman & Friedman, 1979： 49）。

美国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补充了政府的第四大职能，即“保护社区中无法‘负起责任的人’成员的职能” （Friedman & Friedman, 1979： 53）。社区中无法“负起责任的人”，指的是指儿童、有精神疾病或者残疾的成员。

正是在第三大职能中，即“建立和维护一定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大多数公共部门参与休闲。这种参与的潜在范围非常广，从表3中列示的名单便可窥见一斑。另外，在这些“市场失灵”的领域，对资源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因此，政府该如何决定合理的供应领域和支出，以及供应和支出的合理水平？主流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标准及过程，为此类决策提供参考。普通经济学文献及有关休闲、艺术、体育和自然区域的专业文献都详细阐述了公共干预的理由，如“公共利益”、“优效品”和“客观性”的观点。（概要见Veal, 2002： 53—72）。成本效益研究是这些理论观点的实际应用，旨在证明市场经济中公共开支的合理性。如上所述，这些研究均为该领域中的公共投资（现有的和建议中涉及的）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另一方面，市场的辩护者则把矛头指向“政府失灵”的问题： 政府缺乏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庞大的公共开支及相关的税收对私有市场的顺利发展构成威胁和限制。毕竟，这些私有市场也提供必需的服务。

然而，迄今为止，有关休闲公共开支好处的研究都属于临时权宜性的，缺乏系统性，只涉及产生一系列特定收益的具体项目。研究文献中最欠缺的是对所有公共休闲服务对社区生活质量贡献进行成本收益评价。1991年，Robert Marans和paul Mohai在题为《休闲资源、娱乐活动和生活质量》的论文中，指出：

不少研究旨在探讨休闲在生活质量中的作用。这些研究评估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娱乐追求、家庭或与朋友在一起的休闲模式、或是个人自己选择的活动。但是却很少有考虑所有休闲行为的研究。有必要系统地整理出文献中的各种休闲成分，然后深入探讨各种成分的相互作用和替代性，探讨它们跟生活质量的关系（Marans & Mohai, 1991： 360）。

Marans和Mohai提到“很少有……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没有此类研究，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近年来，考虑这种观点的切入点是文化规划领域的发展，（Evans, 2001），但是，其认知基础仍旧缺乏系统性。

总体而言，历史的意外造就了提供不同水平、不同公共休闲组合的国家和城市。这些不同情况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何影响？什么是成功和不太成功的发展模式？如果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就有可能给——富有和贫穷国家——那些负责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人提供建议，包括休闲方面公共投资的不同水平和不同组合，以及这些投资对未来社区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关注这些问题给休闲研究界提出了巨大挑战。

四、原则总结

1 休闲是发达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消费支出的1/4，在公共资源中也占据很大比例。

2 评价休闲的经济学意义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衡量。由于众多休闲项目均归入其他项目之下，如休闲服饰、住房的休闲和娱乐特色，因此大部分官方资料都低估了经济中的休闲成分。但旅游业除外，一些国家已建立国家“卫星账户”。

3 富有的发达国家继续将大量资源用于发展休闲。与此同时，休闲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日益突现。发达国家的大量社会和文化资金是在过去100~15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积累的。这包括城市公园、运动场和社区运动设施的建设，自然区域、海岸线和水道的保护，也包括文化机构的发展。这些开发所需的资源通常都通过政府行为和私人慈善事业两个渠道得到保障。

4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都将导致未来休闲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公共部门和非赢利部门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涉及技术和经济层面。大多数休闲的经济研究都致力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非市场方式提供休闲服务所花费的成本和带来的收益。研究均表明，收益大大超出成本。这些发现表明，大部分休闲需要由市场来提供，受市场正常供需力量的制约，但是资源有效配置仍需要公共和非赢利部门在提供休闲服务中发挥作用。

注释

1 更详细的书单参见Veal，2006。

2 数据来源：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统计局（2005）；

德国： Arbeitskreis Freizeitwirtschaft im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oeln 2002, auf der Basis von Date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es （=德国产业研究所休闲经济工作组，科隆，2002，基于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和德国联邦统计局，网址： www.destatis.de/basis/e/evs/budtab8.htm

英国： 国家统计局（2006）；

美国： 通过美国劳动统计局网站www.bls.gov/ cex/#data进行的2003年度美国消费支出调查;

日本： 内政与交通部统计局： 2004年度家庭收支调查，网址： www.stat.go.jp/english/data/ kakei/index.htm;

新西兰： 2003—2004年度新西兰家庭经济调查，新西兰统计局，惠灵顿，网址： www.stats.govt.nz/datasets/workincome/ householdeconomicstatistics.htm;

北欧国家： 瑞典统计局，网址： www.scb.se/templates/product_ 22952.asp.

3 在一段时间内，机构职责发生了变化，对开支水平产生影响，也导致了一些数据缺失。如乡村局。现有的1995/1996年的开支数据是推测的，便于计算以后几年的数据。

4 但是，沉溺于一些活动，如抽烟、吸毒，以及过分沉溺于另一些活动，如吃喝或赌博，会对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第13章 工作与休闲的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定制化和随机化

本文论述了一假设，即在未来，许多不同的趋势将在以下几方面汇合，使工作和休闲行为更加短暂地定制化和随机化。这表现在：

工作和休闲发生在同一天、同一周、同一假日、同一年或一生当中；已经计划的事件是否发生，或已经计划的行为是否成为现实，对此都不如以前肯定；工作和休闲怎样安排会变得更加定制化和个人化；由于时间缺乏，人们对于工作和休闲的感知程度亦然。

以下一些因素可能导致这些变化：

全球人口迅速老龄化和移民问题；不断增高的人口密度；工作和工人性质的改变；不断变化的科学技术；教育分散化；对老弱病残的关怀照顾与日俱增的关怀；全球变暖和其他极端天气情况。

综合考虑，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将需要休闲和旅游业服务提供者在以下一些方面加以改善，如向顾客提供定制化服务的能力，在真实时间里进行操作和增强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他们也需要找到更好满足年长者需要的方法，因为这些人由于年龄变化，会采用补偿和选择技术，在休闲经历中寻求更多的情感意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现代国家，但也会提供一些例子说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可能受这些趋势的影响。应该注意到有些因素既可以让时间的使用更加定制化，也可以使之随时发生。

一、工作和休闲的未来

时间的使用，时间在一天、一周、一年及一生各个层面上的安排，以后的几十年中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定制化。这种定制化可能部分是由于暂时性次序的“大规模定制”造成的。“大规模定制”一词以往主要指商品的生产。1987年，戴维斯创造这一词组，把它定义为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在工业化经济大市场中数目相同的大量的消费者都可以得到服务，就像前工业化经济中定制化市场对待个人一样”（戴维斯1987，p.169）。这一词组也被定义为能够“提供满足顾客单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其效率接近于大规模生产”（Tseng & Jiao, 2001, p.13）。任何成功的大规模定制系统中，其（运作）过程都具有如下特征： 稳定、灵活、反应快，能以动态方式持续不断地提供产品（pine, 1995）。目前，人们相互之间掌握的信息水平和处理、分析这些信息的速度都以几何级数增长，与此俱来的是他们实现临时时间表定制化的能力以及生产定制化产品的能力。

时间的安排也可能变得更加随机化，不是立足于“稳定”的过程，而是立足于不稳定的程序上。大量的因素将增加某一特定休闲或旅游活动的偶然性。

这样的因素多种多样，但也许会包含以下一些：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每天要对付影响他们参与的健康问题，如关节炎。

越来越多的照顾（老弱病残者的）责任。这些责任使活动的计划完全取决于他人的需要。

随着全球变暖，恶劣天气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多的后勤方面的问题，如交通堵塞使人望而却步，目的地拥挤不堪，或因目的地容量饱和和其他因素而造成无法进入目的地。

恐怖主义事件或诸如此类的威胁及对此类事件做出的反应。

可以预计，科学技术的提高将可以部分降低上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这些技术越来越可能进入即时或接近即时的交流： 你还在计划来吗？谁和你一起来？你想得到什么益处？你已经在途中吗？

因此，时间利用的定制化一是事先有准备，一是依照情况而定；两种做法同时存在。正因为此，我们也许会找到过个人生活的其他方式。

工作和空余时间的混合和定制化

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空余时间、娱乐或休闲的含义、数量及利用。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决定了日常生活和生活轨道的顺序。从狩猎到园艺、到农业、到商业、到早期和后期的工业化、到服务经济、到知识/经验经济，也许最终会到创新经济。在此过程中，休闲已经被重新定义而且将继续被重新定义。

今天多种力量正在重新安排工作和娱乐之间关系的顺序。一天或一周中，工作和空余时间不再单独存在，而是混合在一起。也许可以归纳说，现代国家的居民平均每周的空余时间从30小时至超过40小时不等。在欧洲国家，空余时间的范围是每周315~455小时，挪威和芬兰较多，法国和德国较少（欧洲统计局, 2003年7月）。2000年，处于工作年龄的瑞典人，其空余时间平均每周为35~385小时（Rydenstarn, 2002）。

在美国，时间日记研究表明1995年平均每周空余时间近40小时，比1965年每周空余时间增加了超过5小时（Robinson & Godbey, 1999）。最近一项由美国政府（美国劳工统计局，2004）所做的时间安排研究发现，美国人平均每周有超过40小时的空余时间。这和中国城市居民的空余时间数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居民空余时间增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不再以煤炭或柴火为燃料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家用电器。

然而这些空余时间的分配不再反映工作和休闲的产业化循环，也不反映部分从大规模生产中突起的大众文化。相反，人们一天、一周、一年、甚至一生的空余时间安排越来越具融合性、定制化及随机性。在中国城市里也可发现同样的趋势。1998年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一周中工作和业余融合的时间在中国内陆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比较明显。

有人说这种趋势标志着“休闲”的终结，甚至是工作——休闲区别的终结。也许更确切地说，对大多数人而言，休闲贯穿在工作及其他必须做的事情的时间之间，而不是和它们分离开来。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休闲”时间是由小块时间组成的。这种时间对于许多休闲活动来说可用性非常有限。比如在美国，一周中超过一半的空余小时数来自工作日，并不是来自周末，而且每次是一到两个小时的时段（Robinson & Godbey, 1999）。正因为这一情况，每周的休闲会更多地和工作融合在一起，而且更定制化。

一天24小时

人们何时上班、工作、下班、上学或购物在一天24小时内正在实现定制化（译注： 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情况灵活安排）。由于多种多样的因素，从不断加大的城市化，到雇主给以弹性工作时间选择的逐步增加，再到工作性质本身——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服务经济里，几乎一半的工作人员都跟电脑相连，所以工作人员离家上班（或在家里开始工作）和下班的时间正在定制化。表4中的数据显示美国大部分工作人士早上出发去上班的时间并不在7点到9点之间。

需要错开乘公交车上下班的部分原因是交通密度逐步增大，也有部分原因是乘公交车上下班时间逐渐变长。后者则是由于各人家庭经济条件大不相同造成的： 很多工作人士住不起离工作地点近的房子。有些城市交通堵塞问题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希望减少进入市区的汽车数量。有时通过向乘公交车上下班者收费来解决这一问题。伦敦向进入拥挤城区的乘公交车上下班者收费的新方案也许会使工作时间和旅途安排进一步定制化。

在伦敦中心，“拥挤地区”是该市中心一个占地8平方英里的地块。在这个区域里有203个位置装了688个摄像机，拍摄从174个出入口进出这个区域的汽车牌照。司机在工作日早上7：00至下午6：30进入这个区的时候就要缴费（Wheatley, 2003）。

其他大城市诸如纽约和巴黎也正在考虑这样的计划。虽然这种改变会促使更多的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人改坐地铁，但它也可能造成更进一步错开出行时间及更多人在家工作。

意大利的数据表明，把工作带回家的可能性随着在家使用电脑的频率而增大（Romano, 2002）。在那些每天工作使用电脑的人中，32％的人说他们每周带工作回家做，而在那些在家从不使用电脑的人中，只有11％的人说每周带工作回家做。当然，就像很多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意大利工作人员拥有电脑的可能性也将快速增长。

购物时间几乎在每个现代国家已经变得自由化，晚上或周末购物人的比例也已经增大。甚至荷兰这个对商店营业时间有着最多限制性法律的国家，在1996年《交易时间法案》的推动下，成人晚上购物的比例从1990年的15％已经上升到2000年的22％，因为该法案使商店可以自由安排营业时间（Bredvelt, 2002）。

整一周

如果你仔细观察今天任何一个城区，你将发现在经济发展每个阶段工作的工人： 狩猎—采集者（捡罐头和其他破烂的人），园艺和农业工作者（在主要城市周边地区的蔬菜大庄园、城市种植大麻的人；渔场养鱼者），早期工业化（在血汗工厂生产服装和昂贵运动鞋的非法外国移民或乡下来的打工仔），后期工业化（工厂中加入工会的工人；服务行业的工作者，如处理保险索赔的工作人员、教师、给病人量血压的护士；坐在电脑前的知识工人）。每一个工种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时间模式。每一种工作因工作地点的不同、工作日程和工作地点安排的灵活性的不同而不一致。而且，每一种工作都可能细分为兼职和全职工作者。

除此之外，“工作者”和“非工作者”（如家庭主妇，退休人员，残疾人，学生）的区别正在变小。比如在美国，妇女1965年时要做7/8的家务，但是现在她们只做63％的家务（Robinson & Godbey, 1999; BLS, 2004）。几乎每个现代国家有了更多的兼职工作，包括一人身兼双份工、“短期合同”工作、临时工以及与他人合作共事等。随着这些情况的出现，没有报酬的家务杂事的承担责任正被重新分配。

关于性别差异，中国的趋势似乎和美国的趋势恰恰相反，中国自改革以来的二十年中性别差异逐渐增大。

就像Liu所说，中国的这一趋势也许代表了市场力量对政府计划的一种反作用力。当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政府试图通过创造城市男女几乎全民就业，人为地缩小性别差异。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起，中国性别差异的鸿沟已经被拉大，这更好地反映了真实社会经济学的男女情况。然而这种趋势有可能是暂时的，中国性别差异有可能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开始变小。此外，这些数据分析说明，性别差异在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中远远小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而且受教育的性别差异在上半个世纪中已经大大缩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府的努力，但现在城市里年轻男女都有了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效应会更持久）。

因此，工作日上班和周末娱乐的想法越来越不合理，这并不奇怪。平日和周末的区别从空余时间的小时数及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小时数角度来说已经明显减小。2003年，美国人平日工作时间平均为7.9个小时而周末工作时间平均为5.7个小时。82％的工作人士一般平日上班，而33％的人一般周末上班（BLS, 2004）。

每周和每日安排很大部分地定制化是由于具有弹性工作安排的出现。对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弹性工作安排的工作日包含了①核心工作时间和②弹性工作时间。核心工作时间是一天中规定的所有员工都要工作的时段。弹性工作时间是指工作日中员工可以（有限度地）选择他们自己到达和离开的时间。

2003年春天，英国1/5的全职员工和1/4的兼职员工具有某种弹性工作时间安排（英国国家统计局办公室，2003）。弹性工作时间是男性和女性全职工作人员最通常的弹性工作方式。

整个假期

外来移民使一个国家假日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因此，在美国，公立学校的学生也许会因为梅奥日、斋月、犹太圣节、耶稣受难日、宽札、或者马丁·路德·金日而请假。这些节日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外来移民宗教和文化传统及少数民族宗教。在美国，感恩节也许是个环绕宗教和传统食物的隆重节日，但也可能只是边喝啤酒边观看职业橄榄球赛。假日期间不再“关闭整个系统”。比如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弹性工作时间安排能使他们假期中每天也工作八个小时（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1995）。在其他外来移民率高的国家，如法国和加拿大，庆祝假日（或不庆祝）同样也正变得定制化。

整年

研究时间日志的人更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季节在人类的行为中现在所起的作用非常不起眼。（Robinson & Godbey, 1999; BLS, 2004）。部分原因可能是生活住处有了更好的暖气和冷气设备，但部分原因也可能是时间表的大规模定制化。如果把在车里呆着也算是在室内的话，那么美国人当然大部分的时间（95％）都在室内度过（Robinson & Godbey, 1999）。这并不是说，一年中哪段时间已经无关紧要，只是它的重要性减弱了，即使旅游胜地的旅游人数反映了旅游旺季、平季和淡季之间的周期越来越小的影响。

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人努力去使在某些旅游胜地的设施和服务多样化，来减少旅游旺季的影响。比如，黑龙江的一个滑雪场为吸引“淡季”的游客，已经建成了适合夏天游玩的娱乐设施。

一生中以前人们认为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从家到学校，到全职工作，到婚姻，到养儿育女，到退休这样一个可预测的生活方式，现在这样的概念一般来说已经不正确。将人生中各个不同阶段、事件完全按时间顺序排列——比如说开始上学，开始上班，经济上开始独立，结婚，成了父母，变成孙子孙女，离婚，退休——几乎在每个国家已经变得不大可能。因此，对某些人来说，晚到二十八九岁或三十初还处于青春期——更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在接受教育，不能养活自己，也没有成家。对其他人来说，他们过着不一般的苦日子，有些是外来移民，他们的青春期十八九岁就已经结束了，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全职工作或成家。

类似地，人们结婚，生孩子，离婚，换工作和退休的年龄也有了更大的差异。而且每一个这样的生活阶段更有可能和别的阶段角色交叉混合。例如在大多数现代国家，分阶段退休已经越来越流行了。

在中国，很多人工作几年后再回来读博士学位，尤其是女性，很多女性结了婚，生了孩子，等到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大多数例子是3岁）或上小学的年龄，她们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有些甚至四五十岁才去读博。近年来，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中曾有过工作经历或已经结婚的人数似乎同样在上升。另外，有些高学历的退休人员现在被重新聘用，通过“返聘”（回来工作的邀请）的方式做兼职或者全职的工作，而很大一批缺少人力资本的工作人员却在五十刚出头甚至四十几岁时就被迫提早退休。

不同的时间缺乏

在现代，时间已经变成越来越稀缺的资源，人们对这一点似乎没什么疑问了。历史学家认为自从18世纪中期开始，生活节奏已经加快。

社会加速发展不再是稳定的过程，而是以波浪式发展（最常见的是由新技术或社会经济组织新形式引发的），每一个新波浪都会遇到相当多的阻碍和部分逆转（Rosa, 2003, p.3）。

加速发展会发生在这样的社会： ① 技术加速发展——有目的、有目标的运输、通讯和生产的加速发展；或在②社会加速变化——社会本身的加速发展。

许多人匆匆行事，许多人感到自己被迫匆匆行事，也有许多人设法通过技术更好利用时间。然而，这里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总体来说，那些紧迫感最强的人一般都有高学历、高收入，他们结婚了，孩子18岁或18岁不到，年龄三十几岁或四十几岁（参见Godbey & Graefe, 1993; Robinson & Godbey, 1999）。单身妈妈属于时间紧迫感最强的人。外来移民也许同样感到时间紧迫。随着各个国家的人口越来越多样化，老龄化加速，财富和知识的差异加大，女性角色进一步多样化——随着这一切，技术发展和社会变化将对生活节奏发挥更大影响，带来更多不同。

从对产品需求定制化到对时间安排需求定制化的转变

物质商品生产过程正经历着一场革命。公司被迫对不断增长的个人化需求作出回应，使企业进一步以顾客为中心。这种由顾客驱动的定制化生产形成了对许多社会机构能力的诸多期望，从公立学校到超市无一例外。他们都得和自己服务的对象实行定制化的互动。

一个总部设在瑞典的市场营销集团这样描述休闲和旅游：

大规模定制化。

人们寻求他们所能想象别人没有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每个人异想天开的怪念头）。

顾客习惯于定制购买（咖啡、电脑、牛仔裤等）。

服务提供者需要在客户满意度和收益度之间寻求平衡（Muirden & Martin, 2004）。

这样的大规模定制化将很明显地要求对顾客了解更多。

二、人口迅速老龄化和移民问题

人口史无前例地迅速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人口统计学趋势。例如，美国到2015年时人口将增加17％，25~54岁——这个年龄段是劳动力参与率最高的——的人口数计划将只增长2％。

然而相比较而言，美国并不是老龄化很快。比如日本正经历着令人惊异的转变，1970年时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口百分比是7.1％，到2040年预计将增至33.2％。相比之下，德国是从13.8％ 增至30.9％。欧洲各国政府似乎无法通过政策改变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参见Sleebos, 2003）。加上人口迅速老化，这将意味着一批年龄更大的劳动力。图1和图2显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59岁人的百分比迅速下降。在这两例中，抚养老年人的年轻人比例大幅度地在下降。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外来移民现象还会强化，甚至在像日本这样历史上很少允许这样做的国家里同样发生。

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人口老龄化的国家里劳动力正变得相对稀缺，而资本却变得相对更加充裕。这促成了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改变，而导致资本更密集，而且也许会造成资本国际大流动，从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的国家流向速度慢的国家，而劳动力和货物流动的方向却相反（BrschSupan, 2004）。因此，在很多国家将同时存在老年“居民”人口和 “外来移民”人口，后者年轻的很多，但往往接受较少教育。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也将是如此。波多黎各将可能有更多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澳大利亚有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人，瑞典有更多的土耳其人，加拿大则有更多的中国人。甚至在冰岛，虽然他们的政策在有意识地希望减少外来移民的数量，但是现在也接收越来越多来自泰国和其他地方的移民。

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相反趋势，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及政治上的不稳定和冲突等，这些因素也许会使人口全球流动到2015年大幅度增长。合法和非法外来移民在50多个国家现在已占15％多的人口。这些不断大幅度提高的数字也将增加社会和政治紧张程度，也许还会改变国民认同，虽然这些数字也给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增添了活力。

各国在管理移民压力和移民流动方面将面临更多的困难，其数量为每年几百万人。在接下来的15年中，移居者将继续搬迁：

至北美，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东亚和南亚。

至欧洲，主要来自北非和中东、南亚、东欧和欧亚大陆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

从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最不发达地区至最发达地区。

（国家情报委员会，2000）

某些人口老龄化国家也许不能引进很多年轻移民来做一些最好由年轻人所做的工作。比如中国，它正迅速人口老龄化。1975—2000年，中国的中间年龄从刚超过20岁跳至将近30岁；到2025年预计将升至40岁。这将使中国的中间年龄可能比美国的还大。外来移民到中国还不大可能，因为农村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正千方百计进入城市，做那些城市居民不愿做的事。然而这样在国内的人口流动也会带来各种问题，这跟有大量外来移民的国家是类似的。

世界将近一半的人口住在人口替换不足的国家或领土上。世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日本和高度工业化的东亚，出生率都低于替代水平。另外，出生率低于这个水平的国家还有泰国、缅甸、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很多加勒比海社会，大多数南美国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土耳其和伊朗。中国也同样是出生率已经降至每个妇女生1.8个孩子，低于2.1的替代水平。因此中国在未来也可能在人口老龄化同时面临人口紧缩的问题。

日本以及欧洲、北美的居民历史上都是年老之前就致富。在今后数十年当中，很多国家的人民将在年老之后才致富（Eberstadt, 2004, p.2）。

这样的人口统计学变化将产生巨大的压力，必须加快移民速度。而随着外来移民潮的发生，生活定制化也将增加。对扩大之前的欧盟来说，每年将需要约250万人的净流入量才能稳定人口，需要430万人才能稳定劳动力。对日本来说，每年将需要30万名完全的新移民以稳定人口，60万名以稳定劳动力。

另外，外来移民几乎从来没有在一个国家随意分布。比如，进入加拿大50％的外来移民去了多伦多，10％去了温哥华，再有10％去了蒙特利尔；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的外来移民大多来自墨西哥；英国布拉德福市60％的人口来自亚洲——印度。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休闲和旅游的定制化在国家不同地理位置上必然以不同的速率发生。

随着世界人口的老龄化，老龄化的新理论帮助人们懂得为什么时间利用需要更加定制化。可塑性这个概念现在用于解释人们处于不同背景和出现干预时表现出来的柔韧性格（Baltes, 1987）。每个人拥有潜力，做出积极或消极的改变。他们的行为帮助他们决定如何改变。好比玩桥牌或填字游戏可能会提高老年人的智力，我们的行为继续为我们的发展定形。

正在进入老年的人们可能会越来越注意选择，从他们丰富的休闲活动项目中挑选那些最具潜力的活动，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更快乐，也更成功。他们会从休闲活动中选择那些能带来最大乐趣的形式。进入老年，体力衰退，他们承认这些变化带来的限制。而他们的选择则是在某些活动的参与形式方面做出调整。

随着每个国家人口的老龄化，人们将可能更多地在中年时期补偿自己，然后在年老的时候更多地挑选自己做什么以及和谁一起做。补偿和选择都意味着休闲和旅游经历的定制化。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人们怎样游泳，怎样登机，或者怎样从餐厅菜单上选择主菜都将有极大的差异。人们多久去一次海滩，去海滩季节的选择，以及什么时候去，跟谁去，也都可能有更多的选择。

三、不断增大的人口密度

近十年来，历史上首次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区。到2030年底，联合国预测6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McGee, 2001）。13年内，世界上将可能有24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级城市。逐步增大的都市化将休闲行为的定制化——不仅像过去一样通过社会阶层、收入和种族划分，而且由于城市居民和游客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大，这样的差异会被放大。

人口密度增大和各种疾病的增多、福利参与度的提高及自杀率的上升是紧密相连的。无数环境影响，从空气污染到空气传播的有毒化学物质释放，也同样跟工业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增加有关（Larsen, 1993, p.38）。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日常生活常规的先后顺序将需要被定制化。集中时段的假期、假日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休闲可能会减少。

虽然人口高密度造成了对时间安排定制的需要，但是在新兴国家中的政府和其他机构是否愿意及有能力来满足这个需要还难以确定。大规模休闲经历更可能会制造混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三个法定假期： 五一长假、十一长假和二月春节，这给那些希望在这些时间段里旅行放松的人制造了混乱。对定制这些“黄金周”已经在讨论，以便使寻求休闲经历的“巨大人流”能分散于全年当中（Ma, 2004. p.214）。

类似地，中国所有院校及综合大学有一学期制度，所有学校学期的开始和结束几乎是同时的（彼此之间相差一周左右）。大量学生往返学校也造成了对铁路系统较大的压力。如果政府让每个学校自己决定每个学期的长度以及开学和放假的时间，那么问题将不会如此严重，因为学生往返学校的时间都将不一致，比如，不是相差一周而是一月。因此，虽然人口高密度对定制化有了需求，但是真正定制化也将依赖于某些制度上的因素。大规模定制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讯技术，但是也同样依赖于社会组织、市民的态度和工作习惯。这些也许会阻碍或促进时间的定制化。比如在中国，两个人共做一份工，两人都经常不知道对方已经做了多少，因为他们没有做详细的记录或没有把记录传给对方看。这些因素会制约中国，使它无法让更多的人实行“两个人做一份工作”，就像加拿大等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的一样。

然而，不断增大的人口密度将可能引发对定制化更多的尝试。如随着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附近环形公路上的汽车量或者中国上海周边新建的公路数的上升，造成永久性塞车，旅行模式将大规模定制化。人们什么时候去工作（如果他们去的话），去购物、投票或去海滩边玩，需要分散开来。大多数“大规模”运输模式将同样需要定制化，因为越来越变得没有工作“中心”，也就没有必要将人们送到那儿去。“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会发生在日夜大部分时间内。汽车旅行将主要由安装在车上的技术和软件同时引导。前者通过语音指令对司机的行驶进行指导；后者则提供非实时指导。 （halal, Kull & Leffman, 1997）“这种技术能节省燃料，挽救生命，但是你所熟悉的开车的乐趣将不再存在”（DAgnese, 2000, p.58）。而如果开车没有以前那么开心，那意味着随意决定的出车旅行将会减少。

管理休闲和旅游服务的人将需要做更多的事，才能把游客“引导”到旅游景点。对每个提出询问的游客来说，这样的引导都需要定制化。这样的引导对潜在的游客将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因为随着交通流量的增大（不管交通工具是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或其他什么）参观游览的后勤工作都将变得更加复杂。

最后，“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曼谷，世界上主要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及随之而来的污染和市区的延伸——威胁着城市周边的自然娱乐地区” （Brown, Gardner & halwell, 1998, p.46）。利用自然娱乐区的机会可能变得更加有限或者需要更多金钱和权利。

总之，由于人口增长，又变得更集中，更城市化，因此大规模活动（包括休闲）的大多数形式，将可能被定制化。如果整个世界一起冲洗厕所，那世界上所有的管道都将冲爆。因此，工作和休闲的定制化需要在人口最密集的国家，如中国或印度，可能是最大的。

四、工作和工人性质的改变

工作以各种方式在改变着，工人特征也在同样改变。现在更多的工作是由女人、老人和合法及非法外来移民在做。在大多数国家，兼职工作、契约工作、共享工作和在家工作更多了。2000年至2010年美国经济增长幅度的60％将归功于服务行业的增加。

在美国，同样也估计到将近2/3的新工作是兼职的。临时兼职工作是求职市场上的增长点。澳大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永久职业只增加了5％，而临时工作的数量增加了70％ （Combets June 2003）。

27％的澳大利亚工人现在是临时工： 约2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女人，很多身负照料孩子或者父母的责任。但是临时男工也同样快速增长，1988年男性工人所占比例为12％，而2001年为23％，比例几乎翻了一倍。这样的变化反映了工作时间安排的定制化和定制他们其他时间安排的需要。

五、变化的技术

众多技术的指数式增长可能有助定制化时间安排，原因有二：

技术中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指向提高搜集、储存、利用和评价信息的能力；个人有途径接近、接受和适应新技术的速率在越来越小的地理范围内变化。

大多数技术形式改进的指数式增长率为定制化时间安排提供了日益巩固的基础，因为它：

在区分更好的地方向生物模型发展；日益实时运作；变得越来越小却能够回应更多信息。

然而人们回应这样技术的比率很可能在区域之间甚至在区域之内都大有不同。这是由于老年人的比例提高了，他们往往不能快速采用新技术——甚至完全不用——以及由于在区域之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和较高的移民率。

六、分散化教育

时间表正同样被快速发展的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定制化。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将不再遵循综合大学（或公立学校教室）的产业化节奏，听到铃声就从一个教室奔向另一个教室（遵循中世纪修道院的传统）。相反，他们的大部分学习将在个人电脑和手机上完成，遵循的是定制化学习时间表。

有两种趋势可能形成这种分散化学习。一个趋势是知识经济下的员工培训正变成一个重大任务。员工培训增长速度要比学术培训快100~10000倍（Davis & Botkin, 1994），私营培训部门不久将超过公立部门，成为负责学习的主要机构。超过一半的公共培训在未来五年将可能由宽带传输（13D Research, 2004）。

第二个趋势是新兴世界不满21岁的一半人口有受教育的需要。这些年轻人中可以用传统方式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是微小的。

在中国，高等教育近年来不断迅速扩展。如果国家政策允许，很多学校都希望继续扩招。信息技术正被用于课堂授课，但它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传统教育。学生也许会在网上学习，但是普遍的观点还是只有在学院或大学受正规教育才是受真正的教育。过去有一大批人通过电视或函授课程取得了文凭甚至拿到了学位，但是这样的学位跟正规院校颁发的学位相比，在目前还是被认为二流的。然而，电脑和手机将在新兴国家里的年轻人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使在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高中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的工人百分比增长到了19％，而在下一个二十年中它将只增长4％。

多年来传统欧洲大学模式已经被当作高等教育的蓝图传播到全球各地，但是这是否还是最有效的呢？在发展中和中等收入的国家，招生超过100,000，主要依靠远程教育的超级大学快速增加，满足了高等教育未曾满足的需求（Altbach & Bassett, 2004）。

在这样大学里的学生往往不是“全职”学生，而是以定制化的方式在职学习，融合了学习、工作、家务等其他活动。

七、与日俱增的关怀照顾责任

休闲和旅游定制化的形成可能也因为老年人所需的不可预知的关怀照顾（AARp, 2004）。比如在美国，2290万家庭中大约有4440万美国人为18岁或更大年纪提供无偿照顾。这意味着1/5美国人要照看一个成人——整个人口的21％。虽然国内48％的照顾他人者的照看时间每周8个小时或不到，但是17％的人说他们每周的照看超过40小时。这将可能使休闲和旅游的随机性增多。（如，“如果有人替我照看我妈，我就去短途旅行”；“如果我爸的糖尿病不再恶化，我今天就去打网球。”）

女性比男性可能更会被这种趋势受更大的影响，因为女性，尤其年纪大的女性更可能照顾他人：“照顾一个柔弱亲戚严重影响了上了年纪人的社会生活。照顾他人者极度易于社会隔离和消沉。”（Carstensen, 1997）

在欧洲和亚洲，总体情况将更加严重。欧洲的低出生率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将减少照顾他人的人而增多那些需要被照顾的人。对某些照顾他人者来说，几乎所有日常生活活动都将变得随机化。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往往更多的是年老的父母帮助孩子照看孙子孙女。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到了一定年纪身体不好需要别人照顾的老年人百分比很可能加大。然而总体上来说，老年人还是可能在被照顾的同时也能够照看小孩，尤其是保健水平提高了，大多数老年人行动不会严重不便或卧床不起。

八、全球变暖和其他极端天气情况

也许将使时间利用更加随机化和定制化的最重要趋势是地球上环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这样的改变包括动物和植物以人类历史上未知的速率和幅度大量灭绝。指数式增长的消耗和与日俱增的人口结合意味着地球已经失去了再生产的能力，除非减少全球消耗，或增加全球生产，或两者兼而有之。环境变化将使各地休闲行为定制化。很多海滩消失了，“旅游季节”改变并定制了，极端天气情况取消或干扰了更多计划活动，对日光浴有了正反态度，而环境恶化将使一些休闲环境不再适合居住或者被更加严格管制。虽然天气和气候一直都会使人类行动变得“随机”，但更严重的天气和更快速变化的气候也许会提高这个“随机性”程度。

九、推论

之前的论述对休闲和旅游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所有休闲和旅游行为的时间方面都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多样、复杂和不确定。当有了一次休闲和旅游经历，它能持续多长，它按次序怎样排列或怎样和其他活动结合在一起，这些都将更加个性化（正当我要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与希尔顿酒店副总裁的一次简短讨论说明他们已经按我之前建议的那样在实验个性化退房）。

对休闲和旅游的供应商来说，服务的提供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和灵活，信息更加丰富。关于顾客或游客信息收集和应用的程度将大大加深。对新兴国家如中国来说，系统性收集和处理信息的价值也将日益被认识。时间性定制休闲服务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这将为休闲和旅游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在更大程度上定制了工作日程。由于非常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几代人所希望享受的服务也将变得更加不同。能明确显示从这些服务中获得的利益，特别是健康利益，将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就所有时间方面而言，工作变得日益定制化；生活其他方面也会如此。时间性计划和安排在个人层面上将朝着定制化发展。生活会变得更加复杂，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更加自由。这种自由是否将伴随着 “共同的益处”、“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文化”的衰落，这一点至关重要。

至今，自然已不包括任何物种的独立工作者。是否依然如此，还有待观察。

十、原理总结

1 在一天、一周、一年及一生中，工作和休闲时段的个性化或定制化潜力与日俱增。

2 工作时间的定制化可能提高很多国家个人和家庭富有意义的休闲潜力——它们因种族划分、生活安排、经济前景和价值观而越来越多样化。

3 快速增长的人口和城市化都日益要求日常生活安排的定制化。

空余时间分布在更长的时间段里，它为实施休闲活动提供了各种有利的因素，从而促进个人成长与发展。


第14章 商品化、全球化与休闲——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改变有害的休闲形式

商品化是指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以获取利润。休闲领域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想象一下，将海洋用于游玩。海洋是上帝所赐，人人皆可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自然”资源。从表面上来看，因为海洋并非人力劳动的产物，很难看到海洋可变成货币酬劳和利润的来源。但是，我们都知道，要享有停泊、捕捞、潜水以及使用海滩的权利都需要支付费用。这些费用使会员有权使用海洋，非会员则被拒之门外。商品化在这里并不是指产品的生产，而是指产品的使用权。这不是指天然物品转换成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而是指使用该物品的权利。换句话说，人类的发明被用于创造、划分与海洋相关的不同玩乐形式。一般公众若不需支付货币，便不能使用。

从历史角度来看，各类休闲形式中存在一种明显的趋势，将产生使用价值——指享乐并与他人共同快乐——的玩乐形式转变成交换价值，从而为管理使用权或控制生产的群体创造利润。举例而言，滑雪起初是民间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现在也依旧如此。但是，滑雪也是一种精英运动，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学习、一流的滑雪场及山上小屋——所有这些都涉及一系列的费用。类似的商品化过程也出现在许多其他运动中。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运动是足球。足球起源于中世纪英格兰的一项民间游戏，经历了专业化和商品化的深刻转变。现今，足球是一项涉及几十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进行国内联赛和国际比赛。在最发达的联赛中，电视转播权和票房收入带来大量收益。同时，一些附属产品也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包括球衣、足球节目、海报、书籍和光碟。

随着休闲产业经济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休闲公司将目光从国内市场转到国际市场。比如说，一支领军的足球队伍，如曼联，参加英国足球联赛和欧洲杯比赛，出售电视转播权， 创造票房收入。同时，曼联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南亚和北美，特许经营电视转播权，销售附属产品。这些重要收入来源要求曼联定期在上述地区进行友好巡回比赛。北美主要的篮球和棒球队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全球市场，并做出类似的安排。

这种看法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它指明了一种趋势，即各国将在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方面更趋融合。如果采用一种模式，将全球视为“一个世界”，不重视各国的经济、文化和技术差异，这是错误的。国家身份和全球融合相互影响，情况颇为复杂。然而，在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里，信息信手拈来，国际投资不断扩张，旅行随处可见，风险无处不在，国际事务受到国家战略和国家行为的影响。

一、汽车污染与全球变暖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汽车污染和全球污染。2001年，美国宣布退出有关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1997年，尽管《京都议定书》尚未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但38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签署了该文件，他们承诺将致力于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单方面退出降低了议定书的效果，增加了全球变暖的风险，给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根据2006年6月美国环保协会（www.environmentaldefense.org）发布的一份有关全球变暖和汽车的报告，美国人造成的汽车污染特别严重。美国人口占世界的5％，但驾驶的汽车数量却占到世界的30％。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估计占世界的45％。相反，欧洲的轻型汽车排放的温室气体估计占世界的27％。美国汽车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其数量众多。美国汽车的燃料效率一般都很低，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平均水平要高出15％。此外，美国人更多地将汽车用于长途旅行。普通美国客车的燃料效率尚不到20英里/加仑，每年行程达11000英里。1990—2001年间，行车的英里数增加了40％。

最近，运动型多功能汽车每年在美国汽车市场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多。由于公众普遍担心燃料效率和汽油价格，运动型多功能汽车销量下降。荒谬的是，随着小型的旧车辆报废，运动型多功能汽车将在道路交通中占据更多的份额。目前，在美国，销售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多于其他所有车种。在广告和营销活动中，运动型多功能汽车不仅是一种高档次的休闲用品，而且也是一种普通的交通工具。“快乐驾车”是多数促销活动的口号。据估计，这种车辆将是汽车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排放总量相当于55个大型火力发电厂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的1/10，而美国的轻型汽车则占到美国能源燃烧所排放废气的20％。

通用汽车公司（GM）由于在生产燃料效率高、对环境友好的发动机方面做得不够，已经成为环境运动批评的对象。有报道称，GM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2004年，其生产的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与美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经营企业——美国电力公司相当。尽管与其他主要的汽车制造商一样，GM也致力于改善环境，并赞助相应的研究和干预措施，但是它却依然是美国温室气体污染的重要制造者。由此造成的环境风险不仅限于北美大陆，因为全球变暖的后果是无处不在的。

汽车污染和全球变暖可以被称为是有关休闲实践行业中存在风险的例子，其影响也是全球性的。为寻求愉悦而驾车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本质上说，汽车是一种休闲资源。此外，人们从家或单位前往休闲和娱乐场所，汽车也必不可少。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普遍将内燃汽车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企业和消费者都极力反对生产更环保的排放系统，因为这会增加交通成本。既要降低成本，又要减少排放，两全其美何其困难。不管汽车作为休闲资源和交通方式给人们提供何种愉悦和方便，它都会对全球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这个问题迟早需要解决。这就需要在全球经济中对汽车重新定位。遗憾的是，现有的证据告诉我们，只有到环境恶化变得非常严重以后，重新定位才有可能。

二、烟草： 全球重新定位之案例

许多给个人幸福和环境安宁造成威胁的休闲产业都已进行过重新定位。烟草行业的例子尤其给人以启发，使人们了解企业如何面对医疗和消费者的压力做出反馈，重新在全球市场中定位自己的商品。最近几年，西方主要的几大烟草公司，特别是帝国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菲利普·莫里斯（phillip Morris）烟草公司，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中，有计划、有组织地普及香烟消费。这是他们对西方健康游说和消费团体强调吸烟风险做出的回应。目前，一些西方主要的跨国公司在非洲、东南亚、拉美和东欧集中运用多种相辅相成的广告和品牌战略，使消费者相信，吸烟意味着个人成熟、文化修养、减肥、西式独立， 是一种酷味十足的休闲。简言之，吸烟被塑造成一种有文化吸引力的行为。全球范围内，健康风险正从健康教育和消费者知识非常先进的地区，转移到健康教育和消费者知识非常薄弱的地区。在西方被标识为“有问题”的商品，在新兴和发展中世界里被重新定位成酷味十足、性感而成熟的商品。在谈及相关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前，有必要说几句，以支持一种观点： 吸烟已经完全被当作是一种休闲活动。

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工作场所和公交车辆内，人们是容忍吸烟的。随着有关健康风险科学知识的积累，过去吸烟仅限于家庭和户外场所。现在许多西方国家则已经在一些公共场所禁烟，如酒吧、餐馆、运动场、电影院、剧院和音乐厅。结果，工作场所、公交车辆及许多公众聚集起来进行娱乐和游玩的场所都禁止吸烟。然而，这种做法本在休闲领域受到限制，如今却在休闲领域大张旗鼓地进行。20世纪，吸烟表明成熟、处事能力和性感。这种寓意至今仍挥之不去。然而，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公共休闲场所已禁止吸烟，人们只能在家里、私人休闲场所或许可的休闲场所吸烟。从这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烟草消费现在集中于休闲领域。

现在讨论使用烟草所引起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分三点来看，包括： ① 健康风险；② 环境恶化；③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引入外资策略的成本余额比率。

健康风险

首先，讨论健康风险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WhO）（2004）预计，全世界每年有500万人死于和吸烟有关的疾病。大约有13亿人吸烟，其中10亿是男性。在发展中国家，估计50％的男性和9％的女性吸烟；在发达国家，35％的男性和22％的女性吸烟（Mackay & Eriksen 2002）。 20世纪90年代，英美主要的烟草公司出口剧增。根据《烟草控制国家简介》（Tobacco Control Country profiles（TCCp 2003）），1994年美国制造的2200亿支香烟远销海外，自1989年以来增长了55％。

亚洲市场中的增加尤为显著。在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实施了《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第302条，威胁日本、泰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放松对美国香烟进口的管制，美国将对他们实施贸易制裁。泰国最终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规定，禁止香烟广告。该规定指出，健康问题比贸易自由化更重要。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烟草消费的飞速增长。1982—1999年间，泰国的香烟进口从31万吨增加到4万吨。同期，韩国的香烟进口从68万吨增加到101万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3）。

鉴于其人口数量众多，西方制造商将中国视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市场。据估计，3亿中国人吸烟。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其香烟消费占世界的25％（澳大利亚不吸烟者运动Non Smokers Movement of Australia（NSMA）2004）。美国烟民每年消费4500亿支香烟，而中国烟民每年则消费177万亿支香烟（Chelala 1999）。在中国，30岁以上的男性中，75％吸烟，而中国的香烟生产也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NSMA 2004）。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与吸烟相关的健康风险。只有为数很少的内科医生、科学家和政客对此提出异议。世界卫生组织（2004）认为，烟草是世界上第二大死因。每年约有1/10的成年人死于和烟草相关的疾病。据估计，如果目前的吸烟模式持续下去，到2020年每年将有1000万人死于吸烟；其中 3/4集中在发展中国家（Mackay & Eriksen 2002）。84％的吸烟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一半的吸烟者，约65亿人，将因为吸烟而最终死亡——这一有关可预防、过早死亡的数字超过艾滋病、吸毒、交通事故、谋杀和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据估计，中国每年将因为烟草的影响，而导致100万人死亡，据预测，这一数字将在2025年翻一番（peto & Lopez 2004）。

环境恶化

现在讨论吸烟在环境层面的问题。烟草生产与森林采伐和土壤退化有关。在较为贫困的国家，烟草广告和焦油含量的规定一般要明显高于美国和西欧出售的品牌。40多个发展中国家不要求在烟盒上印健康警告。有些国家即使印了，73％的警告含义模棱两可，而且通常使用英语，而非本地语（烟草警告标识和包装说明书（Tobacco Warning Labels and packaging Fact Sheet）， 2000）。在实施全面烟草管制法律、禁止烟草广告和赞助、创造无烟公共环境、开展有效健康教育等方面，新加坡、巴西、南非和泰国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然而，它们只是少数的几个例外。烟草种植需要使用大量的水，还需要使用杀虫剂（Madeley， 1999），所以烟草生产对水源造成重大威胁。同时，烟草种植还对环境造成污染，尽管现在很难对这种污染进行量化。

经济成本效益率

现在来看一下成本效益率，这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支持烟草生产有关。2002年，最大的三家烟草跨国公司——日本烟草株式会社，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Altira）烟草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贸易收入总和达1210亿美元。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数字的背景：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这个数额比27个发展中国家的GDp总和还要多（WhO，2004： 6）。毫不令人惊讶的是，西方主要的几大烟草公司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利益团体，影响在援助提供、债务减免和烟草使用规范国际公约方面的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2003年，171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该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烟草产业的院外活动集团，尤其是美国的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公司，向共和党捐款57764美元，使美国政府延迟批准该公约。在美国的压力下，对香烟广告的限制有所松动，非吸烟者支持收税的呼声消失，对“焦油含量低”、“清淡型”、“柔和型”等描述性说法的禁令也被放弃。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烟草公司是乔治·W·布什的共和党参加竞选的一大资金来源。Alterman和Green（2004： 123）报告说，1997年，共和党候选人及其各委员会收到捐款2020万美元，占烟草行业总捐款的81％。

至于在发展中世界的投资，烟草公司成功地把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救济和这些国家对西方投资烟草生产采取友好政策捆在一起。对烟草生产的投资被说成是创造了工作，增加了收入，扩大了出口，增加了外汇。与烟草相关的疾病和过早死亡的健康成本也被有意识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烟草生产的成本效益率经过巧妙设计，符合了西方投资者的利益。小型农场主用于购买化肥和杀虫剂的贷款正好抵消了种子、工具、烤房和交付系统等的外部投资。结果，当地的烟草生产者陷入债务循环的陷阱，面对西方烟草公司的主动进攻和要求，显得软弱无力。世界卫生组织称，对于那些拒绝对烟草联合集团言听计从的生产者，烟草跨国公司会定期介入，操纵其价格，使其负债破产（WhO，2004： 4）。

这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去的20年里，西方烟草跨国公司将新兴和发展中市场当成投资和营销的首选。他们集中关注一些市场，追逐高额利润。在这些市场中，反对吸烟的游说团体势力微弱，起诉烟草企业的历史短暂，公众健康教育不够发达，但平民文化却往往把吸烟与西方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烟广告通常以极为拙劣的方式利用这一点。举例来说，在非洲，香烟品牌包括Diplomat（外交家）（加纳）、high Society（高雅社会）（尼日利亚）、Sportsman and Champion（体育与冠军）（肯尼亚）（Maxwell Report，1997）。在发达国家，这种单方面确定品牌的做法将会受到挑战，几乎肯定会被取缔。坦率地说，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烟草跨国公司将发展中世界和新兴世界定义为一个软弱市场。为什么？

背景

对于烟草公司来说，发达国家已不再是富有吸引力的市场。根据ASh（吸烟与健康行动2004）的报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发达国家对烟草的需求将下降。据预计，2010年，烟草消费的吨数将比1998年下降10％。相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烟草消费预计将增加到509万吨——在1998年和2010年间，年增加率为17％。而这一需求增长的80％来自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

在过去的40年里，西方发达国家中将吸烟当成休闲追求的陈述和论述已发生巨大变化。这是众人皆知的。Jason hughes（2003）的研究极具价值，让人深受启发，令人称奇的是，它揭示出了历史上与吸烟有关的一系列图像和记号。例如，在历史上，吸烟代表时尚、现代、科学、性感、文化进步和酷。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人们还普遍认为吸烟具有药物疗效。在不同时期，吸烟定能“明显地”驱逐出体内所有因食物、压力和城市工业引起的有害残留，因此，吸烟曾被用于治疗瘟疫和癌症。

然而，吸烟从新大陆传入欧洲之后，便受到厉声斥责。在英国，1604年，詹姆斯一世发布了反对吸烟的公约，名为《抗议烟草》（A Counterblast To Tobacco）。同在17世纪，［俄国］ 第一位罗曼诺夫皇朝沙皇Michael Feodervich宣布吸烟为致命的罪恶，并对烟草持有者，制订出一系列惩罚措施。同期，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提倡惩罚那些在神圣场所吸烟的人，将他们逐出教会。然而，这些措施并未奏效。

到20世纪初，吸烟作为西方国家成为流行的休闲追求的地位，仅与饮酒相当。

造成这一情况有许多原因。在Veblen （1899）看来，由于吸烟便宜，普通大众和享有特权的休闲阶级都可获得，因此吸烟便成为一种普遍的奢侈消费。简单地说，吸烟能“从废物中创造出社会和文化美德，即使非休闲阶级也能享用得起”。“通过展示个人自由，显示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声望，无须精打细算和省吃俭用”。通常，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自由。吸烟是一种代表地位显赫的方式。若你十分富裕，足以通过吸食烟草来烧钱的话，这就足以证明你是一个富有之人，是一个需要认真应付的男人或女人，或者至少正在成为这样的人。

吸烟也与一定的生理和心理影响有关系，比如减轻神经紧张、控制烦躁和急躁情绪、帮助思考、缓解讨论和管理压力。吸烟在过去往往不和健康风险联系在一起，因此，成千上百万人吸烟，并将其当成一种积极的休闲追求。

直到1964年，美国发表《普通外科医生报告》，人们才认识到，这种消遣方式存在健康风险。这一文件明确了吸烟与许多可以避免的疾病之间确凿的联系，这些疾病包括肺癌、心血管恶化和呼吸道疾病等。反对吸烟的活动家们抓住这一点，呼吁禁烟。尽管回顾过去，这一过程相当缓慢，而且坎坷不平，但是吸烟的地位逐渐得到重新界定。

在美国，《联邦烟草标识和广告法》（1965）要求制造商在烟盒上印上健康警告。同年，英国取缔了香烟电视广告。1970年，美国也采用同样的做法。1971年，英国政府与烟草公司达成一致，烟草公司主动在烟盒上印上健康警告。健康和反对吸烟的院外活动集团将注意力转移到公共场所禁烟。1973年，美国联邦法律在国内航班中强制实行无烟机舱。1987年，这一法律得以扩展，规定飞行时间少于2小时的航班上全面禁烟。1990年，美国做出进一步规定，在旅行时间少于6小时的州际公车和所有国内航班中禁止吸烟。

1992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历史性的裁决： 烟盒上的警告标记不能使美国公司免于诉讼。1999年，英国酒店行业引入公共场所吸烟的自愿宪章，建议酒吧和餐馆引入一些标记，将吸烟对健康构成的风险告知工作人员和顾客。在西方，一些吸烟相关疾病的受害者对烟草公司采取众多法律行动，这些行动广受关注，费用高昂，最终获得成功。2000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一起集体诉讼之后，一个陪审团宣判5家美国烟草公司赔付近1450亿美元。2003年，英国禁止了吸烟广告和促销。纽约紧随加州和特拉华州，在全州公共场所禁止吸烟。2004年，爱尔兰采取同样的行动。英国政府宣布类似计划，禁止在酒吧、咖啡馆和餐馆吸烟，并将于2009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付诸实施。

在西方国家，公众之所以明确痛斥这种长期存在的大众休闲追求，原因在于他们批判了行动自由论者支持吸烟的论断。1964年，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得以明确证实。对此，持自由主义论的人提出，必须将吸烟重新定义为由个人意愿所决定的行为。如果个人自愿选择吸烟，使自己的中长期健康处于危险之中，一切由其自己决定。

这可以当作是休闲研究中陈旧的功能主义观点的表述，即只要其后果不损害他人利益，休闲实践是个人选择、个人自由和个人决定的问题（parker，1981）。这一基本观点并无新意。在工业时代，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J.S. Mill（1859）为“自由”提出的著名辩护： 个人有自由追求其需求、欲望和利益，前提是不侵犯别人利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烟草公司通过大幅增加品牌数量，推销过滤嘴和焦油含量低的香烟，以应对上述观点，并暗示某些产品比其他产品“更加健康”（Glanz等，1996： 30）。名义上这样做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品牌的增加被描绘成有助于消费者文化的个性化。烟草公司声称，通过扩大选择，他们提高了消费者自由： 因消费烟草产品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均由消费者自行处理。

被动吸烟

目前在西方，对吸烟来说，这种自由主义原则已不再合理。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的医学研究和公共健康政策确立了被动吸烟、疾病和过早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人员和医疗工作者花费好长时间才证明了这一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提出被动吸烟、可预防疾病和过早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当时证据尚不够有效（Jackson，1994）。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到来，被动吸烟造成健康危害的许多研究得以公布（Eriksen等，1988）。到20世纪90年代，医疗和公共卫生界认为，已经不再是吸烟者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是吸烟者要对被动吸烟造成的危害负责： 不吸烟的伴侣、子女、同事、顾客和其他社会成员均因吸烟者的习惯而受到危害。

“互相容忍”的吸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大家已经普遍认为，吸烟者的行为能够损害别人的利益，会给别人带来本可避免的疾病及过早死亡。与此同时，还研究了吸烟诱发的疾病的公共开支，包括住院治疗和休假时间。这使大众深深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公共卫生方面的专业人士和政府机构现在鼓励公众不要吸烟，相关法律也在扩展，在诸如工作场所、餐馆、咖啡馆和酒吧等公共场所禁烟。

在西方，这种反对吸烟的法律、政治和民意条件迫使烟草公司在这一地区采取防御性管理战略，同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寻找投资机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被看作是一个经济上有诱惑力、政治和文化上较为软弱的替代品。吸烟在西方被认为是危险的，烟草公司却寻求在发展中国家将其重新定位为休闲行为。这种做法非常聪明，但是我认为，这些做法从道德上来讲应该受到谴责。烟草公司矢口否认将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儿童定为主要市场。但是，烟草公司的广告和营销部门却将吸烟与魅力、权力和自由联系在一起，使上述人群易受影响。

在2003年第12届“世界烟草和健康大会”上，有报告称，孟加拉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的妇女吸烟比例剧增。在保加利亚、丹麦、爱尔兰、意大利、马耳他、挪威、斯洛文尼亚和英国，十五六岁的女孩比男孩的吸烟可能性更大（www.womensnews.org）。促销策略通常将吸烟与文化成熟、体重控制及西式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吸烟也被描绘成个人选择、灵活性和自由的延伸。从全球范围来看，男性吸烟比女性更普遍，共有47％的男性吸烟，而女性吸烟人数只占女性总人数的12％。烟草公司对女性吸烟的决定大加赞赏，把它称作权力的象征。

南非约翰内斯堡“妇女健康活动”网站（2003）突出报道了Winston香烟的广告活动。在其广告牌上，一位年轻、魅力十足的金发女郎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手上夹着一根香烟，广告词是：“我看上去像是会为你做早饭的吗？”尽管表达的是隐含意义，但广告词的意思已一目了然。吸烟意味着女性从顺从男性、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挣脱出来。吸烟惩治男性支配，赞美女性解放。然而，这种赞美并不与人权相关，因为医学观点强烈显示吸烟的明确后果，它将明显增加疾病和过早死亡的风险。因为医学上已明确吸烟有害健康，因此，不管是在个人还是社会层面上，广告所暗示的选择和自由肯定是虚假的。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洞察，烟草公司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兜售这种信息，鼓吹吸烟对人有益，其商业策略和市场行为何在。因为这些策略和行为的真正目的在于： 消除并模糊医学界和反烟运动团体的影响（即认为吸烟能引起疾病和过早死亡），将吸烟重新定义为积极、让人感觉良好的行为，似乎吸烟所赋予的文化内涵超越其对身体的危害。他们对吸烟者与他人的健康问题轻描淡写，强调将吸烟与个性、自由、权力和成就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内涵。请考虑英美烟草公司的网站（www.bat.com），它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说明烟草公司如今想要展现给世人以什么样的形象。

该公司执行总裁paul Adams在“2004年度公司在线报告”中一开始题便甩出大幅标题“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他说，在2004年年底前的5年内，公司年均增长29％，而《金融时报》指数则平均下跌3％。又说，公司宗旨围绕三大核心支柱： ① 增长业务；② 改善产品质量；③ 在业务和市场中融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说法尤为重要，下面我将对此进一步探讨。

Adams在报告中承认，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对健康构成威胁，烟草贸易是有争议的。但他又指出，烟草产品是合法的。公司的商业策略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利润，并非在全球范围内鼓励更多人吸烟。为支持这一点，Adams指出，在一段时间内，全球的吸烟人数将稳定在10亿左右。

但是，这种说法容易引起误解。问题不在于世界上吸烟总人数的规模，而在于吸烟人群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地方的分布。西方国家非常了解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其反烟运动也走在最前列。结果，在这些国家，英美烟草公司市场在一段时间内不断缩减。2004年，在德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该公司合同销售额缩水；然而，在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销售却非常旺盛，足以抵消前面的缩水。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投资市场，因为中国已经占到世界烟草销售总量的1/3。正是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烟草销售在快速增长。也正是在这里，顾客选择和公司促销效果的界线显得模糊不清。

Adams认为，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产品和选择，可获得销售增长。但是，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选择吸烟与获取并显示地位被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品牌战略、营销和广告，烟草公司正努力加强这种联系。吸烟与自由和成熟联系起来，这反过来使个人选择成为难题。

Adams在其在线报告中指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吸烟人数的增加证明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他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顾客会用高价购买高质量的产品。消费高档品牌产品的消费者增加，可以用来证明个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Adams认为，英美烟草公司提高了消费者价值。20世纪90年代，当该公司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东欧市场时，这里已有几百万的香烟消费者。但是他却没有提及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即由于治疗香烟诱发的疾病需要公共开支，同时环境也遭到污染，所以吸烟增加了国家开支。Adams打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旗号，生产和销售高档香烟，将其公司定位成一家改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人们生活质量的公司。但是，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呢？

三、企业社会责任和负责任的资本主义

英文原文“neat capitalism”一词中，neat的含义是“最佳的、顶呱呱的”。“neat capitalism”的含义则指这里所说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观念的提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进步。但是，怎样翻译“neat”是个问题。“纯”并不准确。“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是意译。——译者注

“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认为社会责任和环境意识对于进步的商业行为至关重要。Tom Frank（1997）将这种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逆主流文化。

消费者向公司寻求更多责任感、透明度、分配公平和随意性，面对这种压力，资本主义开始重新建构与消费文化的关系。营销和广告部门开始重新调整业务，承认消费者需求，即消费者要求企业意识到不平等、环境危害、社会公平和权力等问题。当然，资本主义公司一直在其运作中显示博爱的一面。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苏格兰开发了新拉那克社区，被认为是雇主与雇员关系的典范。吉百利（Cadbury）在伯明翰创立了伯恩威尔社区（1895），威廉·利弗（William Lever）则在英国西北部建立了森莱特港社区（1888），堪称工人住房的典范。亨利·T·福特（henry T. Ford）雇佣“社会工作者”来监督员工的消费模式，便是广为人知的工业管理体系。福特主义认为，除了规划、维持生产过程之外，雇主承认自己在规范消费标准（因此休闲也一样）方面的责任。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建筑在与消费者平等伙伴关系之上的。相反，它却企图给消费者提供一种消费教学。通过投资于为社会做好事、办事业，资本主义公司旨在推广公司的好做法，鼓励消费者仿效。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对消费者进行的教学视为大公司为教化消费者所作的一部分贡献。只是通常到了最后，一切还是要根据公司控制和实施的狭义标准来做。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负责人的资本主义商业形式截然不同。其立足点在于聆听消费者意见，向消费者学习。严格来说，由于公司持有消费者无法比拟的经济资产、超越文化生产和政治影响的权力，因此，这种伙伴关系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消费者拥有重要的文化权力，可以揭露传统资本主义模式的不足和局限性，并且让大众了解这些不足和局限性。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公司开始确定一系列组织责任。对股东来说，这超越了获取可接受回报率的范畴。这些责任包括改善环境、提高健康意识、制定完善的就业标准，加入到减少饥饿、赈灾、减少官僚作风和繁文缛节。维珍、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Routledge出版社和苹果电脑等公司，将自己在市场中定位成“大公民”。他们通常邀请极具魅力的企业主或执行总裁担任公司的公众形象。因此，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是苹果电脑的“形象”；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是英国美体小铺商业价值的化身；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爵士是维珍集团公司的公众形象。这与传统资本主义公司的商业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传统文化主要围绕服装、等级、殷勤和客观。

传统的资本主义公司也支付商业红利。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公司通常能取得可观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初，理查德·布兰森经营的维珍集团刚起步的时候，是一家位于伦敦市中心一楼的唱片商店，销售低价唱片，楼下是一家鞋店；时至今日，它已经发展成一个跨国集团，到2005年，已拥有200多家公司，业务涉及休闲零售、软饮料、航空、音乐唱片、个人投资组合、手机和保险。结果，传统公司纷纷效仿，重新调整业务，采用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公司的一些商业做法和手段。

但是，如果你是一家休闲公司的执行总裁，生产的商品面向全球市场，而科学研究则告诉你，这些产品将导致本可以避免的疾病和过早死亡，你会怎么做？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大型烟草公司面临的尴尬困境。他们确立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承认消费其产品给健康带来危害，可能造成过早死亡；但同时又捍卫消费者选择的权力，并承认公司对社会和环境负有多种责任。在英美烟草公司这个例子中，这些责任清楚地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的行动： 防止青少年吸烟；可持续发展；环境、健康和安全；承担责任的烟草生产；生物多样性；杜绝童工；加强社区发展；支持全球化和商业一体化。

若将不良信念或愤世嫉俗归咎于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这是错误的。有行动总比毫无作为好。但是，这不应该用来掩盖香烟给健康和环境带来的危害。英美烟草公司是个典型的例子。该公司在西方各大烟草公司中真诚地带头注意这些危害，但是，它提出的以下观点又正好与这一做法唱反调： ① 吸烟是合法的；② 消费者的选择权力不受侵犯。由于人们了解被动吸烟的危害，使这两个观点在西方市场变得更难以实施。西方国家相继承认吸烟的合法性，但同时也采取措施，明确指出吸烟的危害，并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在西方公众明确反对吸烟的背景下，为证明烟草公司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商业活动的合理性，他们只能滥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托词了。很明显，烟草公司的主要市场内，交易条件的文化已经受到反对吸烟运动和大众健康运动的不利影响，因此，烟草公司把目光投向新兴市场。这些新兴市场为开拓和发展业务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基础。作为休闲专业人士，我们对这个问题该采取什么立场？这又引发了怎样的道德问题？

四、道德含义

在社会科学中已经出现学术和职业道德的二元模型。这有时候指的是Gramsci的说法，在“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分（Gramsci，1971），或者是Bauman（1987）的说法，指“诠释者”和“立法者”之间的区别。 简言之，有机知识分子将其劳动视为拥有不可或缺的政治层面。智力劳动的关键则在于研究某一领域中最新的观点，并将它传达给大众，以支持社会和经济朝着进步的方向进行变革。与此相反，传统知识分子致力于非政治道德和“客观”知识的、非一己性的（从政治层面来讲）积累。

Bauman的区分有点不同。他认为，智力劳动者可分为两大阵营： 一种是诠释者，研究数据和人类关系，旨在澄清操作原则和行为后果；另一种是立法者，将数据和人类关系作为一种资源，制定战略和政策，促进社会进步。这种区分注意到知识型劳动者参与政治的一面，诠释者并不把按照一系列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观进行社会变革视为己任，而立法者的观点恰好相反。

作为休闲的专业人士，我们从未在本领域内就我们活动的政治特性和职责展开大型辩论。与有机/立法者模式相比，大多数休闲专业人士可能更接近于传统/诠释者模式。当然，北美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在那里的研究和实践中，新自由主义和价值中立的道德观念非常强盛（Edington, DeGraaf, Dieser & Edington,2006）。的确，在对抗休闲时空受到威胁的时候，全世界的休闲专业人士，无论在地方还是国家层面，都非常活跃（De Graaf & Jordan,2003; De Graaf,2004： Glover,2004）。这种工作颇具价值，它改善了个人和社区的生活质量。重要的是，它揭示出休闲活动在社会资本发展中的重要性，对促进社区发展有社会意义，同时它将公共财政负担转移到志愿劳动的领域，对财政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主要设计者David putnam （2000： 410）明确指出，休闲在推进社会一体化、加强社区参与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虽然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很容易低估，但它们却并不构成所谓的“积极的物质力量”，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城市规划者保留社区花园的做法，将受到社区群众的赞赏和尊敬。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性体系。现在，主要的大公司都把世界视为其“国内”市场。战略、政策、管理和资源分配反映了商业的全球特性。

休闲专业人士对资本主义全球运作的反应虽然不是为了结束David和Goliath之争，但是却需要有组织的全球合作和争论。这需要将全球休闲人士系统地、持续地、有目的地组织起来。

五、休闲教育者和提倡

的确，世界休闲组织（WLO）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代表休闲专业人士，在国际上占据一定地位。在众多国际事务中，包括遗产保存、环境保护、休闲资源的交流与沟通、休闲政策和促进休闲在健康和公民品德中的价值等领域，世界休闲组织都起到重要作用。此外，世界休闲组织还组织国际会议、博览会和研讨会，促进观点和信息的全球交流。如果休闲专业人士想要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接轨，上述层面的交流和沟通非常重要。然而，世界休闲组织是一个广义的“教会”。想要在各种活动中辨认出一种连贯、有效的政治运作形式并不容易。此外，常常很难想象其核心政策怎样发挥作用，将愿望转变成现实的。

世界休闲界在政治领域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圣保罗宣言》（1998）和《世界休闲宪章》（2000）中。遵照《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圣保罗宣言》和《世界休闲宪章》都指出，人人拥有享受休闲的基本人权。这两个文件还要求休闲专业人士说服政府创造出无障碍的环境，来表达、共享并庆祝休闲；推动休闲活动，提高生活质量；给所有人提供休闲；拓展享用休闲资源的渠道；鼓励教育机构认可休闲在改善生活方式、促进社区幸福方面所具的特性和重要性。

任何休闲专业人士都不会反对这些有价值的人文主义的目标。但是，恰恰是因为每个文件中确定的方法和目标过于笼统，削弱了其在全球层面上的力量。全球化为休闲专业人士创造了许多机会，但也引起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举例来说，《圣保罗宣言》第3条鼓励在表达、共享、庆祝休闲时创造“无障碍环境”。谁会持反对意见呢？有一个利益集团不同意为休闲活动创造“无障碍环境”，那就是美国唱片工业协会（RIAA）。该组织正在发起一系列著名的法律诉讼，反对消费者从因特网上非法下载知识产权。非法下载减少了音乐行业中一些主要跨国公司的利润，导致单曲唱片市场走向死亡。非法下载还威胁到其他形式知识产权的合法市场，比如文学、杂志和电影。在这个问题上，休闲专业人士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从某种角度来看，从因特网上下载知识产权仅仅是将电脑/网络界面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拓展享用休闲资源的渠道尤为重要。然而，这种行为却是违法的，既损害了音乐行业跨国公司的合法业务，也影响其他知识产权交易的业务。版权持有者拥有所有权，因此控制着知识产权，休闲人士该指责他们吗？还是该支持非法下载者，并支持所有人拥有这些资源，因为这些下载者指责从事知识产权交易的跨国公司牟取高额利润（Goldstein,2004; Rojek,2005; 2006）。

同样，《世界休闲宪章》第2条指出，“提供以生活质量为目的的休闲与提供以健康和教育为目的的休闲同等重要。”世界休闲组织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全球宣传活动，教育公众认识吸烟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但是，对于主要的烟草公司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商业行为，休闲专业人士该做些什么呢？

所有政治文件都确定了行为的一般原则和政策目标，《圣保罗宣言》和《世界休闲宪章》也不例外。问题在于细节。西方烟草公司在发展中和新兴世界中在商业策略和政策方面出现的丑闻，使休闲专业人士面临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实际问题。面对有关吸烟的科学证据，休闲专业人士是否要在全球层面行动起来，阻止过早死亡和一些可预防的疾病？现在是否出现一种空间，使休闲界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得以发展，关注与休闲、健康、风险和环境等相关的具体问题，对有害的休闲形式采取直接的具体措施，以此补充世界休闲组织的活动？当然，反对吸烟的非政府组织，如吸烟与健康行动（ASh），在提高公众认识吸烟和可预防疾病及过早死亡之间的联系方面已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吸烟属于我们的领域： 休闲形式和实践的领域。作为一个专业组织，我们制定休闲、健康、风险和环境全球战略及政策的时候已经来到。但是，这应该是一场范围更广的辩论的一部分。我们急需这场辩论，以澄清上述问题，并在我们这一领域中的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之间、阐释者和立法者之间实现平衡。

六、原则总结

1 休闲是表达国家认同的基础；在全球化时代，休闲日益成为承认差异和多样性的基础。

2 各种休闲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因此引起了商界的兴趣。商界对各种休闲形式的包装和营销至关重要。

3 在全球市场上定位休闲形式正变得越来越富有挑战性。这是因为对社会、文化和具体的行为中哪些正确、哪些错误的一般知识已更为普及。休闲定位在公民积极参与的大背景下进行，休闲跨国公司和政府需要更加关注这一点。

4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营销休闲形式方面的差异反映了休闲生产者在全球市场中的轻重缓急不同。

5 各种休闲形式正日益取代工作，成为核心生活乐趣。

6 参与多样的休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色。休闲跨国公司正在利用和推动利用这一特色。


第15章 休闲、环境与生活质量

一、绪论与框架

环境无处不在。它包括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并可能对我们的思想、感受、行为造成影响。它既有物质性又有社会性，既有天然性又有人工性。它不仅包括我们身边的环境，还包括存在于我们记忆中由时空局面组成的心理框架。这些记忆对我们的心理感受和外在行为会发生重大影响。同样，环境是思想和感受的客体，并随着人们个体和集体的行为而发生改变。在本文中，我将着重讨论环境因素、休闲、游憩和旅游（Leisure, Recreation Tourism，简称LRT）的参与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并且，我将大胆断言LRT必然会对生活质量有所贡献。不过，仅仅是对这一较为狭窄的领域做出概括和估计也需要一定的努力，以确定这一调查的框架和范围。我的背景和所受的训练与环境心理学紧密相关，涉及学科既多又广。所以我将我的研究重心放在个体层面的现象，如，环境影响个人认识、偏好、态度、行为等因素的方式，以及在较小范围内，个体的态度、偏好、喜好是怎样影响与环境有关的行为的。当然，调查休闲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一些学科上的途径（如环境社会学，见Dunlap & Michelson, 2002； Spaaragaren 等, 2000），但是，考虑到研讨会对休闲和生活质量的重视，以环境心理学为主的回顾是十分恰当的。此外，正如我在别处提到的（Williams & patterson, 1996），环境心理学是一门兼容并蓄的交叉学科领域，它为环境行为研究更广阔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基础。

环境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支持，如食物、遮蔽物等，环境质量对全世界人类生活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此，很少有人会提出质疑。但问题是： ① 在休闲观念下，环境质量是如何并在多少程度上影响情感和精神方面的生活？② LRT的参与是如何增强或减损环境质量和持续性的？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把研究建立在联合国近期推出的国际项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简称MEA）基础之上（Alcamo 等, 2003； MEA, 2005a, 2005b）。这项评估涉及来自约100个国家的1300多名科学家，由多个国际科研机构选出一个咨询委员会进行指导，它还涉及来自私人行业、社会团体以及地方集团的领袖。这次评估的目的是满足决策者在科研信息方面的需要，供他们考虑生态系统变化和人类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时使用。MEA框架建立在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基础上，它是从新兴的生态经济学中延伸的。它确定了环境中支持人类健康发展的主要成分，并对这些成分进行描述。MEA框架和调查结果中有好几个特色值得一提。

以实证为基础是这一模型的特点。它的调查结果（近期已出版，并翻译为多种语言，如阿拉伯语、中文以及俄语），为决策者提供了广泛指导（绝大多数文件可参见： www.Millenniumassessment.org）。该框架并没有重复MEA的众多发现，却为如何整理发现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同时，也为如何分析LRT总体环境特点进程以及人类健康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工具。在这一框架下，人类健康发展的中心观念被描述为“个人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珍视的行为和性格”。这一描述与古希腊传说中（hemingway, 1988）和东方人对休闲的休闲有异曲同工之妙（Yeh, 1993； Walker 和 Deng, 2003/2004； see also Jackson this volume； Iwasaki, this volume）。因此，这一框架可以指导更为详尽的评估，来研究LRT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发展的特定含义。

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与MEA领域，LRT等同于“人类服务”（Costanza 等人, 1997）或在生态系统中提供的一系列“文化服务”。Alcamo 等人, 2003；在生态系统中，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次要服务，如土壤构成和营养物循环；调节过程，如气候、水净化和废物处理；供应服务如食物、火、基因资源和原料生产。MEA指出，“文化服务”这一广阔范畴包括获取非贸易（非物质）利益的机会，如美感上、艺术上、教育上、精神上、历史上和科学上的价值以及其他娱乐性服务。

Costanza 等人, (1997) 估计了每年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创造的经济价值，它们高达330000亿美元，或相当于1994年全球GNp的1.8倍。娱乐创造了8000亿美元，文化服务则创造了30000亿美元的价值，这两者的总和是生态服务总价值的11.5%（见 Bockstael 等人, 2000； Arrow 等人, 2000； 和Farber 等人, 2002, 这些期刊和评论性文章可提供对生态系统股价方法的总体概念，以及Costanza 等人的价值估计）。

以这一框架为指导，（其中LRT已列入文化服务范畴），我们研究环境质量、人类健康发展和LRT之间的相互关系，整理研究成果，可得出以下六个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

1 环境质量（人工的和天然的）对LRT质量做出巨大和必不可少的贡献，然而，对生活质量也是如此。LRT和文化服务直接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并对人类健康发展和社会关系有特别的贡献。

2 LRT在培养对环境的友善态度，对促进价值、道德和行动的发展等方面都有利。

3 （随着经济和政治调整以及社会动员），LRT成为保护自然、文化、历史资源和风景的重要基础。

4 （为追求生活质量），要从LRT中找出机会并加以利用，这一点对生态系统中文化/LRT服务组成部分及其他支持、供应及管理性服务提出了要求。但恰恰是这种要求，使这些服务质量下降。

5 有些LRT的参与形式，其质量更多地依赖环境质量。同样，就对于环境的影响而言，有些参与形式较其他形式呈现更多的良性。

6 很难笼统地判断哪些活动更有依赖性，或呈现更多的良性；但在不同的社会和空间层面上，这些特定的影响（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通常是有差别的。

MEA的首要前提是： 环境状况在总体上对生活质量有极大和必不可少的影响（原则1）。LRT和文化服务紧密依赖生态系统中的支持、供应和管理性服务。而且，文化服务在生态系统中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它不是生态系统所固有的；它所取的形式及定义都离不开人类/文化系统。不言而喻，只有人才能获取这些服务，而其他的一切有机体则都必须依靠生态系统提供的支持、供应和管理性服务。有趣的是，和生态系统的其他服务相比，MEA认为文化服务对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总体而言，贡献相对显得较弱。在社会经济诸因素中，MEA认为文化服务受相对较低层次的因素影响更多。各个层次的生态系统似乎都服务于人类健康发展的不同组成部分（包括安全保障、优质生活的基本原料、身体健康、社会关系以及在选择和行为方面最大限度的自由）。 从本质上来说，MEA的框架把人类健康发展与休闲机会、与安全，物质，充裕，身体健康和社会关系等同起来，从而达到一个更宽广意义上的生活质量。为了对“原则1”的证据进行评估，下面第二节将回顾研究工作中的发现，这些发现被用来描述环境特征和服务在支持LRT经历和利益上的作用。

第二，MEA发现，从人类健康发展返回至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存在着循环关系（如，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力）。早先的MEA模型对间接驱动力（如社会经济和技术力量）和直接驱动力（如自然干扰和由于人类的使用引起的土地变化）做出区分。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研究工作中发现——指那些和LRT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反馈有关的发现——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源自目前新兴的有关环境教育和保护心理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旨在为加强对环境采取友善的态度和行为（如回收利用）寻找决定因素和方法。回顾这一部分的研究，有些证据可以证明LRT对促进环境友善的态度、价值、道德和行动的发展有利（原则2）。第二种类型旨在把LRT的作用和价值作为环境保护投资的正当理由。因此，（随着经济和政治调整以及社会动员），LRT成为保护自然、文化、历史资源和风景的重要基础（原则3）。第三种类型指出，消费生态系统的服务，以实现人类健康发展，在这样做的同时会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独立发展和可持续性带来一定的危险。尽管从生态系统服务出发看问题，往往着重有利的一面，但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在个人追求其自己珍视的行动和性格时，为了抓住各种机会，一定会对生态系统文化/LRT服务的组成部分提出要求，也对身生态系统的支持、供应和管理性服务提出要求，但恰恰是这种要求使服务质量下滑（原则4）。第三节会为上述的原则3、4提供科学证据。

最后，MEA认为，由于地域、时间和范围的因素差别，想要在全球范围上笼统地概括生活质量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即使不是毫无意义，也是有难度的。因为绝大多数有关LRT与环境的相互影响的详细描述和证据是基于特定地点和特定活动的研究，所以如何描述全面、整体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考虑是特定环境因素。至于上述的1~4条原则，有些LRT参与形式的质量更多地依赖环境质量。同样，就环境影响而言，有些参与形式呈现更多的良性（原则5）。很难笼而统之地判断哪些活动更有依赖性，或呈现更多的良性；但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层次不同，特定影响（不论积极还是消极）通常也随之不同（原则6）。

二、环境对LRT质量影响的证据

从广义上来说，原则1不仅指生态系统的各种供应、支持和管理性服务对文化（娱乐）服务成分的贡献，还包括各种生物物理学特征（如人造和天然）和社会特征（如服务管理）对LRT经历、总体健康发展和人类/个人利用和享受LRT服务的能力所产生的效果。下面介绍的是从这些研究的发现中所整理出来的主题，它们首先由Saegert和Winkel(1990)在环境心理学期刊中提出。随后，Williams和patterson对其进行延伸和改进（见 Williams，2004； Williams & patterson, 1996）。这些作者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分为四种类型。本节将叙述各个类型的基本特征，各种类型怎样用来分析跟环境和休闲经历有关发现，以及各自的优势和弱点。人们对环境的感受和反应基于思考时使用不同的概念，这四种类型的区别即在此。

审美/治疗关系

这一部分的研究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生理和心理上的生存驱动着行为。研究表明，人类对环境的心理反应在进化，使人类更具适用性（Ulrich，1993）。在LRT中，这些反应有两种主要的不同形式： ① 人们如何应对有压力的环境，② 某种环境或环境特征怎样服务于恢复性和治疗性需要。

在研究有机体如何应对有压力的环境时，一个常用的方法是寻找“剂量—反应”之间的直接联系，即把特定环境刺激物（如声音或温度）与心理机能或身体健康状况联系起来。例如： 一个剂量—反应模型曾被用以解释飞行器噪音对户外娱乐活动的负面影响（Mace 等人, 1999； Tarrant 等人, 1995）。剂量—反应的观察方式也明显表现在有关拥挤的人群、冲突、和社会承载能力的文献中。在这些文献中，紧张性刺激包括了其他人的密度和/或对其行为的消极评价（Miller & McCool, 2003； Vaske & Donnelly, 2002）。从压力角度出发，人们把LRT视为一种环境，人们在这里能找到机会，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因素；同时，它也被视为一种人们会遇到压力的环境，（如： 拥挤的人群和环境的威胁），并不得不采取某种方法适应或应对娱乐环境中的压力因素，这类因素可能会缩小LRT减轻压力的价值。（Iwasaki & Schneider, 2003； hammitt & patterson, 1991）。

压力模型把LRT视为一种能克服环境消极状况、保持身心健康的途径（Saegert & Winkel，1990），而有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某些环境特征和环境有着固有的能力来促进身体痊愈和精神恢复（hartig & Staats, 2003； hartig 等, 1991； herzog 等, 1997； 2002； Kaplan, 1995； Kaplan & Kaplan, 1989； Kellert 和 Wilson, 1993； Schweitzer 等, 2004）。正因为此，人类对环境的反应能更好地适应自然刺激，所以，接触自然能更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文化和经历对环境偏好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Yu，1995），自然的这种恢复健康的好处在不同文化中都起作用（Ulrich，1993）。但正如Ulrich所指出的，西方文明使他们的居民对自然风景的偏爱超过了对城市的偏爱（同见hull，1989）所以，特别是对压力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制约的调节。

总而言之，这种环境与经历之间适应的模型对确定休闲对健康的好处产生很大的影响（Driver 等人, 1991a）。这些研究表明，自然刺激和适度的刺激复杂性受到人们高度的欢迎( Oriens & heerwagen, 1992) 它们改善生活质量( hartig & Staats, 2003) 并在不同文化中都起作用( hull & Revell, 1989； Balling & Falk, 1982； Yi, 1992)，而且，对这些刺激可以进行可靠的测量（Daniel & Vining, 1983； hull, 1989）。总体来说，这一适应性模型对决策者尤为有用，因为它集中关注那些人们十分重视的效果，如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这反映了对于环境与人类需求的相互关系的认识： 在人类有效对付环境压力方面，两者的关系是相匹配的。（Saegert & Winkel, 1990）。然而，尽管该研究的证据十分有力、令人信服，却把环境定义为天然现象（即与社会相对立），把人类福祉的大部分归因为生物性和适应性的思考方式，这就使遵循这一适应模型的研究无法把研究所获得的发现放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的大环境中去，因为正是这些因素构建了环境状况，并分配力量，控制和管理社会内部的环境。

机会结构/目标导向关系

在机会结构/目标导向这一模型中，环境被理解为“行动的背景”，它拥有能为特定活动提供背景的特征，如，河流能为漂筏提供背景，积雪能为滑雪提供背景，道路能为步行提供背景（Ittleson 等, 1976； holden, 2000）。人们被视为理性的决策者，而不是适应模型中只能服从生物特性的俘虏。这一研究考察了人们在作决定、行动和评价时，是怎样评价环境因素的。这十分符合人们在做环境和项目计划时有计划、有理性的传统（Stokols, 1991）。目标导向行动在社会科学中已有充分的发展，它吸收了大量有关态度形成、动机、满意度和决策（Ajzen, 1991； Manning, 1999）、市场营销和消费行为（Floyd & Gramann, 1997； Mallou 等, 2004）和微观经济学（Loomis, 2002； hanley 等人, 2002； hearne & Salinas, 2002）等心理学理论。

环境特征在满足大部分LRT目标方面起着根本的作用，LRT目标亦称为动机或偏好（Asakawa 等, 2004； Douglas & Douglas, 2004； Gabr, 2004； Gospodini, 2001； hearne & Salinas, 2002； Knopf, 1987； Manning, 1999； Moudon & Lee, 2003； Scarpa & Thiene, 2005； Suh & Gartner, 2004； Stewart 等, 2003； Stewart & Carpenter, 1989； Tse & Crotts, 2005； Uyarra 等, 2005； Virden & Knopf, 1989； Williams & Knopf, 1985）。目标导向模型假设心理目标与环境特征有特定关系。它们在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群体中可能（或不可能）同样发挥作用。特定目标及与之相关的LRT参与的多种表现形式都是习得的（而不是先天固有的）。当人们感到自己处于有机会满足自身的局面（时间和空间）时（Knopf, 1987），他们便会去追求这些目标和表现形式。因为目标偏好是习得的，所以它们会因为个性、社会背景、文化和地理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因此，虽然人们追求的LRT随着文化不同而不同（Yoshioka 等, 2002），应该认识到，即使在同一特定社会，人们对环境特征也会有不同的选择，以满足相似的心理目标，（如，隐私，见Altman, 1975）。同样，相似的环境（背景）特征也能满足不同的目标（Knopf, 1983； Knopf 等, 1983； Kuentzel, 1990； Machlis 等, 1981； pierskalla 等, 2004； Schreyer 等, 1985； Wallace & Smith, 1997； Williams 等, 1991）。

对环境状况和满足LRT特定目标之间的关联所做的研究，已经持续十几年，人们已经把大部分研究成果并入LRT目标本身的描绘和记录之中（Driver 等, 1991b； Manfredo 等, 1996； Tinsley 等, 1986）。罗列这些目标的目录显示，在LRT的大量活动中，参加者通常寻找与自然交融的环境，追求宁静和隐私，躲避身体压力，日常事务，休息身体，释放压力和进行社交。其他目标则更多地带有情景的特定性，如锻炼、学习、成就、精神更新和追求刺激（Driver 等, 1991b）。

既有记录LRT相关的目录存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理论框架，描述和纪录LRT背景下的环境特征（Boyd & Butler, 1996； Butler & Waldbrook, 1991； Driver 等 1987； Kaltenborn & Emmelin, 1993； Manning, 1999）。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系统是娱乐机会谱（ROS）。它把户外环境特征按照三项平行的指标分类： 生物物理学特征（物质），社会特征（密度）和管理特征（强度）（Driver 等, 1987； Manning, 1999）。在大量探讨ROS 环境特征与LRT目标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某些目标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与其他相比要更为密切。例如： 技巧发展，挑战，逃避和成就，这些目标似乎更多地依赖于低水平的发展和较为不密集的管理（尽管这些关系通常都涉及特定的活动），然而社会目标，如家庭归属感，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则并不密切（Shafer & Inglis, 2000； Williams & Knopf, 1985； Virden & Knopf, 1989）。除ROS外，在旅游业中，用于描述重要环境因素的体系已经出现（如，旅游机会谱, 见 Butler & Waldbrook, 1991）。它表明海岸风景和海滩等自然景观 (Mathieu 等人, 2002； Morgan, 1999) 以及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Donnelly 等, 2002； Orams, 1996)。其他一些研究则指出，在旅游目的地，气候（Lise & Tol, 2002； Uyarra 等, 2005）、信息和基础设施发展（hearne & Salinas, 2002）, 事件和遗产（Alexandros& Jaffry, 2005； Kim & Morrison, 2005）, 文化和烹饪传统（Tse & Crotts, 2005）, 以及购物（Yuksel，2004）等因素具有的重要性。

除了旅游和户外娱乐环境外，研究也指出了城市/地区环境特色如开放场地（Zhang 等人, 1998），滨水地区和河流廊道（Asakakawa 等, 2004； Gabr, 2004； Gobster & Westphal, 2004）, 城市外貌和布局规划（Gospodini, 2001； Moudon & Lee, 2003）以及决定身体活动的环境因素的价值（GordonLarson 等, 2000； huston 等, 2003）。 同样，研究记录了支持LRT的、室内和和建筑背景方面的设计和环境偏好( Browder 等, 1998； Douglas 和 Douglas, 2004)。 研究也表明LRT的背景偏好中存在的社会、种族、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Bruger 等, 2000； Cordell 等, 2002； Gobster, 2002）。有些研究记录了某些自然特征或环境管理的做法是如何遭到一些使用者群体的冷遇（Bixler & Floyd, 1997； herzog & Kropscott, 2004, Brunson & Shelby, 2002）。

环境特征从理论上说是可以互换的（即可替代的），甚至是可再生的，只要替换物提供一种相似的、可以满足目标特征的组合，这是存在于目标导向模型中的一种固有观念。心理反应（如对LRT目标的满足）被理解为取决于环境特征。支持这一模型的证据在一般的、相似的和可替代的服务中（对经验目标的满足）相对地显得强而有力（如公共露天娱乐场）, 但将它应用到一些比较含糊的（如对环境的认知）或独特的（如了解一个历史遗址就如万里长城）环境服务中去时，就会显得并不那么前后一贯。（见Williams, 1989）。 目标导向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可以与经济方法相结合进行资源评估（peterson 等, 1988），并依据环境偏好划分各种社会群体。（Mallou 等, 2004； Vorden & Walker, 1999； Vyncke, 2002）。但是，该模型的缺点是，它对社会经济学和社会文化因素的认识是有限的，而这些因素会影响机会的分配，从而影响个人目标的实现。再者，这种模型也把环境价值降低到行为利用译注： 指单纯地利用环境。的层面上去，该模型一般都忽视具有象征意义的环境建设。

社会文化（象征性）关系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环境偏好远远超过了与生命过程有关的需要，也远远超过和由目标导向的个人机会的需要。因此，LRT的经历（和意义）是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在社会上构建起来的（Farnum 等, 2005； Greider & Garkovich, 1994； Stokls, 1991； Williams 和 patterson, 1996）。 人被视为社会存在，在环境中追求和创造意义( Saegert & Winket, 1990； Knopf, 1987)。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环境特征都可能从各种各样的社会或文化视角中感知到。比如，北极荒原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可能象征着远古的生活方式、或精神思考、或贵重商品、或旅行经验，或必要生计（Williams, 2002b）。 因此，一种环境需要通过和特定活动及群体的联系，需要时间，才能创造各不相同、相互竞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Johnson 等, 1997； Virden & Walker, 1999）。 随着人们归属感和“根”意识在许多不同地方的扩展和分散，现代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参与LRT活动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途径，使他们可以接受地方、家和身份的不同，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健康生活感（Williams & Mcintyre, 2001； Mclntyre 等 2006）。除此以外，研究也开始探讨在获得经济和政治资源时的社会和文化差异，而这种资源对于界定和指导LRT背景的使用是必要的；这也是群体内部许多矛盾的基础（McAvoy, 2002； Stokowski, 2002； Williams, 2002a）。

社会文化方法在旅游文献中有着突出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探讨了界定和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和特色的社会过程（Kolas, 2004； Saarinen, 1998； Suvantola, 2002； M。Young, 1999）。这些研究考察了旅游风险（Carter, 1998）, 边际和边沿状态（Shields, 1991）, 本土文化（Saarinen, 1999），城市滨水区（Iwata & Del Rio, 2004）, 地方遗产（Bessiere, 1998； Gruffudd 等, 1999； herbert, 1996； Macdonald, 1997）, 种族（Doorne 等, 2003； Oakes, 1993； Schnell, 2003； Shaw 等, 2004）文学背景（herbert, 2001），国家特色(Change 等, 2004； pretes, 2003) 赌博（Stokowski, 1996），异国情调 （Cohen, 1995）, 逃避（pojek, 1993）, 文化神话（pretes, 1995）和政治气候（Desswwffy, 2002）的构建。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析了在地方或目的地形象的创建过程中，交流和促销材料所处的地位（Chang，1997； Dann, 1993； Cano & prentice, 1998； Sarrinen, 1998； Schollmann 等, 2000）。

在其他休闲和娱乐环境方面，这类研究探讨了休闲背景下对于残疾人（Devine, 2004）和儿童（Karsten, 2002）的“包容”问题，还探讨了地方和地区性公园的社会领域和归属（Lee, 1972）；度假地家庭所在的社区西方国家不少在度假地（如美国佛罗里达州）购买住宅，每年在那里居住一些时间。其余时间或出租或与人交换使用，或将住宅锁着。——译者注（Jordan，1980； Lippard, 1997； Williams & Kaltenborn, 1999）；在公园中再现文化和种族历史（Low 等, 2002）和公共土地( Johnson, 1998)； 富有国家特色的休闲和娱乐场所（Arnesen, 1998； Campbell, 2003）； 社会资金（Glover 等, 2005； harshaw & Tindall, 2005）和公民职责和权利（hall, 等, 1999）； 以及在有地区风景特色的地方进行登山运动（Blake，2002）。

社会文化研究着重探讨风景特征和背景是如何构建的——作为LRT场所象征性地进行。有两种途径： 一是由使用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赋予其意义；一是由设计者、开发者、促销和管理机构有意识地赋予其意义（Appleyard, 1979； Martin, 2004； Stokowski, 2002； M·Young, 1999）。因此，LRT背景（场所）是在复杂、竞争的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利害关系者竭力操纵和控制这些场所的意义、价值和用途（harvey, 2003； Mitchell, 2001； Williams & Van patten, 2006）。对管理者和决策者而言，这些研究方法越来越被证明是有价值的，因为各式各样的人竞相提出自己的环境优先项目，管理者和决策者则需要努力保持平衡。因此，对于受管理的公园、保护区和旅游目的地来说，LRT要么成为风景和当地文化可持续性中一股使其失去平衡的力量，要么成为保护风景和当地文化的一种潜在的工具。（Williams, 2001； 2002b）。总的来说，已经提供的证据的质量相当优异，说明了在维护和加强集体认同感和社区意识方面, LRT背景的象征性构建所起的基本作用。但这个方法也有一定的危险，它可能低估了个人意义 什么叫做“个人意义”？下一段文字将给以回答。和对特定环境的情有独钟所能发挥的作用和价值。而这种个人意义和对特定环境的情有独钟是在用户所喜爱的RLT背景中形成的。

个人/表达关系

和社会文化模型一样，个人/表达模型强调环境关系的习得性和构建性。但是，在这里，环境关系的构建强调了个人历史和过去经历过的地方这两者的中介作用 ( Altman & Low, 1992； Tuan, 1977)。这样一来，个人就拥有潜力，给环境或场所以独特而且难以捉摸的意义（Brooks 等, in press, Eisenhauer 等, 2000； Fishwick & Vining, 1992； Schroeder, 2004）。与环境更多的接触和介入会使人情有独钟，产生情感上的依恋或联系（hammitt 等, 2004）。对于个人意义的兴趣强调个体对一些地方的依恋之情，因为这些地方传递或表达了自己或他人的认同感（Guiliani & Feldman, 1993； Manzo, 2003, 2005； Trauer & Ryan, 2005； Williams & Kaltenborn, 1999）。大量文献探讨了人们对于家、居民区和社区的依恋之情（Altman & Low, 1992）。在这一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研究把人们的依恋之情和地方感运用到LRT背景中去( Farnum 等, 2005)，包括公园和荒野（Kyle, 等, 2004a, 2004b, 2003； Mitchell 等, 1993； Moore & Graefe, 1994； Williams 等, 1992； Williams & Vaske, 2003）、旅游目的地（Cano & prentice, 1998； hwang等, 2005； Lee, 2001； Trauer & Ryan, 2005）、 居民区和都市景观（Fuhrer & Kaiser, 1993； van der Land, 2005）和娱乐家园等（Kaltenborn, 1997； Jorgensen & Stedman, 2001； Stedman, 2003； McInytre 等, 2006）。

这方面的研究显示，个人的依恋之情、地方感和以地方为基础的认同对于人的健康发展是多么的重要（Manzo, 2003, 2005； TwiggerRoss & Uzzell, 1996）, 尤其在这些关系被打断或失去的时候。（Brown & perkins, 1992； Milligan, 1998； Fried, 2000）。 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休闲的健康发展就是建立和表达一种认同感（Mannell & Kleiber, 1997； haggard & Williams, 1991），而LRT为参与者提供了机会，通过对特定LRT背景的联系和情感，确认自己的身份。同样地，对于地方的依恋之情似乎起着重要的中介影响，关系到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看法和对于背景管理的偏好（Farnum 等, 2005； hailu 等, 2005； Kyle 等, 2003； 2004a, 2004b； Vorkinn, 1988； Waarzecha 和 Lime, 2000）。有些研究者更认为，这种对于地方的依恋之情带来了对于环境更多的关注，也为人们采取对环境友好的行为作出了贡献（Anderson, 2004； Cantrill, 1998； Vokinn 和 Riese, 2001）。

越来越有力的证据表明，人们对LRT背景会逐渐产生依恋之情，而这样的关系对于人总体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帮助人们建立起一种协调一致的自我目的感和生活意义感。个人给地方赋予意义： 一方面能使个人把自己和他们所在的主要社会群体和社区区分开来（个性化）；另一方面，当地方意义从社会群体转移到个人身上时，又使得个人置身于更大的社会环境之中（Branderburg & Carroll, 1995）。与此同时，想要概括出哪种背景及/或哪种背景特征增加了产生依恋之情的机会，哪些用户会对特定的LRT背景会产生最强烈的依恋之情，那是困难的。具体情况可能因为文化背景和个人历史的差异而不同；个人意义的表达和LRT地方之间的联系表明了这些随地方而定的关系和联系对于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对LRT服务管理者和决策者而言，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可能会抵制管理者的努力，如果这种努力会转移他们的自我意识的话（Appleyard, 1979）。

本节的观察结论

纵观本研究提供的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了环境质量在界定高质量的LRT经历——尤其是户外和旅游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自然环境在许多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受到高度重视。但是，有一些重要的情况必须认清。① 环境经历决不永远是积极的，因为存在着某些情况，使人们害怕环境条件，特别是环境条件过于新颖、无法预测时更是如此（Bixler & Floyd, 1997； herzog & Kutzli, 2002； pollio & heaps, 2004）。② 尽管LRT一般都依赖于环境质量，但是由于文化、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和参与的具体活动不同，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Cordell 等, 2002； Ewert 等, 1993； Virden & Walker, 1999； Wolch & Zhang, 2004）。③ 人们经常可以从一定的环境背景中获得许多不同的经历和好处，不同的背景又可能会提供相似的经历，在相同的地方寻求不同的经历的人可能会妨碍到其他人，从而导致矛盾的产生（Jacob 和 Schreyer, 1980； Schreyer 等, 1985； Wallace 和 Smith, 1997）。 所以一方面应该说，已经拥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环境经常是LRT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组成部分，其价值很高，另一方面又须指出，要概括具体的环境投入和生活质量产出之间的关系是困难的。

附加的一点是，这里引用的大多数证据包括了文化/娱乐服务对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在生态系统服务模型中设想过不同类型的支持、管理和供应性服务，但是这些服务是如何为LRT服务质量和生活质量作出贡献的，则并未讨论。这些问题常被当作对LRT背景的威胁加以思考，如对资源的攫取、对大气的污染和对物种的干扰（Cole 和 Landres, 1996）。威胁之一，即LRT活动本身对支持、管理和供应性服务的影响，将会在下一章节中讨论。同样，人们如何看待环境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对LRT经历的影响，这个问题将会在下一章节中讨论。

三、LRT活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在讨论休闲和环境的问题时，我们不仅要看到由环境特征和背景带来的经历、服务和利益，而且也应注意到LRT活动对环境的需求。本章节叙述了为原则 2~4提供的研究证据，讨论了LRT活动对环境质量——因而也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由于对环境提出要求，参与LRT对生态系统会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这对生态系统的支持（维持）和文化（LRT）性服务来说都是这样。这些影响来自对于LRT背景的直接使用或消费，也间接地存在于对生计基础的消费性要求中。这种要求的提出是为了支持以LRT为基础的消费，尤其是与休闲相关的旅游。

对于LRT对环境的影响横跨了不同的学科。有关LRT环境在生活质量中所起的作用的大部分研究来自于社会科学，LRT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则更多地包含了环境科学。此外，由于LRT环境影响的巨大的复杂性而使归纳变得困难。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将重点回顾那些集中于从LRT角度最直接地考察这一问题的文献。

LRT和对环境友善的态度和行为

在环境和行为研究中，对环境友善态度和行为的起源和力量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作为一个集体性术语，环境态度包含了一些不同的观念，如环境道德、关注环境以及在生态和环境方面的负责任的行为（例如： 能源保护和回收）或者不负责任的行为（恶意破坏行为和乱丢垃圾）等。在LRT文献中，一般认为休闲（尤其是户外娱乐），对环境友善态度和行为的形成有促进作用（原则2）（Tarrant 等, 1999）。同样，在环境、户外活动和经历教育领域，有一部分研究向努力表明自然/户外活动经历和教育项目会有助于对环境的关注和环境道德的形成（Kollmuss & Agyeman, 2002； Legault & peletier, 2000； Ward, 1999）；而对环境的关注则会转化为支持自然保护（Carrus 等, 2005）。从心理发展的角度看，确实有一些证据显示在玩耍和教育环境下接触自然的儿童往往会对环境产生友善的态度 （Bixler 等, 2002； Chawla, 1999； Kahn, 1997）。

有些探讨环境友善态度和行为的文献准确无误地提出了这类态度和行为形成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决定因素（Dietz 等, 1998）, 尽管这样，还是很难把参与LRT活动的具体作用独立开来（Bixler 等, 2002； Chawla, 1999； Nord 等, 1998； Stewart & Carig, 2002； Tarrant 等, 1999； Teisl & OBrien, 2003； Wellman 等, 1982）。造成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同的研究着眼于LRT参与的形式不同，造成产生的结果前后不一致（Teisl & OBrien, 2003）。但是，参加欣赏性户外活动似乎对环境态度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Jackson, 1986； Nord 等, 1998； Tarrant 等, 1999； Van Liere & Noe, 1981）, 只是有些研究未能确认这些发现（Geisler 等 1977； pinhey & Grimes, 1979； Wellman 等, 1982）。

与此同时，旅游文献资料对旅游者以及旅游促销者的环境道德抱有一定的疑问 (holden, 2003, 2000； Fennell & Malloy, 1999； Lea, 1993； Smith & Duffy, 2003； Stark 2002), 因此，针对通过教育减少这两者影响的有效性研究比较普遍(Davis & Tisdell, 199； Enzenbacher, 1992； Forestall, 1993； Grossberg 等, 2003； Jacobsen & Robles, 1992； Medio 等, 1997)。 在户外娱乐管理的文献资料中，大量研究也对各种教育、说服和行为改进措施进行评估，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使户外娱乐参与者更多地采用对环境友善的做法 (Absher & Bright, 2004； Knopf & Andereck, 2004； Manfredo, 1992； Manning, 1999)。

一些研究着眼于不同社会经济、文化、民族群体对环境的态度以及对环境友善的行为(Deng，等, 2006； hayashi, 2002； Johnson 等, 2004a, 2004b； Kemmelmeier 等, 2002)。 这些研究表明，支持关心环境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文化/社会倾向，而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基本观念也可能因为文化不同而不同(Callicott, 1994； Fan, 2005； Guha & MartinezAlier, 1997), 这也就使研究者难以在个体研究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之外概括LRT在环境友善行为形成方面的作用。总之，还是有少量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论断： 至少有些LRT的参与形式有利于形成对环境友善的行为。

LRT作为环境保护的正当理由

LRT (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的理由和社会动员) 是保护环境、文化和遗产的重要基础 (原则3)。 这既是一个历史要求，也是一种可以通过实际经验加以检验的观念。环保活动和自然保护的历史与促进娱乐、推广公园的运动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一致，这一点在美国特别明显 (Nash, 1982； Sax, 1980； Wellman & probst, 2004)。 旅游和户外娱乐是建立国家公园以及其他自然保护形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这在20世纪与21世纪初显得尤其如此。同样地，城市公园也被认为是构建整个工薪阶层幸福快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Taylor, 1999； Wellman & probst, 2004)。 在这段时期，公园和荒野对生态保护的关注较少，更多的是放在保护遗产，控制社会和增强对国家的认同上(Nash, 1982； Stormann, 1993； Taylor, 1999)。 经济的发展也证明了一些保护环境的努力是正确的。特别是某些发展中的县、郡，通过指定保护区域以发展旅游是一个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de Oliveira, 2003； Neto, 2003)。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LRT保护环境的根本原因已经逆转。 以环境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 (NGOs) 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旅游不是达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而是实现保护目标和生态持续的一个经济和政治的全部理由(Burger, 2000； Luck & Kirstges, 2002； Miller & Auyong, 1991； Staiff & Bushell, 2004； Whelan, 1991)。 尽管这些论断在政府、非政府环保组织和大的国际机构中颇受欢迎，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描述了生态旅游在实现环境目标方面的失败(Isaacs, 2000； Jim & Xu, 2003； Luck & Kirstges, 2002； McLaren, 2003； Neto, 3003； E。 Young, 1999)。 有些甚至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前提提出质疑 (例如，社会/经济与生态持续的内在兼容性), 支持在保护问题上采取更为专断的态度(Terborgh, 1999； Oates, 1999； Brandon 等, 1998)。 再者，追求环境保护目标有时候损害了本地土著人群的利益 (Geisler, 2003； Negi & Nutiyal, 2003)，有时连经济利益也不能实现(Ankomah & Crompton, 1990)。 旅游也被视为可以促进跨文化的理解 (huxley, 2005)，但旅游对当地居民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是混杂的。 一些研究报道旅游给当地居民带来积极利益(Kariel, 1989； pizman 等, 1994； Trakolis, 2001), 而另一些研究却记录了旅游对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的混杂或负面影响 (Bleie, 2003； Cohen, 1995； Medina, 2003； Mitchell, 2001； hill & Woodland, 2005； palmer, 1994； perexVerdin 等, 2004； Stem 等, 2003； Stone & Wall, 2004； Teo, 1994； Tosun, 2002； Young, 1999), 也记录了减轻旅游对社会负面影响的方式 (honggang, 2003； Montanari, 1995； Nelson, 1994)。尽管有一些失败，但仍然普遍达成共识： 保护环境要取得成功，必须依赖于合作参与的方法，既考虑人的因素，也注意当地居民所关心的事 (Baur, 2003； Brechin 等, 2002； Turnbull, 2003； Watson 等, 2003； Wells & McShane, 2004； Wilshusen 等, 2002)。

总之，LRT继续作为环境保护的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强有力的理由，但却很难用实际经验来评估和衡量伴随着保护区建立所带来的实际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与成本。虽然在记录效益和成本上已有了一些进步，但各地的结果不同，也就不能对保护区所带来的相对成本与效益作出一般性结论。

LRT对特定地点的影响

本节前两个话题表明，LRT通常假定对环境发生积极影响，但是剩下的话题将集中讨论不同程度上的负面影响。 在这部分，我会涉及LRT利用过程中的地点和环境影响。 再回到生态系统服务框架, 这可以理解为对LRT(文化) 服务和/或与LRT背景连在一起的支持性服务的直接影响。 因此，LRT是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的重大因素，因为资源和风景是作为LRT参与中的背景或吸引物，在其使用中会直接对环境造成影响(4a原则)。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LRT比起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危害并不显得更加严重 (Butler, 2000)。

正如Cole(2004b) 指出, 尽管LRT被认为是一种非消费型使用，它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诸如土地、植被、野生生物这样的环境特征，而这样的影响已经成为彻底研究的对象(Buckley 2004； Cole, 2004a； hammitt & Cole, 1987； holden, 2000； Knight & Gutzwiller, 1995； Liddle, 1997； Mathieson & Wall, 1982； Newsome 等, 2002)。 另外，在建立影响监测方案、最佳管理策略和减少对植被、土壤影响的教育与行为改进措施上都已取得了进步 (Cole, 2004a)。 人们对于数量、时间的选择和使用的类型是如何从一个特定的选址上影响生态系统，已有了相当具体的了解。影响通常遵循一种非线性 (渐近的) 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影响是由最初使用造成的。 然而，对于这种关系是如何推广到更大规模的风景上去运用，却了解甚微。 此外, Butler (2000)认为, 我们对于影响相对较弱的荒野和森林背景了解较多，但是对频繁被用来作为旅游背景的沿海地区了解甚少，但这种状况正在开始改变(见 Alessa, 2004； Gormsen, 1997； priskin, 2003a； Warnken & Byrnes, 2004)。 同时，对于不同活动的了解也不同，远足和野外宿营的影响已有完备记载 (如 AndresAbellan等, 2005； Cole, 2004b； Cole等, 1997), 但针对远离公路的车辆(priskin, 2004, 2003a) 和山地自行车却只有有限的信息 (Symmonds 等, 2000； Thurston & Reader, 2001)。

LRT的参与者对影响的认识随着人口统计和文化背景的变化而改变 (Baysan, 2001； perezVerdin 等, 2004； priskin, 2003b)。 一些研究表明游客能准确地认知影响 (priskin, 2003b) 另一些研究却显示游客经常不能识别他们自己宣称讨厌的影响 (Farrell等, 2001)。 同时，大量研究记录了由LRT引起的景观改变对游客经历的负面影响(Cole 等, 1997； Eiswerth 等, 2005； Lynn & Brown, 2003)，游客愿意接受、采纳对其行为的限制(Cole 等, 1997； Manning 等, 2004； Manning, 1999) 甚至为了缓和性的措施而掏钱 (Baysan, 2001； Mathieu 等, 2003； park 等, 2002； White & Lovett, 1999)。

尽管许多针对景点影响的工作是建筑在北美的研究基础之上，但许多基本原则已延伸至全世界范围的LRT背景中去。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应对影响的一种方法，是设法确定休闲及旅游点的承载量 (Gartner, 1996； Inskeep, 1991； Saveraides, 2000； Shelby & heberlein, 1986； Wahab & pigram, 1997), 但是这些方法由于某些概念上的原因也遭到了批评(Lindberg & McCool, 1998； Lindberg 等, 1997； McCool & Lime, 2001； McCool & Stankey, 2001) 包括一些有问题的臆断，如文化和机构在应用管理措施方面的倾向与能力(Williams, 2001)。 此外，因为有关影响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案例的基础之上，因此很难将LRT的影响从人的其他活动或自然过程中单独开来 (Butler, 2000)。 不过，在景点的层面上还是有大量强有力证据表明，LRT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土壤、植被和野生生物等环境特征。

LRT相关消费的全球影响

LRT也是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下降是由休闲有关的消费和旅游带来的( 4b原则)。 如同人的其他任何努力一样, LRT还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辅助性消费，以此来促进、享受该活动并从参与中获益，但是关于LRT消费对环境影响的直接研究很少。 虽然 LRT 有时候被认为或是描述成一种相对清洁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与工业发展相比), 但以上的环境影响研究表明，LRT对土地的固有影响本身并不小。 而且它对资源的需求也不是很节约的，特别是涉及与休闲有关的旅游上 (Gssling, 2002)。但是, 还是有些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刻意节约的LRT形式(例如，主动的简朴) (Buell, 2005； Cherrier & Murray, 2002； pellow, 2005)，如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搭建房屋、校舍和医院 (Cooney, 2001； Wearing, 2001) 主动帮助科学研究和自然恢复工程 (Arai, 2000； Campbell & Smith, 2006； probst 等 2003； Van de Cruyssen, 2001)。 社会指标研究也显示，主观上的（心理上的）身心健康与环境友善行为是与某些特征兼容并且联系的。这些特征包括： 价值取向，主动简朴和处处留心(Brown & Kasser, 2005)。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LRT，还很少有证据能说明，和其他人类活动相比，它必定多消耗或少消耗资源。

作为一个研究主题, 针对LRT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的分析经常根植于环境和社会冲突这一范围更广的评估中(Schnaiberg & Gould, 1994) 和全球消费影响的大背景中 (Biesiot & Noorman, 1999； Cohen & Murphy, 2001； Rpke, 1999)。 这样，我们会发现许多研究追踪交通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气候影响这一块 (Armstrong, 2001； himanen 等, 2004； Schipper 等, 2001； Sommerville, 2004)，并且有点奇怪的，一些研究评估了潜在的气候变化对于旅游的影响 (hall & higham, 2005； Lise & Tol, 2002； Uyarra 等, 2005)。 根据 Gssling(2005), 有些研究表明，游客旅途中60%~90%的气候影响(CO2 排放) 来自于往返目的地之间，其他的来自地方交通、住宿和其他活动及服务(见 Becken 等, 2002； Gssling, 2000； hyer, 2002)。

少数调查者提出了评估LRT相关消费的环境成本的一些方法, 虽然这一内容应属于家庭消费对环境影响这一更深分析的一部分 (见 Biesiot & Nooman, 1999； Cogoy, 1999； Rpke, 1999)。 然而Gssling 等(2002, 2005) 已经提出并评价了估计旅游“生态系数”原文“ecoefficiency”一词，来自“coefficiency”，后者意义为“系数”。“eco”的意义为“生态”，故翻译为“生态系数”。的方法(CO2排放量/所创造的欧元收入)。 在这一方法和有限的一些案例的基础上，他们表示，相对于世界范围其他经济活动的平均系数来说，旅游的“生态系数”通常要低。 然而，他们的案例研究也显示，旅游的生态系数大相径庭, 其中旅途距离和乘坐飞机旅游是影响系数的两个最不利因素。能够使旅游系数相对提高的因素则包括长时间逗留和每天高消费。 不过，旅游密集型的LRT模式会大大减少旅游——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利益。他们注意到，作为一种贫穷国家的发展战略，旅游在生态系数方面常常需要付出高成本，但他们承认，这往往是少数几个可行方法之一，可以用旅游为社会创造效益的理由来证实其正当性。

消费LRT服务的全球影响不只是对生态服务系统的要求，它还与其他支持人的健康发展的要求进行竞争。 LRT 还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些特殊的生态和社会变化。研究者常常把这些变化和生态系统(例如气候、疾病、生物分布)的“控制、管理性”服务联系在一起。当休闲旅游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疾病传播和攻击性或异常物种从一生态系统迁移到另一生态系统的时候，娱乐和文化服务的消费可能降低这些服务或其他服务的质量。

在文献资料中，除了描述与旅游相关的LRT对气候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外，还有一些说的是和旅游连在一起的人口大规模流动造成的其他全球性影响 (Mooney 等, 2005； McNeely, 2004)。 与LRT明显相关的两个领域是异常物种和人类疾病的传播。 尤其是，淡水捕鱼和划船运动是导致异常水产物种传播的重要机制 (Cambray, 2003； hinkley & Chare, 2004； Kats & Ferrer, 2003； Muirhead & Macisaac, 2005)。 这些会在生物捕食、角逐、疾病、杂交、习性破坏等方面产生特别的影响，使捕鱼、水力利用、内陆航运等商业活动付出重大的代价(Mooney 等, 2005)。 研究也考虑了商业性航空运输的增加所带来的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Mangili & Gendreau, 2005)和船运 (Rooney等2004)以及全球性旅游带来的一般性公共卫生问题(Richter, 2003； Wilson, 2003)。 这一研究工作的价值在于使政策制定者对这些风险保持警觉，帮助确认潜在的策略，以降低风险(Muirhead & Macisaac, 2005)。

本节的观察结论

尽管有大量关于LRT环境影响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涉及一系列不同的学科，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杂志、语言、模式和方法。 相对于研究环境因素对LRT经历的影响，本研究建立在广泛的地理环境上。 从本质上讲，研究LRT对生物物理学的影响无需太多考虑文化背景, 虽然这些影响的重点以及对人类产生的后果可能会因文化和地理条件不同而有变化。尤其是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在起源和范围上都相当国际化。然而，由于研究受特定地点的局限，本文主要反映的是北美地区的起源和那里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对于LRT环境影响的评估，任何概括都会遇到四个问题。 第一，很难总结出哪一种LRT活动产生的影响最大。 第二，很难将各种不同的影响“加在一起”或汇总。 第三，在不同的人与不同的社会之间，LRT的环境效益和成本分布不均。 例如, Cole (2004a)从景点的层面上讨论了对践踏植被造成的影响进行总结的问题。 在一项研究中，一个森林集水区的植被由于宿营遭到的损伤低于总损伤的0.2%, 然而在宿营地，植被损伤率却经常达到总损伤的90%。 同样, Gssling (2002) 认为，要评估旅游对环境的积聚性影响或总的影响都不容易。第四，环境影响经常不是立竿见影，这就使因果难于加以区分 (Butler, 2000)。 最后，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些研究者讨论了影响在社会中的不均匀分布。成本经常是由最穷和最易受伤害的人承担，而收益要么在全球分散，要么集中在富裕的人口和国家中(Gssling, 1999)。 总之，具体影响和总的影响(积极的或消极的)在不同的社会和空间层面都经常不同 (原则6)。

四、结论

对于决定LRT经历和利益的环境因素的认知，从定义上来说就更为严格，也更易追踪。 不过，尽管这一研究的范围很广，它还是集中在西方中产阶级对LRT活动的参与上。 然而，最近几年，有更多的研究着眼于亚洲文化中环境对LRT的影响，不过关于非洲的研究仍然很少。 要评估人们对LRT环境影响的认知是一件更难的事，因为涉及的疑问和议题会更加跨学科，研究结果在空间、时间、规模上会呈现复杂的模式。 这样，如果要找出LRT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重要问题就是要认识到LRT参与者或政策制定者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涉及收益与成本，而这些成本和利益在人口中的分配并不平等。

关于以上1~4个原则，一些LRT参与模式的直接质量更依赖于环境质量，同样的，一些参与模式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良性的，甚至是有益的(原则5)。 自然导向的LRT经历所带来的利益，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或生态服务的质量。 其余活动有非常具体的背景要求 (例如, 球场, 登山缆车 一种专供运送滑雪者上山用的缆车，直译为“山上吊椅”。)，但是其中一些要求通过设施管理可以轻易实现。说到LRT对环境的影响，给环境带来的某些利益——这指的是LRT会促进人们更多地关心环境、支持环境——可能会因为LRT参与引起的资源高消耗而减少。 与此同时, LRT的有些做法包括了从道德或精神上承诺自愿实行简朴，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有时则自愿努力，提升环境质量。

本文一个总的发现是，环境 (作为一种生态服务系统) 会直接作用于人的健康发展，而这一发展现在被界定为休闲的能力。 但这一发现需要由别的发现加以补充，后者告诉我们, 参与LRT的能力会对有利生活质量提高的生态服务系统造成潜在的严重压力。 同时, 生活质量 (如休闲机会) 可以被理解为保持生态服务系统流动的一个必要因素。 这一切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归根到底，从环境的角度来看，更多地参与LRT活动究竟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Cohen & Murphy, 2001； Rpke, 1999)。他们指出，如果不断增加的财富和闲暇时间继续主要被引导去追求资源高消耗活动的话，那么前景会显得渺茫。

为了保护环境质量，继而使个人乃至整个社会从生活质量上得益, LRT能够并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发展和强化个人对环境的友善行为，鼓励并扩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环境质量和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作用和职责(原则7)。 从长期来看, LRT 似乎既是追求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一种必要手段，同时 (作为生活质量的同义词)，也是环境质量经常追求的目标。


第16章 文化对休闲的影响——休闲与文化认同

一、导论

认同一般体现在精神文化中。例如，尽管不是所有新奥尔良居民都赞同或接受“四旬斋前狂欢节”所描绘的新奥尔良的认同，但是不可否认，节日塑造并强化了当地团体和个人的认同。同样的道理，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将巴西的概貌呈现给了世界，加拿大阿尔伯特的卡尔加里牛仔节，以及全世界大大小小数以千计其他的节日也有着同样的表现功效。所有节日的目的之一都是为了向团体成员和局外人呈现一种团体认同。呈现形式包括了艺术、舞蹈、音乐、食物、服装、语言、运动、游戏和休闲礼物等。这些形式都包含并凸显了集体和个人的文化特征。

虽然19世纪后期人类学家肯定了文化对人类认同和行为的重要性，可惜的是文化作为一种现象，在描述和解释休闲上起到的作用却微乎其微。休闲学者经常提到“文化”两字，但是他们多数情况下只是把这一现象作为识别某一人群的方式，或描述某一群体独有特点的工具，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具有解释功能的变量(Chick, 1998)。这是有原因的。原先主要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给文化下定义，而近年来心理学家、 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专家也参与了进来，但是这些专家都未能给这个现象起一个操作性定义，以使之能解释人类群体行为以及行为的差异。幸运的是，近来以认知为研究重点的人类学家对文化做的描述，在这方面有些作用。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描述文化的定义，以及描述一种考察文化领域的方法，是文化可以作为一个具有解释功能的变量，可以用来解释人的行为，尤其是休闲背景下文化认同的形成及其表现。另一个目的是考查已经进行的学术研究——它们所研究的是文化、文化认同以及它们和休闲行为、休闲爱好和休闲意义之间关系。

二、文化的定义

在世界上第一本人类学课本里，E. B. 泰勒(1897（1881年初版）)对一个当时尚处于幼年期的学科作了相当现代的介绍。虽然书中的一些章节现在已经过时，但是另外一些章节却很有预见性。泰勒在这本书中对基本谋生方式（他称为“生活的艺术”）和那些给予生命意义的谋生方式（他称为“快乐的艺术”）作了区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生活的艺术”和“快乐的艺术”这些说法，但是我们的确有这类粗略的区分，一边是为养家糊口奔忙，另一边是从生活中获得意义、赋予生命以意义。按目前说法，我们把这些称作实用或功利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人类生活的二分法远远不够精确，但确实启发了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

泰勒更早期的著作《原始文化》（1871），他第一次从人类学角度把文化定义为 “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一个复杂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1903, p.1, 1871初版)。文化很快成为人类学中起统一作用的一个概念，泰勒的定义则仍然保持了其影响力，因为他明确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文化是人类共有的和后天习得的，而不是天生的。尽管文化有着很多定义——Kroeber 和 Kluckhohn在1952年就曾列出了160多个定义——但是大多数可以分为三个大类(Chick, 1997)。首先，文化最常被定义为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持有的知识、信仰和价值观。 例如，Keesing（1976： 139）就曾把文化定义为：“构成人们生活基础的共有理念的系统、概念框架和意义系统。”第二种对文化的定义则在上述定义基础上加入了人类的特殊行为以及行为模式。例如，Ember和Ember（1988）把文化定义为：“特定社会或者人群中所特有的一整套后天习得的价值观念、行为和信仰。”第三，还有一些作者则把手工制品加入到了文化的定义中。Brown（1991： 40）的定义就是一个例子：“［文化是］人们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而获得的普遍的思维行为、活动以及手工艺的传统形式，通常是通过学习而不是基因遗传获得的。”

第二种和第三种定义存在的问题是，它们都包含行为，这样在解释文化时他们就没有用处。想要解释行为而又主张行为是基于文化（就像定义那样），那就等于说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某种行为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行为方式。但是，文化是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具有解释性功能的变量的。1957年，Ward Goodenough基于大量现代的文化认知理论，提出了一个属于上述第一种的、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文化定义：

一个社会的文化包括个人为了使自身行为被其他社会成员接受，所需要知道或相信的一切。文化不是一种物质现象；它不包括事物、行为或感情。文化是这些东西的一种组合，它是人们脑中事物的形态，是人们感知、关联和理解事物的模型 (p.167)。

虽然很多当代的人类学家仍然把行为、有时也把手工制品作为他们对于文化定义的一部分，其他人已经达成了对一种类似Goodenough的文化定义的共识。在近期利用文化作为一个解释性变量来研究人类行为的探索中，Richerson 和 Boyd (2005)将文化定义为“人们通过学习、模仿和其他社会传播方式从种族其他成员中获得的、能够影响他们个人行为的信息” (p.5)。 Richerson 和 Boyd甚至不把文化局限于人类，这是基于人们已经发现的事实——许多动物，例如黑猩猩、大猩猩、海豚，某些猴类和鸟类，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动物最近的报告显示，沼狸，甚至一种蚂蚁显然能“教”它的同伴去寻找食物。，表现出一些很明显的，通过同类之间的信息传递而习得的行为。

人类学家使用文化这一词通常有两种途径(Goodenough, 1996)。第一，文化可以是一种现象方面的秩序，就是说，该词可以被用来区分群体或社区。这些群体或社区在生活方式、或信仰模式、行为和手工制品等方面不同。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是一种群体的特点。具有特色的“文化”应该可以相互区分。的确，在人类学发展史的相当部分中，文化一直被视为一个可以分割出来的整块，甚至可以与 “周围的近邻”清楚分开。而且，看似独特的文化常被视为具有内部一致性。虽然传统文化的称谓，如霍皮文化、 马赛文化、雅诺马文化和 赫蒙文化译注： 又称苗族文化，指由中国西南各省移居到东南亚地区的苗族。仍在广泛使用，但是人类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文化、尤其是邻近的文化往往会有很多共同特点。此外，人类学家在关注不同文化之间可变性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文化内部的可变性。因为很明显的，即使是人口极少、技术极其简单的群体中的成员也会对自身文化有不同的认识。而且，从现象的角度来解释“文化”较为简便，我接下去会继续沿用此方法，但想提醒大家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用法只是一种方便的虚构。

人类学家运用文化的第二种方式是观念式的(Goodenough, 1996)，就是说，文化是“作为群体的成员，为了在群体活动中发挥被他人可接受的作用所需要的知识”(Goodenough, 1996, p.293)。为了进行种族研究，人类学家一般通过考察文化的现象含义，来理解文化的观念意义。

当然，人类学家和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以及文学和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专家还提供了更多关于文化的定义。上述定义与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解释性学科所给出的定义形成鲜明对比。在一篇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文中，William Sewell Jr.（1999）阐述了文化这一概念，及其在这些领域的应用。但是他不只一次表示，对于以科学方法为导向的人类学家所提出术语的使用，他自己并不熟悉。例如，他曾写到：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只是理论上定义的社会生活的一种范畴或者某个方面，必须从复杂的人类现实存在中抽象出来。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总会和其他一些同样抽象的社会生活范畴，像经济、政治或者生物学，形成对比。

以上陈述看起来更像是在描述文化不是什么，而不是解释文化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人类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政治和经济（但不包括生物学）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在Goodenough(1996)或者Richerson 和 Boyd (2005)对于文化的定义中，把政治或经济行为看作文化行为是完全成立的。此外，Sewell宣称“据我所知，很少有人区分作为理论范畴的文化和作为具体的、包括信仰和实践在内的文化” (1999, p.39)。而这正是Goodenough在他的定义中所描述的区别。事实上，其他所有的以科学导向的人类学家都认同这种区别。值得称赞的是，Sewell拒绝了把文化从社会科学词汇中除去的所有要求。他也否定了把文化看作习得行为的定义，虽然他这样做不是因为这是一种同义重复，而是因为这种定义过于模糊。他坚持认为，文化研究领域接受文化的定义： 它是“一个致力于找到［生活］意义的人们共有的领域”(1999, p.41)。他还将这一定义运用到“摇滚音乐、街头时尚、穿着异性衣装癖、购物大卖场、迪斯尼乐园、肥皂剧”等领域中 (p.42)。归根到底，他只支持两种定义。第一，来自 Clifford Geertz的著作, 把文化定义成一个符号和意义体系。第二，“文化即实践”或“文化是工具箱”。这显然是受皮埃尔·布迪厄的影响，这个定义否定了文化是“逻辑的、连贯的、共享的、统一的、静态的” 描述(Sewell, 1999, p.44)。奇怪的是，这与20世纪80年代认知人类学家的文化观几乎完全一致，只是没有模糊的语言。

三、文化的测量

多数对文化的定义都很宽泛、模糊、或重复累赘，结果导致几乎不可能对文化进行定量测量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出现了关于科学在文化人类学中地位的热烈讨论。 (Chagnon, 1995; DAndrade, 1995, 2000; Scheper-hughes, 1995; Kuznar, 1997; Lett, 1997; Latour, 1996)。主张文化人类学是科学的人认为虽然该领域带有经验性，但至少期望发展一些解释性理论，甚至解释人类行为的规律。而认为文化人类学不是科学的人认为，人类与自然根本不同，因此，任何有关人的科学都是不可能的。当文化作为一个系统符合的意义被解释时，他们认为“解读”（ interpretation）比“解释”（explanation）更好。双方各有胜负。虽然许多学术领域的人类学家采取人文的、反科学的立场，但以科学为导向的人类学家正在新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文化共识分析（cultural consensus analysis）。我持坚定的科学立场。虽然人类学中人文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有时充当一种智力泻药，把实证人类学中最荒唐的一些科学方面溢了出来，但是他们在理解人类行为的理论方面贡献很小，因为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反对理论的价值。相反，诠释性和后现代的人类学家基本上都选择作为批评家，而不是贡献者。 (Lett, 1997; Kuznar, 1997; harris, 1999)。这些定义缺乏解释力，因为当文化被看作是一个独立、因果变量时，会导致其结果的不可证伪性。过去对文化进行操作性分析，就要采用一系列单位，通常是“特性”。但是这些“特性”在文化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存在（或不存在）的程度也可能不同。然后，文化中存在、不存在，或存在程度不同的“特性”可以和其他文化的不同或相同特性进行比较。这种方法被泰勒于1889年首次使用以来，一直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占主导地位。在一次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皇家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泰勒宣读了他的论文。这标志着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这种方法长达近半个世纪。泰勒在他的论文中讨论了婚姻和亲缘关系方面的问题，论文发表之后，著名的统计学家Francis Galton爵士曾向泰勒发难。他质问泰勒如何能肯定特性的相关性不是由于他们有共同的源头，如果是共源则违反了统计分析中对分析单位必须是独立的要求。泰勒拿不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因而 “Galton难题”也一度使得跨文化比较研究停滞了下来，直到依靠George p. Murdock的努力才于20世纪30年代复兴起来。

文化特征应用的第二大问题是难以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确定在一个社会中的某一文化特征和另一个社会中的某一文化特征是相同的，因为这些特征对于它们的拥有者来说意义可能是不同的。当把规模大小极为不同的社会，如中国的汉族和其云南省的摩梭族，或者英裔美国人和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霍皮人，放在一起比较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很尖锐了。这也同时提出了所谓的文化的“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的问题，前者意指社会成员赋予的文化知识和习俗的含义——它们指导着社会成员的生活，后者则涉及局外人，包括一些外行人和社会学家赋予的文化属性。

文化共识： 理论

近年来，很多人类学家都采用了由A. Kimball Romney, Susan Weller和William Batchelder在1986年提出的一个文化共识模型。他们认为，文化从观念的角度看，根据其现象的意义，是由某些文化的成员持有的在某种程度上统一的信息结合而成的。此外，文化又是由许多单独的领域组成的，其每一个成员未必能相等地分享这些领域知识。例如，人类学家James Boster (1985, 1986)曾经对居住在秘鲁北部热带丛林中，以烧毁植被获得临时农田来种植水果蔬菜为生的希瓦罗人做过一个实验，测试他们对于种植木薯知识模式。结果显示对于怎样辨认木薯，有一个统一的文化模式（在那里一共有100个木薯的品种，每个种植园都会种植30种左右），但是每个人对其的掌握程度都是不同的。通常，从事种植的女性比从事打猎的男性在这方面更懂一些，年长的传统女性比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女性知道更多些，相互之间有血缘关系的女性容易相互达成共识，而与没有血缘联系的女性则困难一些。根据Boster (1986)所说，“因此，这种由受访者对于木薯种类认同认识上达成的一致的模式正反映了文化知识传递的模式”。同样的，在某个墨西哥村庄，我发现至少组织过一次当地节日庆祝的人(Chick, 1980, 1981, 1989, 2002)对于节日组织形式的了解并不一致。对该组织系统有更多经验的人，常会持有更相近的观点，而那些缺乏经验的人的观点则会和多数人的共识存有差距。而且，就行为而言，个人并不需要按照多数人所认同的认知的组织方法来主办节日。因此文化团体中的成员不仅对什么在文化上是“站得住脚的”会存在分歧，而且他们的行为也不会一直符合公认的文化标准。

文化共识： 分析

Romney、 Weller和 Batchelder (1986)从受访者可靠性的角度来研讨文化共识。在标准的可靠性分析中，例如，调查问卷或者测试中的每一个项目相互关联；这些项目和它们分别与问题所涉及的内在特性(例如智商)、能力(例如做游戏或者是进行体育运动)、或知识(例如关于树薯的知识)也相互关联。两者程度相似 (Weller & Romney, 1988)。在共识分析中，受访者所给出答案相互符合的程度，正反映了他们对于问题在文化上的正确解释的理解程度。比较可靠的受访者应是那些拥有更多知识的人。

文化共识分析使研究者不仅能够判定文化领域问题在文化上正确的解答，而且了解受访者共享这些文化领域的知识和信仰的程度——这些事情他们通常不会事先知道。文化共识分析的第一步是评估所有可能配对的受试者之间的相似性，通常使用关联法。然后，通常使用因子分析(Weller, 1998)来确定应答模式。这种方法不同于普通因子（主成分) 分析之处在于，它把人与人的关系矩阵作为因子分析，而不是选项和选项间的关系矩阵，从而得出个人的知识水平(例如文化特长)。文化共识在应用时常被定义为一个单因素解决方案，其中第一个特征值和第二个特征值的比例大于或等于3∶1。所有的有效值(例如代表受访者和潜在的文化认可的答案之间相互关系的因子负荷)都是非负数。通过对个人知识得分的加权运算可以测出答案是否与文化相符。因此知识更丰富的受访者判定与“文化相符”方面的答案会得到较高的权重。

然而，文化共识分析也有其局限性。例如Weller (1998)指出，由于这种模型目前的形式，它无法处理一些复杂的情况，诸如受访者表示他/她不知道某个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猜测)，或者回答偏差——受访者对正误题偏向于回答“是”而不是“否”(或者“对”，而不是“错”)。此外，handwerker (2002)也提出文化共识的研究模式是基于不切实际的假设，尽管他没能说清楚究竟这些假设是什么。我想handwerker主要是反对共识分析的第一种假设，那就是有一种文化，没有对文化现实有不同理解的亚文化，有一种文化，没有亚文化有不同的理解，系统的文化现实。 handwerker （2002）已经表明，他的共识（或文化的建构效度）标准可以吻合主要的、公认的文化，而该文化有两种亚文化，并且每种文化对主要文化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同理解。

以上大篇幅的讨论如何定义、衡量文化，旨在说明文化认同是多方面的，根据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但是那些决定认同的领域，如国籍、种族、性别、职业、政治从属关系、宗教信仰、食物、休闲生活方式，等等，很明显是分等级的，有些领域更为重要——取决于认同所表现方面的背景。最后，既然文化作为认同形成的组成部分定义一直不完善，衡量也不精确，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变量，它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因此共识理论及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替代。

四、文化认同

当今世上大多数人都确认自己有多样、交叉的和重叠的认同。这些认同包括了国家的、地域的、文化的、政治的、种族的、阶级的、人种的、宗教的、年龄的、家庭的、职业的、性别的、性倾向的、休闲的和其他生活方式的认同。个人、群体声称拥有這些认同，其他人也把这些认同归在他们身上。由于属于，或声称属于，或被人指定属于某一个特别的群体或文化（就像上面现象意义所定义的那样）才有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有时候这些群体很庞大，像在单一民族国家，这样个人就会具有美国或中国的文化特征，尽管在这些大国内部文化千差万别。有时一个人所属的群体很小，这样个人的身份认同能够基于他或她的居住地或社交圈，只要这一居住地或者社交圈的情况看起来有别于其他相似的群体即可。认同通常以符号展示出来——如着装、装饰物(如珠宝，纹身或者其他形式的体饰)、发型、烹饪风格、艺术、音乐、休闲方式、语言以及其他的表现形式。

除了一些外在表现认同，我们有时会下意识地，但经常有目的地，通过习得或共享信息的领域，即文化（即，文化适应），组建起自己的群体——它们与其它的群体相区别，或者能让我们同其他人相区别。举例来说，在读研究生时，我干过几年机械师，通过当时以及随后的研究(例如, Chick & Roberts, 1987； Roberts & Chick, 1987； Chick & hood, 1996, 1998)，我对机械师这个（亚）文化有了了解。于是我学会让我的举止像一个机械师，为周围的机械师所接受，这样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提出一系列关于机械操作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给随意挑选的一些机械师做，我可以得到非常一致的答案(即，文化共识)。但是如果我把这些问题给非机械师去做，就无法得到这样的结果(Chick & Roberts, 1987； Roberts & Chick, 1987)。又，如果把一批金属板预制工和一批机械师集合在一起，调查他们的室外娱乐活动，那么他们的答案可能会显示相当的共识，尽管这两个群体也许在机械问题上并不会达成一致(Chick & hood, 1996)。 最后，暂时撇开其他可能存在的文化认同，如果我们把钢铁工人和脑外科医生也加入上述的调查样本中，询问关于环境方面的美国文化价值观，我们也可能在答案中找到文化共识 (Kempton, Boster, & hartley, 1995)，尽管这些受调查者在他们的职业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不同。美国的机械师知道怎样表现得像一个机械师，怎样在室外表现得像一个蓝领工人，怎样在大多数情形下表现得像一个美国人。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是如此。最后，运用Goodenough的 (1957) 所提到的关于文化的定义——“为了使人们接受你的行为，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我和Robert hood(Chick & hood, 1996)能够精确地预测到随意挑选的一批机械师和工具模具制造工人会倾向于参与哪些室外娱乐活动(特别是涉及机器的活动)。但是如果换上一批可以与之匹配的、其他行业的人，我们的预测便不那么灵了。

个人和团体的认同

如上所述，个人和团体可能会显示出或拥有或被赋予多样的认同。个人加入到不同的组织中，各组织又有不同的组合，在此基础上形成或被赋予一般性的认同。如前所述，这种个人认同常常会随着情形的变化而变化。在某种境况下，人们可能希望被当成是美国人、中国人或者比利时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更希望被看成是美籍意大利人，美籍华人或者美籍比利时人。一个美籍意大利人或者美籍华人可能会根据性别、居住的环境(城市或者乡村)、职业、休闲生活方式而采取其他的认同。根据Goodenough(1957)的理解，多种认同中的每一个以巴都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人就会知道该有怎样的行为才可以被接受，或作为一个美籍意大利人、或一个女性、或城市居民、或律师、或网球运动员等等。

群体认同通常形成于某一个或一些假定的、归因的、或获得的认同。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虽然会在某些认同的表达程度有所不同 （如Triandis, 1995)，但在作为一个群体看待时，通常会被认为分享同一种文化认同 (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个人认同乃是所属的多种群体成员身份的复合产物。虽然所有这些群体文化我在这里用“群体文化”，而不是“亚文化”，因为我认为后者存在问题，甚至误导。使用“亚文化”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存在边界清晰的大文化，这些大文化可以被划分为边界清晰的亚文化。文化的“边界”一直是个问题，因为显然文化之间的界限是变化和可以相互渗透的(e.g., Chick, 2001)。Caulkins （2001）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应被认为是边界，而应当做一种“梯度”或“渐变群”，表示相互重叠的文化差异之间的“无缝网络”。都可以是研究对象，但休闲研究人员似乎主要集中关注基于民族、人种、年龄和性别的认同。此外，绝大多数的研究是在单一民族国家之内进行的，尤其是欧美。因此, 在接下来的文献回顾中，我将主要论述集中在北美的人种和种族认同、文化与休闲研究。性别、年龄和其他有关认同的标识值得提及，但我的大部分评论都应该适用于它们。

文化和种族的认同

随着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移民浪潮，文化同化的所谓“熔炉”概念在美国占统治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然而，对于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差异性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并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认真进行。社会学家Nathan Glazer和Daniel Moynihan认为 (1975)，“种族划分”这个单词第一次出现在1972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 然而，这个词的来源则要古老得多。“Ethnic(种族的)”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ethnicus或希腊文的ethnikas， 都表示民族的概念。同样，“认同”一词来源拉丁文的identitas，而identitas 又来源于idem或 “同一。” 根据Simpson & Weiner(1989, p.620)的观点, 认同的概念是指：“人或物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下的同一性；人或物作为其本身（而非其他任何人或物）的条件或事实。”种族和身份识别两者合在一起的概念是： 一个群体或是一个民族中人们的同一性，他们有着共同的习惯、传统、历史和经历，在某些情况下居住于同一地理区域(Trimble & Dickson, 2005, p.415)。 McLemore 和Romo(1998) 提出类似的定义。根据他们的观点，一个种族群体是 “一群人或一类人——他们被包括进该群体或类别内，主要是因为具有相同的民族、宗教、语言或个人在其他方面的社会和文化遗产”(p.16)。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定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认为习俗、遗产和其他的文化标识通常能指示种族群体地位。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种族认同介于原始的本质特点(如, Geertz, 1963)和有赖环境、背景的特性这两者之间(如, GilWhite, 1999)。前者基本上继承的，而后者则由文化和情景所激发，用一种符号作为工具，处理社会生活(Barth, 1969； Cohen, 1974)。然而，近来由于不断出现新的种族认同，前者原始的方面遭到了破坏，而后者的观点也受到下列事实的挑战： 人们常常竭力依附哪怕是最新形成的认同 (Cronk, 2002)。GilWhite (1999； 2002)发现，在多民族的蒙古地区，种族认同与原始或“血缘”关系强烈相关。这说明只要他人仍然意识到这种血缘关系的话，要改变一个人的种族识认同将会相当困难。

现在还不清楚GilWhite (1999； 2002)的研究是否能广泛适用于所有种族群体。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实际上，种族认同的确能够在内容和成员方面发生变化。 Barth 在他的重要著作《种族群体和边界》(1969)的前言部分强调了边界划定和维护过程的重要性，而这种过程是在特殊政治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harrell (1996)主张： 即使群体认同被认为是共同的血统和文化构成的，但是共同的社会政治经验才是构成群体认同的基础。政治领袖通常利用种族认同煽动和为战争以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清洗辩护 (Brown, 2001)，其中包括19世纪强迫美洲原住民从传统的居住迁往较远的保护地，1991—1999年南斯拉夫冲突中对少数民族屠杀和驱逐，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和种族灭绝。

Caulkins (2001) 认为，对于民族和种族认同的研究应该兼顾文化内容和群体边界。他和他的同事们 (Caukins & hyatt, 1999； Caulkins, Trosset, painter & Good, 2000； Caulkins, OfferWestort & Trosset, 2005)从威尔士人、美国籍威尔士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中抽样，运用共识分析原理，通过假想“场景”的使用，进行文化认同测试。 在一项研究中 (Caulkins 等人, 2005)，他们提供给被测试者（一个威尔士人、两个美籍威尔士社团）印在卡片上的假想场景： ① 经过了5年的城市生活，一位银行职员仍然会在每个星期天害思乡病，想象着他的父母姐妹们吃晚餐时餐桌边并没有他；② 一对老夫妇去世了，他们成年的子女在卖掉他们的房子之前清空了整个屋子，把所有的旧东西，包括家庭照片扔进了垃圾箱。

第一场景是积极的，第二场景则是消极的，但两者都反映了乡愁的主题。受测者被要求对21种假想场景进行5分值的评分，1代表非威尔士，5代表非常威尔士。受访者也被要求从多少“威尔士”、多少“美国”、“场景是好是坏”这三个方面对每个场景进行打分（只在美籍威尔士人中进行）（Caulkins等人，2005）。场景的分类，是在现场研究工作的早期按照“个人”或“认同”的概念设计的（平等主义者、殉道者、情感至上、乡思、表现、个人主义和成就）。

运用文化共识分析方法，Caulkins等人发现，（威尔士的）受测者在场景的“威尔士特色”和“行为可取”这两方面有高度的一致。他们把共识分析所提供的标准答案（如，“文化上正确的”回答）与受测者的回答进行对比，得出结论： 后期的威尔士后裔、美籍威尔士人在什么是“威尔士特色”这一点上有一致的见解，而早期的人则并无一致见解，虽然两者对“（行为的）可取与否”意见相似。

Caulkins等人的研究在种族研究（尤其是在休闲领域）方面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上所述，种族群体一般是通过文化和/或边界加以区分的；有些研究人员强调文化，有些则侧重边界。可是就文化分享而言，那些被假设存在的种族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化上真正同质同源的呢？Caulkins等人（2005）的研究显示，这至少是一个跟实际经验相关的问题。不幸的是，有关种族、其他群体变数以及休闲的许多研究（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假设基础上进行的： 所研究的这些群体有着共同的文化（而不是其他任何跟经验有关的证据）。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将回顾一下近年来种族和休闲研究的一些发现。

五、基于文化认同和休闲研究的证据

1978年Washburne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论述了从事荒野游憩的人群中很少黑人。该论文为基于种族和/或人种多样化的休闲差异研究打开了大门。Washburne就这一现象，即为何一些群体的参与荒野游憩要低于另一些群体？提出两个理论： ① 边缘化，② 种族划分。其一，他指出参与太少的群体受困于贫穷和社会经济歧视。尤其是黑人，他们的生活方式限制了利用荒野的机会。然而，正如Floyd (1998)所注意到的，虽然边缘化能够解释经济上弱势的少数民族的命运，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上不处于弱势的群体也不参加荒野游憩。种族划分的观点认为，只要经济社会地位得到控制，参与休闲的差别比率来自文化差异。因而，人种和种族是文化内容的差异指标。就是说，如果某一人种或种族的标签被贴在某一群体之上，就可以假设该群体的成员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文化同质性(hutchison & Fidel, 1984； hutchinson, 1987； Floyd, 1998)，并有别于其他群体。

不少作者(e.g., Allison, 1988； Allison & Geiger, 1993； Dwyer, 1994； Dwyer & hutchison, 1990； KlobusEdwards, 1981； OLeary & Benjamin, 1982； Stamps & Stamps, 1985)根据边缘化和种族划分的观点对人种和种族群体的休闲进行了探讨。在大多数情况下，种族划分假设要较边缘化假设获得更多的支持(如, Floyd, Gramann, & Saenz, 1993； Floyd, Shinew, & McGuire, 1994； hutchison, 1987； Irwin, Gartner, & phelps, 1990； Williams & Carr, 1993)。这些研究讨论白人、黑人和西班牙华裔的爱好、态度和行为模式，也有少量针对美国亚裔人群的。Washburne (1978) 等人 (如, Johnson Bowker, English & Worthen, 1997, 1998； Talbot & Kaplan, 1993； Virden & Walker, 1999) 探讨了荒野的资源模式, 而其他人则调查城区公园的爱好、态度和使用模式(如 Gobster, 2002； hutchison, 1987； payne, Mowen & OrsegaSmith, 2002； Tinsley, Tinsley & Croskeys, 2002)。 Florian & harEven (1984)考查了以色列的犹太和阿拉伯青年休闲选择的文化模式。好几项研究探讨了不同群体赋予休闲的含义(如, Allison & Geiger, 1993； Azoy, 2002； Blanchard, 1982, 2002； Gramman& Allison, 1999； Khan, 1997； Tirone & pedlar, 2000； Tirone & Shaw, 1997)。不足为奇的是，研究显示同样的活动可以被不同的群体给予不同的诠释，也可以被相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环境下给予不同的诠释。最后，几项最近的研究从休闲制约的角度考查了种族划分（和人种） (如, Shinew, Floyd, & parry, 2004； Stodolska, 1998, 2000, 2002； Stodolska & Jackson, 1998； Stodolska & Yi, 2003)。其中与休闲制约相关的特别有趣的发现是： 休闲中的歧视（因而也就是制约）取决于别人在多大程度上看待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人群的差异。

文化认同与休闲活动和爱好

黑人爱好使用城区公园，白人则爱好使用地区公园。West (1989)在解释这一情况时解释说是因为前者的边缘化，尤其在交通方面。他没有采用种族划分假设来解释这些差异。Dwyer 和 hutchison (1990)报告了与此一致的发现；即芝加哥的黑人偏爱已经完成开发的户外活动设施，而白人喜欢尚未开发好、较为自然的区域。philipp (1993), Johnson 等人 (1997), 和 Talbot 和 Kaplan (1993) 报告了类似的结果；黑人往往喜欢更都市化、开发较好和更加开放的区域，而白人则寻找尚未开发好、人迹较少的荒野地区。

当增加其他种族群时，类似的模式不变。Gobster (2002)发现，亚洲人偏芝加哥林肯公园的风景而黑人则更关心那里的设施和维护情况。白人访客喜欢被树木和植被环绕的更自然的环境。Virden 和 Walker (1999)断定，黑人和西班牙裔视森林地带具有威胁性，白人则不然。

对于公园使用模式的调查结果基本上与爱好相符合。Dwyer (1993)发现，黑人更多参与公园内的运动而白人较频繁使用尚未开发好和边远的地区。Floyd, Shinew, McGuire 和 Noe (1994)报道了公园里黑人类似的活动模式（运动，健身和社交）。在另一方面，Dwyer (1994)发现黑人参加露营、远足、背包旅行、打猎，利用荒原一般都少于白人。Johnson, Bowker, English 和 Worthen (1998) 以及payne, Mowen 和OrsegaSmith (2002) 所做的调查结果与这些早期研究相符。

把亚洲人加入进来，他们的爱好和活动模式在某些方面不同于黑人、白人和西班牙裔。例如，Dwyer (1993)发现亚洲人和西班牙裔较黑人更喜欢野餐，而亚洲人更喜爱打网球而不是棒球。Gobster (2002)发现少数民族（亚洲人、西班牙裔、黑人）群体的成员趋向于参与被动的社交活动，而白人则参与个人运动或健身活动，如行走、跑步。然而Dwyer (1993)和Gobster (2002)也各自发现白人、黑人、西班牙裔和亚洲人在娱乐爱好和参与上有诸多相似。Winter, Jeong, 和Godbey (2004)在一项涉及旧金山地区四个亚裔群体的户外游憩态度和行为的调查中，发现在其他潜在相关因子得以控制后，群体归属感在决定参与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ho 等人 (2005) 最近在美国两大城区(费城和亚特兰大)调查了性别、种族、公园特色的爱好、逛公园以及公园带来的益处之间的关系。他们根据受访者的自述将种族分为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华人、美国日本人、美国韩国人和白人。他们发现女性较男性注重公园的某些特色（传统公园风景，和对种族的敏感度/代表性），但从总体上说，性别并不重要。不过ho 等人(2005)的确发现各种族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异。一般看来，这些发现与早期研究的发现相吻合，即非洲裔美国人比白人喜欢已经完成开发的设施和空旷环境。但与早先调查不同的是，他们发现西班牙裔与非洲裔美国人相似，爱好已经完成开发的设施和传统公园风景。他们也发现白人、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较美国华人、美国日本人和美国韩国人更倾向独自一人去公园，而后者较偏好群体活动，如野餐和社交。他们认为亚洲人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倾向，或许能够解释这一差异。他们也说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符合种族假设的文化表现，因而可观察到的差异是由于(亚)文化规范和价值观造成。这一结论与Walker, Deng, 和 Dieser的 (2001)结论相符，即，自我建构，一个类似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建构，是一种调节种族、文化适应和户外游憩动机关系的干预性变量。

文化认同和文化变化

人类学家Jocelyn Linnekin (1990)认为，太平洋诸岛上的文化和种族因为全球化而发生了变化。就是说，文化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地代代相传，而是产生于人们引以为自豪的强调的那部分文化，而这些文化使他们区别于其他群体。原住民群体可以使用殖民政府、传教士、媒体和旅游者所散布的西方思想意识，以构建他们自身传统的理想形式。

文化和认同在遗产旅游的背景下也被强调(palmer, 1999； pretes, 2003)。此外，一些研究人员(如, Light, 2001； pretes, 2003； Richter, 1999) 认为遗产旅游景点是精心挑选的文化切片，与主流政治所关心的内容相符合，然后经包装后供旅游消费。因而，旅游变成政治社会化和认同形成的工具。例如，Light (2001)断言，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人民之家的含义已经变化，以适应该国的后社会主义认同。Chronis (2005) 发现在美国内战的哥特斯堡国家公园——在那里南部军队将领Robert E. Lee的突击被击退，局势开始转向对北方有利——给游客讲述的故事强调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文化价值观。Morais等人 (2005) 显示中国台湾17—19世纪港口城镇鹿港，给游客提供机会，了解当地文化和强调台湾人的文化认同。最后，Morais等人 (2005) 发现游客和当地人都把鹿港视为台湾两个诞生地之一和台湾的移民、定居和贸易的象征。因此，鹿港的遗产之旅帮助宣传民族认同的象征。

截至2006年7月24日, 美国人口统计局估计美国的人口已经到达299 299 234。其他民族和种族的少数族裔在美国人口增长最迅速，并将于2050年与英美裔美国人口持平（美国人口统计局，2004）。西班牙裔将会成为最大的少数种族，占总人口的25%，而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将略微上升，从2006年的13%增至15%。亚裔美国人的人口将翻倍，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占总人口比例上，2050年达到美国总人口约8%。如果种族认同对于休闲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有重大影响，这便意味着了解美国人口的各种休闲生活方式和休闲需求对于休闲研究极为关键。

移民是世界许多地方的另一主要问题，极大地影响某些种族和人种群体的文化认同和休闲方式。在美国，这包括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最近从东欧、中东和非洲迁移来的群体。根据负向人口增长（2005），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移民，其中一半以上进入美国系非法入境。大约3250万美国居民出生在国外，其中大约1/4出生在亚洲。虽然，移民在非洲裔美国人和原住民美国人的认同形成中不是重要因素，但这些群体的不少成员寻求通过表现性活动，例如美国宽扎节（即果实初收节）（在非洲裔美国人中），或行巫术（土著美国人中）来重振他们的文化遗产。美国政府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制订计划，重塑美国土著文化（包括那些被认为“野蛮”的休闲元素在内）。土著美国人则在20世纪后半叶对他们自己的遗产产生新的兴趣。作为整体文化复兴和重建自豪和认同的一部分，他们重振了传统历史、舞蹈、 游戏、运动和泛印第安活动 (Blanchard, 2004)。

保留和重振文化认同和根源也得到当前美国寻求多样化的热情激励。寻求和加强文化多样性已经代替了20世纪上半叶的“大熔炉”哲学，即移民会失去他们原先的文化认同，为美国所同化这一观念。在同化过程中，人们又假定移民会用美国化的版本代替他们早先的休闲生活方式。然而，最近在美国安家的移民群体的成员似乎仍然保留了他们原有文化中休闲生活方式的大部分。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相似背景的移民不断涌入，他们与原有文化有着强有力的联系(Sasidharan, 2004)。

Yu 和 Berryman (1996)发现休闲活动方面的文化适应速度不同。中国来美国的移民很快将一些原来国内的休闲用美国形式所代替，但另一些却被保留较长时间。不断提速、便捷和廉价的通讯形式，尤其是互联网，现在能让海外侨民与他们的原先文化保持强有力的联系，从而导致种族生活方式的持久。既然文化适应发生在个体层面，且发生速度不一致，新移民可能继续加强和保留原先文化休闲生活方式以维持高度文化忠诚和认同。

在休闲背景下，虽然一些原先的特色迅速被主流特色所替代，但是其他特色则逐步地变化。再者，由于全球通讯技术的不断改善，与种族同龄人的虚拟联网得以实现，从而促进当前美国的亚裔移民中很高比例的人与他们出生国保持关系。这种联系使在美国之外出生的亚裔美国人可能保持和加强他们休闲生活方式的文化取向。例如Kenneth Thompson (2002)注意到从印度次大陆来的亚洲移民使用新、旧技术（和媒体出口）比如有线和卫星电视、录像、收音机和因特网等手段与种族群体生活方式保持联系。这些技术对于这一群体的休闲生活方式相当重要，并在南亚移民（如，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尤其是那些中产阶层中发挥重要角色，帮助他们抵制主流社会，如美国和英国的文化同化。

六、文化认同与休闲关系证据的质量问题

理论问题

上述诸多研究都使用假设的边缘化或种族视角来解释结果，但是hutchison (1988)认为这两个假设在概念上和理论上都较薄弱，尚未进行良好的运作，对休闲参与模式中种族和人种差别的认识贡献甚少。此外，他感觉到早先的研究被人滥用，以至歪曲了在研究休闲参与模式中种族与人种差别的一些发现。他指出当前种族、人种和休闲的研究存在三大问题。首先，研究人员常常把他们的研究放在不恰当的背景研究的基础上。休闲研究刊物最早发表的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早期的研究成果。那些研究对黑人—白人的社会参与和选择行为进行分析，显示模式差异。hutchison (1988)指出，使用这种背景研究是由于它们支持种族视角，将文化差异归因于次群体。可是早先的作者们自己并没有这样做。其他研究人员（如, Benjamin & OLeary, 1980）分析次级数据时也假设所发现的差异是由种族造成。可是最初的研究一般并非是为了衡量种族，而仅仅用来调查户外活动，不是休闲活动。

hutchison (1988)同时指出：

由Washburne (1978)提出的边缘化——种族双因分析法在以后的黑人——白人分析中被不加批评地接受。很少关注这一关键概念乃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因而导致“人种”和“种族”含义的混乱(p.18)。

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假设人种和种族乃是同一个理论概念，而其他人则认为两者有区别。此地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将人种和种族合并，导致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人种和种族群体都具有独特的亚文化认同。然而，正如hutchison (1988)指出的那样，“是黑人与是波兰人、意大利人不一样： 虽然个人的种族地位随着同化和文化适应而改变，人种即使在文化适应中也不会改变” (p.18)。不过，那些将人种视为一种纯粹社会概念的人可能会不同意这一说法(参见，如 Freysinger & harris, 2006)。

一些研究人员(如 hannerz, 1967； Washburne, 1978； Edwards, 1981)主张，存在着独特的受非洲影响的非洲裔美国人亚文化。但是其他人(如, Frazier, 1939； Engram, 1982)拒绝接受这一观点。hutchison (1988)认为，独特的受非洲影响的非洲裔美国人亚文化这一观念是有问题的，大多数研究人员接受人种和种族之间的差别。然而，休闲和娱乐研究人员明显的例外。在hutchison (1988)看来，他们将人种和种族作为可以互换使用的理论概念。由于休闲研究人员在人种和种族问题上没有跟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观点步调一致，他们在这方面对于其他学科贡献甚少。

hutchison (1988)也呼吁人们注意种族亚文化的内容。如果存在着独特的非洲裔美国人亚文化，那么它一定可以通过诸如“语言、宗教、家庭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等测量因素加以确认” (p.21)。此外，他称：

令人吃惊的是，有两项研究同样忽视了确认种族时至关重要的干预因素。他们宣称要将黑人——白人的比较加以扩展，用来考虑其他种族群体（白人和墨西哥美国人之间［McMillen, 1983］，以及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之间［hutchison, 1987］）的差异，可是他们却将群体差异统统归因于“种族” (p.21)。

hutchison (1988)认为，边缘化和种族假设理论把非洲裔美国人归入一个统一的社会阶层结构。如果他们的娱乐模式中表现出与其他美国人不同，那要么是因为他们独特的社会阶层，要么是因为“一套独特的文化价值观”(p.22)。他指出当前休闲文献中的关于“种族”相对于 “边缘化”的辩论无意中将黑人家庭全部归并为单一的群体，然后通过假设 “黑人”代表一个同质同性的人口群体的理论来解释黑—白人差异。 这样的话，我认为“白人”也同样是类似的群体。

最后，hutchison (1988)认为，休闲研究人员没有对美国其他种族群体的休闲活动进行考察, 如西班牙裔、美籍华人、土著美国人和法国克利奥尔人。所有这些群体居住特别的地区并与主流群体保持语言、文化的分界。他也提到波兰和其他东欧群体，俄罗斯犹太人以及新近从越南和老挝等地来的移民。在涉及西班牙裔时，hutchison (1988)注意到Jackson (1973) 和 McMillen (1983)分别在美籍墨西哥人当中调查了价值取向和休闲活动项目表，却发现几乎同美籍英国人的没有多少差别。另一方面，hutchison 和 Fidel (1984)却报告在芝加哥公园使用上美籍墨西哥人与美籍英国人之间一直存在的差异。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hutchison (1987)显示白人和黑人在芝加哥公园里趋向于参与小型群体活动，而西班牙裔则在家庭和亲戚的群体中娱乐。因而，种族的视角对于认识西班牙裔休闲有帮助，但对于该项研究中的两个人种群体，黑人和白人，作用不大。值得注意的是，hutchison 和Fidel (1984) 与hutchison (1987)的研究依靠观察，而Jackson(1973)、 McMillen(1983)的研究是基于调查数据。

Floyd (1998)大致上同意hutchison的 (1988) 结论，虽然他更相信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认同这一概念，而不仅仅是人种的认同。他进一步注意到相当部分对于人种、民族和休闲的研究由于抽样和亚抽样规模偏少而受影响。他对休闲研究也表达同样的担忧。

在对社会经济因素加以控制以后，如果继续存在参与率之间的重要差异，那么在解读这些差异时，常规做法是把它们视为文化差异，但不明确说明种族文化的哪些方面影响了休闲行为。因而，这一视角并不能帮助人们了解休闲参与的具体种族决定因素。如不加补充，它将强化对于少数人群体的静止不变和单一形象。这是因为它忽视了人种和种族标记的多样性，也掩盖了种族新出现的特点。当前对于人种和种族关系的文献表明，种族关系比休闲文献中呈现的情况要活跃(pp.6—7)。

测量问题

hutchison (1988) 和 Floyd (1998)两人都讨论了测量问题。正如 Floyd (1998)阐述的那样，“最严重的缺点在于将人种作为种族的代替。研究人员满足于接受人种和种族作为已定的类别，不愿意进一步考虑具体如何测量种族因素” (p.8)。一些研究人员成功地将文化适应的尺度用于 “具有独特、和容易确定的文化特征的种族群体” (Floyd, 1998)。不过，Floyd并没有说明这些“具有独特、和容易确定的文化特征”是什么，也没有说明它们的测量是怎么做的。一个种族群体具有某些“独特、和容易确定的文化特征”，诸如语言、宗教、食物爱好、民族起源，但缺乏其他特征，如一致的价值观，似乎是可能的。结果是，由休闲研究人员和其他人（主要是社会和跨文化心理学家）做的许多研究都使用“同化”测量因素，仅以一个或数个“同化”测量因素为基础，其中最主要是语言。就是说，根据移民和种族群体成员相对于使用主流语言，他们何时、何地以及何种频率使用他们的本土语言来做同化计分。 Zane (Azar ［1999］引用) 指出，大多文化适应测量方法是线性的，起源文化和主流文化分别在一个连续体的两端。Zane 称，在这一意义上，１８个最普遍使用的文化同化刻度中有１４个为线性。在Zane 看来“这类线性模式不允许有这样的可能性： 一个人在保留原有文化某些成分的同时学会另一文化” (Azar ［1999］引用)。

种族认同的多层面的测量在近年来变得更加流行，常常包含如下方面，如人们喜欢的种族认同，本人及父母的出生地、居住模式、对于出生国历史事件的了解、文化价值观、结构同化 (如种族与主流群体的互动频繁度)和家庭组织。例如，Birman 和 Trickett (2001) 调查了在美国某一犹太人飞地（enclave）的第一代苏联犹太难民青少年和他们父母亲的取样，分别测量他们对新文化和旧文化的文化适应。此外，两人还就几个层面进行文化适应的调查，包括语言能力、行为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等。他们发现，研究对象对于美国文化适应的增加和减少都随着时间的消逝跟他们对俄罗斯文化的关系相对地呈线性变化。虽然父母对俄罗斯文化的认同随时间降低，而青少年与俄罗斯文化却保持高度的认同。

Nguyen, Messé和Stollak (1999)考查了居住在英美白人社区中的越南青年（年龄10~23）的文化适应和调适。他们给文化适应的操作定义是越南和美国文化的三个不同层面上的参与和个人调整（忧伤、消沉和自尊），人际调整（家庭关系）和成就（平均分）。他们发现对美国文化的参与同三个调整领域的成果呈正相关，而对越南文化的参与和家庭调整呈正相关，但与个人调整呈负相关 (更多忧伤)。

persky 和Birman (2005)调查了来自前苏联的俄罗斯犹太人的文化适应。与早些时候Birman和Trickett (2001) （前面引用）的研究相似，他们也从原文化（俄罗斯）和对居住国社会（美国）的认同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然而，此项调查中，他们增加了第三个文化认同——犹太身份，他们发现这是三者中最突出的。最后，AbeKim和Okazaki (2001) 在一个亚裔美国人的抽样中比较了文化适应的单一层面和多层面测量因素。采用的方法是使用代际状况和SuinnLew亚裔自我认同文化适应量表 (Suinn, RickardFigueroa, Lew,& Vigil, 1987)。量表测量了诸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自我构建、丢面子和印象管理等文化指标变量。他们发现调查结果由于文化适应测量策略——如单一层面还是多层面而不同。

休闲研究人员对于文化适应有线性和多层面的测量因素。Walker, Deng和Dieser (2001)的研究对象是加拿大一个国家公园中的可能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人（抽样）。他们通过“语言使用”这一线性测量因素来判定这些人的文化适应程度。他们也像研究对象了解他们将自己归属于哪一种族，但只将其视为种族的测量因素，而非文化适应的测量因素。他们发现，这样测量所得到的文化适应度直接影响一种类型的娱乐动机，并通过独立自我构建对另外两个动机产生间接影响。同样，Shaull 和 Gramann (1998)在一次电话调查中根据西班牙裔的认识和使用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情况，将西班牙裔的受访者归类为“文化适应最差”、“双文化”或“文化适应最佳”。他们然后将这三类人群与英美裔所感知的参与户外娱乐的益处相比较，发现那些越是文化适应的西班牙裔受访者就越与英美裔受访者相似。Crespo, Smit, Carterpokras, 和 Anderson (2001)除了采用在家里使用的语言外，还加上出生地来测量某一墨西哥裔成年人抽样群体的文化适应。他们发现，无论出生地在哪里，那些在家里大部分讲英语的人要比那些讲西班牙语的人在以家庭为基础的休闲活动中更为活跃。

Stodolska (1998)使用多层面测量文化适应，包括语言熟练程度，“宗教倾向、饮食爱好、是否过北美的节假日” (p.532) 以及受访者亲密朋友的种族、参与她所研究的波兰社区内的休闲或文化活动和操波兰语社区成员所提供服务的评估。她发现波兰移民更可能经历相对普通大众不常见的休闲制约，而某些她称为“与移民相关的制约因素” (Stodolska, 1998, p.543)则随着文化适应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但是，多层面方法对文化适应的测量也存在问题。例如，此类研究通常以不同方式测量不同同化指标的组合，这样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对比(hunt, Schneider, & Comer, 2004)。此外，所有这些文化适应测量因素都是替代物。Zane 和 Mak (2003) 指出“尽管这些测量因素中有些被广泛使用，这些因素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常常不甚清楚。就是说，某一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充分反映样本的行为”。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这类研究往往类似于Rube Goldberg机器的社会版本。就是说，语言用来代替同化，同化又用来代替文化。文化反过来被用作决定因素，或者有时作为行为的反映。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至少是由于文化的测量以及将其与行为相连，两者一直存在困难，因为涉及的观念定义不充分，也因为如上所述，缺乏有效的测量方法。因此，首先，名义上的人种或种族群体的内部文化的同一性是否可能被认定？第二，群体内部的差异是否能与群体之间的差异有可比性？幸运的是，二者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文化认同中有多少文化？

价值观是文化中经常提到的组成部分。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Li, Chick, Zinn, Absher 和 Graefe (2007)对几个名义上的种族群体在森林娱乐环境下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文化共识分析。取样包括444名白人，312名西班牙裔人，319名亚裔美国人。受访者完成了hofstedes (1980)文化价值观的测量，据作者称该文化价值观的测量将文化价值用四个层面区分。其中，第一，权力距离，指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和权力不平等如何处置。第二，个人主义，涉及个人整合到群体的程度和个人生活如何相对群体生活进行调整。第三，男子气，涉及性别和性别角色如何在社会中平衡。最后，避免不确定性，牵涉个人在不确定面前愿意容忍风险的程度。根据hofstede (1980, 2001) 和其他人(如, Clark, 1990； Furrer 等, 2000； hofstede & Bond, 1984； hofstede & McCrae, 2004； Mattila, 1999), 这些层面在跨文化条件下也有效 (参见 horton等（2001）, McSweeney（2002）, 和 Sodergaard （1994）的反对观点)，因而在评估娱乐环境下的种族差异时应该有用。然而，Li等人发现用hofstede的方法衡量时，三个名义上的种族群体都没有显示价值观方面的文化共识，即使把这些群体根据性别、年龄和在美国是哪一代进一步细分也一样。此外，当群体根据出生国分类（如亚裔群体分为，越南、菲律宾、韩国、中国和日本），受访者仍然没有表现出文化共识。另一个正在进行的调查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测量方式（即Kahle的 (1983) 价值观清单)测量香港的公园游客（即，中国香港居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和白人游客），则表明在不同文化群体成员当中的共识有改善(Li, 等人 2006)。

这些结果可能有几种解释。首先，我们可以接受它们的表面价值，得出结论说，由Li等人( 2007) 分析的那些种族群体成员没有共同的文化内容，至少就价值观而言如此。也有可能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测量方法没有效用，不足以将价值观作为这些群体文化内容的一部分来测量。在另一方面，Li等人的取样或方法可能存在某些缺陷——虽然这种情况似乎可能性不大，因而，继续研究（Li等人，2006）似乎会降低这一看法的有效性。尽管如此，虽然这一问题被普遍忽视，却相当关键： 假如给某一群体取了一个名字，人们便设想其成员会有群体认同，并具有某种形式的文化同一性，事情不就是这样的吗？

这似乎在“亚裔美国人”这一类别特别有麻烦。Burton, Greenberger, 和 hayward (2005)邀请六个种族群体的成员依照28个特性，诸如，“好斗”、 “喜欢找乐子”和“自私” 等来为这六个群体（包括他们自己的群体）进行打分。按照第二个样本的成员的打分，这些特征一半属于积极的，另一半属于消极。他们“假定非亚裔美国人的受访者会将亚裔美国人群体看作‘都是一样的’”(Burton, 等人, 2005, p.373)。的确，他们发现白人、美籍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根据28种特性将美籍华人、韩国人和越南人视为相似，这超过了华人、韩国、越南美国人受访者的自我评估。有意义的是，美籍华人、韩国人和越南人中的受访者在看待白人、美籍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相似度时，并不比他们自己看自己时高。

Kibria (1998)注意到，“亚裔美国人”这一概念源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亚洲血统的民权积极分子力图改变那时人们对“东方人”的成见。因而，“亚裔美国人”这一标签乃是一个政治工具，旨在寻求承认和权力，但从来不是为了把来自世界上最大洲的所有人描绘成文化上具有同一性。近来，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亚裔美国人”包括了来自亚洲或其祖先与25个亚洲种族有渊源的个人。这些种族包括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或泰国，或印度次大陆的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为了便于人口统计，亚洲人常常与“太平洋诸岛人”、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原居民归为一类(humes & McKinnon, 2000)）。因此，难以理解为何要将亚洲人特别视为具有文化同一性，而越南人、泰国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各自有不同的语言、宗教、饮食爱好、禁忌、服饰和其他文化认同的标记。

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裔、英裔美国人和美国原居民的情况也如此。在寻找差别时，休闲研究人员普遍倾向于将各种语言和民族出身的个体合并，使它们变成有一定标签的大种族群体，却没有首先检查他们文化中的异同。这一倾向损害了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人种、种族与休闲研究的有效性。关于认同的其他标记，如性别、居住地宗教、性倾向等等的研究也是如此。只有实际测试群体内的文化共识才能真正说明问题。此外，harris, Gomes Consorte, Lang和Byrne (1993)的试验性调查表明，相对于文化内容的测量问题，即使种族的自我认同也存在着问题。harris等人考查了巴西人如何通过替换表达“人种—肤色认同”的：

巴西人口普查用一个突出的方言(morena)来替代一个很少使用的词(parda)，把它作为一个同时具有黑人和白人肤色——人种特征的自我认同。当morena一词在分开的人口普查时使用时，受访者中那些自我认同为混合肤色——人种的比例明显增加，而自我认同为白人或黑人的比例明显减少。这些发现揭示了在该半球其他部分（译注： 指中、南美洲）强行实行死板的一分为二（白人/非白人）或一分为三（白人/混血/黑人）的分类方式是错误的，而这些分类方式在美国却被认为是合适的，用于确认人种认同 (p.451)。

因而，即使人种（也可能是种族）群体的一个成员的自我认同也可以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划分那些群体时所用的词语。

Gobster (2002)调查了黑人、拉丁裔人、亚裔和白人公园游客的活动爱好。他发现差异少，相似多。黑人取样包括美国北方祖籍、美国南方祖籍、非洲背景、西印度背景的个人，而拉丁裔的背景则来自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和各中美和南美国家。亚裔群体同样具有多样性，来自菲律宾、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如，越南、柬埔寨）以及南亚（如，印度、巴基斯坦）。Gobster (2002)发现，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群体间在活动爱好方面存在某些差异。Gobster (2002)承认他的发现支持Taylor (1993)的担忧，即他所使用的人种分类可能太宽泛，不能说明在休闲爱好方面文化差异的认同。

Tinsley、 Tinsley和 Croskeys (2002)也调查了黑人、白人、西班牙裔和亚裔美国人，发现这些群体存在着相当大的统计学差异。这些差异包括公园的使用、游览公园时的社会环境 (如独自、小团体、和与家人同去)，公园某些特定设施的使用以及使用公园所带来的精神和社会方面的益处等。然而，虽然各种分析都允许计算上的些许差异，但是超过10%的差异却难以解释。根据Li 等人 (2007) 和其他人(如, Burton等, 2005)的分析，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简单地假设依照种族和人种（以及可能还有居住地区、年龄、社会阶层、性倾向等）命名的群体在文化内容方面具有同一性是错误的。文化内容是一个实证性问题。只要把它视为种族文化认同的标记之一，就应该按此处理。

七、总结： 休闲与文化背景下的认同

文化认同在休闲研究中常常把人种和/或种族用于实际操作。如上所述，文化认同与某些户外娱乐和公园使用模式和爱好有相当大的关联。在另一方面，归类性术语，如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或原住民，虽然政治上来说有用，却不能反映这类群体的内部多样性或他们与其他类似群体的异同。为了认识这类群体的休闲生活方式、需求和面临的制约，需要认识它们包括了文化特性、语言、宗教等多种因素（对移民而言，包括他们在新国家所居住的时间）(Kibria, 1998)。正如Kibria (1998)观察到的那样，只有对所有在美国的有亚洲渊源的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做全面分析（目前亚洲有37个国家，其中没有一个在种族或人种上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才能辨别亚裔美国人的独特休闲模式。对于英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土著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少数种族也同样如此。

在种族群体内，价值观似乎存在着不一致，尽管它普遍被认为是文化的关键部分(Li等, 2006, 2007)。如果文化被定义为一套使得个人能够以其他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行事，并能够理解其他人行为的认识、规定、规范等，如果这一所谓的文化关键部分并非为所有成员共有，那么为什么名义上的种族和/或人种群体的成员就某些休闲模式而言似乎不尽相同？这种情况存在几种可能。首先，或许文化对休闲行为影响甚微。这起初看来似乎不可思议，虽然Barth (1969)提出，文化未必是种族的一个重要特点。假如Barth的观点正确，文化认同和种族认同毕竟有可能不是同根的(参见 GilWhite, 1999, 2002)。所以，使用人种或种族认同替代文化和文化认同，然后假定文化影响行为也许只是表面正确。其次，我们测量价值观的方式，尤其是测量文化的方式，总体上存在缺陷。这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例如，hofstede (1980)对文化价值观的测量多年来一直遭到严厉批评，如在可靠性和有效度这两方面。hofstede称，文化价值观中包含了价值观的内容，然而采用他的方法进行的许多研究里并没有出现这些内容(如 horton 等, 2001； McSweeney, 2002； Sodergaard, 1994)。其他人在不同的所谓通用文化价值观的测量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如Kahle的 价值观清单(如, ValetteFlorence, Ferrandi, Odin, Odin, & Usunier, 2005)。再者，价值观和休闲行为的关系可能较为微妙并受其他变量的影响(如 Walker, Deng & Dieser, 2001)。有些研究人员使用价值观测量的方法来区分娱乐参与者的行为模式。这样做的一个问题，正如hofstede (1980)所观察到的，乃是文化内的差异可能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样大，或者更大。Li等人(2006, 2007) 的证据似乎支持hofstede的观点。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认同在休闲研究中常常从人种和/或种族的角度来进行操作。如上所述，文化认同与某些户外娱乐和公园使用模式和爱好有相当大的关联。如果不是价值观，那么文化认同的哪些方面和这些模式与爱好有着可靠的相关性呢？或许是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测量（比如hofstede (1980) 或 Kahle所做的 (1983) 测量）允许不同文化群体按照不同方面体现其特性，但这一做法过于粗糙，不可能将它们与具体的行为或爱好（比如那些休闲和娱乐方面的行为或爱好）建立关联或提供预测。或许将来会有一种方法能用于测量“游憩价值观”，并取得较好效果。也许，如GilWhite (1999, 2002)所提出的那样，人种和/或种族认同不是习得，而是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假设和归属的。无论如何，对人种、种族、文化认同和休闲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必须首先更关注其他领域对这些议题的研究，第二，更好地定义他们自己研究中使用的分类和变量。

八、原则总结

1 休闲是人类文化的普遍组成部分。尽管休闲活动无处不在，但是在不同的文化里，休闲活动的形式和意义也不尽相同。

2 休闲和文化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学习文化、学习休闲；分享文化，分享休闲。成人的休闲活动脱胎于儿童游戏。在休闲的环境中，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学习也同时进行。

3 为了使文化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独立变量，文化的定义不能包括需要解释的成分。也就是说，若是定义中包括了行为，那么这一文化的定义就不能用以解释各种类型的行为。

4 大多数人拥有的文化认同是多种多样的，有所交叉，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这些文化认同归因于国家、地区、政治、种族、阶级、人种、宗教、年龄、家庭、职业、性别和性取向、休闲和其他生活方式特性（指个人认定自己拥有这些特性和/或其他人把这些特性归在他们身上）。群体会有其多种不同的认同。文化认同经常通过情景加以表达。

5 文化的表现形式，包括艺术、舞蹈、音乐、烹饪、服装、语言、运动和休闲，不仅表现了个人和群体的文化认同，同时也是对个人和群体文化认同的颂扬。

6 文化创造、文化成果和文化保护都包含了休闲。休闲的多样性反映了相应文化的多样性。休闲为人们提供了分享感受、增进了解的平台，但休闲同时也允许抵抗，允许变化。

7 休闲一直推动着全球化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变化。国内外旅游业和技术发展、世界体育、传媒、消费主义、音乐、食品、时尚、艺术和其他表现形式促进了全球化的产生。随着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变化，文化认同会同步发生变化。

8 取了名字的团体（如种族或少数族裔的团体，或是小的亚文化群，如那些建立在性取向、性别、阶级、居住地、职业、年龄或不同能力基础上的群体）并不一定会分享文化。他们是否会分享文化是一个以经验为依据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想当然的问题。

9 国家与文化的界限并不完全一致。国家的界限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实体。不能把一个国家中的公民都看成分享着同质同源的文化。这样做没有什么益处。再者，这样的国家即使有也是很少的。

10 北美休闲学者通常从少数族裔或种族的角度切入研究文化认同。这种认同通常与休闲爱好和设施使用的某些模式相一致，然而，对于少数族裔或是种族群体来说，许多休闲活动的爱好和参与常常并不存在差异。


第17章 休闲与原居民

一、导言

讨论欧洲—北美的休闲和原居民之间的联系是困难的，原因在于这两类概念本身存在问题，备受争议。任何这样的讨论都离不开概念本身的多变、准确定义的困难以及非原居民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投资（即为原居民定位）。根据本土学者的说法，要理解欧洲—北美的休闲与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懂得原居民的知识、自治以及自我决定。

根据保守的估计，原居民至少有2亿人口。尽管如此，确认原居民还是相当复杂。目前并无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地的精确定义，这包括城市和乡村在内；也找不到精确的定义，确切表明拥有不同主权状况、合法权益的原居民，及/或说明他们从政治上包括在国界之内。欧洲—北美的一个做法，是通过更大的、普遍的分类，按照基本特征，将不同的原居民笼统归在一起。任何普通分类（如本土、原住民或印第安人）中所表现的偏爱与附带意义都会随着地区以及本土与非本土人口的变化而改变。本土学者最近的一项举动是根据原始语言来区分居民的部落、团体、氏族以及血缘关系。这种做法仍然属于身份政治的范畴，但却模糊了当前文化生存方面的挑战，也掩盖了泛本土运动的力量。

从政治角度来看，人们常常使用与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相关的法律框架。这个框架主要从四个因素上来阐明原居民的概念：

第一，在占领和使用具体领土方面，原居民享有时间上的优先权。苏格兰人类学家Ingold(2000)用关于原居民的一项人类学研究描述了一种定居的过程，把原居民交织进生态环境中，或把生态环境交织进原居民的生活中。Battiste与Youngblood henderson(2000)则提出，不应该考虑原居民拥有自己的文化，他们本来就是某种特定生态秩序的一部分。这种与领土的联系在欧洲或欧洲—北美人到来之前已经存在，也早于近年关于土地权益的争论。

第二，原居民努力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包括语言、社会团体、宗教与精神价值观、生产方式、法律、协议以及公共机构。大多数本土学者对“文化”一词提出质疑，因为与之联系的是殖民地和受压迫的历史和跟自然界的隔离，同时也难以确定其变数。此外，“文化”一词经常用来僵化本土文化（即，对本土当前的文化不感兴趣），证明本土文化与“现代进步社会”之间的差异，而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无法比较。本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断调整自己，以面对与其他文化争夺资源上带来的挑战。对身份的社会政治方面更加动态的理解对原居民来说至关重要，有助于他们展现历史轨迹，回应历史——唯物的整体现实（如社会、政治、历史、经济以及文化上的动力），以及赋予正在显现的本土社会政治身份权力，这些身份与美学情感与精神以及智力与政治各个方面的解放相关联，包含社会改革和革命联合（Grande, 2000）。

第三，团体把自己视为一种独立的集体，同时其他团体或国家权威也承认其为一种独立的集体。获得承认是一个艰难而且危险的过程，因为非本土学者在论述原居民问题时，会无视当前现状，而把所谓“正宗”的本土身份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来。这种论述是一种政治力量，同时也是表达了一种声音。毛利学者 Tuhiwai Smith(1999) 提出，“原居民对自己的论述是对主流社会给原居民（包括其生活方式和信仰系统）树立的形象的反驳。”（第150—151页）此外，民族国家的利益可能与承认原居民及其独立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

第四，原居民有受压迫、边缘化、被剥夺、排斥和受歧视的经历或历史，无论这种状况现在是否还在持续（Daes, 1996a）。盖丘亚族与本土研究学者Grande(2000)建议实行“红色教育学”。其他学者则主张使用后殖民主义与批判理论进行研究和实践，提出替代性阅读材料，并开始着眼未来的愈合过程。

然而，这种法律框架会使城市中的原居民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生活，跟特定的领土或那些环绕“传统居民”有关的问题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原居民作为一个大的类别，其涵盖的人群与历史极为广泛。有鉴于此，本文中“原居民”一词意指全世界这些群体的简称。“土著居民”一词将用来具体说明加拿大境内的不同族群，“美国印第安人”指美国大陆各地的此类人群。其他特殊部落以及人群（如夏威夷本土人，毛利人以及澳洲原居民）以及非本土人群只在必要、知道或者相关的时候才会使用。此外，本论文的分析仅限于用英文撰写的本土学者和在休闲范畴内的研究。

鉴于原居民对欧洲—北美人追求普遍性定义的疑虑，同时考虑到他们不想被同化入欧洲—北美人范畴的愿望，欧洲—北美休闲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着问题。尽管欧洲—北美休闲在现代全球化的世界中显然具有相关性，用这个归类方法来了解原居民的世界观存在着占用和歪曲原居民知识与实践的危险。相当多与休闲领域相关的现存文献，其概念与研究都缺少原居民的声音、参与和批评。有鉴于此，在使用现存的休闲文献时必须持反省的态度，加入非殖民化程序，使用慎之又慎。休闲学科若要研究与原居民关联的问题，必不可少的是休闲概念应该真正有用，适用于不同历史时期与世界观，并且多种知识和研究策略兼收并蓄。

二、本土学术与激进主义

对很多原居民来说，“研究”一词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欧洲帝国主义与殖民化。Tuhiwai Smith提出“在原居民的词汇中，该词本身可能是最肮脏的一个词，因为它偏袒西方认知论与方法论，把原居民非人化。”(ORiley, 2004, p.89) 在最近几年内，由原居民所作、或有他们参加、有关原居民的学术研究开始为这样的研究提出各种参数。为了评价当前休闲与原居民的研究以及评估将来的需求，这些标准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大多数原居民的世界观将“认识”视为“掌握事物的意义，懂得如何阐释事物，知道在具体事件中如何作出反应。”（Merlan, p.11）欧洲—北美人“将原居民的知识从知识来源中剥离出来的做法，实际上把原来整体的、相互关系、相互依存的知识与实践变成支离破碎的、孤立的、反历史的信息。这种对本土知识的修改只能反映‘一种阐释学上的理解’和明显的独裁式解读……这种知识不能从它的上下文中被剥离出来加以阐释，实现普遍化和标准化，来迎合西方的课程和消费。”(ORiley, 2004，p.86) 这种剥离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欧洲—北美人对游戏的研究： 社会背景、精神含义和意义在这里完全不予考虑。此外，本土知识并非要建构一种对独立现实的定义性表述。“从原居民角度来看，信息具有多种价值和不确定性，根据环境不同可以有不同阐释” (Merlan, p.11)。

本土学者呼吁，人们对于原居民及其休闲“休闲”（复数，意思有很多不同的休闲，或者直接译为“各种不同的休闲”，译者注）是指不同文化和世界观的休闲可能有不同的框架和建构, 而且欧洲和北美的休闲概念、实践和研究不同成为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休闲的标准。的研究要针对他们自己的认知方式、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历史现实、法律进程、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在本土学术界似乎一直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 关于休闲的研究与实践： ① 需要放在原居民的自决及自治目标之内并以此加以评价；② 必须尊重本土语言权力，尊重他们的故事；③ 必须从整体的、身体—思想—精神—自然相互联系的视角对实践、问题之定义以及解决方案进行研究；④ 必须针对Onandaga学者Newhouse(2004)所称的“复杂理解”，将原居民的思想放于首要位置，从不同视角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来看待各种现象。

自决与自治

许多原居民正在为自己的主权——不只是包括在民主的形象——而奋斗。(Grande, 2000) 休闲研究一般从不对政府的休闲供给体系或保护区、公园和荒野的管理结构提出挑战。这些结构常常跟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民族国家对原居民的自治可能不利。除了极少数特例之外，原居民通常被包围在民族国家的界限与法律架构之内，很少有（或毫无）自己的代表。欧洲—北美休闲供给系统产生于一个理性、有效的工业系统，对人们在工作中的行为加以规范，并为他们设定了种种特定关系(如专业人员、志愿者、商业、社区)。这些安排的法律地位通常将原居民置于对立的地位，可能重现种族主义与压迫观念，却给予原居民很少权力与代表权。这个领域现存的少量休闲研究(Cole, 1993； henhawk, 1993； Malloy, Nilson, & Yoshioka, 1993)体现了努力包括不同的声音，应对重要问题，扩大休闲的利益。然而，研究对那些更大的因素与问题却视而不见。Davis(2004)提出：

毋庸置疑，尽管研究人员经常出于好意，这种研究关系却映射出并将继续反映原居民与非原居民之间的权力关系。此外，研究者搜集故事，写下记叙文字，可是这些文字却通过非本土眼光来命名和诠释本土知识与经历，从而使研究加强了外界人的利益(p.4)。

paraschak(1996) 通过使用“种族化空间”这一概念，探究本土人代理机构、文化管理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关系——当这些关系用于现代体育的社会架构中时。她与其他几个研究人员(Darby, 2000； Warren, 1997)共同探讨了 “体育连接的全球兄弟情谊，”指出这种情谊既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帮助西方驱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抵制帝国主义的压力和欧洲中心说 (Darby, 2000)。paraschak发现，在原居民试图建立突出本土体育与活动的替代架构与节庆形式时，存在着不计其数的障碍；她也发现了非原居民的体育结构与原居民文化和自治目标两者互不相容。而且，当非本土结构在本土背景下没有达到相同的目标和成就的时候，人们通常不是指责非本土结构与文化实践，却转而指责原居民。即使在原居民建立本土结构与运动的时候，欧洲—北美的体育精神也会削弱原居民的集体主义社会价值。从原居民的传统上来说，这些价值是和运动与体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Mrozek, 1987)。此外，相当的国际压力总是更加关注举行相同的体育运动，而不是尊重本土的运动与竞争(Ross, 1990)。

在历史上，公园、保护区以及荒野的确定都被强加于原居民。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少甚至毫无代表权与参与机会，并且常常被赶出，或者被禁止进入这些区域来满足生存与精神需要。这种现象在居住于美国国家公园原址的印第安人中显得更为突出(Burnham, 2000； Catton, 1997； Keller & Turek, 1998； Spence, 1999)。原居民在寻求代表权的时候面临着两难的境地；这是一个对他们有害的过程，可能剥夺他们的土地拥有权 (McDonald, 2005)。公园、自然区和与之相关联的政府规定通常侵犯原居民的条约权利，影响他们的生计。政府在发展、实施资源保护措施的时候经常忽视或破坏历史协定和法律义务(Gulig, 2003)。美国学者hendrix(2005)认为在法律框架之外，有三个主要的道德理由，为原居民的土地拥有权辩护： 第一，最初的拥有权尚未被取代，他们有权重获财产；第二，维持濒临灭绝的文化的生存；第三，向主流社会犯下的历史错误进行挑战并做出修改。此外，资源管理人员常常努力在管理活动中理解并整合原居民的精神价值(Lewis & Sheppard, 2005)。

MacDonald认为，“即使采用外来观念来推进文化理念，也可能充满危险”(p.403)。最近的史实表明，通过公众会议或者共同经营架构可以成为原居民的一种方法，表达自己的关注、影响管理决策、获得土地、维持传统习惯以及丰富娱乐实践。通过关注社会影响、原居民参与决策、在政治活动中关心本地生态和文化，共同管理可以创建一种更好、更公平的环境管理制度(Coombes & hill, 2005)。Matta、Alavalapati、Kerr & Mercer(2005) 在研究中发现，尽管专业林业工作者有着共同森林管理政策的意图与动机，许多不确定因素和制度上的复杂性仍然给政策的实行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这一“模式转移”需要传统和现代权力结构之间有一种复杂的互动，涉及管辖权限和授权的互相补充和矛盾(Nemarundwe, 2004)。这个过程很难评估，不经过反复试验无法成功(Chuenpagdee, Fraga & Euán, 2004)，而且有可能达不到理想目标。迄今进行的对于协作或共同管理或以社区为基础管理的评估中，很少包含了对长期解决难题的能力以及合作过程的评估(Weber, Lovrich, & Gaffney, 2005)。即使努力把决策转移到社区去，正式的决策过程中仍然可能对地方参与制造障碍(Armitage, 2005)。Coombes & hill (2005)认为，如果共同管理仅仅是为了解决土地权问题所提出的一种象征性姿态，期望原居民来参与可能不现实。在参与和管理、公园选址等相关的决策过程中，原住民和印第安人的动机仍然围绕在保护部落土地不被开发，防止资源攫取，建立并维持基于资源的经济，对传统领地的控制以及满足原住民以及印第安人需求等方面(McDonald, 2005； McDonald, McDonald, & McAvoy, 2000)。

McAvoy 和 Shirilla (2005)发现，印第安人在休闲与生存行为之间的界限模糊(如狩猎、捕鱼和采果子)。他们在国家森林区域进行上述活动的时候，由于管理人员缺乏法律知识、种族主义，加上规则对这些活动内在自然周期的疏忽，常常会遇到障碍。因此，McAvoy, McDonald, & Carlson (2003)提出，在休闲、公园与旅游领域的学者与从业人员应该多多了解原居民以及他们对保护区的价值观念。原居民的知识系统会随着环境和社会经济变化而发展并调整。这些系统可能是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与乡村生计的核心(Dixon, 2005)。协作经营过程需要在国际、国家、地方以及种族层面上交叉。在合作过程中，必须考虑地域依恋会随着不同文化而不同，不同代的家族与部落对具体地域会产生联系，原居民的生计和自然区可以和平共处以及保护区对于原居民的负面象征意义等问题。

此外，在原居民发展国际合作并在孤立的城乡背景下奋力形成身份过程中，自决会变得复杂。关注城市背景下原居民历史、现状和经历的学者和研究凤毛麟角(Krouse & Andrews, 2005)，且多数目光停留在犯罪、酗酒、疾病和毒瘾等陈见题材。为数不多的关于印第安人在城市中的生活经历的著作中，有一本是美国人 LaBrand在2002年所著。他指出，在调和城市生活与印第安人身份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共识，使印第安人代理机构不断地面临组织困难。Badenhorst(1997)指出，在城市背景下，文化、主流文化对社会的控制和参加体育运动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由于法律架构围绕着静止的本土文化与身份、传统或乡村土地概念，忽视家族、集体与文化联系，生活在城市的原居民觉得很难融入多样化的系统之中。这些系统忽视城镇现实，却影响他们的生活。

本土语言与故事的力量

本土语言与努力争取社会公正与自决的斗争有着深刻的联系(Masua, 2003； McCarty, 2003)。本土语言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得到保持并维持平衡，有人认为语言是上天赐与他们的那片土地的声音(Farrell, 2005)。假如人们失去了自己的词汇，他们同时也失去了这些关系，而且还可能失去精神上和灵魂上的健康(MadocJones, 2004)。此外，那些有机会接触成功的本土语言教育的年轻人证明，他们在本土语言与主流语言的学校里都有能力变得非常出色(Gregory, 2003； Johansen, 2004； McCarty, 2003； Turcotte & Zhao, 2004； WhitrightFalcon, 2004)。

笔译和口译虽然可行，但它们都需要对一种语言、笔译和口译的理论十分细致的关注，而且翻译常常不够精准。此外，原居民理解他们的语言与土地的深层联系，“虽然可以用英语表达，但是它并不一定能够传达所有的意义” (Geary quoted in Farrell, 2005)。Sharifian (2005)指出，即使澳洲原住民和澳洲白人学生使用同一个英语词语，但是明显有两种独立而又交叉的观念系统在起作用，这两种系统的差异明显地扎根于不同的文化系统。Craps, Dewulf, Mancero, Santos & Bouwen, (2004)指出，专家们面临着自相矛盾的情况： 他们在使用涵盖本地社区的策略与语言时，实际上却将它们排除在外。自从这一观点提出以来，上述关于翻译的分析显得至关重要。认为翻译过程中对原居民的世界观不会造成重大伤害与扭曲的想法是错误的。

语言常常被严格认为是个政治话题，而对许多原居民团体来说，语言的多样性关乎美学，美，仪式，沃土以及精神联系(Johansen, 2004)。pattanayak (2000)写道，“诱使人们选择全球化却不让他们与本地及邻近的人交流，全球化实际上是摧毁文化的工具。”(p.47) 至今，没有一项休闲学术研究致力于将语言、翻译涉及的政治问题或讲故事作为方法论及认知论来进行探索。

相互关联与联系

原居民对世界的看法是一张张对特定生态系统的认知图，它们的导向是在世界和宇宙里创造和谐。学术活动由于致力于从线性、分割与名词相关的方面研究原居民的世界，因此常常曲解他们动态、循环且基于动词的世界。这类学术研究记录并罗列各种游戏、体育和其他活动，却不把它们与精神、政府、生态以及社区过程联系起来。这样做只是将欧洲—北美的分类范畴强加于原居民世界观的写照。

许多本土学者指出，欧洲—北美的这种知识框架对原居民对世界的看法和实践具有破坏性。例如，一个独立自治的自我心理模型可能会阻止原居民，使他们无法实行有效的改变策略。其他诸如被部落或种族阶层围绕的个人灵性层面(ONell, 1996)、与社会政治现实相关联的自我(Grande, 2000)、集体或祖先的自我(Meyer, 2002)以及扎根于文化的自我模型(Church & Katigbak, 2002)等替代性概念则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应用于当前欧洲—北美的休闲研究之中。建构知识与确认知识的过程必须包括与确认权力关系、政治渴求、历史因素以及包容/排除原居民观点这些方面相联系。尤其是对于混血原居民来说，他们或生活于不同文化的交界处，或于城市中求生存，或陷于民族国家的法律约束之中。

本土学者号召以本土认知论和存在论为中心的知识建构，并聚焦于共同合作的研究方式。“利用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在“存在巨大差异的研究”中已不能再容忍和维持下去。本土学者不仅从本土知识实践的角度批判了隐含于西方知识传统中固有的霸权，而且拥抱本土知识与认识方法，将其作为思想非殖民化的基础，从而为将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Deloria Jr., 1978； Grounds et al, 2003) (Fleras, 2004, p.117)

对原居民的研究历史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实例，把原居民当成东西 英文“objectification”一词，来自名词“object”和相应的动词“objectify”。意思是“把人当成物（东西）”。——译者注、错误的表述与为欧洲—北美政治与社会目标服务。本土学术研究(Battiste, 2000； Mihesuah & Cavender Wilson, 2004)需要跟本土社区进行道德对话，需要他们的参与，这样知识建构才能为他们的需要与利益服务。加拿大学者Fletcher（2003）指出，基于社区的参与研究(CBpR)是一种哲学与方法论，它使人与社区共同参与到“各个研究阶段中去，包括研究问题的提出到研究成果的传播”(p.32)。CBpR关注数据的政治经济，尊重原居民的政治自治。Attwood 和 Arnold (1997)进一步指出，有本土人士参加、由本土人士进行的本土学术研究必然是一个复杂多价的论题。它所带来的知识“会从根本上动摇常规的方法。本土与非原居民一直是利用这些方法来建立身份或生存条件的”(p.23)。此外，未来的休闲研究需要理解、抵制并改造与原居民殖民化后果相关的危机，以及殖民化对本土知识、语言与文化的不断腐蚀。

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是非本土学者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与非殖民化过程。非殖民化对于本土和非本土个人与社区来说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迫切的责任。后殖民分析为人们描述了一个象征性策略，通过理解过去的伤害、转移权力关系以及抵制过分简单化的选择，来形成一种理想的未来。homi Bhabha指出，我们必须面对在不同文化、语言、概念与社会之间进行翻译和阐释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概念和理论的透明性和权力的运用，也包括不墨守成规，能对变革做出反应的过程以及对多种阐释的关注。Bishop(1996年被引用于Stairs)从一个毛利人的角度提醒我们非本土学者应该参与到本土研究中来；将这一研究都留给第一批居民等于放弃我们在这地球上作为伙伴的责任。没有其他人的支持，本土少数民族就不能实现正义，消除怨愤。

综合理解

Graveline (2000) 和 Fixico (2003)告诉我们，原居民采用“循环的方法论”及/或“循环思维”，这与欧洲—北美知识的线性思维倾向恰成反差。本土故事、方法论和过程十分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历史中的欧洲中心说。这些历史没有说明或阐释各大洲欧洲人与原居民之间的动态接触过程，没有说明或阐释他们之间关系和交流的多层性，也没有说明或阐释循环世界观内的各种不同理解。征服、伤害、奴役、镇压、疾病以及政治文化方面的叙述和记忆和欧洲—北美休闲密切相关。这样的叙述和记忆对于原居民的反抗、身份认同和存活来说至关重要。

原居民与欧洲—北美休闲的接触/参与带来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欧洲—北美休闲对原居民有直接的负面作用。历史上，原居民的生活与福利受到欧洲—北美休闲活动的破坏。这类事件包括种族主义和暴力游戏、酗酒、性行为以及卫生习惯等。Dewar的“装白人，像白人那样祈祷”、美国牛仔片里展现无法无天的西部，或是澳大利亚的“发高球游戏” (Jordon & Weedon, 1995)等就是其中一些例子。无论是历史上或是最近悉尼奥运会或者夏威夷铁人运动会上，非原居民对原居民的形象宣传都没有反映出原居民对自己的看法(Meekison, 1997)。正因为此，这些情况与非本土人士的愿望相反，为反抗和政治举措提供了机会。这些事件出现于欧洲—北美休闲空间、时间和活动之内。它们过去和现在都被原居民所利用，来回应并推翻主流社会所坚持的做法： 将原居民置于表演角色的作为。原居民并没有拒绝参与，反而经常采用并吸收这些做法。原居民默默地认识到，通过精心安排自己的表演，可以达到争取发言权、代表权和政治参与目的(Maddox, 2005)。这些表演成为旅游吸引点，并与自决、失去个性以及商品化这些问题联系起来。

Newhouse (2004)提出，“当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并从它们之间的联系来观察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产生综合理解” (p.143)。综合理解能确保所有观点都得到应有的考虑，而不是用一个观点去替代另一个。综合理解不是“非此即彼”；一种现象通常是所有事情的集合体而不是其中的一个。当前休闲研究中的主流是对休闲“益处”的强调。与此相反，综合理解需要对任何一种休闲方式正面和负面效果的同时关注。此外，这种理解以对话而不是辩论为基础；它认为，对于不断变化的现实，人们的看法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变化(Newhouse, 2004)。

三、现有关于休闲与原居民的学术研究

提出“本土休闲”与“原居民与休闲”这两个概念也产生问题，因为这样做会把欧洲—北美的两个分类和实践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分类和实践对于原居民都毫无任何意义。欧洲—北美休闲是一种主导性概念，它偏袒激进改革运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假想民主以及线性思考，和这些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有关欧洲—北美休闲与原居民的研究大多数都用英语进行，以英语为基础，主要由非本土学者所做。

无论休闲的定义是什么，其特点又是什么，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活动——它被相对狭义地界定——的概念和时间的概念。从本土与非本土这两种视角来看，原居民的时间概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对研究与应用都有很大的影响。特瓦人类学家Ortiz(1972)描述时间时暗示了这种差异，因为他使用的是普韦布洛人印第安人部落之一。的时间概念，而这一少数民族的时间是和自然力量和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欧洲—北美休闲中所使用的时间概念，其基础正是非普韦布洛人的、武断的时间单位，这使这里提到的另一种理解变得模糊不清。

“活动”的概念在大多数休闲研究中同样模糊不清。对本土人口进行的研究中，“活动”的选择常常反映出典型的欧洲—北美对运动、体育以及体力活动的文化上的理解。手工、舞蹈、社交与艺术等活动都被归入其他类别中去。本土人传统的游戏和体育活动以及一些表达性活动则被合并到了欧洲—北美休闲活动或者民族竞技活动中，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神话以及礼仪背景。欧洲—北美的休闲有时和一些良好的愿望联系在一起，想用以教育原居民，向他们授权。但即使这样，还是会经常导向疏离本土传统、同化或与代表欧洲—北美权力的利益合作，甚至使本土活动变成商品，变成“东西”(Grande, 2004)。

原居民的历史或传统“休闲”实践

原居民及其休闲的历史记述中，通过欧洲—北美镜头所认识的本土传统活动和原居民与欧洲—北美休闲及相关活动(如游戏和玩耍)的联系交织在一起。很少有人尝试从本土人的视角来理解休闲活动。一些最早的研究记录了与大范畴的欧洲—北美休闲娱乐相关“因素”的学术知识。它们乃是对原住民“游戏”的人类学研究。Culin(1898, 1903, 1975)的论文认为“游戏”的定义不言自明，不予讨论。但是他记录并将北美印第安人的游戏分成三类： 靠运气、靠技巧和靠灵巧。他把讨论集中在运动的规则、结构以及器械上，对于多样化部落游戏中内在的神话色彩和礼仪则轻描淡写，从未认真讨论。

Salter(1972)的博士论文为从宏观的角度研究Sioux（苏人）印第安部落之一，即达科他人。与Alqonqui原住民游戏提供了一个更丰富的背景。他把这些游戏同死亡、疾病、天气和生育相关的仪式联系起来。游戏的其他方面，诸如食品与货物再分配以及袭击与战争的替代等则大多未加探讨(Cajete, 2005； Gabriel, 1996； Nabokov, 1981)。Cushing(1986)将一些语系与实际仪式联系起来，Mooney (1896, 1898, 1900)也为游戏的收集与归类作出了贡献。然而，在原居民的具体传统或跨本土文化领域方面，对“休闲”的详细调查——无论是欧洲—北美——大都还处于空白状况(McAvoy & McDonald, 1997)。

对历史与传统的关注一方面维持了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则僵化了原居民的代表性和概念。欧洲—北美休闲以现代实践不真实、把过去理想化或使其不现实为由，扩大与延续原居民原始、不变的典型陈见，使它变成剥夺原居民权利的工具(Raibmon, 2005； Smith & Ward, 2000)。假如原居民没有进行欧洲—北美所定义的“传统本土休闲活动”，他们就可能被认为不够本土、已经同化、已经失去原有文化、或者被剥夺、占用。将这些场所和过程复杂化的学术研究对于理解多重身份和权利、走出历史或代表的各方面，进入文化生存以及自决来说十分重要。这对城市背景下的原住民来说尤其如此。

原居民的“游戏”与欧洲—北美体育活动之间的比较与相同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支持与研究(parashack, 1997, 1996, 1995a, 1995b, 1991, 1990, 1989)。体育一直以来都是对原居民实行规范和殖民化的一个领域，也是原居民进行反抗和表达自己的活动渠道。Cohen(2002)对18世纪跨文化戏剧的描述暗示，对本土体育和运动的误读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其他研究者描述了原居民的传统性别角色、美的现代理念和种族主义、当前本土妇女参加体育和体力运动的愿望以及体育中的平等观念，原来对本土“游戏”和“体育活动”并不复杂的理解反而变得复杂了(Fredericks, Croft, & Lamb, 2002； Giles, 2004)。

传统的休闲研究并没有明确将本土活动和艺术(如制陶、画图、绘画、珠宝、唱歌、音乐与舞蹈)联系起来。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与工作或生存、精神以及仪式的联系等。此外，休闲研究中对体力运动或社会结构的压倒性关注，以及艺术界将艺术的自我身份与休闲分开的做法，两者都给欧洲—北美的休闲研究造成了距离。鉴于城乡背景下与本土文化相关联的音乐、舞蹈在恢复健康和授予权力的力量，当前休闲研究中这种联系的缺乏令人不安。(Dunbarhall, 2004； Kwaku, 1999； Matter, 2003； Mitchell, 2000； Renner, 1999)。目前，音乐、舞蹈以及口头诗歌(如说唱音乐)——无论传统的或现代的版本——正在显示它们的力量，这对理解本土城市文化和休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Dimitriadis, 2001； Lai, 2005； Lashua, 2005； Mitchell, 2000)。

原居民、欧洲—北美休闲以及文化生存

在休闲研究领域，欧洲—北美休闲对传统活动和文化造成的伤害很少被提及。 “善意”的假设使得无数休闲概念、结构以及框架范围内的压迫、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等势力化作无形。在历史上以及在当前国际舞台上，欧洲—北美休闲造成原居民的死亡和疾病，导致试图同化或消灭本土文化和语言，压制本土活动与管理结构，导致原居民被迫为欧洲—北美休闲活动服务，造成原居民与他们的实践商品化和丧失。具体的例子包括向原居民引入烈酒、性交易、把强奸作为体育、居民区学校以及创造新的游戏（如远距离传高球）。在这些活动中，原居民被当作物体或者球类来看待；表示陈见的“正宗的原居民或文化”成为旅游项目；原居民被迫参加欧洲—北美休闲活动(hollinshead； Jordan and Weedon, 1995； Trask, 1999)。许多控制原居民的政治策略都环绕着禁止和控制本土与非本土的休闲活动，包括盛宴、庆典、进食、印第安冬节、赌博以及性活动等(Bracken, 1997； Kameeleihiwa, 1992)。另外，对体育和体力活动的关注总是和身体强健却缺乏才智的人群混为一谈(hokowhitu, 2003)。此外，Meekison（1997）提出，非原居民、政府与权力机构利用“本土”这个概念来宣传自己的看法，但却很少或一点也不考虑对原居民观点。例如，欧洲—北美人通过清教徒的视角对本土仪式性赌博活动进行阐释，把北美土著人在公众领域的参与局限于Cody的西部牛仔戏这类娱乐活动中，利用欧洲—北美的休闲来教化原居民的孩子，给“正宗印第安身份”下定义，推销旅游项目等(Dewar； Gabriel, 1996； Maddox, 2005； Mangan, 2001； Meekison, 1997)。假如像本土学者所提出的那样，对学术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对研究、方法论、概念以及哲学等方面的非殖民化的话，那么这些联系不失为一个好的起点。

在把欧洲—北美休闲活动强加在原居民身上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抵抗的场所(Alegi, 2002； Majumdar, 2004)。在政治反抗还不可能的时候，体育活动上的胜利为原居民提供了机会，能在主流社会中强调自己的存在。这种参与将本土人的日常生活人性化，为他们提供一个表现活力、进行社交以及实现团结或融合/文化适应的舞台。正在出现的原居民与美国原住民拥有并经营赌场的趋势把我们带回到和游戏以及精神信仰相关的本土赌博传统。此外，尽管还存在缺陷，这种“现代翻版”延续了在主流美国社会，印第安人和原居民之间财富的重新分配过程(Gabriel, 1996； Mullis & Kamper, 2000)。

这篇分析论文无意抹杀大部分研究成果。它们关注原居民参与欧洲—北美的休闲活动及相关的利益(Cole, 1993； Fox, Ryan, van Dyck, Chivers, Chuchmach, & Quesnel, 1998； Iwasaki, Bartlett, & ONeil, 2004； Reid, 1993； Sky, 1995)。考虑到在本土人口的多样性和混血身份，也考虑到有关文化适应和现代版本土实践存在着的不同政治观点，应该说这些研究证明了欧洲—北美休闲的跨边界意义。本文所提出的分析将这类研究置于更大的政治、文化地平线内，并指出关于休闲对本土自决与自治的影响尚缺乏关注。

原居民、休闲以及健康问题

原居民的健康观念通常包含了丰富的相互关系和生存的多层次性。从原居民的整体观念来看，健康包括了土地与环境的生产力、精神仪式及常规、家庭与部落关系、文化活动以及自治。在生态、集体以及个人层面上，健康和康乐对本土人民来说显然还是一种奋斗。和他们的健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包括： 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变革以及社会和环境中的变化（Bjerregaard, Young, Dewailly, & Ebbesson, 2004)。夏威夷本土学者Oneha(2002)发现，夏威夷本土人的健康问题和土地与水密不可分。作为一种自然的结果，社会、精神和生态功能失常以及超自然力量的介入被看作是重大疾病的缘由(Maher, 1999)。如果从个人或以个人为中心的角度来定义健康，或如果排除人的因素来评估环境，那么应该说这一观念尚未被很好地理解和接受。欧洲—北美的健康观念是一个狭隘的突出个人的框架，和无数环境因素完全脱离。此外，欧洲—北美休闲研究一般都把与健康相关的一切植入欧洲—北美系统。这些系统对治疗情有独钟，把它与精神和社区活动完全脱离，只字不提殖民主义和压迫性政治力量在制造疾病时所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这些系统也资助欧洲—北美研究与研究人员，支持欧洲—北美机构与项目，破坏传统的治疗疾病及关系模式。

将青年原住民看成是“危险青年”，或将注意力集中于原住民的常见疾病(如糖尿病和酗酒)，这样做既可能导致解决方法的出现，也可能使定义本身产生问题，从而加深有关原居民的负面形象及陈旧概念。“起初，这样做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健康风险评估，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健康和危险则被排除在外。(Arquette, ATFE & Stairs, 2002)”纳瓦霍族内科医生Alvord(1999)认为，糖尿病和酗酒是“白人的疾病”，只是借助同化、殖民以及剥夺公民权利的过程，传播到了原居民中。正在出现的研究将文化背景和理解看成是保证本土人口健康的关键。

现有的欧洲—北美休闲研究致力于因果和相互联系。这些联系告诉人们，参与体力活动及一些休闲活动，可以减缓糖尿病、心脏病、压力以及肥胖症等疾病；两者之间存在着有益的关系。显然这个研究集中在支持主要是北美原居民个人健康与福利。历来的研究几乎从不考虑长期顺从或健康状况，或评估与文化实践相关的问题，也从未思考过城乡环境的影响。作为康复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顺从可能和信仰系统之间的不协调直接有关，而不是“不顺从”的问题。herrernan, herbert, Grams, Grzybowski, Wilson, Calam & Brown(1999)发现，在回应活动中，参与最好的是传统草药试验、传统饮食和一个锻炼计划。他们提出，参与率的提高可以通过三种途径： 向整个社区开放活动，把有计划的干预活动与社区安排的其他活动联系在一起，和其他社区一起分享如何更好地实现文化适应。最近关于非本土健康职业人员的教育以及如何提供健康服务的研究表明，文化启蒙和文化角度恰当的治疗对原居民的顺从十分关键(Benoit, Carroll, & Chaudhry, 2003； King & Wilson, 1997； Mau, Glanz, Severino, Grove, Johnson, & Curb, 2001； McConnel, 2003； pargee, LaraAlbers, & puckett, 1999)。

无论定义本身或治疗策略中存在的问题，或进入欧洲—北美健康与休闲系统时在成本/收益方面出现的问题，都涉及文化复杂性。但是上述研究却很少探究这一情况。本土与非本土治疗师之间的合作、健康信仰与观念方面的文化启蒙以及把治疗扎根于原居民的实践，这些都与更好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Bell, Goebert, Andrade, Johnson, McDermott, hishinuma, Carlton, Waldron, Maknini, & Miyamoto, 2001； Braun, Mokuau, hunt, Kaanoi, & Gotay, 2002； han, hagel, Welty, Ross, Lenarson, & Keckler, 1994)。Conroy(1979)提出“从其本质来说，可以把健康危机表述为价值观危机”(p.200)；夏威夷本土学者Mokuau(2002)提议，干预英语“intervention”一词常指医师的干预，即给病人开药、做手术或其他治疗，现也指用其他方式，如“运动休闲”进行干预。应该将“主流”方法以及适合不同文化特点的方法相整合。

通常这些干预和治疗都基于欧洲—北美的实践和目标(如日常锻炼，或使原住民参与社交，以适应欧洲—北美医疗模式)。对许多原居民来说，这些实践和目标都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一个原居民可能希望自己健康，但不愿意参加欧洲—北美的医疗或健康程序和制度。Kunitz (2000)作了关于全球化给原居民带来喜忧参半的后果的一项研究，其中指出： 参加全球网络使能见度 这里所谓“能见度”，指的是世界开始了解原居民。和能力都不断得以提高，也使原居民能获得国际支援，反抗本国政府政策，进而为自己改善健康和生存状况作出贡献。

纳瓦霍族美国印第安人主要部落之一。内科医生Alvord(1999), Iwasaki, Bartlett, 和Oneil(2004)以及其他研究人员通过拓宽对包括社区、更广阔的原住民世界以及最终所有人类与非人类的健康观念的认识，来寻找关于健康问题的包容性更大的反响。然而，在设计调查问卷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倾向于欧洲—北美的认知论，而不是采用原居民的循环和关联的思维方式。他们把焦点集中在糖尿病、酗酒以及吸毒上，而不是集中在影响原住民生活总体的历史和社会力量上。这就偏离了对原居民的关注，建立起了一个欧洲—北美框架，自决和自治目标也被推倒了在地上。

原居民与旅游业

当代世界的旅游主要是欧洲—北美人的行为。大多数原居民的生活和旅行都局限在一个地方性区域里。正是这一地方性区域造就了他们的语言、文化与道德规范。早期欧洲—北美旅游业将原居民和他们的实践变成了“东西”，突出其异国情调(Raibmon, 2005)。现在，与原居民有关的旅游业既带有这些伤害的残留，又具有在经济舞台上建立本土存在的潜力，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自我展示和环境活动具有一定控制权。大量欧洲—北美旅游研究强调旅游带来的益处，尤其是经济上的利益；新的研究则强调各种历史关系和自相矛盾的益处；它们都与文化实践和代表有关联。此外，尽管本土社区努力奋斗，以独特方式应对变革(Mair, 2005)，全球化的力量给正在为自治和自觉努力的原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有时会从旅游经历中脱离出来——这一情况的成因是旅游空间包含了种族主义界限、非本土人入侵性的凝视 英文原文“the incursive nature of nonIndigenous gaze”恐指非本土人大眼瞪小眼地盯着本土人看，给他们留下“入侵”的印象。以及普遍化了的表述与陈见(Stephenson & hughes, 2005)。Medina (2003)通过对玛雅人身份的定性研究指出： 为了旅游业，村民们发展了自己在文化传统方面的专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与社区及传统实践的联系会显得紧张。同时，这种非传统的获得知识的做法究竟能否为他们重获身份提供足够的基础呢？对于这一问题他们一直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从自治与自决这样的高度上来评价旅游业和原居民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凤毛麟角。对旅游业带来的矛盾后果，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后殖民、文化研究、批评理论以及后现代视角对其进行理解，但这样的理解要反映到实践中去尚需时日。

当旅游与休闲研究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自治、可持续生态系统以及文化身份等各种概念交织在一起时，研究就变得模糊不清。“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生态和环境，但是它也意味着采用更灵活的方式积累资本，以保证持续利润；意味着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得以持续；也意味着这些社会团体在第三世界度假的同时可以体验(可持续的)本土文化。”(Mowforth & Munt, 2005, p.30)

许多人声称旅游业（尤其是生态或本土旅游）是可持续的。尽管如此，这一术语本身仍很难定义，充满争议。由于大部分旅游研究都集中在“旅游经历”上，关于文化和生态的可持续过程仍然模糊不清。在国际舞台上，所有形式的旅游业都提供货币，供偿还国际债务之用，而偿还国际债务往往优先于资助原居民的住房、食物、健康、环境和文化保存等计划。

本土社区正在探索建立一种可以帮助保存文化实践的文化旅游或景点。GreathouseAmador (2005)描述了一位纳瓦特族妇女通过组织经济合作社，建立旅游饭店，复兴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经历。尽管一些策略的确为原居民创造了文化实践方面的工作机会，其结果仍然时好时坏，尤其是当游客将更大或所有的兴趣放在风景、动植物以及探险的机会上，而不是放在理解和联系本土世界观上的时候(peleggi, 1996； Ryan & huton, 2000)。一方面是第一世界游客们以及他们对探险及具体服务水平的兴趣，另一方面是保存、教育、资源保护以及当地人参与和争取权利。这两者之间的争夺正在不断地被变通，但最后结果并不总是有利于当地人(Wallace & pierce, 1996)。

四、休闲与原居民的未来方向

在全球化、主流社会、泛本土运动及联合、地方传统和语言复兴的背景下，休闲是自相矛盾、杂合、多变的观念和活动。欧洲—北美休闲、新兴全球化休闲形式和本土休闲，三者都是原居民生活、健康以及他们的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压迫与殖民化的力量中纵横捭阖，寻找机会，占有一席，并不容易，充满挑战。它需要本土和非本土人士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双方学术研究者相互磋商。

在加拿大，有相当一部分原住民居住在城市区域，他们所创造的本土身份和文化模式既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同时也是地方化的。他们有的严格遵循传统实践、有的适应现代社会、有的实现文化适应，也有的在这些选择中寻找不同形式。这一切大大增加了原住民的多样化。他们努力挑战“扎根于土地的传统、正宗印第安人”的陈旧形象，置身于非原住民的期望之中（即要求他们只关心原住民问题和传统），却试图在非本土结构中寻找自己的地位，发展另一种政治声音，例如本土仪式、谈话圈、嘻哈乐、西部体育、富有表情的艺术以及旅游等。与此同时，他们也尊重自己的职责，保护传统知识与实践(Alvord, 1999； Lashua, 2005)。原居民正在积极寻找传统知识、实践和现代技术之间的联系，然而，在这个领域应用于休闲的研究少之又少(Feeser, 2001)。

未来的一个主要挑战将会是形成新的休闲概念，使之适用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传统习惯和不同文化差异。要使这一努力获得成功，必须进行多性状对比，它不偏向某种特殊的世界观(如欧洲—北美对休闲的理解)；它愿意跟第三元素进行对比，并可以被理论化、被批判，它也乐意拥抱修正的过程(Smith, 2004)。此外，尚须发展和修正新的研究模式。这一模式应该关注多学科知识、理论与研究，接受本土人士关于合作和所有权的批评和建议。为了能更清楚地思考这种差异，本土学者提出必须开展本土人士对现有欧洲—北美学术的批判，本土和非本土学者也都要实现学术非殖民化。盖丘亚族学者Grande(2004)提出：

理论本身没有内在的治疗、解放或革命作用，但是作为教育者，我们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把理论化过程中的经历和自我复原、社会改革过程联系起来。

五、原则概要

1 欧洲中心模型之外的休闲的意义——在应用于原居民生活中时——显得十分模糊。有必要探索休闲对于原居民的意义，尊重他们的认知论、存在论、语言、艺术以及社会结构。

2 对原居民来说，休闲作为一种欧洲中心观念，对原居民既意味着潜力，也意味着伤害。这一情况的成因是欧洲中心观念的历史遗产和它对其他休闲传统缺乏关注。

3 在传统、文化实践、全球化、现代化和休闲等问题上，原居民群体内部和这些群体之间都存在着差异。使用“本土视角”一词即意味着采用一种简单化的视角，对原居民实行歧视。

4 有本土人士参加和由本土人士所作的研究都表明，有益的休闲需要关注整体分析、文化相关性和适当性，以及主权和自治。任何与原居民相关的学术研究或休闲观念与活动都需要考虑或关注本土认知论、存在论、政治现实、方法论、联系与合作策略、语言保存以及批评。

5 基于欧洲中心论的方法所做的休闲研究表明，休闲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原居民提供健康、社会以及经济利益。然而，从更广泛的政治与权力关系来考虑，原居民可以从休闲得到的这些利益却不一定那么明晰。在一个层次上的休闲利益(如为健康而锻炼)甚至可能会在另一个层次上造成伤害(如参加非本土活动可能被认为是“出卖”)。


第18章 休闲研究的视角、模式和可能性——国际共识研讨会评审小组的报告

一、通往共识的挑战之路

休闲和生活质量共识研讨会旨在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在多大范围内有证据表明休闲对理想的社会结果有帮助；第二，在多大程度能肯定休闲对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Jackson）。在对14篇学术性论文进行密集讨论的第三天末，很明显有大量的研究以不同程度的肯定性，支持了这一中心观点，那就是休闲的确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都有助于各种积极的社会结果。四个工作组的总结报告为休闲对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然而，同样很明显，通往共识之路是非常艰难的： 对于共识之路是否是一条应该走的正确道路问题，早前和现在都存在疑问；有些时候，地形的复杂性会驱使这些小组去寻找新方向的线索；而在其他时间里，这些小组的成员很明显走在不同的道路上——有时没有明确意识到他们在朝着同一个目的地前进。最后大家到达了这个目的地，但是却有着不同的故事和对结果的不同认知。

在评价证据以及对休闲的重要性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挑战。用综合的目光来看，我们与其将这些挑战看作障碍，影响一致观点的达成，倒不如将它们视为深邃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认识论基础。在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批判性观点，它们反映出有必要保持常常矛盾的多种价值观和模式，有必要批判地解剖一些关键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也许可以说，在达成一致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认识论方面的挑战对于界定休闲作为一种知识体和获得共识同样重要。

价值观

休闲研究领域在社会生活中深深扎根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传统中。本研讨会的使命反映了这一积极价值，它讨论如何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又如何确认理想的成果以及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有益的积极影响。这是本领域的一个主导价值，它赋予本学科以意义和目的。但是，每一个主导的故事都有许多被征服的同伴。在本研讨会上，出现以下价值观问题，它们对我们认识证据如何产生、如何考虑非常重要。

休闲的二元性的本质

人们认识到，因为涉及生产、消费，也因为它对甲方来说是成本，而对乙方来说则是收益，对于休闲所做的任何评估都存在着一个固有的矛盾。 在休闲中如果只注重正面的或有益的成果，就会模糊所涉及的有关各方的内在动力和一系列可能含义(潜在的冲突)的复杂性。

休闲的阴暗面

有许多休闲方式涉及剥削 (性交易、儿童色情、工人报酬低)、上瘾 (赌博、吸烟、饮酒), 或者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道路外的影响, 对农业的影响)。虽然人们一再承认要更加重视“阴暗面”，但显然休闲学术研究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于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否只是敷衍了事的连篇空话。由此也产生了一个对于主流价值观的问题，要求进一步反思“阴暗面”在未来休闲研究中位置。

休闲作为一种西方的现象

从西方化观点的角度来看，休闲常常被视为与新教徒的工作伦理观念联系在一起——休闲是对辛苦劳动的一种奖励，也是必须保障的一种权利。虽然我们在解释所谓“西方”视角的含义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它可能复杂和多面），但是显然西方的休闲标准正在影响全球。与此同时，人们意识到当生活的基本需求尚未满足时（如，在发展中国家）休闲所具有的价值可能有限，或者不被视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休闲的公共和私人规划

休闲往往被定位为一种促进公众健康的活动，能促进个人健康和福祉，增强社区凝聚力，改善生活质量。然而，我们同样认识到，企业的全球化和休闲的商品化这两种私营力量可能把利润需求放在个人或集体福祉之前，给福祉带来潜在消极后果。

是为谁的利益服务？

有这样一种认识： 对休闲活动的任何讨论必须注意该活动是为谁的利益服务。虽然在休闲活动中我们强调要根据各自的利益由个人自由地参与，但是社会地位、获得资源的机会和个人权力都可能影响这样的利益，因此，检查这种影响的程度是很重要的。

模式、观点和看待“证据”的方法

研究的证据是达成共识的基础。然而，“证据”植根于一套关于知识是怎样产生和理解的假设中。具体来说，证据涉及研究成果的确定，这些成果应该是可靠的、具有普遍性，并包含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在本次研讨会的讨论中，很明显在看待证据的方法上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

科学取向： 储存证据

虽然休闲领域研究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但是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论述休闲的益处，包括身体健康、社会心理健康发展、进入老年后的认知功能、整体的生活质量、对环境的敏感度和作为减少青少年风险与危害的预防措施。不少研究通过严谨的方法获得了前后一致的发现。证据即取自对这些发现的评估，这样获得的结果常常出自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群体。这一取向由研究证据的客观评估推动，为休闲的益处提供了支持。

社会构建主义或理解主义取向

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中查寻证据，是出于关注休闲对人的健康发展的影响。其结果，科学的、基于证据策略的焦点主要就放在成果上。在回顾成果的过程中，一些作者强调了认识构建休闲过程的重要性，这一构建是通过有意义的活动和互相协商实现的。这里，关心的重点从休闲能为人们做什么转移到个人怎样成功地应对，又怎样为自己创造有意义的休闲经历。虽然强调结果被方便地解释为提供证据，但是检验过程却能提供证据的基础，使人们认识成功的策略、障碍和互动机制。

重要的取向： 证据支持谁的利益？

一个重要的模式首先假设知识或证据永远不可能中立，而是由潜在的利益、价值观和政治目标塑造。与以上休闲的二元性的本质的讨论一致，人们明确的关注休闲实践和活动可能为一些人带来利益，同时涉及成本、剥削、不平等并限制他人进入。坚持这一模式的人士一再质疑，这样的证据支持谁的立场，证据又怎样用来维持一整套做法，给一些人带来特权，同时却不利他人或剥削他人。权力是考察证据的中轴。在论文中，这导致对于下列问题的质疑——休闲的分配和准入的社会不平等，休闲商品化，其潜在的危害以及“休闲是否是一种应得的权利”所涉及的复杂现象等。后者与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发生国有关。

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取向

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取向在关键取向的重要假设方面有着众多共同点，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提出了下列重大问题： 关于作者和代表资格牵涉到的政治问题、在对休闲提出各种概念时西方观点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以及关于休闲活动的意义的各种说法——这些说法往往自相矛盾，引起争论——的问题。作为上述议题的一部分，本次研讨会中大家普遍表示认识到，虽然世界各地都有休闲体验，但在那些尚在为基本生计辛劳的发展中国家里，休闲不可能是优先目标。对证据的寻找基本上与这一认识取向相矛盾。证据的观念基于统一和确定的原则（即，需要明确的结果，前后一致，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后现代主义取向则主张，凡有争议的社会体验均应具多元性、多视角和动态模式。因此，这里的目标不是为某一特定结果提供证据，而是确保边缘化群体有发言权和机会，论述和解释他们自己的体验，并决定自己偏爱的休闲体验。

所有这些模式都在这次研讨会都发挥了作用。虽然它们在讨论中的存在使得取证过程难以达成共识，但是却扮演关键的角色，有助于维护复杂的休闲现象中的细微差别。

概念性挑战

在努力确认与休闲的益处相关的证据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概念性挑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休闲”和“文化”的含义的根本问题。

“休闲”的定义和测量

在小组中大家认为休闲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现象。因此，小组没多大的兴趣去设法达到一个简明、单一的休闲定义。然而，由于缺乏休闲的清楚定义，研讨会成员有时表达担心，在研究现象本质时会失去重点或经历混乱。这里有三个问题：

首先，一些作者主张休闲不能与生活分离。休闲汲取不同种类的整体性框架，与生活的其他领域不可分离，如进食、社交、精神实践和商业消费。此外, 正如Godbey 假设的一样, 休闲也许越来越卷入对于工作的体验。可以这样比喻, 休闲是生活织物中的一根纺线而非另外一件服装。由此产生的挑战，理所当然地是需要了解休闲和其他各种活动结合时是什么。如果休闲彻底地被整合进体验的意义，那么它就可能任何意义都有，留给我们的问题便是： 休闲也许什么意义也没有。现在一方面存在着强有力的论点，主张必须以这种整合的方式来理解休闲，另一方面，这样做的结果是，将休闲概念化和衡量其影响两者都变得十分困难。除非我们能确定休闲不是什么, 要界定休闲是什么将不会容易。其次，与界定的问题相关的是“合格性” 问题。在整个研讨会期间，人们曾提出某项活动是否能正当地被理解为休闲。例如, 有人提出质疑，在中国抽烟或者在巴勒斯坦参与治疗是否可以算作是休闲。这些问题很重要有两个原因。在一个层面上, 他们引发的讨论有助于更加清楚地确定什么是休闲的界限。然而，在另一层面上，对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使我们对休闲活动多重含义获得更深的见解，因为这类活动可能属于休闲定义界限之内、之外或正在临界线上。

第三, 存在着同休闲关联的某些姐妹概念。在论文中, 研究人员把休闲作为一种因素提出，与生活质量、剥削、健康、不平等, 或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发展都有关系。此外, 在这些概念中, 休闲既是途径也是目的。为了澄清概念、增强可操作性, 更多地注意休闲作为概念之一与其他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许是重要的。

把休闲和文化连接在一起所涉及的挑战

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承认休闲和文化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很重要的。虽然观察文化对休闲的影响是一种强有力的传统，但是考察不断变化的休闲实践影响和塑造文化的方式也是同等重要的。

考虑到同休闲相关的强烈的西方偏见，理解休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内的体验和理解变得越来越重要。讨论会的许多论文提供了休闲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由不同族群体验的优秀例证。然而，在讨论会出现的一大挑战是： 种族、人种和文化等分类术语存在着问题，原因在于这些分类内部有着多样性。此外，文化从未是一种固定的现象；它总是不断发展。所以对文化的评估要求我们把文化看作一种正在显现和不断变化的现象。

因而对休闲研究人员提出了几个挑战。首先的问题是怎样察觉或认识各种影响（正是这些影响导致了一切文化组别的多样性）？具体而言，我们如何理解人们是怎样构建不同的文化意义？这样的构建对于他们的休闲经验隐含着什么意义？其次，在体验休闲的过程中，怎样维护、保存或修正潜在的文化意义、传统、实践和价值观？作为其中一部分，重要的是考查文化如何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改变。第三, 如果种族的分类过于多样，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那么什么分析层面可以使研究人员洞察文化的意义？最后，考虑到不同国家休闲实践的差异，跨文化比较研究起什么作用？是为了辨认共同的元素和通用的休闲实践，还是突出差异和独有的特征?

跟休闲和文化相关的概念性挑战对于理论、分析方法和分析水平都具有深远影响。虽然前面存在着众多挑战，目前焦点已转移到对研讨会所提供的研究现状的认识上。

二、勾画学术研究方向

休闲学术研究工作方法的方向

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详细讨论，休闲所体现的现象和含义千差万别。休闲发生在高度易变的环境中，多样化的社会和个人情况更使其错综复杂。2006年4月，杭州世界休博会开始前，休闲专家们撰写了许多关于休闲知识产生的路线。 我们在本节将审察这些路线。

我们并不先入为主，推断个人路线比其他的路线好或坏。需要各式各样的投入，才能真实地了解休闲实践的起源及其影响。这一切未必能由同一批学者实现，但是他们在休闲知识产生的路线图上都有其地位。

知识产生的形式

知识产生的目的，是为了产生可信度越来越高的信息，以引导行为、政策和做法的选择。传统和常识以富有说服力的指南形式出现，但它们并非总是受益于扎实的信息——关于形势及其动态运作状况的信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为人们、组织和机构的选择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后备。从一个极端上来说，科学方法为人们提供范例，帮助他们观察现象、问题和关系，收集事物运作信息，评估这些信息，检测先前形成的对事物的看法。

整体科学范围活动包括： 第一，观察现象的方法，它们能够磨砺我们了解现象的能力。在这方面，形成概念是重要的，因为它能够提供描述问题和情况组成部分的方式，以便更加系统地对问题和情况进行调查。运用有效的观点和概念，我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推出因果关系的假说；假说极为有用，它决定收集什么信息是有用的，也决定怎样去分析这些信息。但是，如果通过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分析过程对假设进行有力的测试，如果知识反映了这一测试，那么人们对知识的信心便会增加。

科学方法鼓励人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走完所有这些步骤，但是，个人实践者和思想领域经常会聚焦整个过程的某一方面。例如，一些人强调创立卓有成效的观点和概念作为解释和了解的前提。科学从总体上提供了越来越有效的观察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方法，用过去由于缺乏适当观点而无法进行的方式寻求解释。这种概念化过程本身就有价值，而且也帮助其他那些希望更加充分和更有信心地记录关系和影响的人士的工作。

有必要审察不同的信息，其好处是促进更好的概念化，以提出答案具有战略价值的问题。汇总不同的信息，创造可测试的假说，这些行动本身补充了路线图，有利于达到理想的目的地。这可能是朝着由同一批研究人员实行有力测试的方向迈进的一步，或为那些希望也这么做的人士提供有价值的公式。

最后，那些做测试的人士应该熟悉这一科学过程的早期贡献，但是在概念化过程和假说的产生方面，这些人不一定已经为重大延伸和阐述作出贡献。

换句话说，知识的发展反映了不同类型的创新工作；从事创新过程不同方面的人们所做的特别创新会相互补充，相互加强。而且，很多情况下，具有战略意义的描述性信息能为了解问题的各个层面充当有用的铺垫。例如，在了解某一疾病的动态，知道怎样有效地对付疾病的同时，了解有多少人得了疾病常常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在设法解释某种现象时得益于了解这种现象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些科学家认为所谓“一颗一颗地数豆”的方法英文“bean counting”的意思是“一颗一颗地数豆”，常用于描述会计的工作。又常被用来描写一些人缺乏战略头脑。是有价值的。同样地，描述一个服务性行业（和人们在这一行业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正式结构会为研究人员提供背景，使他们了解该结构的影响。

杭州研讨会上提交了许多关于休闲的论文初稿。考察这些文稿产生知识的不同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方向。根据书面稿、作者宣讲和小组讨论, 我们已将各主题报告所代表的科学范例最近所强调的内容做了分类。这本身就是一个多少带有主观的做法。但是我们相信，选择过程的不同来源给结果带来了一定的可信度。各主题报告分属下述项目中的一个： 1=主要描写, 包括方向性视角，2=概念化, 3=假说的产生，4=强有力的测试。这些代码在表1中用单位数字在垂直的轴面上描述出来，条状部分为各主题报告所反映(知识产生)的形式。

休闲作为手段和目的

休闲的概念中有一个复杂的方面： 根据情况不同，休闲可能是原因、或结果、或两者都是（同时或是重复过程）。休闲可能是实现一种产出的手段，譬如压力的减轻、健身、或提高技能。这可能是公众或者私人部门计划或投资的产品。休闲也可以用于解释，作为先前不同因素（如文化或政府政策）和产出因素之间的媒介。

因此，休闲远非只是实现理想结果的一种手段。了解什么引起某些休闲表现很重要。在这一双向通道里，了解两个方向的情况才能认识： 当先前的因素促进或抑制休闲实践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所以，由十四位当前的休闲专家所提出对休闲的知识状态的评估是有用的。这一评估集中关注休闲作为手段或目标，或作为两者的结合。我们的评估中，图1由直条状单位代表手段/目的，1=方式，2=方式和目的，3=目的。

焦点层面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应该聚焦在个人和家庭的微观层面上，还是聚焦在组织和机构所代表的更加宏观的水平上？这有着本质的差异。例如，心理学家会倾向于微观现象，然而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会倾向于追踪更宏观的方向，尽管在大多数学科中，主流都会有重大的例外。

说及休闲，尤其是休闲作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的手段来理解时，这些目的可以表现在个人生活、行为和/或情感中，或表现在集合体的形成和运作中。正如可能预期到的，对休闲的综合回顾可能聚焦在两种层面上。在我们对主题报告中如何对待休闲的评估表中，1=个人层面，2=个人和集体层面，3=集体层面。

休闲作为一种积极或消极现象

如果大多数情况下休闲的体验和产出不被认为是积极的话，就不会对休闲有这样高的需求。但是，把休闲视为完全积极是不切实际的。有些消遣活动对参与者或其他人都会降低人的品格或消耗人的体力。因此，值得观察的是作者和在杭州研讨的主题是怎样处理休闲产生影响的两个方面。我们在审察主题报告时，看的是休闲是否完全积极的，完全消极的，或者是两者的结合。由于各章节的相对类似性，我们没有把这一层面的分类反映在图1中。两篇论文对休闲的看法是完全积极的，其中一篇在探讨休闲时涉及它出现运作不良的一面。另一篇文章似乎并不采取任何立场。其余都指出休闲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尽管如此，在那些同时注意到休闲正反影响的观点中，压倒多数关注休闲有利方面。

学术方向简介

我们勾画的休闲学术方向概括在图1中。概括的四个方面中，前三个出现在本图中。这使我们不仅能审查十四篇主题报告中某一特定层面的结果分布——譬如知识的产生形式，而且还可能观察连接这三个层面的重点模式。例如，如果一篇论文更多关注概念化，那么它会聚焦在某一特殊规模的层面上，还是聚焦在休闲作为手段或目的上？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下一节将会讨论图1中看到的一些重点。

当前休闲的学术性研究的路线

论文作者清晰地勾勒出现代休闲知识产生的不同路径。在知识产生的路线形式方面，这些专家几乎是平等分布的。前三类——描述/定向、概念化和假说的产生由三篇论文所代表。但是，最多的——五篇论文——体现了从假说的强有力测试中所得到的材料，反映出概念化所获得的累累硕果。

这些休闲领域的前沿代表人物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是对知识产生的各个方面都显示良好的关注，又十分注重科学方法的使用。

让人宽慰的是，大多数论文认识到它们探讨的现象中互相分歧但又同样站得住脚的现象的各个方面。十四位作者中的九人把休闲既作为目的也作为手段，而类似数量的人士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对休闲的意义做了探讨。在那些没有将休闲明确视为一种双向通道的人士之中, 差不多相等的数量的人士聚焦于一个方向或另一方向。对于双向性和聚焦水平的平衡看法似乎呈现出知识产生的健康基础。请看图1的整合形态, 有意义的是，可观察到论文的相似之处： 大家都归结到知识产生形式的强力测试分类。所有五个案例也都认为休闲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有相关性, 其中三例视休闲既为手段也为目的，其余则发现休闲是实现其他一些潜在目的的手段。它们对于这一领域的细节和细微差异都给娱乐相当的关注。

与那些主要提供描述/方向的论文相比，这些论文显得非常不同。前者的三篇论文中，两篇集中讨论集体层面，认为休闲是社会力量的最终产品。

论文的这些差别反映出，在学术方法和优先议题上，各有不同的选择。这和这些论文的用途没有必要的联系。但是, 虽然这批精英分析人士的论文数量很少, 但却显示学术研讨中的一个方向与其他方向的选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在下一章节, 我们将转而讨论这一组论文所显示的休闲领域的问题和前景。

三、休闲研究的趋势与方向

必须承认，我们所选择的有关学术研究方向的论文只能反映复杂的休闲和休闲研究中的一部分见解。因而在这一部分的结论中，我们希望用不同的方法来切割“概念蛋糕”，以突出休闲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包括占优势的视角、正在出现的模式和休闲时间、活动和意义等问题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作为休闲研究领域的局外人，我们假设应邀撰写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休闲的各种表现形式。我们的假设正确与否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显而易见，这些论文直接涉及广泛的议题和实质性问题。许多其他问题和议题只是一带而过，有些则几乎被完全忽略。然而，这些被冷落的问题和议题却给人们以强力的提示： 休闲研究可能存在其他的方向。

在下面这一部分，我们一方面将把论文中所显示、研究人员最关切的问题作为主要趋势，另一方面则将探讨那些没有强调的问题，作为未来休闲研究的可能方向。

主要趋势和可能的方向

研讨会论文总体反映了研究人员所集中关注的问题，包括所选择的社会结构、过程和价值观，但同时也显示他们对于其他社会结构、过程和价值观的强调不足。

社会结构（机构和群体）

主要关注的是家庭、社区、教育、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然而，休闲和艺术、大众传媒和军事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同样值得关注。与此类似的是，诸如土著人、青年和老年人口等社会群体受到强调，但相对地说，对于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同职业群体，和一些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则缺乏重视。鉴于已经有了这样的假定，即未来的工作和休闲将会更定制化和随机化(Godbey), 后面这些社会群体似乎值得休闲研究的重视。

此外，有人建议应该把休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加以考虑，并关注相对独特的休闲群体结构，如志愿休闲团体，其特点为成员间的横向联系，并具有独特休闲生活方式的亚文化。

社会过程（宏观和微观）

研讨会论文重点关注在微观层面上其他社会关系构建的过程，如认同形成和人际关系；在宏观层面上则更关注商品化、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然而，也应该同样关注微观层面上的其他社会构成，诸如社会控制、社会歧视、文化适应和社会化；关注宏观层面上的工业化、移民和现代化； 关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各种社会冲突过程。

此外，有关休闲本身，旅游业和志愿行为的社会过程也应该更好地加以探讨。

价值观（积极与消极）

大多数论文对休闲的积极价值的影响和效果都显著关注。例如对于幸福老年，认知功能，健康，生活质量和福祉等均有较详细的论述。但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除了对于烟草和吸烟(Rojek)的关注之外，对于休闲的消极面并没有深入分析。因而，我们再次提出“休闲的阴暗面”也值得关注，尤其是诸如滥用药物、环境破坏、赌博、色情、卖淫、性旅游和体育暴力等消极的休闲形式。

或许休闲研究的最遭忽视的实质议题是可能被称为“虚拟休闲”，即与使用电脑和互联网有关的休闲形式，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形式。在一方面，存在许多积极地通过电脑的休闲参与，比如聊天室和网上约会的社会纽带、借助数字成像的手艺和嗜好、雕刻和集邮等。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也有一些消极形式的休闲参与，比如，儿童色情和网上赌博。

无论男女或所有年龄段的群体现在都广泛参与电子游戏。这种游戏既有其积极面，也有其消极面。参与电脑和电视游戏的广泛程度本身似乎就能说明研究虚拟休闲的必要性。例如，“几乎有9000万美国成人玩电脑或电视游戏”，“这类游戏的销售在2002年达到69亿美元” (Rothbaum, 2004)。大规模的参与电脑和电视游戏凸显互联网的两个方向的发展： 在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虚拟休闲”具有积极价值，因为它能让用户即消费者成为创新过程的一部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个体对电子游戏的极度沉湎造成远离社会，因此，“虚拟休闲”具有消极价值。

正在显现的趋势和研究方向

除了直接研究主流趋势之外，我们观察到不止一篇论文和一次讨论对至少三个正在出现的重要趋势和研究方向给予重点注意，但还是依旧典型地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全球化和商品化

虽然全球化和商品化这两个词仅出现在一篇研讨会论文的标题里(Rojek), 但这些概念在整个会议当中一直被提到而且在一些论文中直接和间接地谈及。因此我们提议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明确关注全球化和与之相关的过程，包括商品化。

但考虑到全球化本身的特性有问题，应该提出四点值得注意的事。前两点由Robertson (1990)在15年前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但它们似乎对于当今的休闲研究同样适应。

首先，应当认识到“虽然对（该）议题的兴趣正在迅速增长，但大多数人对这一议题的表达都显得非常空泛，‘全球化’很有可能变成学术上的‘游戏区’——一种相当大的危险： 这一议题会成为表达剩余的社会理论兴趣、理解上的放任或是表现世界意识形态偏好的一个场所” (Robertson, 1990, p.15—16)。

第二，“对全球现象的现代讨论大多都由诠释者负责进行。他们在‘文化研究’这一大题目下，除了老调重弹，不时引用‘晚期资本主义’和/或‘跨国公司’明显存在”之类的词汇以外，对于全球的复杂性和结构随机性这一问题极少注意(Robertson, 1990, p.18)。

第三，对于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该词最宽泛和最自由的含义指全球性文化、结构和代理者之间的互相联系(参见，如Archer, 1991, p.133)。而该概念最狭义和激进的含义是指西方化，或更具体地指美国化，或更轻蔑地指可乐殖民化或麦当劳化(Ritzer, 1996)。

第四，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就一般休闲活动、尤其是传统游戏和现代体育而言，全球化并非单向的，全球化的初始过程较为古老，在休闲世界里存在众多形式的全球化。例如，就体育而言，英国人将他们的体育形式于19世纪后半叶传播到整个英联邦，但反过来各种形式的武术在20世纪从东方散布到西方；体育全球化的形式包含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且不说全球性移民、全球性旅游、全球性奴隶化和全球性恐怖主义都有其体育形式。

文明社会和社会资本

数篇研讨会论文在探讨休闲和家庭、社区和青年成长的关系或者聚焦休闲与人权、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关系时，含蓄地将注意力放在休闲与文明社会和社会资本的关系上。这些考虑反映了Swift (1999, p.5)的观点，即，“文明社会暗示志愿主义、慈善、社区组织和基层活动。它似乎提倡群体、代表性、公民参与和提供服务。”

文明社会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部分，介于市场的经济部分和国家的政治部分之间。它建筑在调介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如家庭、教会和社区等人们共有的机构。这些机构为人们提供环境，成立自愿性协会或实行自治。反过来，这些志愿团体——包括休闲团体——提供社会资本，即，“个人之间的连接——社会网络和值得信赖的标准以及它们带来的结果”(putman, 2000, p.19)。

简言之，志愿性公民参与休闲活动对于为增强生活质量而产生的社会资本很重要，而此类社会资本反过来是文明社会的基础，其基调是“在更加富有人性的层面上寻找生活” (Eberly, 2000, p.17)。对于那些希望寻找休闲和文明社会的关系的人士，不乏社会理论可以借鉴，包括类似Bellah, peter Berger, Amitai Etzioni, Anthony Giddens和 Robert Nisbet。特别涉及社会资本的概念的文章目前有pierre Bourdieu, James Coleman 和 Robert putman的著作。

混杂现象和多文化认同

研讨会的数篇文章提及文化和/或社会认同，一些提出了个人的多种身份这一问题。这类复合型认同主要来自全球化，并极大地影响世界不同国家中文明社会的性质。

简言之，世界秩序中一大现象是全球性移民和移民方式的多样化。它导致了不同程度的非领土化和混杂现象，又反过来造成广泛的身份混杂现象和双重社会认同“双重社会认同”即“双重文化认同”。原文为“hyphenated social identities”，即本节小标题中的“multicultural identities”，亦即后面提到的“如亚裔美国人，美籍华人，美籍日本人和美籍韩国人等”。。非领土化强调全球移民的文化方面，强调文化乃是本地的，但同时也是跨越本地的。正如Lawson (2001, p.340)所表达的：“它强调人们迁移时携带文化，即使移入国可能会推崇其他价值观、标准和实践。”国际旅行的相对便捷、大众传媒的全球化以及互联网和电子邮件的方便实用，使成千上万移民能同时身处两种相距遥远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Lawson进一步声称，全球化加非领土化等于混杂化。混杂化的过程往往是公开明示的——尤其在美国——通过归化获得双重社会认同，如亚裔美国人、美籍华人、美籍日本人和美籍韩国人。

更具有意义的是，混杂化一般对于文明社会具有潜在的重要影响，尤其对于通过参与休闲产生社会资本更是如此。一些国家面对着怎样对待移民——他们基本上来自一个民族，操同一种语言，又/或同属一个宗教团体。例如，就宗教而言，“法国今日的穆斯林人数超过虔诚的天主教徒……”(Caldwell, 2000, p.20)； 法国当前的400万穆斯林人口对于法国文化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语言而言，下列事实对美国相当触目惊心： ① “从1980—1990年，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人数增长50%”；② “同样的十年里，在美国的中国人增加98%（今天，大约有240万操中文的人生活在美国）”；③ “从 1980—1990 年，讲韩语的人数增加了127%” (Wallraff, 2000, p.54)。

鉴于上述数据和例子，不难想象全球性移民对教会、家庭、社区和文明社会的其他调介性结构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公众参与休闲的影响。总之，在休闲和文明社会的背景下，混杂化和多社会——文化认同给刚毕业的研究生和成熟的学者都提供了一座值得研究的议题金矿。

潜在的相关通道

研讨会一开始，大家就注意到，休闲研究人员一般不引用其他领域学者的著作，同样，其他领域和学科的学者们也不引用休闲研究人员的成果。为使休闲研究能够获得更加广泛的注意，提出的一项重大建议是向外“聚焦”，考察休闲与社会主要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关系(Shaw)。我们同样建议休闲学者朝外看，观察其他领域和学科，以便考虑多种理论、多种方法和多种形式的合作。这将使他们的研究引起更广泛的注意，增加相关应用的可能性。我们把这种对于多种理论、方法和其他研究人员的考虑视为战略，每一项都包含具有可利用的整套具体战术。

多种理论

理论的视角未必相互排斥。实际上，相对不同的理论方向可以结合起来考虑，实现更大的优势。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参照Eichler (1998)提出的一个包容性更强的社会学模式，它的基础是把环境运动、女权主义和普通社会学一起考虑。

首先，她提示从环境运动视角采取以下态度： ① “认识到人类是生命网络的一部分，我们持续不断依赖地球”；② “认识到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是无法持续的；如果想要持久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改变成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第二，她提示女权主义的贡献在于： ③ “一种强有力的、反等级制度的传统，承认所有形式的支配或统治都逻辑地、实证性地联系在一起”；④ “一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引导我们探索一切现象的性别本质，包括我们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关系。”

第三，她提示社会学应增加： ⑤ 这样的认识： 从根源上看，我们的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因而必须通过社会方式解决，而不是仅仅通过技术手段”；⑥ “这样的认识： 从环境恶化的结果以及我们所采取的任何补救方式的结果来看，我们的处境会并不一样。”

但愿这一阐述——它把各种理论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尤其适合于休闲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能够提示相关理论的取向，供其他休闲关系研究之用。

最后，就理论问题而言，我们注意到很少有人讨论“休闲理论”本身是否(按照 Thorstein Veblen的方式)能够创造性进行构建的问题。或者说，休闲学者是否只能限于从同源的领域或学科借鉴和测试理论？

多种方式

大家很可能会同意，任何一种研究方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不同的方法论常常产生不同形式的“证据”。因而，使用多个研究方式往往是明智的，这样就能弥补由于使用某一特定收集资料和分析数据方式造成的局限。

在行为和社会科学的文献中，众多优秀实例说明了结合使用定量和定型数据、强迫或非强迫性手段、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的数据分析、或使用参数性和非参数性数据的统计处理。方法论的案例则表明结合使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点，或者更正规地说，既考虑位性也考虑非位性观点。

最后，就方法论问题而言，我们注意到许多论文非常重视文化概念，而且数名研讨会代表明显持有解释性、定质性观点。尽管如此，前面引述的文献显示，休闲研究在民族学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特别是在研究土著民族方面。

多种研究人员

合作性研究，特别是跨学科的合作性研究，具有无限的价值。除了其他优势之外，他们通常都相互激励，共享不同的能力、专长、互补性和增补性研究方法，考虑多种多样的理论取向，与“局内人和、局外人”分享观点，使用共同的设施和资源。

当个人加入到参与性行动研究或者跨文化比较性研究时，合作性研究尤为重要。因而，我们鼓励休闲研究各领域中的学者考虑与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和文化、研究土著民族的学术伙伴以及非学术性机构和组织的个人共同合作。

最后，就相互合作的事宜，我们注意到与不同学科的研究同伴合作的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是能接触到“尖端”的学术成果或新形式的研究技术。例如，许多研究学者似乎非常感兴趣的是最近“进化理论”在不同学科里的进展。这些进展可能应用到各种休闲形式的社会开发研究中去。又如，用来测量“大脑积极活动”的新技术可能被用于对“流动”的定量测量。许多休闲学者对此似乎非常感兴趣。

四、总结

总之，鉴于休闲研究代表着一个多种模式的探索领域，学者们应该充分依仗其多模式特性的优势，对多种理论、多种方法、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加以利用。休闲学者，如同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应该认识到其多学科性的“现实”。学术性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正确地处理“现实”取决于如何避免学术研究被“学科盲点”所制约。理论及研究方法和跨学科合作的推动，这两者之间究竟应该怎样搭配，涉及多少学科，都取决于它们与所要探索的问题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既复杂又互动又实用的动态视角，休闲研究（许多其他领域亦然）将受益匪浅，因为它将能更加敏感、更加全面地应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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